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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的范例：多数公认的法律正义观研究

张文喜

【摘要】在对解释学与法律研究的结合的可能意义的讨论中，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促进了政治 －法律的批判

的发展，抛开了对法律文本文学或文字关注。通过对法律的批判，也理解了普遍正义如何被多数 （或 “解

释群体”）公认的法律正义所代替的法律解释 （实践）过程。在阐释公共性的视角中，法律实践就是法律

解释。准此，无处不在的正义被特定的 “解释群体”做出决定的法理意义上的判断所代替。对于标榜民主

却又不能表现 “人民意志自觉的法律”之现代社会而言，存在与本质是分裂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

观点，即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必须使用他们的 “公人”这一抽象概念或信仰的宗教来形成自己关于法律和正

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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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阐释问题的论争凸显出所谓的 “阐释的公共性”问题：从语言就是社会而非私人的角

度看，在解释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等相关问题的话题中，我们领会到整个话语体系乃是建立于有

公共意义的阐释概念之上的。譬如，我们能否准确地说出我们希望说的话，我们能否准确地表达我们

要表达的意思，等等，全都是关于阐释能否有公共意义的考量。因此，有些学者沉湎于将公共阐释的

核心概念与学科建构结合起来的念头①。它吁求 “中国学派的阐释学”的特点和风格。我认为，它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阐释学被区分为中西两套语言，不过是约定俗成的区分。此种区分不是基于

思想而是基于分类的需要。我的论点是，蔚为大观的人类文明传统好比是体积，而不是面积，更不是

线和点。如果公共阐释论不是关注中西文明传统资源汇通，不是寻求公分母和他者的生活，那么阐释

的 “公共性”又如何想象呢？别的不说，被西方文教系统界定为 “学科”的那些东西的 “身份”与

地位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共同问题。这意味着，若各个民族的生活可以按照其参差不齐的阐

释形式分类思考，那么特定的阐释思想类型的优势，应超越民族的羁绊，同时，应将阐释学理论的实

践与单门学科比如经济、政治、法律等解释相结合。

１

① 尤其是张江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理论，重申了文学在阐释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阐”“诠”辩———阐释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理”“性”辩》，《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９期；《“解”“释”辩》，《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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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义：公共阐释的 “诠释性”规定

公共阐释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公共性内涵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核心本质中不可或缺的，因为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二三百年前作为各自独立的学科出自道德科学①，为的是更好地增进人类的共同

理解和改进社会状况。反之，这种关联于社会改进和人类进步的目的，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性

中的好的东西，是符合人类生活之社会的、公共的要求的东西。

但是，直到今天，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公共性内涵是什么的争议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呈现出

一幅各种学说自相矛盾的冲突的镜像。我们看到，将这幅矛盾镜像看作为 “解释的”，有助于避免各

个学科彼此纠缠纷扰的局面。进一步，按照一般的解释学 “主题”的规定，公共性的内涵是从 “人

类言谈的统一性”这一设定出发的，它意味着若定位在话语即逻各斯所建之层面，人类只能用语言

进行思考。但人类因为拥有符号逻辑、解释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等互不一致的学科历程，与此相

随，就可能给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带来疑似无客观精神、无目的关联的境地。另一方面，假如我们

业已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公共性，那么它们的公共性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穷尽一切解释

的努力在于解决作为自由共同体的人的生活的现实实践问题。但如此规定公共性不是基于注重逻辑和

语法的哲学传统，而是基于阐释学的理论实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创造出让这些公共性价值具体地

被阐明的路径。

目前的紧要态势已然逼迫我们加强各学科体系自身的公共性内涵的阐释学理论实践，因为不同学

科的公共性内涵的阐释是不完全相同的。学科分际之间阐释所力图实现的具体目标也是不完全相同

的。我们首先发现，我们今天拥有诸如符号逻辑、解经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等等，我们很可能把公

共阐释问题仅仅领会为人类话语的统一性问题。可是，即使我们能把人类话语的归并领会为人文社会

科学的规范公共价值的唯一路径，也只有在它们之间形成互相竞争的阐释所力图实现的目标中，才能

发现它们之中有公共阐释这样的东西存在。而且在具体情势下，在诸学科互不一致的阐释目标中，我

们所寻找的 “真理”（统一），绝不是事先被给定的，而是源自我们思想解放的一项阐释任务。

承认了这点后，推动着阐释公共性运动的，就是对诸如 “作为解释的法律”“作为解释的政治”

等的吁求。其中，任何阐释都企图克服存在于主观阐释与客观阐释、一般阐释与个别化阐释之间的疏

远和距离。通过克服这些距离，使我们作为社会存在认识到彼此，通过理解、解释、分析和改善根本

的社会问题，力图促进对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理论把握。就此而言，公共阐释不能压缩或归并为某

种人类话语的 （或某个共同语言圈子的）那种统一性活动。如果能给予公共阐释一个合适的意义，

它实际上就是以多数人客观理解的可能性为前提的。或者是对这些理解的可能性进行符合正义原则的

权衡而展开的活动。换言之，在某种承认社会伦理及实践合法性的意义上，阐释公共性绝非是作为一

种 “应该如此”的意愿存在，而是包含一种极强 （即不容有歧义）的效力规定。因此，阐释公共性

是一种当为的要求。无论是对知识可能性还是对道德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指向的阐释，其公共价值

都是值得怀疑的。尤为重要的是，阐释公共性必定在指向某个行动的实施之后才存在、并得以持续存

在的可能。如果阐释的具体化、客观化的观点不能抵达某个共同体比如种族共同体 （甚至更小的共

同体，比如 “同城人”）而发生效力，那么它一旦遇到任何一点不协调都必定会瓦解。就此而言，在

２

① “道德科学”（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被理解得十分广泛，可以说，它是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总称。德文所谓的 “精神科学”

（ｄｉｅ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在消解了 “从前作为 ‘美的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状态上”，它将成为英语世界中所说的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现代科学在其起源中呈现了技术风格。（参见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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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性”的意识中，公共性阐释不是基于恣意和偶然而发生，而是根据 “解释群体所共同认可的规

则”而发生的。这些规则可能会对每一种人类意识发生效力，即便这些规则不能被简单等同于表面

上的多数人的意见，它也必然遵循着一种有关人类共同生活的目的论解释而发生效力。如果我们不把

人看作被欲望和冲动所支配的动物，也就不会忽视解释的任务以及解释的这个目的论特征。在对解释

实践的要求上，不仅某个纯粹 “假定的意思”必须让 “现实的意思”先行，而且恰当的、适合行为

特质的规则的尺度亦当取代个人主观的尺度。这也意味着，我们称之为公共阐释的趋向，就是那种得

到客观领会的、相对多数人可以理解的趋向。

自阐释学开端起，诸学科在其发展中便要求融合社会和共同体不同方面的因素而作合乎事实的、

与目的相符的解释。这无异于说，对于人间生活来说，正义被当作 “解释的真理”来规定的，某个

解释群体所共同认可的规则被确定为正义的规则。海德格尔评论尼采时指出，正义规定并非是从评价

（比如善恶、是非）出发产生的，其本身就是尺规之效力①，因此，“尼采对善恶嗤之以鼻，但是他却

一直对正义敬重有加”。而 “彻底提升正义在尼采哲学中的位置”有助于领会那些有关人世善恶之形

形色色的学说纷争②。

在此，海德格尔让我们看到，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正义，在没有可靠依据 （比如神、历史）的情

况下，决定的作出只能以类似于正义即合法性那样的感受 （譬如哲学家的感受）为基础。但显然，

从哲学解释学上看，现实中的法之为法，不一定是正义的。若像尼采那样提升正义有利于废黜存在的

罪与罚，那么，一般说来，这种提升就不是为了通过阐释学理论的实践价值来促进一套道德规范的证

成。恰恰相反，它不受 “价值”拘束。极而言之，在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背景下，人类生活实际上

在法伦理解释上是无计可施的。因此，对此情形，做出任何决定都只能是一种法伦理上的冒险 （失

序）：若有正义，正义就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尝试，被以一种试验性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听起来颇有

后现代诸公的讽刺意味：哲学已处于边缘和崩塌的悬崖，而解释不妨大胆一些！解释不出来，就添加

点什么。这当然是一个直接可能滑向虚无主义深渊的倡议。面对这个倡议，若我们无力正视解释的不

确定性，或者从 “不受拘限的冒险”中拒绝阐释学理论的实践，尤其是对于任何不充分理解的事，

不作什么判断和决定，那我们必将走到历史屠宰刀之下。

而为了回应其中的虚无主义之克服的要求，这里隐藏在哲学中的另一个观点就冒出来了。这个观

点认为，将哲学家的私人的 “意见”看作 “解释”是有助于克服虚无主义的，不仅如此，这种观点

还与黑格尔客观精神之所谓的 “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的判决”意见勾连。但在此我们看到的却是，

世界法庭这个东西，我们连一次都没有见过。若说历史本身就是世界法庭，我们一定说它是一种虚假

的理性抽象。根据这个抽象，“祖先的罪过会报应在末代子孙身上”。对于革命的思想家来说，这个

黑格尔著名的要求理所当然是不合逻辑的。实际上隐藏在黑格尔主义中的套话是：“如果这思想家没

有在思想中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历史发展，他便无法正确思考，而且会自相矛盾。”③ 因此，对于革命

思想家来说，世界法庭，不是现实地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解释方案。看来，要辨析正义观念，先须澄

清某种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能够落实阐释之公共范围的首先是由哲学来确定的，并说正是哲学

认识了多数人接受的 “正义”。我们认为，这种观点首先意味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客观的

观点和一种主观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它未顾及用某种更全面的观点来扬弃这种对立的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共阐释的 “主题”下，以 “合法性”翻译 “正义”是能方便地被用来批判虚无

主义的一把尺子。对于法律阐释主义学者 （比如德沃金）而言，公共阐释也是对具有多数公认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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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９５２页。
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１页。
参见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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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观的阐释学理论的实践。公共阐释是在涉及法 －伦理背景上以 “解释群体所共同认可的规则”

作为基础的。因此，“法律解释作为文学评论中的学术实践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①。此外，如果我们

思考某个具体的法律解释行为，比如说像法官判案，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谓 “公平”乃是 “使每

一个法律案件的个体化的东西凸显出来”，所谓 “正义”则是 “使每一个法律案件的普遍适用的东西

昭示天下”。这两个方面作为公正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法律实践是 “合二为一”② 的。我们认为，这已

经远远超出了对法律文本的考量范围。拎出法律，并非仅指法律。那形式的东西并非仅仅在法律中。

它在一切秩序思维中。所以，我们有理由赋予 “正义法”的理念作为公共阐释视角中的范例论分析

的地位。

二、阐释学之 “公共的”含义澄明

上述归基于阐释是社会的、公共的阐释的观点，应当说是由各门学科之各种视角所引起的。目前

来看，学者们的主要兴趣是从事文学评论范围内的文法解释和逻辑解释。比如，从某种想象中的通情

达理之人的理解入手，探讨其中的公共规范以及与之相互纠缠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关系；或者从语言

的结构总体性及意思和意思表示之间关系的争论入手，分析其中语义学之开放性、丰富性的意义理

论。所谓的 “解释学的兴起”或者说所谓的 “日益增长的历史意识”，对康德式先验论者来说，其实

可以看作解答如下问题：作为解释的基础，究竟应当以对表意人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含义，还是以对另

一个相对正在理解的人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含义？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说话所指的意

义与自己所理解的不一致，那应如何处理？在这里，是否也只应当以康德所谓的 “普遍有效性的理

性”和 “无利害关系的愉悦”的要求———人们将此作为对 “通情达理之人”标识———所赋予给语词

的那个含义为标准？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无法穷尽的，就像对某些作品的解释是无法穷尽的那样。

我们认为，“通情达理之人”也只能用某种一方当事人熟悉或者另一方当事人陌生的语言习惯而通情

达理。正如加达默尔对 “通情”和 “达理”所作的更敏锐的反思时，他领略了有关一般解释学的局

限。因为 “自从解释学产生以来”，“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种语言事件，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

言，因而也就是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③。据此看来，要想在此研究领域取得成功，其首要条件

是必须承认存在着某个无所不知的 “前语言主体”，但这种观念已经受到普遍怀疑。所有的专家都在

抱怨我们自古以来巴别塔式的语言混乱，抱怨各种流行的概念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腐蚀和毒害。正因为

如此，我们选择作为阐释公共性之解释范例即正义之法的规则，就发生了疑问。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阐释学理论实践起初是从单门的学科，特别是神学和法律学中发展出来④。

加达默尔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哲学立场的法律解释需要我们抛开对法律文本的文字关注。对此，我们

注意到法的概念和功能：法律，也就是准则⑤，在这里显示出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人沟通时的秩

序方式。就人而论，要以理性来辨明什么东西按照人的目的本然是正确的。当我们再次回到 “法”

一词的原初意义时，并非为祭起过时的宇宙论的目的观念。不仅如此，“法”这个词之所以能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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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英］伊恩·沃德：《法律与文学———可能性及研究视角》，刘星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５—５７
页。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法律行为解释之方法———兼论意思表示理论》，范雪飞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２
页。

参见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９７—９９页。
参见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９页。
“法”这个字眼是指存在于人类思维和行为所有的部门，如物理自然法则、伦理法则、道德法则、荣誉法则、国际交往法则、游

戏规则等。立足于法的领地，法律是人类社会生活之良序和公正的艺术。从古希腊文中可见，“法”广义地说，秩序即为法的一

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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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因为它能显现出具体场域之空间结构的规章。如果人们考虑到其中的空间意义，这个词也会变

得具体化且有向公共敞开之意。换言之，公共之为公共，它的词义本身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多种理

解，但它更与空间或场所关联；实际上，“公共”的反面，即 “私独”。但是，应该立刻补充说，“私

独”的观念特殊地曾经与历史上被冠以 “公社”的含义挂搭。诸如此类。“公共”一词也可能被以便

利于从与诸如 “普世”“整齐划一”“共同”“共有”“共用”这些词的区别角度去理解。这些概念在

使用中不断 “跑起来”后，它才开始逐步明晰起来。当然，问题并不能通过诉诸术语的解释获得解

决。对公共阐释概念之空间的强调存在着一种风险，即如果将此做非空间的异质要素即时间要素加以

“纯化”的话，便会导向空间与时间对立的老套。正如我们在加达默尔等人那里所看到的，无论如

何，伴随解释学的发展是更加强烈的历史意识的上升。在古老解释学传统那里，解释学本质上是时间

意义上的神与有死者之间的交流。无疑，在最深层次上，这种交流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更多是私人性而

不是公共性的。但是，这种交流之于公共领域象征了公开性和毫不隐瞒。这就意味着严格说来，每个

个人自诩其所得是神圣启示并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更不必说，让其公之于众，就有死亡的可能，它在

什么地方维持不下去呢？如果概言之，“理想的或绝对的 ‘固有’主体性的孤独还曾需要过指号以构

成它与自我的固有关系的话”，那么所谓 “内心话语”“自我对自我的交流”是不能发生的①。

其次，与 “法律或立法”“命令与禁令”“公意或众意”以及其他近义概念相区分，我们所谓的

“法”概念，从属于 “具有多数人公认力的正义”概念，不仅对于我们的阐释公共性定义来说是纲领

性的，而且对于经验社会领域规范研究所达致对法律事实的理解也有很大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对

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正义问题的理解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法律解释不允许对实质

上相同的事物作不同对待，或对实质上不同的事物作相同对待。此处所说的 “正义”，是指 “形式正

义”概念上的对称、无破缺的状态，就像人们谈论 “普遍正义”时一样。就法律实践就是法律解释

而言，“法”总是属于 “边界意识”。所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处理公共生活却不能直接地

公然采取人类差别主义的根本原因。从元法学的视角切近观之，边界解释之外无所谓正义与否。对我

们今天这个无神的世俗思想界来说，这一法律解释状况无疑不是陈词滥调，而是令许多思想者震惊的

基本事实。如果说 “上帝的正义都是由他自己自由支配的”，那么正义并不像那些 “假的追求者”所

相信的那样是 “靠性急得来的”②。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大多数把公共生活作为危机来思考的人显然都应该考虑到，“具有

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是如何被整合进现代国家之正义论体系，以致今天所谓民意合法性被沦落

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这里，公共秩序成为新问题的新时代迹象已然显而易见。在虚假的民主政体

中，若按照黑格尔的 “理性的狡计”概念来看，所谓公开的 “不断协商”不过是单纯追随公共舆论

的任意波动而被蒙上公共性的幕布。更有甚者，在司法及政治决定方面，“不断协商”脱离不了利益

政治或党派政治的干系。而代议制民主也许被唤作 “不能没有秘密的政治”反倒更易于理解。这个

问题换个角度来看，等于是说，这些方面也暴露出，整个解释学传统从属于对语义学和语文学的流行

把握，完全陷落于历史的琐事了。

实际上，马克思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马克思认为，旧哲学只是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学说当中。而

我们只要像马克思那样承认旧哲学是 “唯心主义”的狂妄。它已然 “走火入魔”。一旦它以为可以将

整个世界视为须按 “自由的普遍哲学原则”（比如黑格尔所谓的 “民族精神”“客观精神”）来改造

的对象存在，在司法解释方面所需要的精细化的文学分析，就显得无关紧要了。从真正严格的权力批

判的角度看，整个问题假如允许彻底理解的话，可作如下类比：哲学唯心主义者类似于一个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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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５２—６２页。
参见 ［意］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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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其他关切，只以绝对精神的把握来把握当前历史及时代征象。最终，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

主义者们对历史这个屠宰场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哲学之癫狂。照法律批判的观点，黑格尔主义者的错

误在于他们所称之为 “公共的”东西，其实意思就是指仰仗文化霸权而得以推广的 “国家的”东西。

对此，近年来许多关于正义论研究的学者 （例如霍耐特）已经认识到，社会分析的正义论应有其独

特的发展路径和历史。不仅如此，这种思路的多个例证现在应当要以 “大地的法”① 的眼光来进一步

重审。

三、公正决定的标准：多数人公认的法正义观批判

法与习俗和道德一样，都是对人的行为的协调。而行为协调必然与一个命令和禁令的体系密切联

系。这一点在新康德主义法哲学那里尤其明显地得到论证。这里，我想说的是，在法的背后，有个决

定什么是法以及谁下达这个决定是正义的问题。追随霍布斯所谓的 “决断论”，施米特曾指出，法秩

序的终极根源在于一个主权者 （权威或最高权力）的决定。在他看来，不管什么法律，而不仅仅成

文法，只是一个无生命的字眼。因为一切具体案例都离不开 “一个由个人性意志所支持的决定”②。

问题是，如果有人读过施米特上述关于作为个人命令的法的论著，那么他就会问，究竟曾经有多少用

最高之手在最高处一手强力实施的决定是完全正义的决定。还有，方法论上的思考必定还会提出这样

的疑问，在普遍通过立法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今天，有哪一种权力从头到尾完全是正义的，又有哪一主

权者不认为自己的理由 （比如出于个人的良知）是正当的呢？因此，毫不奇怪，具有怀疑观念的法

学思考者也许早已不再关心正义的规范性内涵及实质内容，而是只专注于形式、程序，等等。

细而论之，公认的正义观念依然是停留在 “可能的语义”的界定上进行的，即从尽可能多的人

的法权感基础上进行的。即使与尽可能多的人的法权感相联系，法权感在本质上也是私人的、抽象

的。它无法证明适用于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决定也恰好在多数人的法权感中存在。反过来看，法权感中

所体现的那种联合性意志不是出于单个人意志的总汇，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 “合法性压力”。“据此

自然一开始就给人造成了内心的矛盾，在一个心室给予了自私自利，在另一个心室给予了道德……这

儿它倾向于自私自利，那儿它倾向于道德！”耶林称这种观点为 “心理上的两院制”③。当然，我们同

时还可以认为，如今，对将法视为个人命令的论点的一切尝试进行挑战，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很少听

说过读者或法官可以任意解释法律的。而且，从遵从合法性的民主要求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人民

才有能力将正义权力的本质变为现实。诚然，问题仍然在于能否磨砺一种关乎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

观念的解释学锋芒。因为按照把 “公共”理解为 “尽可能向多数人公开”的观点来看，当我们主张

正义问题应当奠基于尽可能广泛的民意时，同时也是指公正决定的标准应当以 “解释群体所共同认

可的规则”为基础。

在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提出多数人合意的正义观念对于法律来说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

义。而且，有理由认为，是马克思首先指明了在 “唯意志论”层面给出 “由谁决定”的答案是错误

的。马克思认为，它是造成某种法律解释纯粹从法理幻想出发的原因。如果我们要完全撇开各种不同

法律行为之间的差别而只给它们确定一个公正决定的标准之解释，那么法律批判者不能忘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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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某种神学性格的法概念里，大地是绝对公正的。“在这里，人类共同生活的规则和场域得以彰显。无论是家庭、血缘、出身、

地位、财产的种类和邻人的类型，还是人类权力和统治的形式，都变得公开且明显。”然而施米特倡言 “大地的法”的意义当时

还是远不充分的。它的实际功效似乎到２１世纪才凸显，直到 “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体系”等概念出场才完全铺

展开来。（参见 ［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页。）
参见 ［德］卡尔·施米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参见 ［德］鲁道夫·冯·耶林：《法权感的产生》，王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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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

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

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①。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 《论离婚法草案》一文。

这是马克思为批驳莱茵法学家和坚持普鲁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而写的。其意图不是要如同实证性法

学那样以所谓公正、无偏私的对普鲁士邦法进行科学的解释，而是要从法律－政治批判的角度对那种
统治者乐于向其臣民或公民发号施令的东西进行揭露。这种揭露的关键意义在于，当时大部分法学家

不关心正义性方面的启蒙。实证性，其实是不反抗立法者的奴隶般意识的同义词。其中的关于对与正

义或错与非正义的观念只能是从属于法学本身所演绎的 “分别的”律法的结果。

基于此，历史法学派虽然承认法是人民精神的产物，但在对法律上的对与错、法律上的正义与非

正义的研究中，它将法律解释的任务仅仅局限在纠正某个具体法律规则中的错误，或者纠正某个具体

案件裁决中的错误。马克思认为，它的论据 “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②。这种方法对法

律解释来说，法律最终成了抽象范畴运动的牺牲品。对于历史法学派来说，法学问题的使命似乎即在

于探究例如意思与意思表示的关系、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这些努力的唯一成熟

结果是教学上的，亦即从 “语法”“逻辑”“历史”和 “体系”等角度来探究具有公认力的法观念。

在这种特殊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法学仍然一如既往地缺乏 “人民精神”。甚至连这种拘束于教学体

系的意义也始终是有疑问的。此外，马克思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 “奴才夏洛克”凭他所持的借据

“来索要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③。当时，马克思就已经看到，即使 “像小学生一般地”学了

流行于法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也没有使他 “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他 “还忽视了自然、艺术、

整个世界”。从马克思法律激进批判的角度看，整个当时流行的法学思想将法本身合意过程引上理性

的正义考量的轨道是充满矛盾的。而矛盾展开的方法，即法学的方法④。

所以，按照我们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这种解读，我们相信，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说的 “表面

的意思”是：法律应以 “公认的”法理和公平原则调整互相对立的利益、应受处罚的行为受到公正

的处罚、应对社会当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予以公正的解决⑤。而与此相对的 “真实的意思”却是：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关于公认的正义的传统式学术定义，总是认为我们能够

以系统的肯定性来确定特定法律规则的内容正义。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假设。如果

我们将法学家和立法者视为代表人民的声音的人，那么他们就应当承担起探查法自身是否 “依法”

或 “违法”的批判性任务。他们就不能只是对处在作为一个法学家关心之外，特别是身份与行帮的

关心之外的东西加以抵制。所以，顺便说一句，我们不能将马克思对 “人民的自觉意志表现者成为

立法者”的讨论与那些同时代赞成解放的人所主张的 “具有公认力的正义论”之传统论断混为一谈。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淆之所以成为问题，“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

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⑥。在此，马克

思的批判原则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定一切伦理关系的存在。从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方面来说，

这种存在与本质符合的原则是法律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的是要看到，比如，婚姻关系事实上是反映德

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既不是立法者的任性，也不是私人的任性，而是只有事物的本质才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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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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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亦即所谓 “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４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３１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１２页。
这些观点是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的言外之意。马克思自己倒没有这么明确地将它们说出来，但是我们把它们总结出

来了。（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２４０—２９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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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某一婚姻是否已经死亡；因为大家知道，宣告死亡取决于事实，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既然

你们要求在确定肉体死亡时要有确凿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么，难道立法者不应该只是根据最无可

怀疑的征象来确定伦理的死亡吗？”① 由此可以了解马克思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法的形而上学，从而

为在德国接受唯物主义和合乎正义本质的哲学作了准备，而且他还证明正义不能从存在中衍生。他宣

告了不久将来要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这里真正本质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当时科学化的

“学术规则” （法律文本）进行批判。那时，人们除了从中要对永恒正义这样的东西进行否定之外，

还需要从中寻找一个肯定性的法之形而上学体系———一种古怪的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而置普通

人于千里之外的行话。在其 “公认力的正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马克思看到了文

明规则的力量在法的源泉处如何消耗掉一切本质性的东西。

直接受教于马克思的恩格斯认为，公理的过度乐观的 “胜利” “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

画”②。只要国家存在着，这幅画就将持续地存在着。因此，人类的全部发展取决于对政治、宗教和

国家的异化的扬弃。有鉴于此，我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基于国家 （或政治）消亡的正义论。但就当时

著述的上下文来看，马克思究竟是赞成公认力的正义决定还是反对公认力的正义决定，这个问题似乎

具有根本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否定神的正义，是自然而然的。尽管如此，怎

样读懂上述马克思所谓的 “人民意志自觉的表现”之正义决定，仍然是困难的。因为他对 “公共的

人”“政治人”“公民”的态度与他对 “私人的人”、“市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私人化的 “人”的态

度的区别，给人留下他是以异化批判作为其法律批判 （尽管不是全部）的重心的印象③。当然那种小

写的、被国家统治的、私人化的 “人”与 “巨人”或 “自由、平等”的 “公共的人”是分裂的。作

为人格化的结果，虽然两种人之间精神政治斗争是通过法制表现出来，但他们交战双方却不能通过法

律正义来约束自己。实际上，群体解释把特定的解释群体 （比如 “犹太人”）从多数公认的法律正义

中排挤出去了。“犹太人”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国家确定的正义决定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在它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的运动，必然是法律的不断废除。”④

（责任编辑　巳　未）

８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４８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７９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５—４６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４６—５３页。



从 “科学的社会主义”到 “批判的社会主义”

———重思伯恩施坦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坐标

王时中

【摘要】伯恩施坦以康德哲学作为坐标，一方面批判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认为 “社会主义”不

是 “科学”；另一方面论证了 “批判的社会主义”的正当性，认为 “社会主义”应该成为 “批判的科学”。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固然较为深刻地批判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中的 “空谈”与 “推搪”倾

向，但是，他既错失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精神，也没有真正理解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的地位与意义，因此，他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并不成功。重新反思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的 “康德

哲学”坐标及其教训，对于深入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论题，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批判的科学；康德；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０９－０８

作者简介：王时中，湖南宁乡人，哲学博士，（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２０世纪康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１８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４）；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项目 （６３１９２６０１）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施坦的 “修正主义”标签广为人知。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国内 “斗

私批修”的政治口号也使得 “修正主义”这个名词进入国人的生活。时移世易，“修正主义”思潮今

天似乎很难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与实践兴趣了。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却

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当代回音。正如有论者深刻指出的，“‘马克思与正义’之

争虽然发生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但这一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唯物史观与正义的关系问
题，早已存在于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关于伦理与唯物史观的关系

的争论之中，并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权利、正义和道德等的论述之中”①。由于伯恩施坦 “修

正主义”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无法也无能详尽

探讨修正主义的起源、内容与意义等论题，而只是以其对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批评与对 “批判的

社会主义”的论证为视角，考察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康德坐标”及其得失，以重新反思百年来围

绕这个 “坐标”所展开的理论纷争及其当代启示。

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批判：社会主义何以不是科学

一般来说，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在科学理论与研究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

９

① 林进平：《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梅林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之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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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的二重性，两者是在互相对待中逐步修正、发展的。但科学对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所确定的最终结

果持不可知的态度，因此也不承认自己体系的最后终结，而总是允许用新的事实来加以补充或纠正。

依伯恩施坦的话来说，“对科学来说，除了认识的目的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指导性的目的”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将 “社会主义”也理解成这种意义的 “科学”，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按

照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乃是世界历史性的危机，这种危

机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的全盘崩溃。“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

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将按社会

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将这种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一种坚定的信

念扎下了根：“这条发展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巨大的、囊括一切的经济危机是通往社会主义

社会的必经之路。”② 当时的人们一致认为，这个巨大的救世危机不可能是在遥远的未来。如果短时

间不一致的话，也可以通过布朗基主义，即以暴动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直接由现状 “跃进”共

产主义。这也是一条最稳妥、最短的道路，是指导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指南针。由此可见，这个意义

上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乃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顶峰，“仿佛在这方面所说的科学是某

种已经十分圆满的、完成了的东西”③。

但伯恩施坦认为，一旦将 “社会主义”视为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科学，认为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

性证据已经由 “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了，那么，就可能使得 “社会主义”与 “科学”之间的关系

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作为 “意志的事业”，恰恰缺失了成为科学判断的最主要条件，

即 “科学客观性”，而所谓证明 “科学的社会主义”之经济学观点，乃是一个 “此岸的观点”；作为

社会主义的理想，却是一个 “彼岸的观点”。一旦强行以科学的因果链条来看待作为 “彼岸”的社会

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每一个原理，便会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形式、每一个阶段视为社会主义

论证链条之中的已经完成了的 “环节”或者 “节点”，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伯恩施坦认为自己是 “依科学的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严肃尝试”④。他这里所说的 “科

学”的方式，显然不是作为 “不可知论”意义的科学，而是一个关于价值、道德与法权的 “科学”。

他声称：“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

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

步，也还是为促进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⑤ 在他看来，作为 “最终

目的”的社会主义不会被纳入到科学的演进法则之中，因此，强调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即将崩溃，

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主张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应该做的或者长时期应该做的，“是在

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向上改

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⑥。因为他所理解的运动 “既是巨大的、一般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人阶级

特有的运动”⑦。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 “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样，并不全都是科学。“我并不

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 ‘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

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⑧ 这就意味着，他对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既摧

毁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也消解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９８页。
同上，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１５１页。
同上，第１５５页。
同上，第１５６页。
同上，第４３６页。
同上，第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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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的社会主义”论证：社会主义是 “批判的科学”

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主义”固然不是 “科学”，但 “社会主义”并不排斥 “科学”，而能够

与 “科学”相得益彰，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上升阶级的运动，“它对现存

事物的批评比任何其他政党或运动都更为自由，而批评的自由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条件之一”①；其次，

社会是一个有生机的、不断发展的机体，因此，先进的党或者阶级比任何其他的阶级都关心认识的进

步，社会主义学说也能够比任何别的学说更加满足科学性的要求。“社会主义固然像前面说过的那样

始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志的事业，但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事业。为了达到所企求的目的，它需

要关于社会机体的力量和联系、关于社会生活中的原因和结果的科学作为指南。”②

借用拉布里奥拉关于 “批判的共产主义”的说法，伯恩施坦主张按照康德的批判精神，将社会

主义理解为 “批判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要给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名称，是为了 “防止对科学和社会

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一种错误的解释”③。由于 “科学”是没有人称、没有倾向的，所以科学不属于任

何的党或阶段；但 “社会主义”是一种倾向，还是一种立场，因此决不能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已经

确定的事物。如果需要继续保持 “科学”的意义，那么只能是在 “批判”的意义被理解为 “要求和

纲领”时才保持它的充分理由。伯恩施坦的这个主张不无道理，正如康德针对其所处时代的形而上

学纷争，提出构造一个 “理性法庭”，使之既能受理理性的合法性保障的请求，又能够按照理性的永

恒不变的法则来处理一切无根据的非分要求④。这个意义上的 “法庭”既是批判的，也是科学的。

“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

办法。”⑤ 伯恩施坦也是在 “批判的科学”的意义上将社会主义理解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

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⑥，即从现实的需要所提炼出来

的 “精神总和、思想内容”。换言之，“社会主义”必须在批判的意义上才能同时真正成为科学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与 “科学的社会主义”相比，“批判的社会主义”至少有三种 “观念力量”。

第一种是 “利益”，这是一种超乎职业部门利益之上的利益，即阶级的利益。伯恩施坦迫不及待地将

其与伦理道德因素挂钩：“马克思社会主义所假定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或伦理的因

素，在相当程度上不但是理智上的利益，而且是道德上的利益，因而它固有一种道德意义的观念

性。”第二种是 “认识”，但不是一般的认识能力，而是一种关于 “国家、社会、经济、历史的一定

的 ‘观念’”。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而只是一种比喻，“是实际

事件在观念中的改写”⑦。第三种是 “道德意识与法权观念”。伯恩施坦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的观念内

容，显然是冒着极大理论风险的。他自己也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从 《共产党宣言》开始，就对道

德与法权持否定态度，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从伦理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但他坚持认为，马克

思的 《资本论》中也蕴含着一种 “正义感”，“在价值概念中包含着一种道德因素，一种平等的观念

和公平的观念”⑧。他特别引证了恩格斯的话：“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

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 ‘理想的意图’，并以这种形态变成 ‘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

是由于他追求 ‘理想的意图’并承认 ‘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

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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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３９９页。
同上，第４００页。
同上，第４０１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一版序”第５页。
［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苗力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４８４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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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了呢？”①

“空论”固然有着存在的价值，但一旦成为主义，就成为了 “空想主义”。伯恩施坦区分了两种

“空想主义”：一种是 “为未来的餐馆开菜单”的空想，即脱离现实，仅对理想社会的单纯勾画与玄

想；一种是在 “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划了界限之后，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 “缝缝补补”与

“苟且姑息”，认为其 “彻底崩溃”是 “指日可待”的，然后将社会主义视为短时期内可以达致的奇

迹，即 “最终胜利”，并假定两者之间有一个飞跃，而飞跃的支点就是 “阶级斗争与经济发展”。伯

恩施坦认为，这也是一种 “空想主义”，虽然披上了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外衣。

正是由于有 “理想主义”的或者 “空论因素”的存在，“社会主义”缺乏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

严格的科学证明，伯恩施坦因此将 “社会主义”视为 “批判的科学”。针对这种 “批判的社会主义”

被批评为 “乌托邦”，他的回应是，这种 “乌托邦”恰恰表明了 “一种创造性幻想，即这样一种想象

力，它依靠对现实力量和过程的敏锐洞察力的帮助，能够生机勃勃地想象，能够预先想到有重大意义

的发现”②。

三、“批判的科学”何以可能：要Ｋａｎｔ而不要Ｃａｎｔ

“Ｃａｎｔ”在英文中的意思是 “虚伪的口头禅” “黑话” “伪善之言”等。伯恩施坦借用这个与

“Ｋａｎｔ”谐音的英语词汇，来表示与康德的批判精神相对的 “推搪”“空谈”与 “虚伪的话语”：“它

们或者出于不动脑筋的人云亦云，或者被人在自觉其虚伪性的情况下用来达到某种目的，不管所涉及

的是宗教还是政治，是灰色的生命还是绿色的生命……它部分地以及变成纯粹属于习惯的东西，变成

单纯的形式，以致再没有任何人会被它的空洞无物所欺骗，而对它进行斗争就等于闲得没事做去打麻

将。”③

这种 “Ｃａｎ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表现，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消极影响。伯恩施坦认为，马克
思的社会主义深深地陷入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

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④ 他固然肯定黑格尔辩证法对于科

学的伟大功绩，也肯定辩证法的原理可以用来形象地说明 “实在客体的关系和发展”，这种说明对于

科学问题的表述有很大益处，确实曾经推动过重大的发现。但是，伯恩施坦坚定地认为，一旦根据辩

证法的原理来演绎地预测发展，那么，任意构想的危险就开始出现，同时，“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

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

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

地进了 ‘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⑤。事实上，当马

克思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现实的时候，产生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在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时，

一方面表现出非常细致的、同天才的勤奋相当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则令人难以相信地忽视明摆着的事

实。于是，“以经济对于暴力的决定性影响为出发点的理论，却归结为对暴力的创造力量的奇迹信

仰；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提高到科学，这一提高却又屡次为一切科学性的要求对于倾向的从属”⑥。

一旦这样的矛盾无法通过理论的方式克服，马克思主义者就借助于暴力方式予以一揽子解决，于是，

“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被尊崇为奇妙的力量”⑦。这种 “Ｃａｎｔ”同时表现在 《资本论》之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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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科学的社会主义”到 “批判的社会主义”

上：“《资本论》尽管科学性很强，但归根结底是一部倾向性著作，而且是没有完成的。我认为没有

完成的原因在于，科学性和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这一任务对于马克思来说变得愈来愈困难了。从这方

面来说，这部伟大著作的命运几乎是象征性的，并且无论如何是应得引以为戒的。”①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在这种黑格尔辩证法的 Ｃａｎｔ的掩盖下，在激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与布朗基主
义之间，在经济决定论与暴力论之间，完全可以实现 “无缝对接”。而对于主张社会改良与议会民主

的伯恩施坦来说，要批判布朗基主义，就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自我批判”，首先就是对其辩证法的

批判。正是为了清除这种自我欺骗的空谈与纯粹的文字游戏，伯恩施坦求助于伟大的柯尼斯堡哲学家

的 “亡灵”，即借康德 （Ｋａｎｔ）来反对口头禅 （Ｃａｎｔ），而黑格尔辩证法正是这种口头禅的 “藏身之

所”。“社会民主党必须要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

厉的责备。”②

在康德 （Ｋａｎｔ）与空谈 （Ｃａｎｔ）的对立框架下，如果 “社会主义”不再能视为一种自然科学意

义上的 “实然”规律，也不能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本，而只能被视为是一种 “学说”或

者一种 “运动”。暂且无论是 “学说”还是 “运动”，其中总是与一定的 “理想主义的因素”结合在

一起：或者是这一理想本身，或者是朝着这样一种理想发展的运动。“它是一种彼岸的东西……是一

种应当发生的东西，是朝着应当发生的东西前进的运动。”③ 在这里，如同休谟所谓的 “事实”与

“价值”的区分、康德所谓的 “自然必然性”与 “自由必然性”的区分一样，伯恩施坦主张在 “作

为知识体现者的科学”和 “任何一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辨的利益”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对立：“作

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诉诸认识，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把利益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动机。”④这种对立的设

置具有典型的康德哲学特征。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之所以能够从 “科学的社会主义”拓展到 “批判的社会主义”，其最主要的

理论坐标正是康德哲学。他援引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哲学的批判精神，将康德所谓的

“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拓展到 “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由于康

德是在形而上学中确立科学的形而上学之建立的可能性的，即批判与科学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表现形

式。伯恩施坦照此推理：“只要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中的 ‘科学的’这一概念正是按照 ‘批判的’意

义被理解成要求、理解成社会主义向自己提出的一种要求，它表明科学的方法和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愿

望说来是一种指示方向的力量，那么这一名称对我来说就保持着它的全部理解。”⑤ 由于他反对将

“社会主义”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因此，社会主义当然不能被视为这种科学意义上的最

终目的。

四、“推进”还是 “背叛”：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的失足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内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极大争议，其 《社会主义

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被称为 “修正主义”的 “圣经”，他被称为 “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

在各次党大会不断引爆的 “改革还是革命” “修正的还是正统的”等争论，使伯恩施坦陷入层层漩

涡。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西欧的社会革命失败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与实践上

开始分裂，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逐渐在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取得主流地位，更是成为理论的聚焦

点。以下仅从三个方面对伯恩施坦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康德哲学坐标”予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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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伯恩施坦以康德哲学为坐标，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重大课题。据他

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被他们承认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关于实际情况的更为正确的认识对于理论

的表述方式和应用必然会起的反作用，只限于部分地略提一下，部分地只就个别论点作了肯定。即使

在后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把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和重新建立理论同实践之间的

统一性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后继者”。这就意味着，哲学的创新与突破必须走出理论的独断论误

区，重新构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重新使理论获得统一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只有人们

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的时候，这一任务才算解决。“换一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①

但是，伯恩施坦所刻画出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由一套从一个普遍原理出发、统摄特殊经验

事实的演绎体系，这就错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正如有论者所言，“在这样的理解下，个别的

行动都是被一个普遍的理论所规定的；而在理论内部，所有的个别理论也都是由一个普遍有效的全面

历史理论所笼罩的……过去的现实已经预想决定了现在、一如现在的现实决定了未来：整个人类历史

早在一开始就已完全决定了，现在活着的人，只不过是这个被决定了的关系的一个承担者而已。”②

在伯恩施坦描绘的马克思主义中，理论宰制了实践，必然统摄了自由，唯物主义者似乎就是 “不信

神的加尔文教徒”③。于是，“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课题，不过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马克思

主义中无法兼容人的自由与道德价值，因此需要彻底地予以重建。

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谓的必然性与自然法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 “特殊的对象的特殊

的逻辑”，而决不能将其视为一个 “普遍对象的普遍的逻辑”。伯恩施坦犯了错置 “普遍性”与 “特

殊性”的谬误，因此他无法理解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性。同时，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改造

之后，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表述的方法，更是一种 “自否定”的推进方法，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

解中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必然灭亡的理解。这种方法既是批判的，也是辩证的。如果去

除了辩证法，马克思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家，遑论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了；没有了辩证

法，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问题要么成为一个假问题，即无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答案，要么成为

一个旧问题，即不得不倒退到前马克思、甚至前康德的问题。２０世纪以来英美学界在 “去辩证法”

的思维方式下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出现的诸多缺陷，已经引起有识者的警觉与反思④。

其次，伯恩施坦忽视了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他固然强调社会主义中 “道德”

“法权”与 “理想”等 “空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绝不是实然意义上的科学，“没有

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⑤。但他以彼岸之名批

判此岸的科学性，即以目的、空想等为名，消解此岸与彼岸之间、现实的资本主义批判与伦理的社会

主义建设之间的界限，并厚 “彼 （岸）”薄 “此 （岸）”，实则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重新设置一道新

的沟壑，“从资本主义的实践出发，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⑥。因此，他得出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

的，而现实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结论就毫不奇怪了。一旦消解了 “最终目的”，也就消解了马克思政

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意义，只能以 “空想”的虚幻性统摄 “此岸”的实在性，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

便是一句空话，阶级斗争也就沦为 “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与价值追求更是成为无木之本、

无水之源。

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否定阶级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鼓吹调和、合法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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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科学的社会主义”到 “批判的社会主义”

观点，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论调，有悖于社会民主党的初衷。伯恩施坦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承认：“你处

在政治斗争之中，我离得很远，处于政治斗争之外。”① 李卜克内西说得对：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信仰，“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群众对我们学说的信仰，如果我们的党员们相信，我

党不是唯一的为无产阶级的权利、自由和阶级利益斗争的党，如果别的党被看成与我们的党同样重

要，那么我们党员就一定会士气沮丧，人们群众就会无所适从”②。作为一个学者，提出不同的理论

观点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位政党的领导人，必须将本党利益置于首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的资本

主义相对不如英美等国那样发达，德国的无产阶级却相对较为早熟，因此，如何协调其政党的利益与

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伯恩施坦显然低估了其难度。李卜克内西明确指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双重的使命，“它要完成在其他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此外还要实行

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一点伯恩施坦完全忽略了，我们不能刹车，不能倒退，我们必须前进”③。

再次，伯恩施坦深受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朗格的影响，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精神

理解得不够深入。他对 “实然”与 “应然”、“科学的社会主义”与 “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区分固然

意义深远，但掘开一道沟壑易，建起一座桥梁却难。如果说康德在 “理论理性”与 “实践理性”、

“自然的因果性”与 “自由的因果性”的二元区分之下，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建构确立了脚手架，更

重要的是，康德还为沟通两者确立了定向标。这一点却长期以来被后来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伯恩

施坦也不例外。

在 《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 “自由的领地”与 “自然的领地”不能直接构成一体，因为

“自然概念虽然在直观中设想它的对象，但不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而只是作为现象；反之，自由概

念在其客体中虽然设想出一个自在之物本身，但却不是在直观中设想的，因而双方没有一方能够获得

有关自己的客体作为自在之物的理论知识”④。正由于超感官的领域是 “知性”与 “理性”概念之不

能拥有理论认识的领地，而只是自由所创造的 “实践的实在性”，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 “非对称

性”。这个差异也可以视为伯恩施坦区分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 “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缘由与根据。

但是，康德并没有否认两者的沟通与统一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正如马克思也认为在批判资本

主义与建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并不是截然断裂的，而是通过这个 “之间”的位置为无产阶级的活动

留下了宽广的空间。康德明确指出，“虽然在作为感官之物的自然概念领地和作为超感官之物的自由

概念领地之间固定下来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以至于从前者到后者 （因而借助于理论的理论运用）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过渡，好像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世界一样，前者不能对后者发生任何影响”，即两

者的区分源于理论的有限性与实践的能动性之间的矛盾。但这个矛盾中蕴含着沟通的必要性与可能

性：“也就是自由概念应当使通过它的规律所提出的目的在感官世界中成为现实；因而自然界也必须

能够这样被设想，即至少它的形式的合规律性与依照自由规律可在它里面实现的那些目的的可能性相

协调。”于是，理论层次之不可理解的 “沟壑”，正是有赖于实践层次上自由的能动性贯通：“终归必

须有自然界以之为基础的那个超感官之物与自由概念在实践上所包含的东西相统一的某种根据，关于

这根据的概念虽然既没有在理论上也没有在实践上达到对这根据的认识，因而不拥有别的领地，但却

仍然使按照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向按照另一方的原则的思维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⑤ 换言之，正

是由于 “自由”具有独立开创出一条因果性的可能，因此，“自然因果性”与 “自由因果性”的区

分不仅没有以二元论的方式限定了人的自由，而是通过人的自由为人的活动留下了一个 “空间”。

但马克思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停留于在对 “自由”的泛泛之论，而是将自由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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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２０９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２４７页。
同上，第２４８页。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页。
同上，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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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诉诸于一个新的现实化力量即 “无产阶级”。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在批判政

治实践派与理论实践派的谬误后，明确指出要想越过哲学的障碍与现实的障碍，真正实现德国的解

放，“毕其功于一役”，其唯一的可能性只能在于形成一个特殊的等级即无产阶级。这个新的阶级承

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要将自己的哲学诉诸于实践，即将 “精神的武器”转变为现实，从这个意

义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①；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种新的哲学，消灭掉自己的

“无产阶级身份”，“德国人才会解放成为人”②。

从这个意义说，伯恩施坦没有从整体上理解康德哲学的批判精神，因此，他无法理解黑格尔对康

德哲学的批判视角及其可能意义，自然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因而也不能理解

“十月革命”的 “创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而只是认为苏俄的无产

阶级是 “一个反叛的专政”，认为 “布尔什维克的冒险是也在实际上是———或者迄今是———企图通过

一系列专横行动而撇开必要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尝试”③。因而，当他以粗暴的评论攻击列

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理论是 “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政治学说是 “对于野蛮暴

力的创造力的过高估计”④ 时，引起了列宁的坚定反驳，就不令人惊讶了。

五、结　　语

伯恩施坦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之后，辗转来到英国，与恩格斯有着亲密的交往，但这段经历给

他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他与恩格斯的友谊，使得他与倍倍尔共同成为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并

与考茨基一道成为恩格斯的理论接班人；另一方面，在英国的费边主义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双重影响

之下，他开始鼓吹修正主义，并批评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诠释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

第一个反叛者。如何评价伯恩施坦的理论形象，进而批判其对 “科学的社会主义”的 “修正”，至今

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难题。本文仅梳理他的 “康德坐标”，指出他不仅对这个坐标的理解存

在着较大偏差，而且对于康德坐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差异，更是缺乏必要的反思，因此，他的

“修正”并不成功。

伯恩施坦的理论终局也说明，在处理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的课题中，借助康德哲学的

坐标，以彰显 “实然”与 “应然”、“事实”与 “价值”的不可还原的二重性是一回事，而如何构造

一个新的元素、进而以何种方式沟通二者，则是另外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以一百多年前伯恩施坦对

马克思主义的 “修正”路径为参照，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学界围绕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间关系

的研究，还是停留在对马克思文本的 “寻章摘句”阶段，远没有确立一个类似于康德哲学的研究坐

标，遑论确立一条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有效进路。从这个意义来说，重思伯恩施坦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坐标，对于走出 “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关系的某些迷思，还是具有深远的

借鉴意义的。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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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页。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４９９页。
同上，第５０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六种 “实证主义”

李天保

【摘要】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否属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一般预设只有一种实证主义标准，即数理自然

科学范式普遍推广应用的模式，从而导致争论长期陷入盲区。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存在六种实证主

义类型，数理科学范式普遍推广应用只是其中一种，既不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

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主义是从英法的工业生产、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提炼出 “实

践”一词，统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和英法新兴的实证精神，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物

主义。

【关键词】“实证”；实证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实践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１７－１６

作者简介：李天保，广东湛江人，哲学博士，（湛江 ５２４０４８）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才专项 “马克思与孔德的实证思想比较研究”

（ＺＷ１９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到底是一种实证的科学，还是一种和实证科学相对的哲学？对这一学说性质的

判断，中外莫衷一是，分歧巨大。国外普列汉诺夫、德拉－沃尔佩以及国内倾向于苏联教科书解读体
系的专家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一种实证科学，而柯尔施、马尔库塞以及国内俞吾金、吴晓

明等学者则倾向于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成一种实证主义。这一分歧，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恩格

斯学说作为应对西方哲学第三次危机的一种方案，即把实证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取得革命性的复

兴成果受到普遍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统一理论内部存在紧张的关系，这种张力甚至可能导致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再次分裂。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是不是一种实证

主义？如果是，是哪一种，不是哪一种？又和哪一种比较相近？以往对此问题的解决不力，主要原因

在于局限在两种实证主义框架里讨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具有哲学意义的 “实证主义”实际

上共有六种，这一发现有望澄清这一长期的哲学争讼。

一、症结与澄清：只有一种 “实证主义”？

在反对把马克思理解为实证主义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或潜在地认为实证主义只有一种，即把数学

－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推广到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领域，扼杀人的能动性、批判
性、革命性和超越性，执行对现状的肯定和维护甚至对某种专制制度的辩护等意识形态功能，没有考

虑到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比物理物质领域更复杂的性质，所以这种推广是无效的、有害的。这是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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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马尔库塞等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首先提出来的批判，俞吾金、吴晓明等在反思苏

联教科书哲学体系浪潮中继其后。这种批判模式起到纠正苏联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的自然科学化倾

向，广为哲学研究者所认同。问题在于，“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流派，至少有三代流变的

历史，在未对实证主义作详尽考察的情况下，就笼统地把 “实证主义”界定为数学 －物理自然科学
研究范式的普遍应用，这会带来许多问题。罔论 “实证主义”各流派的学说是否得到真正的对待，

就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而言，如此笼统地定义 “实证主义”会带来一个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性质应如何界定？到底是实证主义还是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自己的理论定性为形而上学，

肯定地归结为 “实证主义”，但这又明显不是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在预设

仅有一种 “实证主义”模式中，这就是一个得不到解决的困局。

那么，“实证主义”是否有且只有一种？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孔德、马赫、逻辑实证主义等三

代实证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而言，也不仅存在一种实证主义，而存在六种

之多：１．以数学－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体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及其抽象原则、研究范式
的普遍推广应用；２．孔德的实证主义；３．依赖外在权威、信仰而非人类自身理性的宗教与神学；４．
以实存为原则的、与理性辩证法批判相对的历史法学派；５．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６．马克思恩格斯
对自己理论的性质的指称。

马克思恩格斯在哪些著作中、在何种意义上使用 “实证”“实证主义”等术语？“实证”一词来

源于拉丁语ｐｏｓｉｔｉｖｕｓ，法语为、德语、英语均为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实证主义”德语、法语均为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英
语为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在本文所涉及的文本中，比如马克思与孔德的文本使用的都是该词及其变格。可以
说，在这几国的语境中，此系术语不存在因翻译、近义词等混淆歧义而有使用上的干扰。该词还有

“肯定的、积极的、正面的、实际的”等意思，一般与 ｎéｇａｔｉｖｅ（否定的、消极的）相对，有时也引
申为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批判的、批评的）相对，不过在哲学中主要取其 “实证”一义。作为哲学上的术语

和一般含义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望文生义，认为孔德实证主义是完全拒斥否定和批判，并把他与马克

思恩格斯的 “批判”和 “否定辩证法”相对立，那么这是一种把作为孔德哲学术语的 “实证”等同

于词典的解释乃至日常用语的简单化臆断。这在下文将展开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既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过该词，也在哲学术语意义上使用过该词。在 《资本论》

中，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一词总是在和 “消极的”相对的意义，作为 “积极的”含义而使用，比如 “积极的劳

动”①、“贪欲的积极表现”②、“积极行动”③ 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也是在一般 “积极的或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如 “积极参加”④、“积极意义”⑤、“肯定地

承认”⑥。这些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用法，无需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使用该术语，一共可区分为五种实证主义，加上一种别名称呼的实证主

义，一共六种。

第一种，以数学－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体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及其抽象原则、研究范
式的普遍应用。人类追求实证知识，自古希腊始，即有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哲学。例如，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以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为代表的希腊人的实证哲学；马克思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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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３页。
同上，第２７６页。
同上，第４８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４６２页。
同上，第４６４页。
同上，第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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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指出，德谟克利特认为哲学是真实的知识但是缺乏内容，对哲学的知识的不满足使得他要用

经验的观察来获得实证知识，于是他游学半个世界，精通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门类。至于近代，随着自

然科学的兴起，“实证”一词几乎成为知识的根本性质。例如，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

第３卷，１９６０年版）的多处用法：１．“实证材料”意为 “事实”（第３２、４７１页）；２．“实证知识”
指各种经验知识，尤其是经验历史 （第１９０页）；３．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边沁、穆勒理论中具有实证
的经济内容；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法国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缺乏实证内容，理论变成哲学体系；

“实证内容”指经济内容，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 （第４８２页）；４．“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
（全集第４０卷第２０７页，１９８２年版），指由观察、实验而来的知识，包括物理学、伦理学、数学，百
科全书式的各种科目、各种艺术。自然科学作为实证知识无可厚非，但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威力，从

而将自然科学的抽象原则和研究范式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道德、精神、心理领域，甚至连神的世界

也被解释成一捆数字、一堆原子、一把重力，这恐怕会失准。这种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称之为

“实证主义”，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批判性术语 “机械唯物主义”，即上文提到的别名称呼的那种

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就是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批判的，把事物、现实当作客体、直

观来理解从而忽视人的能动性、精神性方面的旧唯物主义之一种，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把人解释成物、

解释成机械结构和运动。

对这种实证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 《神圣家族》。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唯物主义，最早的

一种就是被他称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马克思认为１８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
是基于现实的目的而展开的对政治、宗教、神学、１７世纪形而上学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斗争。法国发
生在１７、１８世纪的哲学运动，在１９世纪才在德国形成。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
义击败的１７世纪形而上学，在１９世纪德国思辨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体系中得到了胜利的和富有内容
的复辟。因此，德国兴起了法国已经结束的哲学运动。法国唯物主义同１７世纪形而上学的对立，正
是德国人同思辨形而上学进行斗争的哲学立场以及现成的思想资源。可见，理性反对宗教、神学、形

而上学，向实证科学深化以及关注尘世的世界，是当时西方哲学运动的主题和时代精神，哲学大趋势

是从想象的、思辨的、神秘的精神向实证精神转型 （圣西门、孔德语）。马克思称这种精神为唯物主

义，并将之分为三种，即 “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

首先，所谓机械唯物主义，是指发源于笛卡尔物理学的一种唯物主义。它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

造力，机械运动是物质的生命表现，物质是物理学范围的唯一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依据。其代

表有医师勒卢阿、医师卡巴尼斯、医师拉美特利、霍布斯，主要观点认为 “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

想是机械运动”，把几何学看作是科学的圭臬。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机械的自然科学研究中。至于对人

的认识，马克思说 “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①。这是一种片面的唯物主义，对人的把握停留在 “几

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层面。圣西门以牛顿力学解释宇宙万物，也属于此类。但圣西门的助手、学

生孔德反而不是，他和马克思一样明确反对把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普遍推广到社会、历
史、道德、精神领域，他们都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②。其次， “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

和 “机械唯物主义”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感性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运动是物质的第一特性；不同

之处在于，“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不是把机械运动看作是物质运动的标准形式，而是把物质的倾

向、生命力、紧张等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看作是首要的运动形式，并因此形成各物质的个性和差异。

９１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４页。
关于孔德和圣西门的实证思想的关系，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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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唯物主义带有人道主义的特性，能够恰当地理解人的物质性存在不仅是一种机械运动，更是一种

有生命的本质动作。马克思评论说：“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① 其代表有

培根、洛克、孔狄亚克、爱尔维修 （尽管他的部分观点亦可归在机械唯物主义类），主要贡献是论证

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则。这个原则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为人重新理解自己和世

界提供了依据。根据马克思在文中的判断，费尔巴哈也属于此类。最后，“实践的唯物主义”即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因此是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它发源于人

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其理论原则的进一步应用发展。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机械唯物主义

的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对其理论的哲学深度和时代发展是批判的，但认同后两种唯物主义，此时的马

克思尚未批判费尔巴哈。

从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角度看，马克思无疑反形而上学，而属于实证主义阵营。他认为

１７世纪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还包含了数学、物理学等科学与世
俗的内容；１８世纪初，“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②；从此，实在
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越来越在实证科学中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形而上学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

物。诞生于这一哲学斗争的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源头：一是笛卡尔，发展成为机械唯物主义，主要贡

献在于促进自然科学这种实证科学的繁荣；一是洛克，直接导向社会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③ １９世纪的德国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以费尔
巴哈理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以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实践的唯物

主义。马克思认同实证科学潮流，其学说性质和人道唯物主义、英法实践的唯物主义乃是同道。

马克思学说和第一种实证主义，即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推广应用的机械唯物主
义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他认可自然科学在其单独领域的独立意义，但对范式推广，一方面认可这一

推广的哲学模式的历史功绩和源头意义，另一方面批评该哲学模式机械、敌视人、缺乏高度、落后于

时代。马克思的学说具有自然科学的某种唯物精神，但是本质上却不属于这一机械唯物主义流派。如

何既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又将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统一于一切领域，乃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取得革

命性意义的关键。如果说 “实证主义”就是指机械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当然不是 “实

证主义”。第二国际、苏联教科书解释模式有明显的倾向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嫌疑，对此进行批判，符

合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要求。但是问题在于，仅仅将机械唯物主义充当实证主义的唯一理论、精神，就

会造成对各种实证主义的误判，从而难以定位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性质以及其和实证主义的关系。

第二种实证主义指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７月７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孔德去世
至今将近十年，实证主义运动正热火朝天，所以他开始研究孔德。研究过程不得而知，给出结论是，

实证主义出现于１８３２年，其影响力建立在其体系的包罗万象的迷惑性上，思想是肤浅的、腐朽的。
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２４日致斐迪南·滕尼斯的信中认为，孔德只是把圣西门的思想庸俗体系化。笔
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论证认为，孔德实证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在１８２２年，他的体
系不是抄袭和体系化圣西门的，而是和圣西门共同探讨发展的，在合作期间已经部分地区别于圣西门

并最终超越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的论断其实是被圣西门学派蒙蔽的一个误判。真实情况是马

克思恩格斯通过圣西门学派而受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④。

０２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１６１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参见李天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的两个论断》，《广西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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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对孔德的寥寥数语评论看，他们对孔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并没有给出

其论断的支撑材料。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孔德实证主义就像批判机械唯物主义

一样。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论述过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关系，把孔德实证主

义简单归结为机械唯物主义来对待，实是一种臆断。以笔者可以把握的研究来看，圣西门是典型的机

械唯物主义，孔德反而因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而超越了圣西门的实证思想。孔德的贡献在于：１．界
定实证的一般方法论和实证政治学自身的方法论；２．发展了世俗历史理论和文明概念；３．为政治学
（社会学）实证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孔德不但没有比圣西门离马克思恩格斯更远，反而更加接近马

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一点不但后来的普列汉诺夫没有发现，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没有觉察到，

因而造成迄今盛行的谬论，即把孔德当作比圣西门更低一个层次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①。

至于孔德实证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关系，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学术任务，须另外展开研究。

如果说实证主义就是指孔德的学说，那么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性质与孔德有几分相同，其终究不是

孔德。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是孔德实证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能是某种实证主

义。

二、实证的另一面：宗教、神学、形而上学、法学派及黑格尔辩证法之实证主义

前面两种实证主义是和自然科学、经验原则紧密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实证主义都如此，有一类

完全脱离自然科学经验原则，甚至反对人类整个理性的宗教、神学、形而上学也号称 “实证主义”。

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三种 “实证主义”，即依赖外在权威、信仰而非人类自身理性的宗教与神学构成

的 “实证主义”。

最初把 “实证”和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的是黑格尔。青年黑格尔在其 《基督教的实证性》文

稿中，把实证性看作是现代性批判的关键词，认为基督教进入现代已经从原始的道德宗教转变为实证

宗教。原始基督教中，耶稣只是一位道德教师，强调人的理性、尊严和自由在宗教中不可或缺地位，

但后来的奇迹说、十二门徒、教派、国家等因素改变了原始基督教的性质，使其成为实证的宗教。

“实证的宗教 （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是这样一种宗教，它奠基于权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之上。从道德上看，
它完全地或至少是不完全地漠视人的价值。”② 依靠外在的权威而和人的理性、尊严、自由相对立的

性质被定义为实证性。在黑格尔看来，实证性不仅仅限于现代基督教，还适用于整个现代性批判。

“由于任何东西都可能由于对自由的压制而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下，因而任何教义、任何原则都可能变

成实证的。”③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种 “实证主义”的产生及流变是：启蒙运动借助科学造成一个凌驾于个

体的强大的社会实体、一种可感事物的世界，人类主体成为精神的主宰，但对个体自我精神是压抑

的，导致自我意识的空洞和卑贱，这是现实异化的一个方面；人的精神只实现了一半，另外一半却须

在宗教信仰中求得确证，这是现实异化的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宗教和科学的对立、知识和信仰的

分离是对人的主体性把握不到位所致；启蒙派哲学家如康德、费希特等把知性、反思当作理性，对宗

教的理解停留在知性的层面，导致人对宗教绝对主体的生分；相反，雅各比、施莱尔马赫等改革派神

学家通过情感和直观的方式来接近上帝，反而使上帝在理性上远离于人。这两派导致人的主体性和上

１２

①

②

③

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Ｔ．Ｍ．Ｋｎｏｘ，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８，ｐ．７１．
Ｉｂｉｄ．，ｐｐ．１７１－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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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主体性的分离，没有通过理性而统一起来，黑格尔认为二者本质上都是实证宗教，即 “凡是仅

凭个人的权威和杰出行为而曲线求全的伦理，仅凭权威而没有将人类价值融入道德的宗教，都是实证

的”①。可见，第三种 “实证主义”主要是指将人的主体性和上帝的主体性在理性上分离的宗教和神

学，以及类似的以外在权威、信仰、或以内在的知性、感性等片面信念为原则的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对这种实证主义的论述，甚至比前面两种还早。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在

《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笔记五论述柏拉图哲学时，认为柏拉图哲学用了神话和寓言的形式来阐

述他的哲学认识。柏拉图把从肉体中解放、拯救和分离灵魂作为哲学的任务，因此其哲学具有宗教性

质；他又把这种宗教的拯救力量赋予哲学，因此又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对哲学的认识、对绝对的东

西的解释，不是从思想的永恒威力来寻找客观的力量，而是寻找神话和寓言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所

说的 “实证的”根据、“实证的解释”。绝对的东西本身是超验的，但不能总是远离认识、总是一片

漆黑、总是否定，而是必须表现出来，又不能经验地表现出来，所以唯一恰当的形式就是神话和寓

言，通过神话和寓言这一介质折射绝对的东西。马克思认为，柏拉图哲学的这种特性和基督教有着血

缘关系，基督教是 “实证宗教”，是 “超验的东西的完美哲学”。马克思分析，对绝对的东西的实证

的解释不是一种没有历史意义的做法，而是与希腊哲学的主观性质、与哲人的使命有紧密联系的。通

过这种实证的做法，“主观的信心就成为客观的真理”②。而亚里士多德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是空

话。可见，“实证”有两个不同于现代解释的意义，即强调主观的、主体经验情感以及表诠③。所以，

被现代科学判为非实证的、虚妄的神话、寓言、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在马克思此文中都被看作是实

证的。

同一时期的恩格斯对 “实证”一词的用法和马克思是一致的。恩格斯早年的文本 《谢林论黑格

尔》（１８４１年）、《谢林和启示》 （１８４２年）、《评亚历山大·荣克的 〈德国现代文学讲义〉》 （１８４２
年）谈到当时有所谓的实证哲学。实证哲学是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
流派，其代表有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等，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

哲学，认为理性认识的哲学是否定哲学，神的启示才是 “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再次提到该种实证哲学。它的 “实证”一词指某种在能知之前的经验，这种经

验是先验的经验。恩格斯转述谢林的意思说：“否定哲学把一切引导到仅仅是可知性的阶段，然后把

它们转给其他科学，只有 ‘某种最终的东西’是它无法引导到这个阶段的，然而，这某种东西正是

最值得认识的东西。”④ 恩格斯认为，谢林的学说是神启哲学，属于实证哲学范畴。这种学说除了最

终毫无根据地导致上帝外，表现出来的都是随意的说法，根本达不到和解信仰与知识的目的。荣克也

站在谢林的立场，针对大卫·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对神的否定而提出实证的救世主之说。荣克对世界

历史无休止的进步表示忧虑，认为不断的否定不是实证的，回归到静止的上帝才是实证的。

恩格斯对这种 “实证主义”的回应是，“发展着的思想是惟一永恒的和实证的”，“否定实质上是

十足实证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的进步以及对这种进步的把握的理性思想本身就是实证的，而

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１，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６，Ｓ．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３页。
在宗教解释学，否定即所谓遮诠，实证即所谓表诠。从解释学角度看，不管解释是主观经验还是客观经验，凡是对认识的肯定的

解释都是实证的，对认识的否定的解释都是非实证的。所谓否定的解释，如我们说神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就

是：物质不是神，认识不是神，理性不是神，无论什么都不是神，因为神是绝对的，不在定义中。这就是所谓的绝对的漆黑。因

为不能直接用 “神是什么”来定义，所以肯定的解释就必须通过神话和寓言的方式来呈现。可见，“实证”一词在方法论上意味

着有内容呈现，而不管这种内容是内在经验还是外在经验，而经验内容对于经验者来说即为真实，所谓通过信心而为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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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变化不止的事实才是否定的和应当受批判的。这里的 “实证”和 “否定”相对，所谓否定就是

不断的进步运动，包括世界历史和思想；实证的，无论在实证哲学家那里还是在恩格斯这里，标榜的

都是事实的真实性、肯定的意义。不过，在实证哲学家那里，静止的、神启的才是实证的；在恩格斯

这里，运动的、否定的世界历史和理性就是实证的。此中，“实证”一词成了真实性和积极意义的标

志，只是对什么是实证的，意见不一。恩格斯把否定的辩证法看作是实证的。这样，恩格斯将 “实

证”一词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讨论中，并为未来诞生的、结合黑格尔学说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辩

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实证性问题埋下伏笔。

这种 “实证主义”和上面两种实证主义的联系主要在其诞生的现代性结构，是构成现代性实证

思想的两极，而黑格尔通过思辨辩证法将两极统一起来，将使实证主义呈现出更繁复的面貌，这条线

索的发现将提供澄清各实证主义间联系的关键。

第四种实证主义是以实存为原则的而与理性辩证法批判相对的历史法学派。这种实证主义尽管具

有明显的哲学意蕴，但整体上是一种法学派别。马克思所作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出

现的 “实证”“实证主义”，是在法学派别意义上使用的。

德文ｄ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ｃｈｔ除了按学界习惯翻译成 “实证法”外，也有人更准确地翻译成 “实定法”，

也就是强调法的实存、既定的权威性。按照哲学性质来分类，法学可分为实证主义哲学派和自然法学

或其他哲理法学派，其中实证主义哲学派包括历史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两大派别的区别在于自然法

学或其他哲理法学派认为法律要有道德、理性等形而上学基础支撑，实证主义哲学派则反对这种形而

上学建构，认为从社会实存或历史来源方面对法律进行研究才是真实的。自然法学派以道德为法学的

形而上学的基础，这种观点遭到了以边沁、奥斯丁为代表的实证法学派、以胡果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

以及黑格尔法学派的批评。在反对自然法学派方面，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

具体理论又有不同，实证法学派认为法形成于强权、执行于命令，历史法学派则认为法来源于历史传

统，尤其追溯历史源头，也就是人的原始状态。

尽管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但他在批判胡果时表现出和黑格尔同样的理性精神。也就是说，他认

为胡果把自然状态看作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对历史源头的强调太过，以致否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作

为理性的展开，以及理性在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作用，回到了动物性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法律，这是用一

种片面的理性来怀疑人类理性的片面做法。把历史的展开看作是合理的过程，把理性看作是现实和未

来的主线，这条思路无疑是黑格尔式的，尽管马克思法理学后来的发展和黑格尔不同，但在这一点上

是一致的。在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马克思主要用黑格尔理性辩证法这一观点来批

判胡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胡果认为 “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即实存的所有制、国家制

度、婚姻等不是基于理性的，因为理性对这些制度最多只能发表空论，并不能起到强制作用，相反，

理性屈从于实存的制度。在这种对立中，只存在一种标准。“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

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① 胡果把存在的一切事物当作是权威，把理性能动性原则

废除了，因此看不到不同实存事物的差别、事物历史发展的差别，对他而言 “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

肤本身一样实际”。他把理性判为假，反之将实存的笼统的现实判为真，这是启蒙运动中庸俗的怀疑

论，怀疑一切以致自己不受理性和道德的约束与指引，放浪到走向灭亡，走向完全堕落的、倒退到动

物性的片面理性，这不是启蒙运动后继者康德的新理性精神。总之，“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

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②。可见，“实证”一词指的是以实存为原则的法学理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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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９９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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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论和批判的理性－历史辩证法是对立的。这种 “实证的”理性为专横和暴力的法立言。

概言之，第四种实证主义主要指以实存为原则的历史、法学倾向，和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批判相

对。马克思的批判体现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精神，因为批判的对象是历史法学派，所以出现强调这

种精神在社会历史维度的表现的苗头，马克思的这种用法和恩格斯在批判第三种实证主义时所持观点

不约而同。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将 “实证”一词引入黑格尔的辩证法讨论，为其学说未来发展所呈

现的形而上学与实证精神的复杂关系埋下了伏笔。因此，就有第五种实证主义，即黑格尔的唯心辩证

法。马克思尽管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示极大的赞赏，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在批判上是不彻底

的，是一种 “虚假的实证主义”。

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黑格尔把宗
教看作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异化，同时认为外化的宗教世界是精神世界的确证，必须通过这种异化和

在思想上通过认识的扬弃而达到自我的确证。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彻底消除异化，只是硬说在自己

的异在本身中即在自己身边，把现实的分裂对立在思想上看作统一。马克思批评道：“因此，在扬弃

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

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

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① 马克思不同意黑格尔的唯

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模式，认为它只停留在认识上的批判和肯定，没有真实地改变现实处境。黑格尔

的辩证法，不仅在宗教上的批判是如此虚假，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生活批判都是如此。马克思批评黑

格尔的说法：“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

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② 这种不触及现实、仅仅在思想上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的唯心主义

辩证法被马克思定位为 “虚假的实证主义”，其实质是对异化现实的虚假的批判。

由上述论述可见，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实证主义”是一个具有正面含义的术语，是一个高于

黑格尔辩证法的词，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功能而剔除其唯心主义幻想，将批判彻底应用

在现实中的理论路向，这简直可以等于 “唯物辩证法”的提法，至少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性质和

根本方向的判定。其二，“辩证法” “批判”等术语不仅不与 “实证主义”术语相对、相斥，相反，

马克思将辩证法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③）的批判性质归结到 “实证主义”

一词。其三，不仅唯物主义可以是 “实证主义”，唯心主义也可以是 “实证主义”，尽管是不彻底的。

马克思曾说过黑格尔晚期著作是一种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④。其四，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中，马克思把 “实证主义”的基本条件和性质定格在现实、实践方

面。他在分析英法不同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透彻性时说：“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以看出，理论难

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

论的条件。”⑤ 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即透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依赖于实践发展情况，反之，实践

的发展必然导向更为现实和实证的理论。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证”一词继续和黑格尔关涉。其一，“实证”意味着历史的、运

动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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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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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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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录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

活动。”① 这里，所谓唯心主义就是 “把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并把 “历史变成思想的历史”，把

观念、想法、概念认为是统治和决定现实世界的原则。所谓实证的唯心主义就是从运动发展的历史角

度来描绘世界，当然这里的世界是唯心主义的。其二，历史在材料上是经验事实，而非虚构的，这是

黑格尔 “实证”一词的另一层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人们想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

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末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 （哪怕是一

些片段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② 黑格尔不仅从历史运动的思维上去展开理

论，而且其历史材料也是经验的。

至此，我们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 “实证”“实证主义”诸术语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而又

关系紧密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所面对的 “实证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范式的普遍应用的机械

唯物主义，而且是从自然科学到法学、科学哲学、思辨哲学乃至宗教、神学等诸派别皆各自成立的、

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多种学说。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并不是单纯呈现出与 “实证主义”相对立

的立场，而是错综复杂的立场，尤其他们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英法诸实证主义的关系，本身就

隐含着一种新的实证主义的苗头。

三、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 “实证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仅自然科学范式构成一种 “实证主义”，连黑格尔也是一种 “实证主

义”，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学说标志为 “实证主义”，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解释体系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性，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解释体系偏向于马克思

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这本身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兼容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两者统一起来，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是他们哲学创新之路。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英法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等具有强大生机

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潮及其世俗运动，以及德国哲学家所代表的形而上学古典价值和启蒙运动的理性的

思辩成果之间的尚未统一局面，而这是时代精神、哲学革命的根本任务。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一种

新的 “实证主义”理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们通过将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

学说，与英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结合，树立了一种新的 “实证主义”，来解决

这一时代精神的任务。针对黑格尔不彻底的 “虚假的实证主义”，针对英法民族重经验、重运动而缺

乏理性思辨高度的科学和工业精神，他们追求发展一种更高的、彻底的、真实的 “实证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 “实证主义”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新。他们继承了黑格

尔 “实证主义”的三个方面：１．“实证”意味着历史的、运动的发展过程；２．历史在材料上是经验
事实；３．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功能。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直接从英法政治经济学、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和学说等引入 “实践”概念和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在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

树立了一种英法特质的理论。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批判英法诸学说中，保留了德国人的形而上学问题

意识、框架和辩证法，使其理论和英法诸学说有极大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发展出来的新思想模

式称为 “新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

过是用唯物主义代替唯心主义，还把黑格尔学说中的世界的运动发展、历史角度保留在自己的理论

中。这种思想要素被马克思称为 “实证”。“实证”并不一定意味着机械唯物主义的主客对立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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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模式，即只是记录思想中的东西或外在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主体－实体统一运动发
展模式就是实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实证唯心主义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实证程度，因为它在

观察出发点上犯了错误，把意识和现实颠倒了，被黑格尔误以为是意识的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历史。在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历史”是假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出发点的差异构成他们的学说和德国哲学的本质差异。德国哲学是 “从

天上降到地下”，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从 “地上升到天上”，这一转变的结果就是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

开始的地方”①。由于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历史运动变化的性质，所以单纯的描述具有辩证的性质。

这种单纯的描述相对于自称为科学的 “实证唯心主义”而言，具有更高的实证性，是 “真正实证的

科学”的起点。从这一起点出发建立的理论，其内容是对 “现实的历史”的最一般的抽象，“从对人

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②。这种理论性质区别于抽象的经验论者的僵死

的事实的收集，呈现出社会历史的内在运动发展特征，但这种特征又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想象的主体

的想象的活动。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实证的科学”虽然也出自观察，但观察起点既

不同于抽象的经验主义者的零碎的外在事实，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脱离外在事实的主体总体，而采

用了包含外在事实和主体总体的 “现实的人”为经验起点。建立在这一前提上的理论既具有经验性，

也具有主体性，既具有抽象性，又具有总体性，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 “真正实证的科学”。这

样看来，这里的 “实证科学”即非狭义的物理化学之类，即不是说马克思要采用数理科学的研究模

式来统一一切科学从而消灭宗教、神学、形而上学，而是在理解世界、在人类的自我理解上要如此

“实证”。这里既没有用人的主体性来否认数理科学，也不涉及用数理科学模式来否定传统哲学的问

题。“实证”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给出的规定，这种规定无疑包含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黑格尔唯心

主义的实证性，因而更加高级。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这种科学具有无限的意义，他们认为这只是

人对现实的历史的一种理解模式，在理论上只是提供整理历史资料的一条线索；但它在实践上却具有

特别的意义，是人对自我存在的把握的一种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为人改变自己的历史实践提供新的着

力点，即实践要考虑人的主体性、物质条件、历史状态，概言之即现实性。

具体而言，这一主张明确可见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反杜林论》等代表作中，具体梳理如下。

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在性质上区别于德国意
识形态的正是实证性。这种实证性具有自然科学实证精神、唯物主义思想的特质，主要来源是英法学

说。

马克思明确说自己的 “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

析得出的”③。相对地，马克思批评布·鲍威尔用纯粹的批判等空话 “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

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④。鲍威尔的批判，和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同样是思辨

唯心主义的、神学的。对此，费尔巴哈作出革命式的批判：鲍威尔的哲学前提的本质被揭露之后，还

企图搬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诸要素来辩解，“例如，他提出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从自身开始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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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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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一范畴”①。英法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精神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的文本的实证性

和来源。这种实证性首先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上，除了马克思本人直接阅读研究李嘉

图、穆勒、贝魁尔、查·劳顿、毕莱、舒耳茨、萨伊、斯密、米歇尔·舍伐利埃等国民经济学著作

（通过法文和德文，马克思还不会英文）外，还利用了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德国人即魏特林、

赫斯和恩格斯的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著作。其次，这种实证性体现在费尔巴哈的发现。在促使马

克思转变为实证精神即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因素中，费尔巴哈是一位重要的人物。马克思说：“除

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全靠

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② 这里，马克思所言的费尔巴哈的发现，指的是费尔巴哈在

《未来哲学》、《轶文集》的 《哲学改革纲要》中的作为现实的 “感性”概念和基于感性概念的宗教

人类学还原。马克思说：“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③ 但是，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实证思想的影响只是 “其次”的，他是和马克思批判德国思辨哲学这一运动具有

最直接指向的人，但并非唯一、也不是最基础的人物。马克思主要还是直接从英法的理论和实践那里

学习到实证思想。从青年马克思文本中，可以感受到他对英法实证、实践精神的颂歌。甚至费尔巴哈

本人也是从英法那里学习到实证思想的，费尔巴哈新哲学中的 “感性”“现实”等术语直接取自英法

自然科学以及其哲学思潮。可以说费尔巴哈是不少德国思想家从思辨转变到实证的中介，正如恩格斯

所说：“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

向共产主义的。”④ 但是，费尔巴哈的不彻底性使受他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大多停留在德国思辨的某种

程度，而未能得到英法彻底的实证精神。因而，恩格斯认为自己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观察研究对于德国

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般通过费尔巴哈而从理论前提出发，没有从现实

生活出发。只有直接从费尔巴哈思想的来源处出发，也就是从英法的实证生活出发，才有可能进一步

超越费尔巴哈那带有浓重德国精神印记的半截唯物主义。

在 《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明确说明了他从英法那边学到了 “实证”“实践”以及 “唯物主义”

等范畴。马克思说：“１７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１８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
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

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

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⑤ 马克思

明确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和洛克，由笛卡尔发展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促进了自然科学的

繁荣，洛克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正是１８世纪英法的实证科学发展与世俗社会实践冲击了形而上学
和神学，形成了新的哲学趋势，即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尘世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新的哲学趋势的

发展和实证精神的壮大是相一致的。１７世纪见于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的形而上学和实
证科学的混杂体系，自从１８世纪初以来，“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
围”⑥。从此，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越来越在实证科学中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形而上学则剩下想

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压倒性的影响。“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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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４７页。
同上，第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２７９页。
同上，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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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① 可见，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键词 “实践” “唯物主义”

等术语和 “实证”这一术语紧密相关，明显是英法民族自身发展过程的理论产物。

《神圣家族》批判鲍威尔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那一节，表明马克思对德国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重

走了法国哲学批判发展的老路，他的唯物主义倾向既是从法国汲取过来的思想资源，也代表着一种包

含德国在内的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而不仅仅是德国哲学问题里的理论创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立场也是直接从法国学习过来的。他既反对宗教、神学、形而上学，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而倾向于

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诞生于唯物主义且具有实践性质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宗教、神

学、形而上学，理性向实证科学深化以及关注尘世的世界，是当时西方哲学运动的主题，是时代精

神；哲学的大趋势是从想象的、思辨的、神秘的精神向实证精神转型。马克思称这种精神为唯物主

义，包括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上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三个方面。关于这三种唯物主

义，第一节已展开详细论述，不再赘述。至于其后来发展，马克思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

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

和领会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② 傅立叶、巴贝夫主义者、卡贝等直接从人

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出发，欧文、德萨米、盖伊等 “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

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③

可见，实证、实践精神不是德国本土典型的精神类型，而是英法民族精神，马克思借鉴英法精神

来对冲德国精神。英法实证、实践精神和德国思辨精神的结合与统一，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潮流，是费

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学者的普遍倾向，但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最彻底。

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提纲挈领地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实证
性，并非一种无关紧要的提及，而是具有理论标注性的。“实证”一词不仅规定了马克思的方法论，

还立即确定了本体论和价值观。马克思把真理建立在实证上，实证真理是直接从自身开始的。“完全

经验的”研究规定自身作为认识真理的方法，同时确定了人和自然界统一体作为经验直接表明的本

体，而对人和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就是其价值限度，即所谓世俗的事务。这和德

国思辨唯心主义具有根本相反的性质。在方法论上，思辨唯心主义推崇理性超验性；在本体论上，认

为有脱离肉体的精神独立存在并作为感性的基础；在价值观上，追求不囿于经验世界的精神存在。马

克思的 “实证”和德国意识形态 “思辨”的上述差异，体现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实践态度上就截

然不同了。实证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把人和自然统一体的具体存在当作认识对象和实践内容，而思辨

把对社会历史的抽象的意识及意识运动当作认识的对象，并仅仅把对关于社会历史的意识的批判活动

看作是实践的任务。

这里，经验确立其自身为真的途径是直接的、自明的。马克思的经验直接把感性的人和自然界、

世界历史、实践确认为实证真理，而没有给出一个证明的过程。相反，他把这种证明过程看作是经院

哲学的套路。这种实证的批判是与神学相对的 “世俗的事务”，体现了世俗的本体论和价值观。

“实证”标注着马克思的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鲍威尔的批判，

就是因为鲍威尔的批判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缺乏实证性，从而陷入纯粹思辨的 “极端无知和思想贫

乏”。如上文所示，马克思明确定位自己的批判是 “实证的批判”，但国内外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克思

以批判精神而区别并超越实证精神，他们以为实证精神必然跟批判精神相对立。这样使用 “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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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就不是马克思的 “实证”概念，而是自然科学的纯粹客观的实证标准。在马克思这里， “实

证”不但不排斥批判，反而为批判定性，也就是说批判可分为 “思辨的、纯粹的批判”以及 “实证

的批判”。可见，和 “实证”相对的是 “思辨”，而不是 “批判”。如果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于实

证概念之外，自然不敢断定马克思学说就是实证性质的，因为马克思重视批判、实践这些人的主观能

动性。但如果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实证的，那么除了和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的 “纯粹的批判”

外，还能有什么可能？马克思不就是用 “实证真理这一范畴”来反对他们的 “间接证明这一范畴”

的么？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思想又有所推进，不仅仅像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神圣家族》那样，一般地确立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作为现实世界，还对社会历史的实证内

容也作出比较系统的探讨。在该文本中，“实证”一词所指有四方面：１．上文提到的第三种，即以
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谢林等为代表的实证哲学；２．上文提到
的第一种，即以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为代表的希腊人的实证哲学；３．实证一词是对某学说
正面的、肯定的阐释，这也是上文所提到的第三种实证主义中的 “实证”作为解释学上的一种规定；

４．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实证主义，即对于经济生活的认识、对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的认识、“描述
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学说包含着丰富

的实证内容，但不是彻底实证的。由于他思辨的特征，黑格尔把物质世界变成思想世界，把历史变成

思想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他是 “实证唯心主义”。彻底的实证，是实证唯物主义，也就是马

克思恩格斯所谓的 “真正实证的科学”。在这篇论战性的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 “意识决定生活”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完全相反的 “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这个反命题的根据

在于，把对 “现实”即 “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 “观察”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它的前提是 “经验

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 “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从

事的工作，就是 “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这种 “对现实的描述”

就是 “真正的知识”。他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真正的知识将使哲学剩下最后一个功

能，即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其作用限度是指出历史的连

贯性，但 “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奠定他们

的哲学基础之后，便正面探讨几个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即 “历史”“意识的生产”“意

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交往和生产力”“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

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概言之，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大体内容。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所谓哲学革命乃是用观察的现实消解德意志意识形态 “想象的”“设

想的”意识的空话，但并不取消抽象的认识作用，而是把抽象限制在对历史观察之内，抽象是历史

连贯性最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这种方法上的唯物史观，如其所言，也是实证科学的一种。

这种实证科学不是物理化学，而是关于人的科学，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 “实

证”一词标注他们以现实的观察、社会历史活动为真实性的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理论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的 “实证”方法论并不仅见于 《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前的著作，而是贯通于两

人一生的著述，如马克思中年以后的代表作 《资本论》及恩格斯晚年若干重要著作。

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在 《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有明确的表述。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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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发表之后，巴黎的实证主义刊物 《实证论者评论》在１８６８年１１－１２月第三期发表了孔德信徒叶
·瓦·德罗贝尔蒂对马克思此书的短评。根据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德罗贝尔蒂

责备马克思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并只限于批判地分析现成的事实。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

是演绎的或者分析的，还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

马克思认为上述批评都不到位，只有其中有一位先生对其方法的描述相当准确。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４－７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
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不仅是在

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个规律……最重要的

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

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

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

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

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

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

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

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

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

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

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

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

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①

从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研究社会有机体的方法首先是基于唯物主义的，也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的

统一体看作是真实的存在。研究和认识的对象是自然世界的现象，研究的任务是把握现象的发展联

系，也就是不仅仅某一事物的内部静止的联系，更重视事物本身从一种秩序、一个阶段向另一秩序、

阶段发展的联系，即事物的发展规律。这里，马克思明确借鉴了生物学的有机体的理念，用于研究社

会。现在看来，颇给人一种自然科学范畴盲目普遍推广应用的错觉，给人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和简单的

实证主义的错觉。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所谓的 “生物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一切生命乃至人

类及其社会组织在内，和今天只研究个体生命的生物学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生物学或者说生理学囊括

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与物理学、化学相并列。所以，马克思说经济生活现

象跟生物学的 “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本身也属于生物学，与动植物有

机体相类。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生物的一种，人类社会也呈现出有机体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阶段性生

长变化的特点，即从一个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个联系秩序，每个联系秩序所呈现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不能按照物理化学的永恒规律来研究社会组织，而应该从对象的结构尤其是运动变化的历史进行对社

会有机体的把握。这一方法是孔德最先发明的，是其建立实证主义哲学的一个关键基础和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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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０—２１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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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①。

马克思方法论的总特点是，以唯物主义即感性的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体为基础，把社会看作有机体

的自然发展史过程，从社会运动现象中把握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的联系即规律。尽管马克思把这一

实证方法叫做辩证法，但并不认为这种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而认为是科学思维，这主要由于

他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从经验出发研究政治经济现象的规律，与马克思辩

证法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将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规律抽象为永恒适用的普遍规律，而马克思正是通过

研究相继的政治经济阶段的运动规律来击破这一形而上学的抽象。可见，唯物辩证法是实证精神的一

种形式，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形式是更加科学、更加实证的类型。马克思的意思是，实证的方法必

定走向唯物辩证法，因为实证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从经验观察出发，依照社会历史有机体的运动变化

现象而探讨其结构与历史的规律，对象本身的结构和运动性质决定了述说它的理论必须是辩证的，才

够得上彻底的真实。尽管马克思称自己的科学方法为唯物辩证法，其内涵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是基

本一样的。至于说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所产生的细节差异以及理论内容的不同，不但无损于它们是同

质的实证方法，反而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同样的方法得出差异的理论结果，这意味着什么？这一

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并不多见。

同样，恩格斯在晚年的重要著作中也明确界定自己的方法论是实证的。先看他在 《自然辩证法》

（１８７３－１８８６）、《反杜林论》（１８７６－１８７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１８８０年）等文献中
实证一词的用法。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引论》中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

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

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

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② 黑格尔体系的矛盾在于历史的思维和绝对的

思维的冲突，即运动变化意味着绝对真理的完成 （对自然和历史的全部认识）是不可能的。恩格斯

认为认识的真实性是历史通过代际积累传递而增强的。认识的历史性和据此而来的认识真实性的相对

性，和认识的绝对性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表明的是一种现代意识，即形而上学、宗教、神学的绝对认

知方式被理解为必然通过实证科学的认知方式来完成。恩格斯说：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

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

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

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③

“总联系”的绝对被相对所分解，形而上学、宗教和神学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所取代，

最多只剩下 “思维及其规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科学。在恩格斯这里，认识的对象不再包括绝

对 （包括神、终极原因、存在等），只剩下现象及其规律，连思维都是如此。“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

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

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

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④ 唯一的存在就是事物，以及在人脑的呈现；唯一的事情就是认

识事情，实证科学就是对现实世界的科学；除了实证科学之外，只剩胡说别无真理。“但是，当自然

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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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２８页。
同上。《反杜林论·引论》的概论部分，也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二部分内容。这里的引文同在两文中出现。

同上，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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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① 可见，世界在此被处理成以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的自然与

历史，以及和自然的运动对应的思维 （辩证法）②。“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

受哲学的支配。”“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

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

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③ 当世界观 （自然和历史）和方法论 （辩证法）同一的时候，就宣告了

真实性的代表——— “实证科学”的最终完成。如果将恩格斯实证思想和孔德实证主义对照，我们会

惊讶地发现，他们反对旧哲学和发展新科学的方法竟如出一辙④。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理路，是将德国的辩证法与英法唯物主义结合，形成一种新

的唯物主义，以克服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抽象和英法唯物主义缺乏总体性和主体性缺陷。在 《关于

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这一意图。这种新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实

证主义。

四、结　　论

无疑，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可以归为实证主义，但和其他种类的实证主义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它

根植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哲学、回应形而上学诸问题，具有明显的德国形而上学精神特

质。辩证法、主体、人、自由、精神诸概念是其潜在的本体论台词。其二，它具有现代自然科学研究

精神，但并不停留在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普遍推广的机械唯物主义阶段，而是发展了新的
实证方法。现实、经验、规律、发展运动、社会历史是其科学的基本要素。其三，它从英法的工业生

产、政治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提炼出 “实践”一词，统一传统的形而上学精神和新兴

的实证精神，形成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实践”一词兼容了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主动性原则、自然科

学的客观性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运动性质，所以通过 “实践”重新定义人这一主体为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确立包含了感性对象性与人的批判性、实践性、过程性辩证法的同一的实

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哲学。他们把自己兼容实证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学说标榜为一种 “实证

主义”，而非某种形而上学，正如他们把自己的学说标榜为一种 “唯物主义”一样，既意味着归属于

科学和工业的突飞猛进所开启的时代精神大潮，又不意味着自然科学范式下的自然存在论，同样，其

“实证主义”也不意味着他们的学说属于自然科学范式的盲目推广模式。正如他们的 “唯物主义”具

有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观诸思想要素一样，他们的 “实证主义”也具有实践、辩证法和历史观诸思

想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无疑吸收了思辨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方法，又将之融入时代实证精神中，构

成实证主义的一种典型模式。这是他们哲学革命得以开启的关键之举，是应对第三次西方哲学危机的

妙棋。至于他们把相对的两端统一起来，统一得怎样，后来阐释者各执一端意味着什么，此类问题应

当成为后续研究的主题。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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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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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２８页。
这个意思也可见于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同上，第３８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５５２页。
参见李天保：《孔德在实证思想上对圣西门的三个超越》，《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形式及其方法论启示

林　青

【摘要】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其他的文献，《共产党宣言》是一种独特的 “宣言体”文本形式，并且以一

个宏大的视野论述了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共产主义的未来。在这个宏

大视野及其对不同对象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了诸多具体而不同的方法论资源，才使 《共产党

宣言》发挥了独特的理论配置功能，比如通过拓扑学方法而呈现的新政治拓扑学空间，通过内在论而描述

的资产者和无产者生成、通过唯物辩证法而指明的文本或概念与现实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理解 《共

产党宣言》提供了不同的进路。

【关键词】文本形式；理论配置；政治拓扑学空间；内在论；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３３－０７

作者简介：林　青，江西新余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阿尔都塞与当代激进政治哲学”（１６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３）

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文献，作为一种 “宣言体”的文本形式，《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发挥着独特的理论配置功能，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和结构分析历史和现实。通过这种 “理

论配置”功能而呈现的结构、论证和判断，使得人类历史的图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及其内

在危机、共产主义的构想得到完整呈现。《宣言》之所以能实现这些效果，并且能以一种科学的方式

论述了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变革，在很大程度得益于 《宣言》的方法论贡献。本文

尝试从拓扑学方法、内在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展示 《宣言》的方法论资源，从而为分析和理解

社会存在提供一般的原则。

一、《宣言》的文本形式及其配置功能

在马克思的诸多文献中，《宣言》是一篇极其特殊的文献，它以一种 “宣言”的文本形式激活和

调动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宣言”的文本形式，不同于一般的叙述方式，它在本质上要发挥

或者实现着一种理论的配置功能，要重新完成对社会结构和要素的划分和分析，并将其在一种新的框

架中予以呈现。当社会结构和要素发生了结构性的 “转换”后，我们将看到一幅全新的社会图景，

并且指明其 “真实”的社会存在及其潜在的社会行为。这就是 “宣言”文本形式的理论配置功能。

究其特征而言，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新的文本叙述方式，而且看到了一种新的政治行为。毋庸置疑，

《宣言》将 “宣言”文本形式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宣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它的 “出场”方式。它一反常态，不是以肯定的方式，而是以一

种 “否定的形式”来展示其自身的价值和力量。这种 “否定的形式”表现为幽灵、围剿、反对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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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这源于一种 “恐惧”，因为它的价值和力量，即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

力”①。《宣言》以这种方式使得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一种 “不证自

明”的存在，并且暗示着社会斗争的紧迫性。

就 《宣言》的具体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论题，而且三者的关系相互缠绕。第一个论

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判断，即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在 《宣言》中，马克思

恩格斯讨论了迄今为止的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最终的结局都难逃阶级统治、剥削和压迫。《宣言》

明确指明：“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

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③。

因此，我们能够从 《宣言》的第一个论题中看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利益都归结于阶级

利益。但是，这种 “常态”是合理的吗？显然不是！这就是 《宣言》对历史进程描述的自我配置，

它首先要为自身树立一个批判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社会进程中的某个片段或者某个事件，而是迄今

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它的目的在于终结这种历史本身。

这就过渡到第二个论题，即对第一个论题的否定或与第一个论题相 “矛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不是为了延续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而是要终结阶级斗争，从而步入无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

中，即 “真正的人类历史”。在此，《宣言》实现了一个 “断裂”，史前史与人类史的断裂。“断裂”

是 《宣言》文本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即在旧社会中发现新世界。那么，

如何实现 “真正的人类历史”？这涉及到行动主体，而 《宣言》很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在呈现这个 “主

体”即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呈现，首先不是一种主体化的呈现方式，而是内嵌式的呈现方式，

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描述而展现无产阶级的存在状况。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

级作为行动主体的属性才慢慢成长出来，并最终成为阶级社会的掘墓人。

那么，《宣言》以何种方式来证成上述两个论题及其内在的关系？这就是 《宣言》的第三个论

题，即以历史科学的方式证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属性及其历史断裂的科学性。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

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完成了 “认识论的断裂”，并开启了历史科学的新大陆。《宣言》对

人类社会历史、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等的描述，都是在历史科学的叙述逻辑中展开

的。在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针对资产阶级时代，简明扼要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

发展、壮大及其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以及无产者如何在此过程中逐渐壮大为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

中，《宣言》论述资产阶级对现代社会的改造及其所引发的与自身不可兼容的危机，一方面由于资本

的增殖本性使得社会共同性的维度在不断地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收益不断地因为竞争关系

而日益积累到少数人手中，这就是 《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

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④。当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 “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时，可以清楚

看到，资产阶级已经抵达了 “历史反动性”的界限。但同时，无产阶级在资本所创造的社会共同性

中日益获得自身的组织和力量。“当无产者把重新占有 Ｇｅ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即共同体，使之转变为新社会秩
序当作目标之际，共产主义便开始成型。”⑤ 所以，在资本主义自身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中，会形成

一个自我否定的内在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⑥。这就是 《宣言》的文本形式所展开的理论配置能力，使得一切社会元素都内

在于自身并且给出了各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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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页。
同上，第３１页。
同上，第４２页。
同上，第３７页。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共产主义：概念与实践之思》，申林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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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就 《宣言》文本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言，但作为 《宣言》文本形式，其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自

我定位。这种自我定位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 “双重定位”，一方面体现为如何在当时的诸多意识形态

的文献中确定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体现为如何以 “文本”的形式参与到现实的实践中。就此而言，

《宣言》的文本形式，既是一种写作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或者实践行为。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讲的

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阶级斗争的干预。这种 “双重定位”在 《宣言》的具体内容中清晰可见。

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宣言》的 “自我定位”体现为占据着 “两个位置”，即 “存在着两个位置之

间的区分：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位置，《宣言》有意识地置身于这个位置，通过对这个位置的书

面干预产生了某种后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及其后果的位置”①。通

过 《宣言》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释和批判了诸多社会主义文献，并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确立

了自身的 “科学性”，而且这种 “科学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正如阿尔都塞所

说，“‘真’的有效性总是和人们的活动分不开的；从政治上说，这种有效性只存在于力量的抗衡和

党派的斗争之中”②。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 《宣言》的文本及其自我定位，系统地阐释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同时又将 《宣言》自身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手段之一，服务于阶级斗争。

二、拓扑学方法与社会空间分析

拓扑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新的拓扑原则来对对象进行新的分类和分析。而政治拓扑学方法就

是给出一个政治拓扑空间，并从空间的维度去分析空间内各主体形成的基本过程及其性质。但就一种

政治拓扑学方法而言，这种空间分析维度主要体现为一种结构分析，结构分析的特点在于不是通过逻

辑关系来呈现结构各主体的社会存在及其关系，而是以 “自我”呈现的方式来揭示其存在与社会关

系。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以 “空间”的维度来解释主体的 “时间”过程。从 《宣言》的叙述可

见，“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并不是一种逻辑概念的呈现，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我

呈现。《宣言》首先就建构了一个政治拓扑学空间，就这个空间对资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结构上进行

分析。

首先，《宣言》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政治拓扑学空间即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不同于以往

社会的诸等级和多层次的社会存在。“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

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③ 而资产阶级时代之所以阶级 “简单化”，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由于竞争关

系，以往的中间等级的下层都被甩到了无产阶级的队伍里，而且 “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

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④。同时，尤其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对

抗资产阶级的唯一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拓扑学空间的独特特征，而这种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形

成，正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空间的改造，不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不论是国内还是国

外。《宣言》以一种空间分析的维度展示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在时间上的形成过程，从地理大发现、美

洲航线的开辟、大工业的形成，到城乡关系、世界市场以及所有社会要素在空间中的前所未有的

“集中”，这个 “集中”的过程，就是社会两极化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过程。

正是 《宣言》中确立的这个独特的 “政治拓扑学空间”及其对资产者和无产者在 “社会结构”

中的 “位置”的规定，使得 《宣言》所确立的实践主体和原则得以呈现。而此 “位置”是由资本与

５３

①

②

③

④

陈越编：《政治与哲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０６页。
同上，第４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２页。
同上，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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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之间的运动关系所造成。上述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及其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就实质而

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二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直接规定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位

置和关系。“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① 因此，资本的历史和现实运动成为政治拓扑

学空间的唯一塑造要素，无论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二者都是在资本的运动中获得了自我的呈现。

其次，我们要关注政治拓扑学空间结构分析所带来的效应。任何一种新的拓扑空间的形成，都会

带来全新的社会效应，因为社会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发生了重组。《宣言》所挖掘出来的新的政治拓扑

学空间，目的在于阐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独特性，从而呈现社会变革的机制。

也就是说，《宣言》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拓扑学空间及其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 “规定”，使得社会

变革的主体、对象和任务跃然纸上。就此而言，阿尔都塞抓住了 《宣言》的核心特征，认为 《宣言》

“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空间中对社会各阶级加以安排；这个文本把由形势以社会和政

治方式提出的社会革命的难题在理论上提了出来，并确定了为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是说实现革命

———而必需构成的力量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无产阶级；这个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②。在这样一

种政治拓扑学空间中，可以看到 “位置”“力量”与主体的统一性。因为社会结构中的存在及其行为

不是源于自身，而是源于其所处的 “位置”，“位置”规定行动，只有占据这个 “位置”，才能构成

一种真正的政治行动，从而参与对这个 “社会空间”的重塑。

《宣言》中经常看到关于无产阶级 “位置”的描述，以及这种描述中所蕴含的行动的潜能。“无

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③

正是无产阶级的 “位置”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社会变革愿望最强烈和最彻底。因此，

结构、位置、主体和政治实践的统一性在政治拓扑学空间的分析中得到合理的安排。这种统一性本身

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结构及其对抗中获得的。

当然，《宣言》中政治拓扑学方法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政治拓扑学空间，这就涉及到无产阶级自

我消除的问题，也是无产阶级 “位置”变更的问题。按照 《宣言》的说法，无产阶级要消灭自身才

能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其首要环节就是通过消灭自身的 “位置”而导致整个政治拓扑空间的变

化。上文提到，这种位置是由私有财产和资本运动所塑造的，所以要消灭这个 “位置”就必须从消

灭私有财产开始。“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

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

一切。”④ 只有消灭了这种 “占有方式”才能消灭整个社会结构，因为正是私有制与资本造就了 “资

产者”和 “无产者”的存在及其 “位置”所属，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扑拓学空间。

所以，从 《宣言》中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种理论配置的方式，首先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政治拓扑学空间，然后在 “话语”及其 “对象”、“话语”及其 “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具体的行

动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变革成为可能。

三、内在论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

《宣言》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它率先系统地阐释了作为 “未

来”的 “共产主义”如何而来及其科学性问题。从其叙述可见，这个 “未来”内在于过去和现在。

这种内在论叙述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真实地呈现出来，并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

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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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４８页。
陈越编：《政治与哲学》，第４０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４２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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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宣言》的内在论方法是从整体的维度展开叙述，但为便于理解这种内在论的方法，我们

还是从不同层面来呈现内在论方法的图景。就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而言，首先体现为 “资本化”的

过程。《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使正

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 就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言，其动力来源于封建社

会内部，就像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叙述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来源于一种内部的变革力量。随着 “资本

化”过程的展开，我们看到了资本的运动。马克思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

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② 这是资本的吸纳功能，它使得一切

的社会要素都成为资本的内在元素，《宣言》说，资本使得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使各民族都进

入了世界史。与其说是如此，不如说生产和消费都进入了现代资本的领域，各民族都进入了资本的运

动史。

但按照 《宣言》的论述，资本的运动并不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它在不断趋近于它自身的边界，

当资本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局限便呈现出来。“社会所拥

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

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

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

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③ 这时，资本就陷入自造的危机之中。可见，资本的界限不是外在的强制

设定，而是其自身运动的结果。《宣言》借助对资本历史运动的描述，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

身的历史运动及其界限。

其次，“资本化”运动必须依靠诸多社会要素，其基本的前提就是 “雇佣劳动”。 《宣言》说：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

雇佣劳动。”④ 那么，雇佣劳动或者无产阶级是如何出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也是一个内在

论的问题。无产阶级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它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发展

的，“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⑤。因此，无

产阶级之所以能够 “阶级化”，其基本条件不在于无产阶级自身，而在于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大工业

生产。工业化大生产对组织化劳动力的要求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的前提。所以， “工人的大规模集

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⑥ 而且，无产阶级的普遍联合也是由

于大工业所实现的现代交通完成的。可见，作为大工业产物的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其他的社会阶级都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没

落和消灭，因为资本不能容纳非资本的因素的存在。在此，无产阶级是作为资本的社会因素而存在。

当资本只能容纳既作为其自身要素又与自身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因素便只

能从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寻得。所以，《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 “首先生产的是它自

身的掘墓人”⑦。这是资本对自身的规定，也是对无产阶级的规定。一切都不再存在于外部，斗争也

是内部的。当资本成为规定一切社会要素的配置器时，如何重塑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关系，就必须从

资本开始，从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开始。一切脱离这种关系而思考社会变革的观念，在此都可以称

之为玄想或空想。

当谈到空想化的变革观念时，难免联想到 《宣言》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具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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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３２页。
同上，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７页。
同上，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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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３９页。
同上，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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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论特征。这首先不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自身对社会主义具体内容的基本认知，而在于以何种方式

来呈现社会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身缺乏认知，而在

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认知。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呈现形式。马克思

恩格斯之所以将之批判为空想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对资本主义缺乏客观的

认知，从而使得其批判陷入空想的境地。

在论述 “反动的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各自的 “反动性”都有明确的描述，“封建的社

会主义”体现为 “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现为 “重新把现代

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德国

的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为 “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保

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体现为 “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批判的空想的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现为 “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①。这些社会主义的文献，都罔顾真正社会主义的

基质性要素一定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进程中生发出来的，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

命性意义及其自身的历史性存在。

总之，《宣言》对资本、雇佣劳动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在内在论的方法中呈现资本主

义社会自身运动轨迹以及社会革命的内在机制，跳出了抽象地及其纯粹否定性地对资本主义的论述，

从而为论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现实基础。

四、唯物辩证法与历史科学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而 《宣言》中的大量论述都得益于此方法，尤其体现在

对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的批判中，并且具体化为如何理解文本、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

题。

首先来看 《宣言》对 “德国的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

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

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

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

式。”② 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说明了如何面对文献或者概念，关键问题不在于文献或者概念本身，

而在于文本或者概念与现实的关系。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把

事物的整体历史和现实背景都当作事物本身的内涵组成部分，要将事物的历史性和现实存在纳入到事

物本身之中，而不是单纯地就事物本身来讨论事物。 《宣言》对 “德国的或 ‘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批判就是如此，不能仅仅就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本身来讨论德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文本或者概念的自身界限。这种界限不在于文本和概念本

身，而在于文本或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是源于

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其社会对抗的结果，而德国的资产阶级还刚刚处于历史的兴起阶段。所

以，法国的文献在德国缺乏 “直接实践”的意义。

在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只是在共产主义文献的角度论述了文献的界限，但就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而言，却具有普遍意义。首先就是如何面对和理解文本或者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不是一件

思维或者思辨的事情，不是可以抽象掉现实属性而进行的纯粹的概念演绎，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特征。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

８３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４、５７、５７—５８、６１、６４页。
同上，第５７—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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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

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

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是法国

现实社会的某种观念表达，而这种现实社会本身在德国是还尚待争取的。如果忽视唯物辩证法的这个

现实维度，那么文本或者概念表达就立即会陷入一种无内容的 “思辨”之中。因为缺乏这个现实的

维度，这种文本和概念的游戏就 “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②。

原本在法国具有实践意义的文本和概念，被德国哲学家理解为 “一般的实践理性”而失去了现实的

要求，甚至被马克思恩格斯调侃为只是用来吓唬资产阶级的 “稻草人”。

因此，在文本或者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唯物辩证法是坚实地站在现实的维度上。这也是

《宣言》在对待所有其他共产主义文献的一般态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纵使各种共产主义文献有

不同的缺陷，但归根结底就是缺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认知。所以，《宣言》的前半部分都是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图景的整体描述，尤其是以一种内在论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

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在关系。特别是 《宣言》详细地描述了大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使得无

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及其解放的条件得以可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谈论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而其他的

共产主义文献并没有抓住这个基本现实。“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

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其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

便创造这些条件。”③ 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存在，另辟蹊径，从而以一种超越

性的批判或纯粹否定性的批判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 “一般批判”。

就此而言，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认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唯物辩证法对历史科

学的基本判断和贡献，即马克思恩格斯以何种方式来展开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宣言》的开始部分以

阶级斗争的历史为名，简要叙述了 “至今一切的社会历史”，指明了 “阶级斗争”这个社会现实对整

个人类历史的塑造。因为 “阶级斗争”作为一项社会实践，必须要有充足的社会物质条件做准备。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阶级斗争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批判，之所以

是空想且失败的，原因在于 “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

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④。当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嵌入在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中

时，对历史的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不能从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因此，唯物辩证法对唯物史

观或者历史科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澄清了历史本身的呈现方式及其对历史的叙述方式。“这种历史观和

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

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⑤

可见，在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只是表达了对文本自身边界的思考，但这对于我们理

解一般事物、概念甚至历史都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就 《宣言》的具体内容而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德文版 《序言》中所说的，有些具体

内容可做修改，这是源于现实条件本身的变化。但今天我们重新看待 《宣言》的价值时，首先要坚

持其一般的原理，同时更应关注 《宣言》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方法论资源。方法决定了对象的内容

及其呈现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独特的方法论成就了 《宣言》的具体内容，正是马克思恩

格斯方法论的创新，使得社会历史和现实得以脱离传统理论的规定而呈现出新的样态，而这是整个马

克思主义理论论域开启的基础和前提。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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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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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

———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再考察


［韩］梁承兑／著　金寿铁／译

【摘要】在马克思文本中，“人的本性”（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与 “人的本质”（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
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前者主要指人的自然属性，后者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因此，无论是把这两个不

同维度的概念混为一谈，还是用后者消解乃至代替前者，都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丰富内涵。在对

马克思人的本性的解释中，一个悬而未绝决的争论点是，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

概念。为了消解这一文本解释中的争论点，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Ｖ．维纳布尔所代表的 “人的本性的无限

可变论”与Ｎ．杰拉斯所代表的 “人的本性的永恒不变论”。相比之下，笔者发现，Ｎ．杰拉斯的观点更为
符合马克思文本原义和思想主旨。不过，即使是Ｎ．杰拉斯的观点也止步不前，缺乏对类的存在 （Ｇａｔｔｕｎｇ
ｓｗｅｓｅｎ）概念的哲学史、思想史的深度检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进一步回溯表明：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
的 《自然哲学》中的类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概念成为阐明人的本性问题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人的本性；可塑性；不变性；存在论规定；类的存在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４０－１２

作者简介：梁承兑 （ ），政治学博士，现任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东西

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

译者简介：金寿铁，哲学博士，（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
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建国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１２＆ＺＤ１２１）

一、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的论争史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对人的本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很热门的研究对象①。这不仅体现在第二国

际实证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下的１９世纪后半叶，也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
思实践论复活的２０世纪初叶，甚至在人们发现青年马克思著作的３０年代以后也依然如故。换言之，
无论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者基于黑格尔理解的马克思解释尝试，还是旨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人本

主义者研究，都处于两极偏激状态：要么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表达自身对马克思的人的本性的立场和

见解；要么立足于人的本性的特定概念内容，牵强附会地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或者削足适履地将其应

用于现实中。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尝试和努力，但直到２０世纪中叶，几乎没有这样一种严格意义上

０４



①

本文译自韩国 《韩国政治学会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原文标题为 《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再考察》。译者衷心感谢作者欣然授权翻

译本文并发表于本刊。

从Ｂ．耶索普编辑的四卷本 《马克思政治－思想研究论文集》中，这点可见一斑，例如该论文集就没有收录相关论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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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即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研究，从哲学、思想史视角探明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自身。那

么，其理由何在？

为了系统地、彻底地阐明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从１９世纪后半叶到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欧全部思想
史的潮流，然而，这种作业已大大超出本文的考察范围。本文仅限于简要说明的是，在１９世纪占主
导地位的世界观之一是历史主义，而与历史主义一道兴起的 “无限可塑论”（ｔｈｅｍａｌｌ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ｐｌａｓ
ｔｉｃ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① 这一人的本性概念，恰恰与诸如此类的马克思研究动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关联。

顾名思义，作为 “无限可塑论”的人的本性概念意味着人可以以无限的方式发生变化。换言之，

由于人可以被塑造为任何一种形态，所以并不存在决定论意义上的支配人的某种生物学本性或固定本

质。限于题目，本文也无法具体探讨这种人的本性概念存在何种错误②。重要的是，“无限可塑性论”

毕竟为批判地理解２０世纪思想史主潮，即马克思研究论争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
作为无限可塑论的人的本性概念是悖谬的，一方面，这一概念是对固定不变的人的本性的否定；

另一方面，这一概念是对人的本性的另一种规定。也许，这种悖论恰恰说明了下述事实：自马克思逝

世后，直到弗农·维纳布尔为止，为什么几乎还未曾有过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本身的学

者。究其原因，即无论是马克思研究者还是马克思思想的实践者都坚信，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共产主

义革命变革人及其本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而这种不言自明的真理不仅难以成为批判的对象，也不

可能成为重新检讨的对象。此外，更具决定性的理由还见之于马克思的文献方面。

马克思明确探讨人的本性问题的作品当属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值
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迟至１９３０年才被发现，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在很长时间
内并没有成为学者研究或讨论的对象。此外，另一个理由是，即使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也不是通

过细致、系统的讨论展开人的本性问题，这点同样成为诱发学界所谓 “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

争”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这也是引发下述解释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究竟马克思是由于学术上的

未成熟性而暂时关注了人的本性问题，还是在其一生学术世界中都始终不渝、一以贯之地把人的本性

视为核心主题？

围绕这些不同解释与论争史的脉络，本文将重新考察马克思的人的本性问题。此外，本文的主旨

在于阐明在马克思思想中不仅存在 “非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概念，而且这种恒久不变的人的本

性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最根本、最牢固的存在论基础。在此，有必要批判性地整理、检讨与马克思

人的本性概念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相反立场，即维纳布尔③与杰拉斯④的讨论内容。

本文第二、三部分属于这一方面。这一检讨结果将表明，杰拉斯的解释比维纳布尔的解释更为妥

当可靠。但是，杰拉斯的解释也具有根本局限性，那就是未能把握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存在论意

义。第四部分将阐明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必然要求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而这

１４

①

②

③

④

人们通常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不过，如果在两者之间刻意做出某种区分的话，ｍａｌｌｅａｂｉｌｉｔｙ要比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更强调有意识
的变化可能性层面。关于无限可塑性与历史主义关系的讨论，参见Ｍ．曼德尔鲍姆的思想史经典著作：《历史、人与理性》，巴
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实际上，要想详尽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察与人的本质问题有关的全部西方哲学史，即从柏拉图的本质论到中世纪唯名论、近

代经验哲学乃至德国人的哲学。不仅如此，还要考察伴随近代启蒙主义兴起的 “无限可塑性”与自由主义及进化论之间的紧张、

对峙和融合关系。可以说，Ｋ．勒维特的下述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表达了 “无限可塑论”所包含的概念错误：“即使我们假定人的

本质中的一种历史的转变，即假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和转变，这种变化也只能发生在一个人基本上保持不变的时候。只是因为人

的本质永久保持不变，这种本质才会发生变化。”（Ｋ．勒维特：《永恒与变化：历史哲学讲义》，马文·策特鲍姆，斯坦福大学出
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２４７页。）
弗农·维纳布尔 （ＶｅｒｎｏｎＶｅｎａｂｌｅ，１９０６－１９９６），美国社会学家和马克思学家，曾任瓦萨学院教授，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
理论和方法，代表作有 《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１９４５）等。———中译注
诺曼·杰拉斯 （ＮｏｒｍａｎＧｅｒａｓ，１９４３－２０１３），英国政治理论家和马克思学家，曾任曼彻斯特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有 《马克思

人的本性》（１９８３）以及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战文章。———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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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要求恰恰投射在马克思的 “类的存在物”（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ｗｅｓｅｎ）概念之中。结语部分将提出笔者的下
述结论：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依然停留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究其根本在于 “类的存在”概念本

身的未完成性，而作为对这种未完成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哲学史视角重新探索 “类”

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解释 “类的存在”概念本身。

二、维纳布尔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

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最初研究当属维纳布尔的 《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 （１９４５）①。并
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批学者②提出新的批判以前，维纳布尔的研究一直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人的本
性概念的正统解释。这个正统的解释不是别的什么解释，而正是前述 “无限可塑性”这一人的本性

概念。

维纳布尔的著作一反传统研究模式，另辟蹊径，有关论述既没有参考也没有提及他所能接触到的

那些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例如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１８４３）等。缺乏相
关文献佐证，恰恰表现出他的研究基础的相对薄弱。另外，他对自然科学资料的把握也存在局限和偏

颇。例如，他的议论乃至判断的基础知识主要依赖于霍尔姆霍兹 （Ｈ．ｖｏｎ．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１８２１－１８９４）、
达尔文 （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等１９世纪科学史文献，而没有顾及２０世纪突飞猛进的
高新科学技术领域。换言之，在他的著作中，压根就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即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一

步解释关于马克思的文献学、解释学、哲学史研究文献。后文将会提到，这恰恰凸显了他的研究的重

大局限性。

尽管如此，维纳布尔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较高水平的学问素养、深刻的解释和明晰的分析基础之

上的③。此外，与本书讨论内容有关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研究马克思的人的本性的主旨在于奠定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④。在此，笔者主要通过马克思的 《德意志意识形

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具体考察维纳布尔关于马克思解释的主要论点。

在维纳布尔看来，马克思借以把握人的基本观点在于人与历史的统一性，即人是历史的另一侧

面，反之，历史也不过是人的另一侧面而已⑤。他把马克思心目中人的本来的特征叙述如下：“马克

思全部社会概念中的核心部分无非是主张人改变历史，正因如此，人也改变自身，以及在此意义上，

一切历史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人的本性的不断变迁而已。”⑥ 换言之，对维纳布尔来说，马克思人的本

性观的核心内涵是否定人之中存在某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本性。此外，作为具体的解释根据，他试

举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分析。与此相关，他澄清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并不是外附于人类历史的、单

纯形式化的独断论过程，而是 “无限可塑性”这一人的本性概念的另一侧面。鉴于马克思的劳动概

念业已众所周知，在此有必要重新检讨一下维纳布尔所整理的人的本性观点。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本书 《序言》中，维纳布尔宣称，他之所以撰写这部书，是因为直到那时 “还全然没有说明马克思人的本性的著述”。Ｖ．维
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夫，１９４５年，第ｉｘ页。———中译注
这批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包括 Ｂ．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Ｇ．Ａ．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以及即将集中讨论的 Ｎ．杰拉斯：《马
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伦敦：沃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无论对他的马克思解释赞成与否，我们都应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本书。因此，下述这种态度显然有失公允，抹杀了这本书的学术价

值和贡献。例如，Ｌ．阿尔都塞在 《保卫马克思》 （伦敦：沃索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一书中，只字不提维纳布尔的这本书，而 Ｂ．
奥尔曼在 《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一书中，则轻描淡写地掠过了这
本书。

Ｖ．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纽约：阿尔弗雷德·克诺弗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第ｖｉｉｉ—ｉｘ章。
同上，第２２页。
同上，第３３页。



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

维纳布尔的出发点是把人的生存所必需的 “人的需要” （ｈｕｍａｎｎｅｅｄ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ｓｅ）
视为理解劳动概念的基本前提。虽然后来 Ａ．赫勒系统阐明了马克思 “需要”概念的具体内涵，但

是，维纳布尔也展示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①。首先，维纳布尔引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

关于人类生存以及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一段话： “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

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②

可是，由于人的需要只能从自然中得到满足，所以必然发生 “劳动”这一作为自然与人之间的

物质变换，而在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这种劳动概念。在此，

我们暂且不谈论下述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的这种劳动概念是否能充分说明不同的人与自然之间物

质变换的根据？第二，在自身概念体系中，马克思的这种劳动概念是否完全统摄了劳动的社会性、历

史性、阶级性及诉诸革命来克服阶级的可能性等问题。在此，与维纳布尔的解释有关，首先主要关注

的是，基于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概念与基于劳动概念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是否能并立共

存？③

为了支撑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维纳布尔展示了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

１８世纪自由主义者所谓固定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概念的批判。在此，马克思批判了他们所宣扬的人
的永恒本性只不过是对市民社会关系的抽象化，指出所谓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的个人只不过是对

市民自身世俗欲望的抽象化而已④。因此，在维纳布尔看来，马克思主张的核心是，人的劳动能够改

变人自身，由于劳动性质决定阶级结构，所以社会阶级结构历史地规定隶属于其中的人的性格，并且

随之决定人的本性的发展方向。应当据此理解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所谓固定不变的社会法

则的批判以及对市民自由的批判，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并非普遍自由，而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

意义上的市民自由⑤。

紧接着，维纳布尔这样解释作为无限可塑性的人的本性与马克思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⑥：人自己

有意识地根据社会劳动改变生产方式，而且，人自身改变了的那个生产方式重新改变着人。特别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正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与只具有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力的人之间不可调和的

利益对立产生了资本家与工人这一敌对阶级关系。换言之，由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分工体系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不是真正体现人的劳动的社会性的社会分工，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备
感痛苦的人们重新变成阶级之人。此外，理所当然，如此变化了的阶级之人为摧毁压迫自身的社会结

构而斗争。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斗争正是旨在终结阶级结构的历史进步的原动力。为了从迄今为止的

阶级冲突的历史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变革并否定只不过是历史地局

限于某一时代市民伦理的和平或非暴力的伦理⑦。

虽然后面还会讨论这点，但与维纳布尔的这种解释相关，笔者有必要先行指出如下事实。卢卡奇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趣的是，像维纳布尔一样，赫勒也一边讨论 “需要”概念，一边否认永恒的人的本性的存在。（参见 Ａ．赫勒：《马克思的需
要理论》，伦敦：阿里逊与布斯伯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２章。）
Ｖ．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第２８—２９页。
Ｖ．维纳布尔认为，这种并立共存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他的 《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按照这种并存模式，分两部分

展开的：第一部分总体上展示人的无限可塑的可能性；第二部分别探讨劳动与生产、令人痛苦的阶级对立与分工体系、克服了这

种痛苦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世界以及作为实现这种世界手段的阶级斗争等。

Ｖ．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观点》，第５２页。
同上，第１０１页。
同上，第ｖｉｉｉ—ｉｘ章。
Ｖ．维纳布尔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简要说明如下：“人必须斗争，没有斗争，人的自由就没有希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伦理
学的核心要求……从理性角度说，这一事实对那个由伦理学家组成的自由意志学派是无法容忍的，至于那些受康德－基督教－资
产阶级个性化平均主义影响而形成义务概念的人，他们对这一事实感到惊愕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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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明确指出，即使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也存在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思想内容①。诚然，维纳布尔的研究重申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所表现的人的本性概念，与以 “类的存

在”概念为中心的早期著作的内容本质上并无任何区别，但是，在此关键问题不在于他所援引的参

考资料的范围，而在于他的解释本身妥当与否。尤其是维纳布尔为了导出作为无限可塑性这一马克思

的人的本性概念，诉诸一系列作为解释根据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本身是否就自动支撑这种解释

呢？

当然，如果不以人的变化可能性为前提条件，谈论社会结构的变革或历史进步是毫无意义的。马

克思明确设想，历史的进步在于通过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因此，绝不能

认为他否定了人的变化可能性。然而，人的可变化并不意味着这种变化是毫无目的或方向的、无分别

的、无规定的连续冲动。马克思明确树立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

会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在此情况下，其批判的终极标准只能是用人的劳

动反对非人的劳动，用人的分工体系反对非人的分工体系。如果是这样，不以 “真正人的东

西”———换言之，什么是人之中原始的、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附带的、偶然的东西，即什么是万变

不离其宗的东西———即不以人的本性为前提，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本质上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

下文将重点讨论，维纳布尔为支撑自身的马克思解释而提出的那些马克思的陈述弄巧成拙，反倒

成为自身解释的反面。就是说，维纳布尔引用的马克思的陈述本身反倒表明了马克思相信存在一种不

变的、本原的人的本性。与这个问题相关，首先有必要检讨一下杰拉斯的相关研究②。因为他的研究

不仅是批判、反驳维纳布尔之解释的代表性研究，也是概括了迄今关于马克思人的本性研究结果的总

结性研究。

三、杰拉斯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解释

杰拉斯的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与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 《提纲》）

的解释相关的讨论。第二部分是正面阐述 “永恒不变性”这一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维纳布尔将

“无限可塑性”视为与历史唯物论并驾齐驱的人的本性概念，与此相对，在此杰拉斯论证了永恒不变

的人的本性的存在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可调和性和相容性。第三部分，杰拉斯澄清了对马克思人的本

性的错误理解何以以讹传讹，以致成为一般化、模式化的刻板成见。就是说，他逐一审查马克思的陈

述中可遭致这种误解的所有根据，并从结论性视角提出自身解释的妥当性以及这一方面马克思思想的

普遍妥当性③。

总体上，杰拉斯的讨论慎重而系统地展现了与人的本性相关的马克思的陈述。在解释马克思文本

时，许多马克思研究者要么囫囵吞枣、浮光掠影，要么盲人摸象、以偏概全。恰恰在这点上，杰拉斯

超越了这些研究者。特别是，他对 《提纲》的详细解剖可视为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因

为在一些马克思研究者那里，《提纲》标志着所谓 “青年马克思”与 “老年马克思”的决定性分野。

按照这种观点，在 《提纲》以后，马克思不再关注 “普遍的人的本性”这一 “形而上学”问题。按

照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决定性证据，《提纲》支撑这样一种立场：“成熟的”老年马克思否定了一切

本质论本性概念的 “科学”妥当性，一劳永逸地转变成了经济决定论者或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④。对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Ｇ．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剑桥：米特出版社，１９７１年。
Ｎ．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伦敦：沃索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杰拉斯将把这一讨论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下述三句话：“［《提纲》］第三命题并不表明马克思拒斥人的本性理念；马克思并不拒斥

某种人的本性理念。因为他恰恰承诺某种人的本性。”（同上，第１６６页。）
杰拉斯指出，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除了 Ｖ．维纳布尔之外，还有 Ｔ．博托默尔、Ｒ－Ｄ．卡明、Ｅ．卡门卡、Ｌ．阿尔都塞、
Ｒ．图克、Ｓ．胡克等大批著名马克思研究者。（同上，第５０—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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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杰拉斯回应说，《提纲》不仅不能成为支撑这种解释的决定性根据，反而可被解释为一种暗示，

即马克思承认人的本性的存在。由此出发，他不厌其烦地论证他的这种解释与历史唯物论的体系化著

作 《资本论》等后期著作的许多陈述严格相符，毫无二致。

首先需要审视一下马克思所使用的 “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用语本身的意义问题。当然，这个
用语英语可译作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或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ｅｓｓｅｎｃｅ”。杰拉斯借故 “ｅｓｓｅｎｃｅ”一词的形而上学表
达而不使用该词，而是选用了彼此略有不同意义的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和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的译法。
这两种表达的不同意义在于，前者强调 “人的特性中的永恒不变要素”（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而后者指称 “人的全方位的特征”（ｔｈｅａｌｌ－ａｒｏｕ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ｍｅｎ）。在杰拉
斯看来，就引起争议的 《提纲》的解释问题而言，无论从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接受ｄａｓ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提纲》都不能被解释为必然否定人的本性的存在①。正是以这种消极的论证为
基础，杰拉斯在以 《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为题的下一章中提出这样一种积极改进的论点：人的

本性概念不仅出现在 《提纲》以前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而且出现在大幅展开了历史唯物论的后

期著作中。但是，杰拉斯对 《提纲》的这种分析存在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在充分理解 《提纲》的

过程中，这种分析并没有认识到蕴含在 “抽象物”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ｕｍ）以及 “在其现实性” （ｉｎｓｅｉｎｅ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中的马克思的 “抽象性”（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ｔ）“现实性”（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概念的本原重要性。换
言之，他的研究倒置了分析对象的本末。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结合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具体讨

论。在此，首先检讨一下杰拉斯对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这一用语的意义区分是否妥当，是否能站得
住脚？

严格检讨某一用语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意义，这是所有这个概念解释者的当然义务。因此，杰拉斯

式的意义区分本身是有意义的，那么他对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所提出的两种意义，即人的特性中的
永恒不变要素 （简称意义 Ａ）与人的全方位的特征 （简称意义 Ｂ）之间的意义差别必须是界限分明
的，不可含混不清。但是，如果 “意义 Ｂ”比 “意义 Ａ”更加包容宽泛，就应当说明在什么视角下
如此，并且应当具体说明何以如此。然而，杰拉斯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当然，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与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所表达的一般语义自身也并非从一开始就使这种意义区分成为可能。此外，
在他那里，“特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一词的意义也是模糊不清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一词源于希腊语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原意是雕刻之字，现用作表达某个人的总体心理特征，
或者用作表达将某一人物或事物的许多特征结合在一起的一般素质。因此，杰拉斯应当明确阐明他所

使用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究竟属于上述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换言之，在规定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和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时，共同所使用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用语是指心理素质还是指包括人乃至一切个体的存在
论规定？在此，杰拉斯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属于心理学向度，那么他犯了这

样一种错误，即把马克思拉回到他所正面否定和批判的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
等自由主义人性论的传统中。实际上，杰拉斯本人并没有这般从心理学向度接近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

念。他只是执着于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文献阐明，以至于不仅没有从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明晰

规定出发展开讨论，而且没有对其概念的积极意义内容做出全面而系统的阐明。

这样，杰拉斯的唯一选择就是从存在论视角接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意义。杰拉斯的两难困境，换言
之，他之所以无法从存在论视角积极地充分解释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在于对形而上学抱有的陈腐

偏见。究其本质，人的本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其根据将在下文予以详述。即使马克思

人的本性概念带有非形而上学特征，在检讨他的概念前，就预先做出这种语义规定，可谓犯了一个基

本逻辑错误，即错把证明的对象当成证明的前提。显然，单凭对 “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进行意义

５４

① 在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尤其引发争议的文本如下：“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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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并不能切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实质。关于人的本性，马克思除了使用 “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
ｃｈｅＷｅｓｅｎ”这一表达方式之外，还使用 “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ｖｏｎＮａｔｕｒ”“ｄｅｒＭｅｎ
ｓｃｈｉｓｔ”等，因此也有必要澄明这些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意义。虽然根据上下语境，这些表达方式带有
微妙的意义差别，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些都是与人的存在的本质问题相关的相同的表达方式。此外，

在 《资本论》中，特别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分工体系等的时候，马克思作为辩证分

析方法使用了 “本质 －显现 －假象” （Ｗｅｓｅｎ－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Ｓｃｈｅｉｎ）这一二重反命题 （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
与此相关，应追本溯源，回到马克思文本，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涵义。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杰拉斯在 《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中试图论证马克思的人的本性

概念，但到头来，只能从形而上学视角规定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杰拉斯的问题在于否定了马克思

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学内容。结果是，他的解释只限于侧重分析经验上可确证的概念内容的意义分

析，而没有继续深入其本原意义———这一概念内容本身的根据，即对其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意义的分

析。因此，下文将以杰拉斯所整理的内容为基础，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人的本性概念为何必然是存在

论的规定。接着表明，马克思 “类的存在”概念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但它代表马克思关于人

的存在论规定。与此相关，本文将进一步探究不仅维纳布尔、杰拉斯未能规定，而且迄今所有马克思

研究也都未能规定的意义和原因所在。

四、马克思：“本质－显现－假象”

在分析马克思的 《提纲》中，杰拉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决不能解释为对人的本性存在的否定。换言之，此命题应被解释为人的本性

受到社会关系的 “制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或为其 “所显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而不应解释成前者为后者所
决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或前者为后者所消解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①。此外，这一解释的正确性也从下述事实中得
到证明：这一解释与老年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４５－１８４６）等后
期许多著作中所阐发的关于人的普遍规定，不仅在逻辑上一脉相通，内容上也完全吻合。正是这点构

成了杰拉斯 《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讨论内容的核心。

杰拉斯的这一马克思研究充满了学术上的诚实和审慎态度，不过如前所述，这种表现倒置了分析

对象的本末。首先，我们可根据 “Ａ＝Ａ”这一逻辑学的同一性原理，说明 《提纲》的诸命题。如

果 “人的本性 （Ａ） ＝社会关系的总和 （Ｂ）”这一等式想要成为有意义的命题，那么它就应以 “Ａ
不是Ｂ自身”或 “Ｂ不是Ａ自身”为前提。如果Ａ是Ｂ自身，Ｂ就无需提示其他名称，应还原为 Ａ
＝Ａ这一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因此，如果想使Ａ＝Ｂ这一同一性的命题变得有意义，其前提就是 Ａ
和Ｂ应是不同的存在。这时Ａ与Ｂ的同一性意味着所谓黑格尔意义上的非同一性的同一，即部分地
共享同一性要素，同时持有各自不同的存在自身。所以，如果马克思否定了人的本性的存在自身，那

他就应当明确提出 “并不存在人的本性”或 “所谓人的本性是无意义的概念”等陈述。然而，马克

思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这种陈述。尤其重要的是，在 《提纲》的命题中，不是单纯提出了 Ａ与 Ｂ的同
一性，而是附加了 “在其现实性上”（ｉｎｄ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一限定语②。

德语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动词 “ｗｉｒｋｅｎ”的派生词，本来与 “ｗｅｒｋｅｎ”是同义词，与英
语 “ｗｏｒｋ”语源相同。当然，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实际发挥作用和效果的状态。黑格尔把这个词用作

６４

①

②

Ｎ．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第４５—４６页。
与此同时，杰拉斯也明确表明，先于这一命题之前的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一命题也不可能成为对人的本

性的否定。即 “ＡｉｓｎｏｔＢ”形式的文章并不是对Ａ与Ｂ的同一性的全部否定，而是对将Ａ的同一性限定于 Ｂ的否定，换言之，
可以拥有 “Ａ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Ｂ”的意义。（同上，第３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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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特有的哲学词汇。它引起一个人的现实存在内容与其本质的一致状态。换言之，它意味着某一事

物完成其概念的状态①。因此，这个词与单纯具体地、经验地显现和作用意义上的德语 “ｒｅａｌ”是有
区别的。不过，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既没有把这个词用作独立的哲学用语，也没有从概念视角特别

区分ｒｅａｌ与ｗｉｒｋｌｉｃｈ。他的前后期著作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对当时现实即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体制的批
判。不仅如此，他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核心是，批判他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现实接受为历史地决定

了的东西，而是把它接受为绝对的现实自身。在马克思那里，这是理解 “现实性”（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意
义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性意味着具体地、经验地发挥作用，以及感性地被把握、被体验的世界。

但是，这种意义并不是全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世界，例如资本主义 “现实”的世界是畸形的、

片面的、异化的世界，是应被批判、否定和克服的扭曲世界，即虚构的现象世界。于是，这样的现实

批判不仅是以感性地、经验地显现的现象为前提，而且必然以与普遍理念和价值相一致的真正的现实

存在为前提，而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把这种现实概念化为共产主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

上，马克思的这种批判逻辑就形式化为 “本质” （Ｗｅｓｅｎ） “显现”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以及 “假象”

（Ｓｃｈｅｉｎ）等的对立概念②。换言之，所谓 “现实性”一方面意味着由于本质与外部现象一致而显现

的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自身状态；另一方面意味着虽然显现为感性的、经验的世界，但本质没有得到实现
的，进而与本质相游离的 “虚构的状态”（Ｓｃｈｅｉｎ）。因此，马克思的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质 （Ｗｅｓｅｎ）
问题，也可以在这样的脉络中得到理解。与此相关，让我们重新返回到 《提纲》。

如果应用上述概念图式，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释马克思 “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

一命题的着重点。在此，他并不是否定人的本性本身，而是强调人的本性如何获得其实在性，即人的

本性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显现为外在现实。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现实性上决不是完备地

体现了人的本性的状态，而是本质与显现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相分离的虚构状态 （Ｓｃｈｅｉｎ），即只不过是
人的本性被异化的状态而已。马克思激烈批判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边沁等自由主义政

治思想家，其批判的核心在于，这些人仅仅把资本主义这一虚构现实把握为外在地显现的现象，而未

能将这一现实把握为与其本质与显现的尖锐对立乃至冲突。

在 《人的本性与历史唯物论》一章中，杰拉斯把这一点说明得很清楚。作为典据，他不仅明确

提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的各种陈述，也展示了明确展开历史唯物论的 《德意志意

识形态》等后期著作中关于人的本性的各种陈述。在他看来，这些陈述都有力地证明，马克思的历

７４

①

②

正因如此，他的 《法哲学原理》 《序言》的名句才得以成立： “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序言》第１１页。）
此处之所以限定为 “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把这个对立概念展示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在 《理性与革

命》中，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作了经典研究。他的研究充分表明，马克思后期代表作 《资本论》的整体结构是建立在黑格尔辩

证法的基础上的。（参见Ｈ．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伦敦：劳特利奇与克冈·保罗出版社，１９７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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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唯物论本身是建立在他的人的本性概念基础上的①。但是，恰恰在此暴露出杰拉斯解释的根本界

限。如前所述，杰拉斯未能深入阐明人的本性概念所必然包含的本质论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ｉｃ）的意义。为
了具体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调整研究维度，即不是阐明杰拉斯所展示的马克思思想中 “人的本

性”这一消极维度，而是深入底层，检讨他所展示的马克思思想中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

杰拉斯从下述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展现了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第一，“人是凭借自

身的生产活动实现创造潜力的存在”；第二，人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这种活动的 “社会存在” （Ｇｅ
ｍｅｉｎｗｅｓｅｎ）。他以马克思后期著作为根据，尤其以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ｒ
ｉｓｓｅ）、《剩余价值论》为根据说明了上述两个方面②。借此，杰拉斯想强调，“人是社会存在”这一
规定既不意味着否定普遍的人的本性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人的本性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变化

而变化。相反，马克思追问，每个人的需求满足都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那么，为什么这

种需求满足必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为此，他试图阐明这种自然的、因而符合人的本性的分

工体系恰恰为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扭曲的过程。

不言而喻，杰拉斯的解释与上述 “本质 －显现 －假象”的批判图式完全吻合。换言之，可从下
述三种向度的关系概括关于马克思的讨论：人的本性中内在的社会性 （Ｗｅｓｅｎ）内容；与这种本质相
一致的 “自然的”社会分工体系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虽具有分工体系的显现但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合作
的分工，即剥削关系被伪装为分工的虚构的分工体系 （Ｓｃｈｅｉｎ）。因此，就 “ｄａｓ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Ｗｅｓｅｎ”
而言，杰拉斯解释的界限在于，未能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向度中始终如一地说明 Ｗｅｓｅｎ的意义。但
是，这种界限并不是内容上的缺陷，而是用语上缺陷，即缺乏术语的一贯性，因而可以说，这种界限

无关宏旨，并无大碍。他的根本界限在于上述问题，即针对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积极内容，他未能

提出不言而喻的疑问并阐明其意义。其疑问和意义正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性和社会性的问题。

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性和社会性概念由来已久，家喻户晓，以至于现在重新提起这个概念显得有

点陈腐不堪。因此，当检讨人的本性概念的这一内容时，重要的不是单纯整理上下关联语句，而是仔

细甄别是否存在概念内容上的特异性、独创性以及与思想体系整体的概念一致性、统一性等。虽然杰

拉斯的相关论证未免过于单纯化，但他率先说明了人的创造性、社会性问题这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

度的根据，在某种程度上为阐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特异性、独创性做出学术贡献。但是，杰拉斯浅尝

辄止，流于表面，并未深入阐明本原上人为何具有这种创造性和社会性，与这一疑问有关，他也没有

进一步检讨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系统地、普遍地阐明了这个问题。此外，归根结底，这种阐明必

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阐明，这点更深层次地显露了杰拉斯研究的限度。

毋庸置疑，虽然有关陈述缺乏完整性和体系性，但马克思确实讨论过自身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

学基础。与此相关，他的 “类的存在” （Ｇａｔｔｕｎｇｗｅｓｅｎ）概念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出现。不过，对这一

８４

①

②

与此相关，杰拉斯引用了马克思 《资本论》中下述两段陈述。第一段，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一边批判边沁，一边指

出 “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 （Ｈｕｎｄｎａｔｕｒ）。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 ‘效用原则’（Ｎｕｔｚｌｉ
ｃｈｋｅｉｔｓｒｉｎｚｉｐ）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
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ａｔｕｒｉｍａｌｌｅｇｅｍｅｉｎｅｎ），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０４页。）第二段，在 《资本论》第３卷中，马克思在比较必然
王国与自由的王国时，这样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

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

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２８—９２９页。）这些陈述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明确区分了被实现的人
的本性的状态，即本质与现实相一致的状态与这两方面相分离的状态，并且以这种区分为根据批判了畸形的、片面的、异化的资

本主义制度。

Ｎ．杰拉斯：《马克思与人的本性：一种传说的反驳》，第８０—８６页。



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

概念的检审以及哲学的阐明牵涉另一项独立的工作。因此，笔者将在第五部分阐明有关这个概念的基

本问题，并且展望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争论点。

五、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类的存在”

迄今已有许多学者通过 “社会存在”探讨了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即 “类的存在”

概念①。令人不解的是，杰拉斯全然没有提到最明确地说明了 “类的存在”概念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此外，在 《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明确使用过 Ｇａｔｔｕｎｇ概念。但是，在检
讨马克思陈述的其他研究论著时，杰拉斯也只限于整理有关词句的表面意义，而没有深入领悟马克思

类的 “概念存在”所固有的理论－实践意义。然而，恰恰通过 “类的存在”概念，马克思试图说明

人的社会性和创造性的根据，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他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下述两段表述
中：

人是类存在物 （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ｐｅｃｉｋｅｓｂｅｉｎｇ），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 （Ｇａｔｔｕｎｇ）———
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

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②

有意识的 （ｂｅｗｕｓｓｔ）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是类
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

对象。③

在上述两段话中，马克思想要传达的意思很明白：人是普遍的、自由的存在，这种自由和普遍性

的根据不在于意识到自身、他人以及一切外部对象是单个的个别存在物，而在于意识到这些都是普遍

的类的一个构成体，并且以这种普遍意识为基础，在普遍向度中对待一切个别对象。就像德语 “Ｂｅ
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一词已经包含存在性 （Ｓｅｉｎ）一样，马克思所强调的是意识与行为的本原统一性以及这种
意识自身的普遍存在性④。

当然，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其他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有关人的本性的这种陈述都
显得是极其凝练和高度简化的。很清楚，马克思的有关陈述需要加以更具体的说明，特别是在他那

里，Ｇａｔｔｕｎｇ概念的根据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应当说是他的学术不成熟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充
分地、完整地恢复这种说明的不充分性或概念的不完整性，正是当今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

与此同时，应当更加系统地阐明马克思 “类的存在”概念自身———它的具体内涵，可概括为 “与其

他人以及自然全体的统一性中，能够追求自由的、普遍的生活行为的存在”———所依据的更加本原

的概念根据。如果不阐明何谓人的意识自身的存在论根据，即所谓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是绝对无

法阐明的。

马克思从未明确探讨作为自身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终极基础一类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在此

意义上，可以说他的思想并没有形成十分完整的体系。但是，如果从哲学史语境理解他的思想，我们

就会发现借以克服其 “非完整性”的可能线索。这个线索正是 “类” （Ｇａｔｔｕｎｇ）概念自身。限于篇
幅，在此笔者只能简要提示一下，为什么这个概念自身能够成为解答问题的决定性线索。

９４

①

②

③

④

主要作者及代表作有：Ｓ．阿威纳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Ｂ．奥尔曼：《异
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概念》，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Ｐ．桑蒂利：《马克思论类存在与社会本质》，
载 《苏维埃思想研究》第１３卷，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２页。
在此，大体上，马克思也不是用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一词而是用拉丁语词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标明了个别性与具体性的对立意义，这一点尤
其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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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性论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其源头远远超越苏格拉底，可上溯至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时

代。从研究视角看，这种传统不是从个别的人的向度而是从普遍人，即借以统一个别人的人类 （ｈｕ
ｍａ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Ｇａｔｔｕｎｇ）向度理解人的问题。撇开近代相关哲学探求不谈，单是近代德
国哲学中，特别是在康德哲学中，人的本性问题一直是哲学思维的中心问题。就是说，康德的全部哲

学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理性的、道德本性的探求。只是康德没有在同自然秩序整体的连续中，系统讨

论那种与事物有别的人的内容 （ｗｈａｔ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ｈｕｍａｎ）① 而已。这在费希特、谢林那里也是相同
的。在这些人的哲学中，人的问题都从正面得到了凸显，然而，他们都把人把握为自然这一秩序中的

一个类，换言之，并没有从 “客观向度”中把握人②。

黑格尔第一次从客观向度探讨了类的概念。在探究自然整体辩证发展过程的 《自然哲学》 （ｄｉｅ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一书的末尾③，他集中探讨了这个概念，而恰恰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哲学》既是连结 《逻辑学》和 《精神哲学》的桥梁，也是表现精神在自我发

展过程中的自为 （Ｆ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的环节 （Ｍｏｍｅｎｔ）。正因如此，在黑格尔那里，类的概念恰恰表
现从自在精神到自为环节的前进过程。换言之，这种过程就是通过与他者的结合，超越时间，维持自

身的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ａｅｔ），形成旨在克服作为生命体而势必感受到的实存 （Ｄａｓｅｉｎ）的有死性④。因
此，在黑格尔那里，类的属性基本上是色情的，最终在 “性关系”（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中显露
其具体面貌⑤。换言之，精神上显现其具体面貌的那个永恒性以及与他者的辩证统一性乃是在 “两性

结合”这一类的必然过程中认识其开端的。

虽然黑格尔死后，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大众化的是斯特劳斯⑥，但为了区别人与动物而特意利用这

一概念的却是费尔巴哈⑦。此外，毫无疑问，在发展自身的社会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需要超越的主

要对象之一正是费尔巴哈其人其说。

在此，笔者挂一漏万，极其扼要地介绍了与 “类的存在”概念相关的哲学史进程。但是，即使

是这种简要的说明也足以表明，作为马克思人的本性概念核心的 “类的存在”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

学、社会学意义。可以说，这种丰富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包括维纳布尔、杰拉斯在内的迄今所有马克思

研究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结果。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类概念被用以说明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的过

渡，那么，基于对黑格尔类概念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自身 “类”的存在概念

呢？这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哲学史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解马克思思想之未完成性的核心

问题。而且，唯有通过这种追本溯源、刨根究底的文本研究，才能避免肢解马克思理论———例如，东

拉西扯，牵强附会，随意比附现实变化；盲目迎合马克思思想，偏执于马克思思想的纯粹性，如此等

等———从而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探索新思路，开辟新途径，开创新局面。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 “ｓｐｅｃｉｅｓ”一词衍生于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一类的拉丁词源ｓｐｅｃ（ｌｏｏｋ）。
参见Ｊ．Ｌ．纳维卡斯：《意识与现实》，海牙：尼霍夫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Ｇ．Ｗ．Ｆ．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二部：自然哲学》，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第３６７—３７０页。
同上，第３７４页，附录。
同上，第３６９—３７０页。在这一语境中，黑格尔恰当地把德语的独特意义应用于自身的哲学 “行为”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

克思所使用的 “Ｇａｔｔｕｎｇ”可译作多种英语，例如 “ｇｅｎ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ｋｉｎｄ”乃至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ｉｃ”等。实际上，由于德语 Ｇａｔｔｕｎｇ
一词本身意义多种多样，其内涵也很晦暗不明。“Ｇａｔｔｅ”一般指称配偶。格林兄弟 《德语大词典》把这个词与拉丁语 “ｓｏｃｉｕｓ”
“ｃｏｎｓｏｒｓ”“ｃｏｎｊｕｘ”，即同伴、同行人、配偶或新妇的意义联系起来。格林兄弟指出，Ｇａｔｔｕｎｇ的同义词是ｇａｔｔｅｎ，而 “ｓｉｃｉｇａｔｔｅｎ”
的意思是 “结合”或 “交接”。

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 （Ｄａｖｉ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８０８－１８７４），德国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传记作者。他运用辩证哲学，
通过反对力量的内在斗争强调社会进化，通过解释新约在神话中对基督的描述，在圣经解释中开辟了新天地。主要著作有 《耶稣

生平修订》（ＤａｓＬｅｂｅｎＪｅｓｕ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ｅｔ，２ｖｏｌ．，１８３５－１８３６）；《新旧信仰》（ＤｅｒａｌｔｅｕｎｄｄｅｒｎｅｕｅＧｌａｕｂｅ，１８７２）等。
关于这种概念史的简要解说，参见Ｄ．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９１页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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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

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

朱庆跃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以政党文化的构建为切入点，使其与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产生

互动。入党宣誓仪式与政党文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入党宣誓仪式受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

社会生态环境的浸染，呈现出地位上的日益提升性、准入规则上的严格透明性、内容上的具体差异性、程

式上的转换扬弃性、范围上的封闭排他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入党宣誓仪式不是被动地适应于包括政党文

化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它也会产生一种能动的变革和改造性力量，如从政党意识形态看，入党宣誓仪式发

挥了承继和创新的功能价值；从政党行为方式看，它提供了引导和规范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心理取向看，

它凸显了归属和承诺的功能价值；从政党外在形象看，它蕴含了形象提升和笃信的功能价值。

【关键词】入党宣誓仪式；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特征；功能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５２－０９

作者简介：朱庆跃，安徽含山人，（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知识
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ｓｚｚｇｊｈｚ－６）；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研究”（ＳＫ２０１７Ａ０３５０）

本文所说的 “入党宣誓仪式”，指的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或程序以使新成员由原来的非党员身份状

态正式过渡到党员身份状态的象征性行为方式①。民主革命时期，面临着彻底改变恶劣政治生态环境

这一艰巨性任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入党宣誓仪式。毫无疑问，入党宣誓仪式以政党文化的构建为

切入点，使其与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产生互动。因此，考察和分析入党宣誓仪式在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运用及其功能价值，既有助于深刻把握入党宣誓仪式如何推动政党文化构建的

规律，也有利于正确了解在入党宣誓仪式影响下的政党文化又如何服务和服从于具体的政治生态环境

变革实践的规律。

一、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

任何一种政治仪式都是处于一定的宏观环境之下的，受环境中不同因素的作用而呈现出 “一种

环境的浓缩和复合的状态”②。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既受外在恶劣政治生态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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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入党宣誓仪式，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法国人类学家范热内普所称的 “过渡礼仪”，即从一种群体过渡到另一种群体、一种社会地位

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地位。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２页。



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

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后者决定了入党宣誓仪式合法性构建的方式和技术问题；也受包括政党

文化构建状态在内的内在政党建设生态环境的浸染，如突出表现在入党宣誓仪式必须顺应内在政党建

设生态环境 “形式和内容上的转变，以及文化上的政治内蕴和要求”①。下述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

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特征，就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１．在地位方面呈现出日益提升的特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恶性政治生态环境下，如何 “建

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②，

是一个崭新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自身通过不断试错，尤其是在遭受 “开门论”和 “唯

成分论”两种极端的灾难性实践后，逐渐确立了把 “思想建党”置于首位的党建路径。一定程度上，

入党宣誓仪式的地位就是伴随着这一党建路径的逐渐认可而日益提高，从原来仅仅作为入党的组织程

序之一转变为思想建党的重要工具。如在１９２５年８月发布的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中，要求 “惟

新生入学时必须经过入学仪式，并立即编入某一支部”③。在１９４３年被列为重要整风文献之一的 《怎

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强调 “党应该根据在候补期内对于候补人教育和考察的结果，来判断他在

思想上对党的了解程度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如何，在工作上是否经常积极，以及在他的一切言论

行动中是否忠诚于党，这样细心地去判断他是否符合正式党员的标准……环境允许时，各地党委并得

按该地具体情况，举行入党仪式”④。在１９４９年 《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和入党仪式问题给华北局

的批复》中，更是明确指出入党仪式是 “教育的一种方式”⑤。可见，扮演思想教育这一角色的入党

宣誓仪式，不再是单纯从形式上意味着新成员对组织的归属，而是从实质层面 “对新成员进行社会

化，使之接受组织文化所需的价值观和期望”⑥，从而真正实现 “从先前的忠诚和角色中脱离出来，

投入到新的忠诚和角色中去”⑦。

２．在准入规则方面呈现出严格透明的特征。仪式的神圣化，明确了它的准入规则和条件具有严
格性，非一般行为方式所能比拟的；同样 “仪式的本质在于向社会提供标准化的行为模式”⑧，决定

了其准入规则又呈现出透明性。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型，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也不例外。

党员的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实质上就是入党宣誓仪式是否启动的准入规则和前提条件。无论在错误

的思想指导下以成分身份为标准，还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以政治思想为标准⑨，它都具有严格透明

性。如前者，以１９３０年９月扩大的三中全会通过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为例，一方面固执地强调

“要向产业工人开门，要使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成为一种潮流”瑏瑠，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征收党员时 “要实

行与正式党员有真正区别的候补期，要对新党员施行必要的共产主义的训练。在一切行动上必须使群

众感觉到……加入共产党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而是有严重责任有异常需要有光荣的一件事”瑏瑡。后

者，以１９４５年党的 “七大”所通过的党章为例，除要求 “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以及 “年满十八岁”之外，还就不同成分出身人员的

入党手续以及正式成为党员之前党委的责任 （即 “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

经过负责的审查”）、候补期的作用 （即 “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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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１０１页。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０２页。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 （上）（１９２１．７－１９４９．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５页。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６页。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 （上）（１９２１．７－１９４９．９）》，第７２２页。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页。
同上，第２３页。
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高志中：《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入党条件和党员标准的演变考察》，《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０９页。
同上，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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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都给予明确规定①。

３．在内容方面呈现出具体差异性的特征。民主革命时期，党所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彻底变革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恶劣政治生态环境，实现中国人 “站起来”。入党宣誓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

行为方式，就是塑造和培养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政治人格，以及提供和规范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行为

准则等。这尤其体现在誓词中。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为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

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解放战争时期，

中央组织部所规定的入党誓词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

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②。从上述不同阶段誓词的

内容看，由于具体时代所面临直接任务的特殊性，使得人格类型的塑造和行为准则的规定方面体现出

差异性，即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蕴涵着不同时代的印记”③。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革命处

于低潮期，更多地强调 “阶级斗争”“对党忠诚”④；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以及提醒全体党员进行民族斗争时不要忘记自身的根本奋斗目标，注重突出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克服分散状态以及发挥模范作用和树立必胜信念，

在继承之前内容的基础上突出了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做群众的模范”“对党有信心”等核心内

容。

４．在程式方面呈现出转换扬弃的特征。宣誓，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如广泛运用于 “结义或起

事”的 “歃血为盟”⑤。即使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宣誓也成为一种风尚，如成立兴中会乃至中华革命

党时，孙中山就十分重视宣誓仪式的作用，而南京国民政府为整合基层社会政治秩序实施了 “公民

宣誓登记制度”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所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中，

也规定了相关入党宣誓的程式内容。如规定两位盟员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提出五个问题，如果后者对这

些问题回答 “愿意”，那么就要他许下诺言，然后宣布他为盟员。可见，处在这样的内外政治生态环

境下，民主革命时期党所举办的入党宣誓仪式不可避免受上述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影响作出

了相关回应。从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的程序和形式看，相较于南京国民政府 “公民宣誓登记

制度”所规定的程式⑦，也有唱歌、挂旗、宣誓这些环节，但所唱的是 《国际歌》、所悬挂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党旗、所宣誓的是蕴含自己政党文化内容的誓词，摒弃了向总理遗像三鞠躬礼和主席恭读总

理遗嘱这些程序；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规定的入党宣誓仪式程式，没有采用对话问答形式，而

是运用了环环相扣的系列步骤样式，呈现出中国特色，总体上遵循了 “宣布会议开始———介绍人介

绍各新党员简历———主持人讲话———握拳宣誓———鼓励、教育或指示———唱 《国际歌》”⑧这些环节

序列。

５．在范围方面呈现出封闭排他型的特征。不同主体对仪式运用的目的是有所区别的，如统治者
运用仪式可以 “疏导政治对立以免对体制构成威胁”、“处理各种危害社会生活、破坏共同体团结的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５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８—１２１页。
王建华：《中国共产党各时期入党誓词考证》，《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黄学俊：《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变迁》，《党史文苑》２０１８年第９期，第３５页。
王为衡：《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沿革》，《党的文献》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５５页。
郭华悦：《民国宣誓始成风》，《文史天地》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９４页。
陈明胜：《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史学集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 《乡镇公民宣誓登记规则》，其中规定公民宣誓仪式的程式为：“一全体肃立，

二唱党歌，三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三鞠躬礼，四主席恭读总理遗嘱，五主席领读誓词，人民均举右手目行唱名循声朗读，六主

席训词，七监视人训词，八礼成。”（参见陈明胜：《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史学集刊》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王连花：《中国共产党入党 “宣誓仪式”的演进———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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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冲突”①；而对于被统治者而言，可以为他们 “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手段”，“克服他们在政治上的

软弱孤独感，改变由于官僚组织的缺失造成的弱势”②。毫无疑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入党

宣誓仪式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在党所控制的区域之外，为了避免这种传递阶级斗争和政治抗争的行为

被反动当权者压制和破坏，入党宣誓仪式应尽可能地置于闭合和秘密状态。如张闻天的爱人刘英回忆

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内找到了指

定的地方。”“我回头看看后面，没有 ‘尾巴’，便赶快走进去，轻轻地上了楼。看到了罗学瓒老师正

在这儿等候 （当时罗老师是区委委员），我高兴地朝他点了点头。与我同一批宣誓的还有其他学校的

两个学生。”③ 宋任穷回忆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深夜，人们都睡了，关上门，在墙上挂一面党旗，

新党员在党旗面前举行简单而又隆重的入党仪式。”④

二、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是将其置于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文化

环境中给予分析的结果。但是，这一期间的入党宣誓仪式不是被动地适应包括政党文化在内的文化环

境，它也会产生一种能动的变革和改造性力量。

１．从政党意识形态来看，入党宣誓仪式发挥了承继和创新的功能价值。政党意识形态居于政党
文化构成中的核心层，是一个政党所共同遵循的具有符号意义的认知系统和价值体系，发挥着 “导

向”“辩护”“凝聚”“动员”“约束”等功能⑤。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作为政治仪式的一种类

型，也保留着 “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象征

符号⑥，如以入党誓词形式呈现的文字政治符号、以 《国际歌》形式呈现的声音政治符号、以领袖肖

像形式呈现的图像政治符号、以党旗党徽等形式呈现的狭义象征政治符号⑦。通过对上述系列原有政

治符号的沿袭和一些新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入党宣誓仪式以浓缩简洁化的形式承继和创新着马克思

主义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从而促进民众通过这些中介化的象征符号实现对抽象的政党意识形态的

认知理解和内外化。

沿袭原有政治符号，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如对以马克思、恩格斯等领袖肖像为主的

图像政治符号的采用。李志民曾回忆自己的入党宣誓场景：“他们两人讲完话后，詹连吾把封面上印

有马克思像的那本书恭恭敬敬地竖立在一张方桌上，让我向马克思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进行宣誓。”⑧

彭德怀也提到入党宣誓时悬挂马克思像：“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

思、恩格斯的画像 （邓萍画的）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⑨ 悬挂马

克思、恩格斯领袖肖像，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但对这一政治符号的沿袭，除了表现出中国共产

党人对于无产阶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的情感外，更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毕竟 “马克思”这一政治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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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１５１页。
同上，第１６５页。
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
田卫东：《略论政党意识形态的功能》，《理论前沿》１９９７年第２０期，第１１页。
［英］维多克·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９页。
胡国胜认为，政治符号无论如何划分，都可以划分为语言政治符号和非语言政治符号，其中语言政治符号分为文字政治符号、声

音政治符号等，非语言政治符号分为图像政治符号、旗帜徽章等构成的狭义象征符号。本文借用了这种观点。 （参见胡国胜：

《革命与象征———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研究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高志中编：《向党旗宣誓———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故事》，第２３９页。
同上，第２６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符号本身就内含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象征指向。同样，对于以 《国际歌》为载体的声音政治

符号，伴随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的提议而逐渐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宣誓仪式中被广泛采用。《国际歌》

歌词内容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此种声音政治符号的沿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由抽象性向通俗具体性的转化，进而

“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真真切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走进人民群众中”①。另外，在入党誓词中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符号如 “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的沿袭，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

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承继。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将 “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

义”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同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是首先从阶级斗争学说入手的。正如毛泽东

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书上 “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

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

生产和再生产新政治符号，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如对入党宣誓誓言这一文字政治符

号的生产和再生产，除上述所提到誓词中沿袭 “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等概念外，民主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的入党誓词内容 （特别表现在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所提的五个问

题方面）为直接理论来源，密切结合不同阶段变革具体政治生态环境任务的需要而进行了创新性发

展，或者说，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对于五个问题给予的中国式回答。具体体现为：（１）“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

有力的同盟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对应同盟
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一、三问题 “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

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３）“永不叛党”或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对应

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三个问题 “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

实现吗？”（４）“严守秘密”或者 “保守党的秘密”对应同盟章程中入党誓言的第四个问题 “你保证

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５）“服从纪律”或 “遵守党的纪律”对应同盟章程中

入党誓言的第五个问题 “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同理，对于党旗党徽这一狭义象征政治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亦是如此，毕竟 “革命旗帜的标志

象征，成为树立革命理想、唤起革命意识、形成革命观念的重要标识”③。这一时期的党旗党徽的历

程是：沿袭联共 （布）的党旗；采用国民党的党旗；使用工农红军的军旗；以联共 （布）的党旗为

参考进行创新，各地不统一；１９４２年中央政治局发布 《关于党旗样式的决议》，确立了 “斧头镰刀”

为党徽；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第一次在党代会上正式悬挂以镰刀锤子为标志的鲜红党旗。在党旗党徽这
一狭义象征政治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中国共产党保留了红色为底色 （象征 “革命”）的传统以及

联共 （布）党旗的镰刀锤子为标志 （意味着工农联盟，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象征

性元素，也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如摒弃了 “太阳”“地球”这些指向不明确或不相关的元素以及

“五角星”“谷物”等重复性象征元素，特别是较长时间用 “斧头”取代了 “锤子”来代表中国无产

阶级，让民众具有亲和感，较容易让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手工业者感受到自己也是人民

大众的一部分，另外，“斧头”的锋利更能体现出革命的彻底性。

２．从政党行为方式来看，入党宣誓仪式提供了引导和规范的功能价值。这里所说的政党行为方
式不同于政党行为实践，而是将它与政党文化联系起来，特指政党行为实践中的行为样式和结果以文

化积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方面。它属于政党行为文化，是政党观念文化的外在表现。不可否认，政党

行为文化来源于政党行为实践，但包括政党行为文化在内的政党文化又反过来指导着政党的行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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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西西：《〈国际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兰台世界》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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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入党宣誓仪式，着力对政治行为主体及其品质、政治行为的准则和模式、政

治行为的价值和目标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以构建科学的政党行为文化，从而让入党宣誓者搞清楚

“谁的行为”“如何行为”以及 “为何行为”“为谁行为”等问题，最终个体行为力量凝聚成政党政

治行为的强大合力。

首先，对政党政治行为主体及其品质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要发挥实践的影响

力，首要前提和关键性条件是要明确政党政治行为主体的身份问题，否则，重则因这一动力源的缺失

会导致行为的停滞和失败，轻则会出现类似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 （ＭａｎｅｕｒＯｌｓｏｎ）所说的 “集

体行动的逻辑”，即理性的行为个体因责任的模糊不清等原因而在实现政党集体目标时产生 “搭便

车”现象。入党宣誓仪式的开展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从入党宣誓的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政党

政治行为的主体、政治行为的责任人就是每一名党员。 “宣誓的每一句话，既是党对党员的郑重要

求，也是作为新党员向党作出的承诺，表示自愿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组织责任和道义责任等，即可

以理解为初心。”① 为了提升政治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性，入党宣誓仪式中特别是誓言还对其行为品

质进行统一规范和要求。如 “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等要求具有 “毅力”等坚强意志的品质；“永

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永远为党工作”等要求具有

“忠诚”的品质；“要做群众的模范”“牺牲个人”等要求具有 “表率”“担当”等优良品质。不同人

格的政治行为特征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人格是 “政治行为特征的内在根源”②。可见，入党宣誓

仪式就是通过对政党政治行为主体人格品质的统一规范，以消除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因主体自身 （包

括人格品质方面）的差异性而导致的政党政治行为的分散性和流变性。

其次，对政党政治行为的准则和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涉及到众多方面，

相应地每个方面都有具体的行为准则规范，但最高的行为准则还是党章及由其衍生的党纪党规，毕竟

党章是党的 “根本大法”，具有整体意志性和最高权威性。尽管民主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中没有出现为

当前民众所熟悉的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等内容，但是在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誓词中都

强调党员的行为必须以作为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的党纪党规为准则，如土地革命时期入党誓词中的

“服从纪律”，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中的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解放战争时期中组

织部所规定的入党誓词中的第三条 “遵守党的纪律”。可见，誓词中对每名即将成为正式党员的入党

宣誓者政治言行乃至政治方向等方面的刚性约束，既在于保持党整体的先进纯洁性和行动中，也在于

向入党宣誓者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具有严明纪律性的讯息。另

外，入党宣誓仪式除了明确政治行为准则外，也对政治行为的模式给予指导和规范。从行为主体的态

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是主体的自觉主动的行为 （如誓言本身就是一种自愿承诺，另外誓词

中的 “我志愿”也能够体现此蕴意），而非消极被动或一时冲动的行为；从行为内容看，是命令、禁

止性的行为 （如誓言中的 “严守”“遵守”“服从”“坚决”等就是充分的体现），而非授权的行为；

从行为手段和路径看，是坚持革命斗争和群众路线的行为 （如誓言中的 “阶级斗争” “努力革命”

“要做群众的模范”等就是其反映），而非和平改良和脱离群众的行为；从行为的时间来看，是长期

或终身的行为，而非短期或一时的行为 （如誓言中的 “永不” “终身” “永远”就是佐证）。因此，

对政党政治行为模式的引导和规范就是对政党行为规律的揭示，相应地对行为规律的把握促进了行为

的有效的有序性。

再次，对政治行为的价值和目标进行引导和规范。一般而言，政治主体发动或参与一定的政治行

为，既在于实现个体的相应价值，也在于完成所属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亦然，

但它又不同于剥削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行为，因为它坚持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并且无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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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艺辉：《入党誓言亦为初心》，《解放军报》２０１６年９月２日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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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还是共同体价值都实现了对以往价值目标的扬弃和超越，即坚持人民性的社会价值，个体价值只

有融入这一社会价值才有意义。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而言，如果说誓言中对政治行为主体

品质的引导和规范，也是主体参与政治行为中期望实现的个体价值，那么誓言中 “共产主义”等政

治符号的象征意义，则意味着这样的个体价值最终是服务和服从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

义价值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入党誓词中将政治行为的最终价值目标落实到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到底”；解放战争时期中组织部所规定的具有八项内容的入党誓词第一条就是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尽管土地革命时期的入党誓词 “没有 ‘共产主义’字样，但 ‘努力革命’也表明了其反

对敌对阶级的立场。总之，在整个誓词内容中，贯穿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即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

谋幸福”①。入党宣誓仪式对共产主义这一政治行为价值和目标的引导和规范，既在于让入党宣誓者

牢记 “共产主义信仰是入党的必要条件”②，更在于让其明白共产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即它是 “价值理性”（共产主义是 “对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性的张扬”）与 “科学理性”（共

产主义是一个科学的观念意识形态）的辩证统一③。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下应该也必须将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变革这一时期不同阶段具体政治生态

环境以使中国人 “站起来”，就是为共产主义价值目标在中国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和提供必要准备。

３．从政党心理取向来看，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归属和承诺的功能价值。政治仪式 “不仅仅源自

社会环境，也源自其心理学基础”，“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通过

这些感觉，仪式构建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④。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也不

例外。一方面，党对入党宣誓者经过较长时间 （特殊情况例外）的识别、考察或考验、磨练，最终

通过宣誓仪式给予其身份认同，从而使入党宣誓者心理上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入党宣誓者为了回

应乃至匹配这种身份归属，在心理层面又开展了含有约束和警醒化蕴味的责任性承诺。

首先，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组织赋予成员的归属心理。由于先天因素乃至后天社会条件等综合影

响，致使个体的本质存在状态即身份人格 （由感知、情绪、价值及生化反应等诸要素统合而成的特

有模式）存在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个体参与组织共同体行为实践的目的迥然，有的属于以个

体价值的实现为主的工具性参与，有的属于以共同体价值的实现为主的非工具性参与，有的属于兼而

有之的混合型参与等。毕竟人格是 “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即 “提供了心理动力”⑤；人格也是

“政治行为特征的内在根源”，即 “不同个体面对相同环境作出不同行为反应，无疑应归之于人格的

差异，即内在的心理物理系统中动力组织的差异”⑥。因此，要保证个体行为与共同体价值实践的一

致性，前提性条件就是促使个体的身份人格与共同体所需身份人格要求的趋同乃至融合，而这需要以

文化观念的归属为基础，唯有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归属。“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经验影响着人

格的发展……人格是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⑦ 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作为一种过渡仪式，其重

要功能在于赋予成员组织归属感，让个体 “通过接受与政治组织相关的象征，感觉自己成为组织的

一份子”，“从先前的忠诚和角色中脱离出来，投入到新的忠诚与角色中去”⑧。另外，这种过渡仪式

在以共同体观念归属为核心的前提下，严格遵循了归属感实现所需的 “认知阶段———肯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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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阶段”过程①，从而让个体获得真正而具有实质意义的自我组织归属感。如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挑

选，首先是关注其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及其实践价值是否有初步的认识并给予肯定 （即辨别个体

的前理解结构中是否有认同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的因子），乃至是否有一定的行为支持和参与；其

次，在预备期，通过政党文化的社会化及实践的考察、磨练，不断祛除个体身份人格中与政党共同体

身份人格要求相异的方面，不断扩大与之相近或相同的部分，直至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取代或同化个

体身份人格；最后，随着入党宣誓仪式的展开，正式宣布对个体的组织接纳和吸收，这也标志着个体

身份人格向共同体身份人格质的转变的完成。

其次，入党宣誓仪式凸显了成员回应组织的承诺心理。这里的 “承诺”，并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特

别是经济或法律方面所发生的带有责任性的应允同意的行为，而是从心理层面所指的一种内隐化的契

约或协议。联系到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其中的入党誓言不仅是政党文化被入党宣誓者内化后

如何再外化的表现，更是其身份同质化后为了回应乃至配对这种身份归属而对组织所作出的 “发乎

于心”的承诺。这种承诺心理由多维度的内容组合而成，如情感的承诺，是对党无比热爱、忠诚不

渝之承诺；规范的承诺，是对党的纪律法规的心存敬畏、严格遵守之承诺；行为过程的承诺，是对完

成党的目标任务过程中勇于实践、坚持不懈之承诺；责任的承诺，是履行党员身份责任时勇于负责、

敢于担当之承诺；理想的承诺，是对党的理想孜孜追求、永不放弃之承诺，等等。由于这种承诺心理

是发生于共同体身份人格要求取代或同化个体身份人格之后，而这种身份的同质性又以共同体观念归

属为前提；此外，承诺心理本身体现出主动自愿而非外力的强迫性、承诺实现过程的实践性而非口头

性、承诺表现形式和状态在一定范围的公开性而非私密性 （一般有仪式的主持人或入党介绍人在场，

起到了见证的作用）、承诺所依附仪式的神圣庄重性而非轻佻随意性等，这些都决定了承诺心理在现

实实际生活中发挥了一系列正功能价值。如更加密切入党宣誓者和政党组织的关系，并能够持久性地

保持；促进入党宣誓者积极地将承诺责任转化为行为动力，从而专注于实现政党价值目标的实践，

“承诺是促使人们坚持某种行为的动机力量，是使个体执着于一种活动的意向和在心理上对它的依

恋”②。例如，方志敏回忆自己入党时的感受是：“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

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③

４．从政党外在形象来看，入党宣誓仪式蕴含了形象提升和笃信的功能价值。政党外在形象的好
坏与否攸关党的生死存亡。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仪式，可被视为一项政党系统建设尤其是组织系

统建设，其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塑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系统外在形象之意，客观上提升了政党在民众

心中的形象。这种良好的形象一旦被民众接受，在其所进行的反馈中无疑会更加笃信政党。

首先，提升了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党员是最小的细胞，党组织就是由党

员个体所构成的共同体。相应地，党的形象的具体化就是各级党组织的形象，而各级党组织形象的具

体化就是党员的个体形象。之所以说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蕴含着塑造和构建良好的组织系统外

在形象之意，其中主要的方面在于党着力通过这种过渡仪式去打造和树立良好的党员个人形象。以入

党誓词的内容看，强调入党宣誓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坚定理想信念

的政治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纪律法规及其重要性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遵纪守法

的自律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等思想理念的内化，就是要求

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本色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群众工作思想理念的内化，

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形象；入党宣誓者将有关 “永不叛党”

“永远为党工作”思想理念的内化，就是要求其在外化实践中树立忠诚可靠、始终不渝的道德人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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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归属感探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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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等。正是因为党员个体形象是党整体形象的最基本的形式载体，由党员个体的 “样子”能够

看到党整体的 “样子”，而且党员是党与普通群众之间的最直接联系者，保持党员良好的个体形象会

无形中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如入党宣誓仪式中塑造的党员个人形象，让广大民众感受

到党的组织具有严格、先进、纯洁等形象，进而了解到了先进、为民、廉洁、奋斗的政党整体形象。

同样，鉴于党员形象的保持非一劳永逸的，形象自身是动态变化的，民主革命时期即使在入党宣誓者

成为正式党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度强调和重视党员形象问题。如毛泽东就强调每名共产党员应该

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起 “先锋作用”和 “模范作用”，指出 “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

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①。

其次，促进了民众对政党的笃信感。 “政治信任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和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

础”②，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政治信任的路径是多方面的，塑造和构建良好的

政党形象就是其中有效举措之一。政党形象 “既是政党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基本要素，也是赢得民众

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源泉”，“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和认同感”③。民主革命时期的入党宣誓

仪式，虽然并非直接为获得民众政治信任而为，但其作为政党文化的实践形式，有助于入党宣誓者在

以后的行为中树立和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进而提升政党组织形象乃至政党整体形象。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入党宣誓仪式也蕴含着获得民众之笃信之意；同时，以此为重要路径而构建的社会政治信

任，其带来的积极功能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是

“依赖于私人关系和熟悉程度”来构建的，属于 “熟人信任”④。由于它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下的家族

制为基础 （具有分散、落后性），以血缘、地缘、业缘等特殊关系为载体 （范围具有狭隘性）等，这

就决定了其本身处于一种封闭、不稳定的状态，社会信任度总体上是低下的。可见，对于传统社会的

统治阶级而言，这种社会政治信任模式是最需要的，因为它无力形成一个对既有统治构成威胁的具有

较大规模的共同体。而入党宣誓仪式所间接构建的社会政治信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

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组织为纽带、以党员先进性人格为标准的。对

于民众而言，它能够实现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互信互爱；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它

能够为自身的存在及其变革政治生态环境获取广泛社会政治基础，同时也能够不断地提升自身的公信

力 。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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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２页。
彭正德、曹爱美：《中国共产党建设乡村社会政治信任的历史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８页。
上官酒瑞、程竹汝：《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积累政治信任的基本经验及启示》，《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４页。
张禹青：《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６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检思：

以毛泽东、恽代英为例

赵锦英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２０世纪初 “烦闷”时代在中国影响甚大的两种主义。当时以及日后一

种影响甚广的观点认为二者表达的理想目标是基本一致甚至相同的。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二

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根本不同。立足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求解，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毛泽东

和曾经服膺于无政府主义的恽代英找到了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断发现二者的根本区别。毛泽东

和恽代英都不曾欣赏无政府个人主义，而只曾欣赏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绝对自由必定导

致绝对虚无。当今仍然需要进一步揭示和防范其中的虚无主义 （价值和历史等）毒素。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中国现实；虚无主义；毛泽东；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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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锦英，（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１７ＪＤ７１００６０）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属于２０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中最受关注的主义。在刚刚进入中国时，
由于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些晦暗不清，更由于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或多或少

都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或者原来直接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超

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理想追求方面的本质区

别，以及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机制，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就颇有深入探

究的必要。在本文中，我们将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恽代英

———直接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来探究上述问题。

一、理想的接近与本质差异

１９世纪末以来， “主义”的话语开始在东亚迅速扩展。 “坚确、独断、排他、不容辩驳的 ‘主

义’观是在１９００－１９１７年间逐步形成的……这一段时间，是西方各种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无政府
主义、社会主义盛行，赞成、反对之声此起彼落，大抵革命派倾向社会主义，而立宪派基本上持反对

态度。”① 当时希望中国尽快实行现代变革的知识分子纷纷通过宣传自己欣赏的 “主义”，急切地表达

自己的理想，即对于国家变革的希冀。而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不满，更强化了这种对未来理想的急切

希冀。甚至可以说，对现实的极度失望与对未来的热切盼望互相强化，越是不满意当下的现实，就越

急切地寄希望于未来并越是把未来想象得美妙无比。热烈激进地描绘美妙理想对于沉闷的青年人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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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吸引力，就像后来陆印泉在 《青年怎样才能不苦闷呢》一文中所说的，“你们的苦闷问题是一

个社会问题，?彻底的解决是系于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 ‘整个’社会问题要靠 ‘主义’。

‘烦闷’的真正解决要紧靠着 ‘主义’，让 ‘主义’带领人们，充满内心，指导公私领域生活，并成

为时刻不可或离的资源，从而 ‘主义’也支配了人们的私人领域”①。在提供、凝聚、展现新理想方

面，无政府主义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它向对现实不满的人提供的蓝图更绝对、更纯粹、更绚烂

多彩，甚至不用考虑是否可行、是否现实，径直把蓝图描绘得更美妙、更有吸引力即可。比如，主张

绝对自由、政治上反对一切强权、经济上实行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物质财富均共有，社会上实现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美妙理想的诗化描绘吸引了很

多青年人。而主张个人至上、绝对自由、破坏就是革命 （日后衍生出了主张不但解放一切人而且解

放一切存在者的朱谦之式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对于具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情结的人也富有

吸引力。还有主张把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甚至认为政治、政府

是万恶之源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于那些希望避开复杂的社会联合、径直通往美好理想而且最在意具

体经济社会生活的人，特别是劳苦大众也颇具号召力。

的确，从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对封建专制的思

想启蒙。用蒋俊、李兴芝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 “承担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启蒙和社会主义启蒙的

双重任务”②。但是，由对现实的共同不满导致的对未来的共同寄予，或者说对中国当时现实的痛恨

引发的对理想未来的热切关注，使得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竞赛谁的理想更优越。在一些尚未明

了两者区别的人们看来，似乎两种新 “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个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上，谁在

此方面更吸引人谁就能胜出。于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分，包括在未来理想方面的本

质区分，当时并没有那么受重视。以至于不少人都倾向于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有一个共同

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理想方面与无政府主义并无不同，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实行这一理想的手

段，而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空想”③。正如邓中夏当时所说的，“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政治观

念都是相同的，同是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无政府主义

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

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他视为掌上珠，图案画，绣花衣的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以外，

却空空毫无所有了”④。就连向大家 “推荐马克思主义”、批评无政府主义过于乐观、理想的李达，虽

然主张撤废资本制度之后不能直接进入无政府社会，而是要进入保留国家、货币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阶段，却也认可废除货币 “这种办法在真正无政府共产社会实现的时候，当然可行”⑤，颇有一种马

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后的理想目标无异的意思。当无政府主义者郑太朴说基于终极目的相同

（“但我所主张的终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府、无法律”⑥），作为过渡之法能接受无产阶级专

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这个意思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 “消灭国家”与无政府主义主张的

“消灭国家”存在的本质区别，一时被遮蔽和遗忘了。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未来理想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从政治上说，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自由者联盟的个体参与者是绝不会向权威低头的，个体必

须对联盟保持绝对自由的参与和退出权利。而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马克思主义断然

不会这样理解参与联合的个体。马克思恩格斯在跟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 （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争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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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第１３７页。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６页。
同上，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邓中夏全集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２、１６６页。
参见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７页。
参见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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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分析过他们主张的 “自由人联合体”与施蒂纳主张的 “唯一者联盟”的本质区别。按照历史唯

物主义的理论，“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①，或者，就是受各种

社会关系制约着、塑造着的人，由所接触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刺激、激发所塑造和规制着的人。所

以，这样的人组成的 “自由人联合体”就不再是松散的、自由退出的 “联盟”，而是一种既能保证个

人自由又能保证共同体精神的 “真正的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

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

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② 这样，如麦卡锡 （ＧｅｏｒｇｅＥ．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所说，马克思
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都主张 “只有在共同体中，人才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③。而无政府主义是不会

同意这一点的。施蒂纳就认为，唯一者联盟是一种以唯一者的自由参与和退出为前提的松散联盟。联

盟对参与者没有任何强迫性，完全是开放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里不会再有

国家的存在，甚至不会再有货币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应该被打倒的 “神灵”。

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还会坚持从启蒙立场，从宗教批判的观点主张消灭国家和货币

吗？还会像施蒂纳那样把国家、货币当作世俗的宗教之神看待并力主予以消灭吗？如果国家、货币只

是宗教崇拜的对象，那无疑应予以革除。问题在于，除了崇拜对象，它们也可以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必

须利用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废除的只是传统意义上作为压迫和剥削工具的国家，而不是一切可

能的国家，特别不是作为履行现代社会管理职能的国家。完全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为前提建立的 “共

同体”是不会持久的，不会有良好的职能的，只会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 “乌有之乡”。伊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说的好，“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希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
会中，并没有摈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

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④。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道理也是一样。

如果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一样的，都主张 “无政府”，那马克思批评施蒂纳不是白

费力气了吗？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联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基于绝对自由的联合是无政

府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能认同吗？显然，马克思主义并不认同绝对自由，更不认同所有未被认同

的规则都是桎梏、都是物化、都是自由的障碍的极端观点！⑤ 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想

一样呢？当断定两种主义终极理想一致后，区别仅仅是采取的手段 （即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

政来 “促进生产工具公有”）不同、过渡的阶段理解的不同时，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就

会变得很简单：即仅仅采纳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手段，以及接受与之相应的过渡状态就可以瞬间完成转

变。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就如此简单吗？

第二，从经济上说，自由王国不会是只有自由，没有必然；绝不会是随便、惬意、散漫的消遣，

而必然是随时随地都必须有必然王国奠基着的自由王国，在其中从事的劳动，必然是不管是否认同和

赞成都必须遵循的严格规则约束着、强制着的劳动，即使怀有浓厚兴趣积极主动从事的活动，也很可

能是非常辛苦、非常紧张的，绝不是一片惬意、消遣和散漫。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力描绘出一个美

妙的未来理想社会，说那是一个废除了私产、 “人皆躬亲力役”、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的社会；他们要求的自由是绝对的

自由，一切阻碍绝对自由的东西都要打破⑥。无政府主义对理想社会的完美描绘，甚至影响了当时马

克思主义素养颇高的李大钊。为了应对无政府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妙描绘，争取更多的读者与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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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２４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９９页。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主义和１９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２２６页。
［英］伊格尔顿：《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参见刘森林：《从 “劳动”概念看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渗透》，《学术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参见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２７４—２７６、４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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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他当时描绘的 “劳动”也非常理想化：自由的释放，创造力的完成，个性的实现，幸福和喜悦

充斥其中，没有苦痛和恶俗习气。直到１９２３年９月７日在上海大学所作的 “社会主义释疑”的演讲

中，针对有人声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仍然不愉快、不舒服，很辛苦，是苦事的言论，李大钊还强

调，劳动能使精神愉快，从中能获得工作的喜悦。显然，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审美是他解释 “劳动”

的内涵之一。他举例说，莫里斯赞美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鄙视现代艺术品，是 “因为十四世

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 ‘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

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①。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能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免除工作的苦

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那里有象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② 从中可以看出，李大钊

对为了提升效率而不断合理化和严格化之物化必然性，缺乏必要的体验和深刻的认知。即使我们不能

说这是未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理想化设想，起码可以说，对社会化大生产中蕴含的严格性、强迫

性、齐一化和日益加剧的世俗化认识不足。他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提醒，即使劳动不再是奴隶劳动、

徭役劳动、雇佣劳动那样 “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成了积极的、富有乐趣的、创造性的活动，也不会

表现为消遣、轻松、随意的东西。他也没有注意，马克思批评傅立叶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ｏｕｒｉｅｒ）把未来理想
社会中的劳动浪漫化为纯粹的消遣。马克思指出，劳动之所以是令人厌恶的事情，是因为它始终是外

在的强制劳动，不是因为不轻松，“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 （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

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

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

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③。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无论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明显甚至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与施蒂纳、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中非常明显地阐述过了，但在相

互比拼谁提供的理想更丰满、更美好的氛围中，在思想尚不深入、文本相对缺乏的时代背景下，马克

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被淡化甚至一时被遮蔽了。

二、激进无政府主义的提防与告别：注重中国现实

形势的发展尚未把二者的根本区别问题凸显出来，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文本和机会使人认识到这一

点。但有其他的因素促使人们告别无政府主义，这就是对如何切实可行地推进中国革命和中国问题的

有效解决的思考。正是在促使主义、思想落地生根，发挥切实的指导功能，因而与中国具体的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中，主义或思想的实际价值才逐渐呈现出来。这一点在毛泽东、恽代英身上体现得较为典

型。

与当时很多知识青年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也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毛

泽东在１９１１年第一次看到 “社会主义”一词时，还不能将其与江亢虎的 “无政府主义”做出区分④。

正如德里克 （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所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直到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才得到明确的区分，无
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是直到１９２０年代才得以区分的。”⑤ 毛泽东在１９１１年区分不了无政府主义
与社会主义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并不认可一切无政府主义。如果我们把无政府主义分为无

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那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更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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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全集》第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同上，第２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５—６１６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１页。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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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个人至上、绝对自由，认为破坏就是革命、暗杀就是革命手段的无政府

个人主义，日后发展到主张推翻宇宙中的一切组织的朱谦之的新虚无主义，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甚至

认为政治、政府是万恶之源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赞赏，反而与毛泽东的思

想主张有明显的差距。借用李达在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 《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的话来说，“个人

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质……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完全不对”①。

鉴于朱谦之是由无政府个人主义及其进一步激进化而走向新虚无主义，而斯诺 （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在
《西行漫记》中提到的那个在北大与毛泽东 “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叫 “ＣｈｕＨｓｕｎ－
ｐｅｉ”的无政府主义者被译为 “朱谦之”，加上毛泽东自己承认 “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

义的主张”②，很容易让人将毛泽东与无政府个人主义甚至更极端的新虚无主义联系起来，但这种联

系是经不起推敲的。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是以奋斗社为代表，崇尚施蒂纳、柏格森和中国的老庄思想，主张个

人至上、绝对自由，特别是认为破坏就是革命、革命就是破坏，并由此走向政治上的虚无主义。但这

种虚无主义其实有两种：主张采取恐怖的暗杀手段的虚无党，和仅仅在理论上质疑崇高价值存在的虚

无主义。当时很多人都明显混同了从理论上反思、否定崇高价值的虚无主义，与打着革命旗号从事暗

杀活动的虚无党之间的重要区别。梁启超１９０３年发表的 《论俄罗斯虚无党》就对政治上推崇暗杀、

破坏、恐怖活动的虚无党与思想理论上质疑崇高价值的虚无主义不加区别。但周作人在１９０７年１１月
３０日 《天义报》上发表的 《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中，则力主区分恐怖的虚无党与质疑、否

定崇高价值的虚无主义。后来他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８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 《文学上的俄国

与中国》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③。朱谦之开始是一个主张极端自由、找不到个人价值信仰、不是主张

暗杀别人而是要自杀的知识青年，虽然没有政治上的激进活动，但也与当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差异巨

大。毛泽东并不欣赏主张个人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更不会欣赏朱谦之后来那套主张一味破

坏、彻底革命以至于 “要革掉宇宙的牢笼，几时革到 ‘虚空平沉，大地破碎’”的新虚无主义。从时

间上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是１９１８年８月至１９１９年３月。这个时间朱谦之大概是十八九岁，在北
京大学读法预科，１９１９年夏才转入哲学科，此时的朱谦之正埋头中国古代经典，与西方思想接触不
多，他作为新虚无主义者出名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由此，我们认同邬国义的判断，从译名上说，把

《西行漫记》中那个跟毛泽东讨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 “ＣｈｕＨｓｕｎ－ｐｅｉ”译为朱谦之显然是牵强的。
从语言发音上说，“Ｃｈｕ”是有朱、储、居、区四种译法，“Ｈｓｕｎ－ｐｅｉ”译为 “谦之”太牵强，译为

“声白”比较顺当。因此，当时在北大与毛泽东讨论无政府主义并时常来看他的人应该是区声白，不

是朱谦之④。

就思想来说，区声白当时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批评施蒂纳无政府主义，是

个人无政府主义 （施蒂纳）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托尔斯泰）的反对者。陈独秀说他不主张绝对

自由，信仰的 “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

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像一班 ‘下品的无政府党’”，对其做了肯定⑤。区声

白不但不信奉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也不信奉俄国那种动不动就诉诸暗杀的 “虚无

党”，与朱谦之动不动就诉诸激进地破坏一切，把一切制度、风俗、国家以至于宇宙都要作为革命对

象的激进虚无主义不同。这与当时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对强权者进行 “忠告运动”“无血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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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第２３８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８页。
参见刘森林：《物与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２２页。
参见邬国义：《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 〈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史林》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２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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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是接近的①。区声白还是广东最初成立的共产党成员之一，后来随着分歧日益明显才退出。当时

区声白才会与１９１８年８月至１９１９年３月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毛泽东拥有更多共同语言。
随着思想的成熟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毛泽东逐渐明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缺陷。

驱使毛泽东告别无政府主义的最主要因素，应该是他注重实践、反对本本主义的作风。他年轻时期就

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修改、调整自己的理论、理想的特点。年轻时期的毛泽东读了

很多书，了解到很多一同进入中国但在当时区分度并不大的思想。这些思想哪些会受到他的青睐，哪

些暂时被打入意识的底层甚至无意识的层面尔后才会随着某些刺激获得新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情况。由于他的思想是以拯救中国的政治大目标为目的和旨归的，他总是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来调整

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仔细推敲文本中某些文字的微言大义。正如史华慈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在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所说的，“当毛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他的思想世界只能在

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加以理解”②。理论逻辑上行得通的思想，不见得真正做得到。关键是能否符合中

国社会的实际，能否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正如他在１９２０年所说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
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

的”③。由此，我们赞赏蒋俊、李兴芝的判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都具有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

神和为国家民族解放牺牲小我，不断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胸怀。而这种求实精神和坦荡胸怀，

正是能够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可贵的思想生长点”④。其实这何止是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生长点，更

是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断完善、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

如果说毛泽东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而后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那么，恽

代英则是从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恽代英曾长期信奉安那其主义，在

１９１９年致王光祈信中，承认 “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

心的研究”。他不跟不懂安那其的谈安那其，是怕无谓的争论；不跟懂得安那其的谈安那其，是怕空

谈、激烈，“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

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⑤。正是在将无政府主义切身实践的过程中，他感

受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与毛泽东一样，注重实践、反对本本主义的品格，驱使和造就了他从无政府

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他之所以能转向马克思主义，主要应该是与他非常注重实践内在相

关。恰如路哲所说，“恽代英等人则非常注重实践，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实践他们所设想出来的方案。

这些方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当然无法兑现。因此，这些小团体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在反复的

实践斗争中，有些人就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一步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道路”⑥。

恽代英坚定地主张 “一个身体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说话的孔教徒。事既

如此，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⑦。不管是出于中国传统的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还是理论

与实践的统一，都有助于直接感受到安那其空想的性质，恢复本真的思想，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与实践统一观点非常一致。１９２２年６月，他检讨了自己以前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以前是 “用我们

最纯粹的血与汗，来凭空的制造一个世界。以我们藐乎小矣的几个人，便把纯粹的血与汗集合起来，

亦作不成甚么事业”⑧。他意识到单纯的教育、经济、政治活动，都不会有多大效果，“因为在这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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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邬国义：《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 〈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史林》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页。
《毛泽东年谱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第７３页。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２４２页
《恽代英文集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９页。
路哲：《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２５页。
《恽代英文集 （上）》，第１１０页。
同上，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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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企求社

会全部的改造”①；也意识到 “我以前亦有一种错误见解，以为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

事业。然而结果只有挫折与失败”。因此，他主张要用 “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应该研究唯物史观

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厉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

掠夺阶级战斗”；主张 “要研究唯物史观，以发现历史进化必要的条件，因用以制造历史”；要革命，

不要改良了②。

不过，即使恽代英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也不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而是主张互助共存，“而且靠

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我们信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

工会罢工，亦非根本良法”。在他看来， “这样所以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③。

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主张绝对自由地加入和退出组织，但那时恽代英就提醒人们不要对未来理想

社会过多幻想，对必要劳动、社会组织有较为理性和现实的认知。这应该是恽代英立足现实思考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良好作风所导致的结果。当他提醒人们 “不可对于未来的世界存太多了无根的幻想，

不要以为将来的世界真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人类一天不能超出于物质限

制以外，一天少不了必要的工作，亦便一天少不了一个相互裁制的一种契约一种组织。我以为社会主

义的旨趣应当如此”④。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中，这样的清醒理智之见确实难能可贵。这种难能可

贵见解的获得，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毛泽东、已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恽代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缘由一样，都是遵从中国现实，坚持从中国现实出发来把握思想与 “主义”这一品格的结果。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代表和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可以在紧盯着中国问题的求解中转向马克思主义立

场，这表明现实的中国问题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三、绝对自由与绝对虚无：警惕无政府主义衍生的虚无主义

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又有恽代英那样智慧的人毕竟极少。坚持无政府主义极端立场的偏执者却不

少。只要合理地加以规定，“自由”本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自由的绝对化很容易通向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混杂和多义能受到有着不同背景和倾向的人的认同：有人欣赏其破坏精神，有人欣赏的

是它的美妙理想自由，还有人是欣赏它具有德谟克拉西精神，可以抵制强迫专政的理论。其中，自由

主义的解读偏向了它的放任个人自由这一面。

五四时期的人们多把自由理解为无拘无束。就像罗志田所说，２０世纪初就连自由主义者 “在学

理层面也未必懂多少自由主义。很多人可能不过是在最直观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以为是可以不受规则

约束的意思。因 ‘五四’而地位得到迅速提升的北大学生，似乎就表现出这样的倾向”⑤。这种自由

观念的持有者不理解，“西方的人文和自由教育，主要目的是释放个人自我成长的潜力，视自制自律

为他人服务的前提，并不是要从所有外界约束中解放出来”⑥。从解除一切约束的意义上理解自由，

把一切规则约束视为自由和解放的障碍，恰恰是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立场。黄凌霜 （１９１９年２月）
提出 “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李勉成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认为 “我们目的

只是求绝对的自由， ‘安那其主义’是要打破一切虚伪的、人为的、不自然的、拘束我们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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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文集 （上）》，第３２９页。
同上，第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页。
同上，第２４４、２５５页。
同上，第２５６页。
罗志田：《“五四”与 “西学”：与 “自由主义”相关的一个例子》，童世骏主编：《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９０年的思考》，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第９２页。
狄百瑞：《〈大学〉作为自由传统》，《儒学与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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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其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绝对的自由主义，我们要求绝对的自由，非做到 ‘安那其’境地不

可”①。自由主义的极端化直接导致无政府主义。在较为盛行的对自由主义的简单化、极端化理解中，

无政府主义呼之欲出。中国２０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的发生渠道之一就是从自由主义的极端理解中导
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 《新中国》《解放与改造》《东方杂志》这些资产阶级自由

派的刊物上也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了。”②

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化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具有至少双重的社会基础：大量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者，不管是传统农业的大量小生产者，还是新生的工商业的小生产者，都给绝对自由的主张提供着十

分广泛、丰厚的社会根基。基于小生产者自我掌控、自我决定、不受约束的梦想，进一步放大到新的

现代化生产的未来理想之中，古老小生产者的梦想与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梦想相结合，诞生了抵御、反

对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明确批判和否定。马克思指

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活动的资料的私有权，是农业或工业的小生产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小生产是

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但由于它排斥生产资

料的积聚，排斥大规模社会化协作，排斥优化分工，致使 “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自己就会产生出

使它自身解体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③。马克思坚信，“孤立

的、分散的和小规模的劳动向社会地组织和大规模结合的劳动过渡”④ 不但是普遍和必然的，而且更

是速度不断加快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自由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才是导致社会化大生产的必

由之路。未来的理想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愈来愈发达的基础之上。基于绝对自由的分散的小

生产的联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而是无政府主义的梦想。现在的我们明白，小生产者的自由联

合，理论上说不通，实际上更行不通。但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个体自由联合 “理论上说的好听”这

一点还多被认可，连毛泽东也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
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⑤。

更需重视的是，这种绝对自由论势必导致一种对诸多现实存在的虚无化倾向，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社

会传统文化、习俗、制度以及根植于人性无法消除的现实存在，由于被设想为跟自由冲突而一概视为

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就是一概予以虚无化的否定和革除。

随着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进展，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中蕴含着的虚无主

义有了进一步的感悟和防范。至少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无政府主义衍生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价

值虚无主义值得我们高度防范。

第一，针对组织、制度的虚无主义。按照无政府主义鼻祖施蒂纳的看法，一切组织、制度，一切

物质、精神意义上的普遍或崇高意义上的存在，都是阻碍个人自由、自我实现的负面存在，都应该予

以无化 （虚无掉）的东西。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制度，都是个人自由的对立面；一切新生的

现代制度也是如此。所以，它们都是物化、异化的存在，因而都是应该加以虚无化的存在。这是非常

理想化、极端片面的见解。当陈独秀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在 《谈政治》一文中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出

“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⑥

之后，把一切传统的和越来越严格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一概视为个人自由实现之障碍的无政府主义观

点，其极端片面性愈来愈被马克思主义者所认清。当时的李达就明确指出，即使是传统的组织和制

度，也往往具有合理性，“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久远的历史集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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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懋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３８６、４９３页。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１９８页。
马克思：《资本论》（法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２４—８２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法汉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１５页。
参见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第１７０页。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２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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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断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人或数人的意见和

感情表现所能绝灭的”①。至于为了促进现代社会发展不断创新的各种现代制度，就更具有积极价值

了。无政府主义盛行的２０世纪初，正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建构的时刻，是中国国家意识迫
切需要加强的时刻。重建一个强大国家是当时中国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时刻，乌托邦主义地拒斥一

切国家建构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很不合时宜。当国家意识被无政府主义视为理想社会实现的最大障碍

时，无政府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虚无化负面效应就日显明显，因此很快被历史抛弃了。

虽然当今中国仍存在一种反对一切权威、认为一切物化的制度体系都是自由的障碍的类似无政府

主义观点的思想残留，而且这种残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和彻底的清理，但中

国无政府主义在权力、政治问题上的幼稚性早已被充分的揭示开来。德里克曾说，马克思主义 “对

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比无政府主义者要深刻得多，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总有一种回避自己提出的

问题的倾向，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废除权力而不是重新整合权力，认为只有文化革命才可以实现这个

目标”②。

第二，针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很容易产生极端否定一切传统的无政府

主义观点。在２０世纪初那个对当时现实极度失望与对未来热切盼望互相强化的时代，否定一切传统
制度、文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颇为容易寻得社会认同。李达和恽代英持有上述的摆脱俗见的真知灼见

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后来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否定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观点。这跟他一

贯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评定文化、艺术的生命力的观点，以及要求作者

的创作与其生活经验相结合的观点一脉相承。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

用。１９３８年他就明确反思过现实中存在人的写作能力与其丰富生活经验不协调的问题：“这里存在着
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

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③ 让丰富实践生活经验成

为创作者的内在生活实践，使文化艺术根植于受众的生活实践，以便实现创作者与受众生活实践上的

共通和兴趣上的共鸣，一直是毛泽东的主张。他还一贯强调 “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

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因此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中国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张 “还是

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④。总之，就像他在１９３８年一篇文章
中写道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

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

从力主绝对自由进一步衍生出否定历史传统、否定现代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虚无主义，这是中国无

政府主义从萌生时起就隐含着的危险。在以毛泽东、恽代英为典型代表的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转

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那里，这样的危险一开始就被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在他们转

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这种危险得到了有效地克服。不过，即使在当代，这种虚无主义仍然难言被彻

底地清除，反之，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仍然有重新萌发和释放的可能。因此，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蕴

含着可能会在某种环境中重新被激活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质素，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揭示

并加以清理。

（责任编辑　临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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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 （一）》，第２４９页。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４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４页。



事件或突然发生的现象


［法］马里翁／著　 朱 刚／译

【摘要】“事件”是马里翁饱溢现象学所说的五种饱溢现象中的第一种。事件是自身给出者。作为饱溢现

象，事件并不是现象的一个特例。毋宁说正相反：一切现象本质上原本都具有事件性特征，只是后来这种

事件性特征逐渐模糊、减弱、消失，以至于现象只向我们显现为对象。与现象原本是自身给出的事件相应，

自我在马里翁饱溢现象学中也不再是构造现象的作者，而是被还原为接受现象的舞台和受予者。

【关键词】马里翁；饱溢；事件；自身显示；自身给出；受予者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７０－１４

作者简介：马里翁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家。
朱　刚，江苏宿迁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５ＡＺＸ０１６）

一、自身显示者与自身给出者

一切现象都显现 （ａｐｐａｒａｔ），但唯有就它们自身显示 （ｓｅｍｏｎｔｒｅ）而言，它们才显现。现象被规
定为那就其自身且由其自身而来显示自身者，海德格尔建立起这一观点并努力使其得到承认：

“［……］就其自身显示者。”② 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一任在自身显示中起作用的那一自身能够被

思考的方式处于不确定之中。实际上，如果一个超越论的我把一个现象构造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为

了那完全统治它的思想并由这一思想置于支配之下，那么这一现象如何能够要求由其自身并就其自身

而展开自身？在这样一个世界———技术对象的世界，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我们的———现象只能达到对

象层级，因此，它们的现象性是借来的，从意向性与我们赋予给它们的直观那里引申出来的。相反，

为了现象可以自身显示出来，我们会必须承认现象中有一个自身，以便它可以采取其表现之主动性。

于是问题就变为：去认识这样一种表现之主动性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落到一个现象上。我们已经提出一

种回答：仅就其自身给出 （ｓｅｄｏｎｎｅ）而言，一个现象才自身显示———为了达到这一点，任何自身显
示者首先必须自身给出。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③，反之并不如此：一切自身给出者并不必然都

自身显示———给出 （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并不总是现象化。然而，如何辨认出那自身给出者？既然唯有那已
经自身显示者，或至少———在其为对象的情况下———那已经被显示者，才能被看到，那么实际上，自

０７



②

③

本文已取得作者授权，原文为法文，原文标题是Ｌ′éνéｎｅｍｅｎｔｏｕｌｅ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ａｄｖｅｎａｎｔ，选自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Ｄｅｓｕｒｃｒｏｔ，é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ｌｅｓｐｈéｎｏｍèｎｅｓｓａｔｕｒéｓ，Ｑｕａｄｒｉｇｅ／ＰＵＦ，２０１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存在与时间》），第７节，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７６，ｐ．３１．
参见下面第五节，第６０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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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给出 （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ｉ）就不能被直接地看到。如果表现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可能是由给出产生的，
那么给出就必定先行于表现；因此给出相对于表现而言就是在先的，换言之，尚未卷入可见性的空

间，所以严格地说是未被见到的。相应地，我们无法绕过那可能在给出中、在现象借之而自身给出的

运动中自身显示者的可见性而通达给出、通达那一运动；当然，我们假定一种非客观的现象性可以被

如此证明 （ｓａｔｔｅｓｔｅｒ）。于是就只剩下一条道路：在表现的空间 （ｌｅｓｐａｃｅｄｅｌ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中，尽
力勾画出现象于其中显示自身而不是简单地让自身作为对象显示出来的那些区域。否则，就抽离出这

样一些区域：在这些区域中，自身显示者的自身无可置疑地证明着那自身给出者的推力、压力因此也

就是冲击力。自身显示者的自身会直接地表明它更为本质地自身给出。人们在自身显示着的现象中会

辨认出来的那同一个自身，应来自于那自身给出者的原初自身。更为清楚的是，现象化的自身会间接

表现给出之自身 （ｌｅｓｏｉｄｅ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因为后者会引起前者并最终只会与前者合而为一。
但是，人们能够探测出这样一种从现象化的自身到给出着的自身的回溯吗？哪些现象在其自身中

保存着它们的给出性之踪迹，以至于它们的现象化的模式不仅会打开这样一条通往其本源的自身的通

道，而且会使其本源的自身无可置疑？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定：这会与事件这一类现象有关。实际

上，事件显现为另一些现象，但是它在下面这点上有别于客观现象：即它并非源自于一种产生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产生会把它作为一件被决定、被预见的产品提交出来，产品是可以根据其原因加以预见的，
且因此是可以通过依循这样一些原因而加以再生产的。相反，在突然发生之际，事件证明了一种无法

预见的起源，它从常常未知的、甚至不在场的、至少无法确指的原因中浮现，人们因此不再能够把它

重新产生出来，因为对它的构造不会有任何意义。但是人们将提出如下反对：这样一些事件很稀少，

它们的不可预见性恰恰使它们不适于作表现分析，简言之，它们没有为勘察给出性提供任何可靠的地

基。我们可以对这一表面上明见的判断进行质疑吗？至少我们将尝试一下，通过举一个不可置疑的实

际性的例子，这间堂的例子———今天这场学术会议在其中举行的礼堂①。

实际上，甚至这间 ［礼］堂也是以事件的模式显现的。人们并不对以下事实提出异议：该 ［礼］

堂将自己作为一个对象呈交出来以供观看———四面的墙壁、遮掩着游廊的假天花板、领奖台和一些座

位，就像恒久持续的存在者一样可随意处置，它们持留着，等待着我们的使用以及由之而来的留恋，

或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们的持续存在。但是，这种期待中的持存性在这里却奇怪地意味着客观可处

置性的反面。（１）首先，依据过去。因为作为总是已经在那里的、可为我们进入和使用的这间 ［礼］

堂，像先于我们那样强加给我们，它无待我们而存在，尽管是为了我们而建造。因此，在我们看来，

它就像一件未曾期待且出乎意料、不可预测的事实那样强加给我们，它来自不可控制的过去。这种惊

异不仅出现在比如罗马宫殿的房间 （不了解它的外来游客常常围绕着它漫步，对永恒之城②已麻木无

感的当地居民则从它旁边匆匆而过），从这些房间———我们有时会被破例邀请进入———之中，我们突

然发现出乎意料且前所未见的富丽堂皇。实际上，这种惊异还在面对这间礼堂的情形中突然发生———

它已经在此，从我们所不知的过去中浮现出来，屡次被一些已遭遗忘的发起者重建，充满了超出记忆

的历史 （它是一座改造过的古代修道院吗？），它在显现于我之际强加于我；我走进它，但更多地是

它由其本身而来突然临现于我面前，把我包围并强加于我。这个 “已经”证明着事件。 （２）其次，
依据当前。在这里，这间 ［礼］堂的现象事件的本性无可质疑地得到证实。因为这不再涉及一般而

言的这间礼堂本身，比如它会在其无所谓的空无一人中持续存在，会在漠然无别的公众将其塞满的这

一情形或那一情形之间持续存在。这涉及的是今天晚上的这间礼堂，它为了这样的场合而被充满，

［听众们］倾听这样一些主讲人，围绕这样一个主题。于是这间礼堂变成了一间 “剧场

１７

①

②

ＬａＳａｌｌｅｄｅｓＡｃｔｅｓ，会议室名，比较正式、隆重的场所，在其中举行毕业典礼等重要活动。我们将之译为 “礼堂”。此术语之解释

和翻译分别得到梅谦立教授和汤明洁女士的帮助，特此向两位表示感谢。———中译注

即罗马。———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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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ｌｌｅ）”———在 “今晚的好剧场”（或差剧场）这一戏剧意义上的剧场；它也设置一个舞台，这个或

那个演员可以首先占领这个舞台，以便接着吸引注意。最终涉及这样一间 ［礼］堂：在这里，发生

的既不是四壁和石头，也不是出席者和报告人，而是难以触知的事件，报告人的演讲将要征服这一事

件，以便使其得以理解或使其变糟。而这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发生的：这一时刻当然会插入在别的情形

（别的学术论坛、别的会议、别的大学庆典等等）之中，但是它绝不会作为同一个时刻而再次产生出

来。今晚，关于这个主题而绝非其他主题，在我们之间而绝非其他人之间，上演了一个绝对唯一的、

不可重复的、很大程度上无法预料的事件———因为在我说 “确定的时刻”的这个确定的时刻，你们、

做主持的系主任和我，我们都还不知道这场报告将是成功还是失败。于是，在我们眼下这个时刻显现

出来的事情就逃脱了任何构造：尽管它早就被组织好了，伴随着明确而充满友爱、理智且社会性的意

向，它从其自身本身出发且由其自身本身显示自身。在其现象性的自身 （ｌｅｓｅ）中，那自身给出 （ｓｅ
ｄｏｎｎｅ）者的自身 （ｌｅｓｏｉ）预示出自身 （ｓｅｐｒｅｓｓｅｎｔ）———更好地说，宣告出自身 （ｓａｎｎｏｎｃｅ）。“这
一次，一劳永逸”因此就证明了现象的自身。（３）最后，在将来，没有任何见证人，无论他多么受
过教育、专注并且掌握信息，能够———即使是事后———描述当下时刻发生的事情。因为由认同的公众

和善意的机构所接受的这场报告显然不仅发动起了一个物质环境———这一环境本身不可能得到穷尽描

述：一块块石头、一个个阶段、一位位听众———而且还发动起了一个不定的智性环境。那会需要解释

我所说和我要说的东西，需要解释我之所说从何而来，我从何种预设出发、从何种阅读出发、从何种

个人的和精神性的疑难出发进行言说。那还会需要描述每一个听众的动机发动，描述他／她的期望与
失望、他／她的默示的与明言的赞同、他／她的或饰以沉默或夸大其词的异议。而且，为了描述这一礼
堂之堂今天将其作为事件所接受下来的事情，还要能够———很幸运这是不可能的———追踪这一事件在

所有参加者 （其中包括主讲人）的个体的与集体的发展中的后果。一种这样的解释学应当会在一种

不确定的网络中无止境地展开。① 任何一种穷尽一切的且可重复的对象构造都不会在这里发生。因

此，“无止境地”证明了事件是从它本身开始发生的，证明了现象性是从其给出性 （／给予性）的自
身那里浮现出来的。恰恰因为这最初分析依赖于一种初看起来简单而又平凡的现象，所以从这种分析

中明显可见：自身显示这一事实可以间接打开一条通往那自身给出者的自身的通道。因为礼堂之

“堂 （／剧场）”这一事件让一种现象在完全的光明中向我们浮现出来，这种现象不仅不是来自于我们
的创始，不回应我们的期待，也不再可能被再生产出来，而且它尤其是从其自身而来自身给予我们，

直至它影响我们、改变我们，并几乎产生我们。事件，我们从未导演它 （再没有比所谓的 “组织事

件”更荒谬地自相矛盾了），相反，它由其自身肇始，在自身给予我们之际导演我们。它在它的给予

性所打开的舞台上导演我们。

二、现象之自身

这一分析尽管如人们会希望的那样严格，却提出了一个困难，或至少一种独特性：它使我们把那

首先显然被视为对象的东西———在这一特定情境下即这间 ［礼］堂 （ｓａｌｌｅ）———考虑为一个事件。

２７

①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作为被给出者的哪怕是平凡的现象的解释，不仅不禁止解释学，反而需要它。我会在这个意义上回应 Ｊ．
Ｇｒｏｎｄｉｎ和Ｊ．Ｇｒｅｉｓｃｈ的反对意见：前者见于Ｌａｖ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ｅｔｔｈ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哲学的与神学的拉瓦尔》），４３／３，１９８７，和 “Ｌ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ｕｌｔｉｍｅｅｔｄｅｌａｐｅｎｓéｅ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ｚ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让－吕克·马里翁那里的终极被
给予与关于应用的解释学思想之间的张力”），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对话》）ＸＸＸＶＩＩＩ（１９９９）；后者见于 “Ｌ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ｄａｎｓｌａ
‘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ｅｃｏｍｍｅｔｅｌｌｅ’．Ｔｒｏｉ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àｐｒｏｐｏｓｄｅ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ｏｎａｔｉｏｎ”（“‘如此这般现象学’中的解释学。关于 《还原与

给予》的三个问题”），Ｒｅｖｕｅｄｅ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ｍｏｒａｌｅ（《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１９９９／１．———同样，对于面容的饱溢现象来
说，也需要一种解释学 （参见下面第５章第５节，第１５５页以下）。争论并不在于解释学的必要性———至少自海德格尔与伽达默
尔之后这就已经不是问题了———而在于其现象学的合法性，这一点某些饱溢现象要比其他现象能更好地予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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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何权利，我们可以如此把一个对象解释为一个事件———把一间 ［礼］堂解释为一间 “剧场

（ｓａｌｌｅ）”？遵此逻辑，难道任何一个对象最终不都是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事件吗？在这两个概念之间保
持一种更为合理的区分，难道不是适当的吗？而我们从这一解释中又能得到什么，既然对象当然属于

现象性领域，而事件之属于现象性这一点却并不显而易见？

无疑，为了回应这些常识性异议，我们必须颠倒问题的提法。必须完全反过来提问：现象甚至一

切现象 （其中包括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最为平凡的现象）的那种本质上原本是事件性的特征如何能

够逐渐模糊、减弱、消失，以至于现象只向我们显现为一个对象？不再追问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合

法地把现象思考为一个事件，而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现象削平为客观性从而错失其现象性？对于这些

反向提问，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康德而进行回答。那些组建知性范畴并因此给现象打上对象性之四重烙

印的四组 ［范畴］中的第一组涉及量。康德指出，任何现象为了成为对象，都必须拥有一个量，拥

有一种广延的大小。根据这种大小，现象的总体就等于且源自于其部分之和。由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决

定性的特征：对象可以而且必须根据组成它的对象之和加以预期，以至于它总是 “［……］已经被直

观 ［ｓｃｈｏｎａｎｇｅｓｃｈａｕｔ］为聚合物 （各个先前被给予 ［ｖｏｒｈｅｒａｎｇｅｓｃｈａｕｔ］部分的集合体）而被预先直
观到”①。当然，这意味着现象之大小总是能够根据一种有限权利被形塑在某种量中，因此被铭刻在

一种实在的空间中或者 （凭借模型、参数或编码操作）被转刻在一种想象的空间中。这尤其意味着

现象被铭刻在这样一种空间中：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对其部分加以求和而预先认识它。这一 ［礼］堂

有一个量，该量源自于其部分之和———它的墙限定着它的容量，同时其他非空间性的参数 （它的建

造与维护成本、它的上座率，等等）限定着它的预算量和它的教育用途。原则上，其中不再剩有任

何能带来最小惊异的东西：显现者总是被铭刻在其参数所总已允许被预先看到的东西之中。［礼］堂

甚至在被看见之前就已经被预见到———它被封闭在其量中，被归于其部分，就是说，被它的尺度所固

定，这些尺度先行于它并期待着经验现实性 （建造）。把 ［礼］堂还原为它的可预见的量这一做法使

它成为一个对象，我们在它之前走过并穿行其中，似乎不再有可以一看之物———至少没有什么不能从

其已勾画出来的设计图出发加以预见。对于所有技术对象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我们不再看见它们，

我们甚至不再需要看见它们，因为我们很早就预见它们了。甚至在我们毫不操心就能看到它们时，我

们能更好地使用它们。我们几乎只是在不再或尚未预见它们时，就是说，在我们不再能使用它们

（坏了）或尚不能使用它们 （学徒期）时，我们才开始不得不看它们。在正常的技术运用状况中，我

们并不必须看见对象：预见它们就足够了。我们把它们还原到次级现象的层次上，还原到普通现象的

层次上，而不是认可它们完满的、自主的和无利害的显现。这些现象在对象性的中性之光中向我们透

明地显现，既不中止那 ［观看的］目光，也不充满它②。那被预见而未被看见的现象———对象———何

以如此遭黜 （ｄéｃｈｕ）？既然我们将其定性为被预见的现象，那么，难道不是这种预见使其丧失完满
现象的资格？在此，“预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对象中，一切都是预先被见到的，没有未曾预

见的事情发生。对象始终是遭黜 （ｄéｃｈｕ）的现象，因为它显现为总是已经到期的 （éｃｈｕ）：没有什么
新的东西还能再突然发生，既然———更彻底地看———在构造它的目光之下，它本身显得从未曾来临。

对象像事件的影子那样显现，我们拒绝承认在影子上存在着事件。

但是同时，我们也能把分析颠倒过来，从对象和透明的、丧失了一切发生性的现象出发进行回

溯，直至它的本源的现象性，它的完完全全由事件性统治的现象性———这一回溯与这样一条本质法则

相符：凡真正地自身显示者，必须首先自身给出。这一从对象向事件的回溯，我们在描述一个普通现

３７

①

②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ｒａｉｓｏｎｐｕｒｅ，Ａ１６３／Ｂ２０４，法译本，ｕｖｒ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哲学著作集》），Ｆ．Ａｌｑｕｉé编，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ｌａＰｌéｉａｄｅ”，第
一卷，第９０３页。（中译文参见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５页，稍有改
动。———中译按）

与绘画的偶像相反 （参见下文第三章，第１—２节，第６５—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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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间 “堂”，因而恰恰不是礼堂———时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我们把这一普通现象描述为一个三

重事件，一个依据其实际性 （ｆａｃｉｔｉｃｉｔé）的 “已经”、依据其完成所具有的 “这一次，一劳永逸”、依

据其阐释的 “永无止境”的三重事件。因此，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重新描述一般现象性的事件特征，

并且从此以后，我们要依赖那些作为事件且毋庸置疑可以主题化的现象。人们以事件的名义确定的尤

其是那些集体性的现象 （“历史性的”：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害、体育或文化活动，等等），以至

于它们至少满足三个特征：（１）它们不能同一地重复，并由此恰恰把它们自身揭示为只与它们自身
同一：［这是］不可重复性，因此 ［是］不可逆转性。（２）它们既不能被归于一个唯一的原因，也
不能被归于一个穷尽一切的说明，而是要求不定数量的原因与说明，这些原因与说明随着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为了他们的目的而能够展开的解释而不停地增加，这种解释超出那些基于任何

原因系统的结果与既成事实。（３）它们并不能被预见，既然它们的部分原因不仅总是不充分的，而
且这些原因唯当其结果完成了才能得到揭示。由此引出：对于在先得到编排的原因系统而言，事件的

那种并不能被预见的可能性就是一种不可能性。然而，决定性的一点是，事件的这三个特征不仅涉及

集体性的现象，而且也的确刻画出某些私人的或交互主体性的现象的特征。

让我们分析一个典型的、在某种意义上又平凡的例子：蒙田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对于拉博埃西 （Ｌａ
Ｂｏéｔｉｅ）的友爱。人们可以在其中辨认出作为事件的现象所具有的那些标准的规定性，正如我们在其
他地方对它们的主题化那样①。首先，对于他人的友爱要求我把目光投向他；这种目光并不追随我的

朝向他人的意向性，而是服从于他人对我采取的视角，并因此把我置于如此确切的境地：在这里，他

人固有的目标乃是期待着我 ［向他］坦露自己。对于 ［友爱的］这种形变 （／畸变，ａｎ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
蒙田恰恰作出如下描述：“我们尚未谋面，就相互希望结识。”“相互希望结识”意味着———正如对手

们相互紧盯并彼此挑衅———他们两个都试图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彼此的目光因此能够投射到对方身

上。换言之，“……两人心灵彼此密切交流，全面融为一体，觉不出是两颗心灵缝合在一起

……”———我把他对我采取的视角当成我自己的视角，而非将之还原为我对他采取的视角；因此他

是来临到我这里的。由此其次，这一友爱的事件性是一下子完成的，既无预告也无预见，而是依据一

种在期待与节奏之外的到来性 （ａｒｒｉｖａｇｅ）一下子完成：“我们初次相遇 ［……］那么投机，彼此那

么仰慕，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比我们更加知心了。”因此这就涉及一件总是 “已经”完成的事实，这

一事实——— “偶然在城里的一次大集会上，我们……一见如故”———的这种实际性使它变得无可逆

转，根本无法削弱。第三，如此自身给出的现象只给出它自己本身；它的终极意义无法通达，因为它

被还原为它的既成事实，被还原为它的偶然发生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这类偶然事件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不再能诉诸
于任何实体；如果它应当意味着比它本身更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多出的东西就同那种单独就能引起它

的 “天命”一样难测。由此最后一个特征———它最为完满地刻画出现象的事件性———就是：在其不

可质疑的来临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活力中，我们既不能把任何一个原因指派于它，也不能把任何一个理

由指派于它；或者毋宁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不同于它本身的原因或理由指派于它：“如果有人逼着我

说出我为什么爱他，我觉得不能够表达，只有回答：‘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② 因此友爱现象

只显示为与纯粹的、完善的事件一样，它的现象性以事件的模式强加给我们，正如它无可质疑也无所

保留地给出自身那样。

这样，那统治任何现象———甚至表面上最客观的现象———的事件性毫无例外地表明：那自身显示

者唯有借助于一个严格地说本质上是现象学的自身 （ｓｏｉ）才能到来，这个现象学的自身为那自身显

４７

①

②

分别参见é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ＩＩＩ，第１３—１７节，以及第２３节，第３１８页及以下。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Ｅｓｓａｉｓ，Ｉ，２８，ＬｅｓＥｓｓａｉｓ，éｄ．Ｐ．ＶｉｌｌｅｙｅｔＶ．－Ｌ．Ｓａｕｌｎ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５２，ｔ．１，ｐ．１８８ｓｑ．（以上所引蒙田中译文参见：
［法］米歇尔·德·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１卷，马振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个别译文稍
有调整。———中译按）



事件或突然发生的现象

示者确保一个唯一的事实：这个自身给出自身 （ｓｅｄｏｎｎｅ），而这一点反过来又证明了它的现象化以
其从其自身出发的 ［被］给出性本身为预设。

三、自身之时间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结果：那自身显示者的自身，亦即现象，凭其普遍且内在地事件性特征而证

明了以下一点，即它完成了一种本源的被给予性。通常说来，难道不应当从中推论出：任何现象，甚

至是缺乏直观的或普通的对象，都时间化了？在这个意义上，难道我们不是仅仅重新发现了一个非常

古典的立场，亦即康德的立场？毫无疑问如此，如果我们接受其批判的两个在法则上无法接受的必然

结果的话。（１）首先是这一点：时间性完全被用于把现象综合为对象，因此致力于确保在场中的持
存性。可是，我们的分析却确立起相反的一面：时间性本源地引起事变 （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ｔ）的到来，这种引
起根据事变的既成性，既无理由也无原因，而是通过强加形变以进行；简言之，时间性允许与客观性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相反而根据事件模式理解现象性；在最好的情形下，客观性 ［只是］变成事件的一种残

余的、暂时持续的、在幻觉中持续存在的情况。在这里，时间性不再为了对象而劳作，而是为了那拆

解对象且过度规定对象的事件而劳作。对象———再一次地，只是一个非时间的事件的幻觉。（２）剩
下的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作为内感觉，属于感性，而且对于主体性来说，唯有在它将时间

性定位于对被认识的对象进行综合时，时间性才被运用；但是，那作为这种或这些综合之操作者的超

越论自我，如果它以权威的方式使时间性发挥作用，那么它本身———至少就其严格地作为其本身而言

———就并不根据这种时间性得到规定。假设由于这一事实本身，那些被时间化为对象的现象保存了事

件性的踪迹 （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那么，那同样时间化了的超越论的自我本身却绝没有

现象化为事件。而这，是出于一种绝对无从置喙的理由：自我本身从不现象化，从不在其他现象中显

现，它甚至自外于它限于将其生产出来的现象性。这就是说，我们将无法用单纯否定的论证来克服康

德式的反对。为了确实超出康德式的反对，就必须要建立本质上被时间化为事件的现象；进而，现象

如此被时间化，以至于它们促使自我也根据这种独一无二的事件性将其本身现象化。我们能够举出一

种如此这般的情况吗？这种现象的第一个情形被确定为：死亡，死亡现象唯在发生 （ｓｅｐａｓｓａｎｔ）① 时
才将自身现象化，因为，除却这一过渡 （ｐａｓｓａｇｅ）② 之外，死亡不可能真正地存在；死亡并不存在，
因此，唯当发生它才显现；如果它并不曾发生，那么它会立刻消失并且永不会存在。因此，死亡唯有

在以事件之名给出自身时，它才显示自身。死亡如不发生，则绝不会被看见。然而，在如此发生 （ｓｅ
ｐａｓｓａｎｔ）之际，死亡从它自己本身那里显示出了什么呢？它难道没有陷入下述经典的困境吗？即在我
还存在时，死亡并不存在；而当死亡来临时，我却不再在那儿看它。那么，它难道不是仅仅提供了事

件的幻觉，因此是这样一个幻觉：一个现象给出自身？为了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对死亡的不

那么精确的描述，且必须区分他人的死亡与我的死亡。（１）他人的死亡只在其发生中显现，因为它
恰恰处于一个彻头彻尾的过渡中———过渡，就其自身而言非实在的过渡，从活生生的存在状态向死亡

状态的过渡；与这一过渡所穿过的两种状态相反，这一过渡并不能被直接看到；作为现象，他人的死

亡因此只能持续过渡的瞬间 （即使葬礼假装尝试延长它且必须如此尝试，恰恰因为过渡只持续一个

瞬间）。他人的死亡只在一种闪现中显示自身，且唯在自身回撤之际给出自身———在从我们这里把活

着的他人收回之际给出自身。毋庸置疑，［他人之死］是纯粹的事件，但是它又太纯粹了，以至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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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ｐａｓｓｅｒ”的意思是 “发生”，在这里马里翁将其中的代词ｓｅ用斜体突出，意在强调发生中有一 “自身”在，或是 “自身”处

于发生中。这一层意思在中译文中无法表达。———中译注

注意这里的 “过渡”（ｐａｓｓａｇｅ）即来自前一句中的发生 （ｓｅｐａｓｓｅｒ）：发生，即是一种 “过渡”，即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

态。———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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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显示自身，因此无法作为一个完美的事件给出自身。这特别是由于这种事件之闪现并不直接牵连到

我的自我 （ｅｇｏ），既然他人之死在把我囚禁于我的残生之际完全阻拦我通向 ［他人的］自我与 ［他

的］生活。（２）我自己的死亡显而易见牵连到我，并且它也只在发生时才显现，因此是这样一种证
明了现象式的给予性的事件。然而，一种完全同样显而易见的困境使我的死亡不再合乎情理：如果死

亡在我身上发生 （ｐａｓｓｅ） （另外假设一个现象在这一过渡 （／发生，ｐａｓｓａｇｅ）中显现出来），那么，
当我随死亡而逝去，我就再也不能看到死亡事件。当然，这一困境只威胁到这样一种人的视角：他尚

未经历这一过渡 （／发生），尚不知道这一过渡 （／发生）是否会毁灭我或毋宁说 “改变”我 （Ｉ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ｅｎｓ１５，５２）；因此，这一出现在我死亡上的困境只针对那尚未接受死之赠予的人才有效，比如
我们在座所有人。死亡给予的是什么———是一个事件还是一个现象性之虚无？———我们对此一无所

知。实际上，人的状况首先并不是由有死性来刻画的 （动物、文明也都会死亡或灭亡），甚至也不是

由对必定终有一死的意识来刻画，而是由对这样一种应有且需要的知识的无知来刻画，这种知识即：

对那在死亡于我身上发生的瞬间为我发生 （或向我显示自身）的东西的知识。因此，我的死亡既没

有把我置于任何现实性面前，也没有把我置于任何过渡面前，而是把我置于一种单纯的可能性面前

———不可能性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可能性的不可能性。这种必然给出自身的不可能性之可能性，最终

也庇护着不显示自身和无所显示的可能性。这样，我之死亡这一事件，这一最近的、最不遥远的事

件，心脏之停止跳动足以把我与之分开的事件，凭其自身中具有的那一溢出———其纯粹的被给出性相

对于现象性的那种至少暂时是不可避免的溢出———而对我保持为不可通达的。同样，那里毫无疑问涉

及一种纯粹的事件，但是它太纯粹了，以至于不能显示自身，因此也不能作为一个完满的事件给出自

身。这一现象，它完全配享事件之名，且因其给出自身而从根本上把我牵连其中，然而它却作为显示

着自身的现象而逃逸。

因此，还有什么样的道路可以为我们所通达？我们回到事件本身：事件如此给出自身 （ｓｅ
ｄｏｎｎｅ），以至于显示自身 （ｓｅｍｏｎｔｒｅ），但是唯有当表现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以到来性 （ａｒｒｉｖａｇｅ）的模式
在事件中发生，这种到来性就像一个已完成的事实落到 （事变）它与之符合 （形变）的我的目光上。

显然，这些规定性全都指向事件从根本上所预设的时间。但是，事件难道不是只把时间预设为它的一

个组成因素或它的一个条件吗？当然不是。因为时间本身首先是以事件的模式发生。胡塞尔看到了这

一点，他从 “原印象”出发规定时间，“原印象”以 “起源点”的名义不停地在一个纯粹的当前中

且作为纯粹的当前而涌现，这恰恰因为它是发生的，因为它也不停地过渡到 “已经不再的当前”，一

种甚至在沉入过去之前而由滞留 （ｌａｒéｔｅｎｔｉｏｎ）所持留下来的时间①。当前作为第一者涌现出来，而
第一者以纯粹事件之名发生———作为如此这般的不可预期、不可逆转、不可重复者，它立即消失，没

有原因或理由。唯有它摆脱了对象性———尽管它使后者可能———因为它绝对自外于任何构造：“原印

象是绝对不曾变异者 （ｌｅｎ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是对所有其他意识和到来中的存在而言的原源泉。”② 在
此，那自身给出者的运动在完成的同时也几乎没有留下机会向那自身显示者显现，既然原印象立即改

变 （ｃｈａｎｇｅ），立即涌现，持续地转变为滞留。但是，与死亡相反，被给出性的这一溢出并不阻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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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第１１节，《胡塞尔全集》第１０卷，第２９页；法译本，Ｈ．Ｄｕｓｓｏｒｔ译，巴黎，１９６４年，第
４３页及以下。 （中译文参见： ［德］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 ６８—６９
页。———中译按）

同上书，第３１节，第６７页；法译本，第８８页。（中译文见中译本，第１１３页。需注意的是，这里的 “绝对不曾变异者”的法文

为ｌｅｎ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ａｂｓｏｌｕ，照字面直译应无 “绝对不可变异者”。但该词在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德文原文为 “ｄａ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Ｕｎｍｏｄｉｆｉｚｉｅｒｔｅ”，应译为 “绝对不曾变异者”，其意思是指 “原印象”作为 “对所有其他意识和到来中的存在而言的原源

泉”，不是从在先的某个东西变异而来的，亦即其作为 “原源泉”，绝对是未曾变异过的，但同时它自身又是可变异、且必然要

变异为滞留的。所以这里宜译为 “绝对不曾变异者”。按此理解，则马里翁所引的法译文就不够准确。为此译者曾请教马里翁本

人，他也认为所引法译文不够准确，应译为 “ｌｅｎｏｎ－ｍｏｄｉｆｉéａｂｓｏｌｕ”或 “ｌａｂｓｏｌｕｍｅｎｔｎｏｎｍｏｄｉｆｉé”。———中译按）



事件或突然发生的现象

个事件在这里现实地甚至感性地实现出来，既然原印象不停地从绝对的未见者那里、从它所离开的阴

影之入口处那里重新涌现。原印象给出自身，以便作为不停地从无条件的和不定的诞生那里发生的纯

粹事件而被看到。从这一 “源点”出发，被给出性 （／被给予性）不停地起作用，那勉强显示自身者
（任何一个瞬间）从那彻底给出自身者 （原印象）的每一个瞬间诞生。

出生———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是那的确以给出自身者的模式显示自身的现象，是真正事件性的现

象。实际上，如果———确切地说———我从没有用我自己的双眼看到过我出生，如果为了重构出生我只

能依赖于亲眼看到或出生证明，那么，该如何理解我的出生作为一个现象显示自身呢？既然出生是在

没有我的情况下，严格说来，甚至是在我之先完成的，那么它就根本不应当能向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显

示自身 （如果它显示自身的话）。然而，我有正当的权利将其视为一种现象，因为我不停地以意向性

方式瞄向它 （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研究我的身份，等等），并且以准直观 （第二性的回

忆、间接的和直接的证明等等）充实这种意向。我的出生甚至还被作为一种优先的现象呈供出来，

因为就其本质部分而言，我的整个一生都是用于重构它，都是用于赋予它以一种意义和回应它沉默的

呼唤。不过，这种无可争议的现象，原则上我不可能直接看到它。人们可以像下面这样对这一困境进

行形式化：我的出生向我显示的恰恰是这一事实，即我的本原并没有显示出来，或者说，它只在显现

的这种不可能性本身中显示出来，简言之，它只能如此得到证明：“本原之原本的非原初性”（ｏｒｉｇｉ
ｎａｉｒｅｎ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ｅｌｌéｉｔéｄｅｌｏｒｉｇｉｎｅ）①。这必须以双重方式理解。或者，我的出生在我能看到它和接受
它之前发生，因此我没有向我自己的本原呈现。或者，我的出生，作为我的本原，自在地没有任何原

本性，而是源自一系列不定的事件和涌现 （“［．．．］ｓｕｍｑｕｅｖｅｌａｐａｒｅｎｔｉｂ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ｓ…”）②。然而，对
这一困境加以描述还不足以解决它。还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并不显示自身的现象如何不仅像它

显示自身 （在这样的意义上：它的确显示自身，而且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中介显示自身）那样影响

我，而且还要比任何其他现象都更为彻底地影响我，既然唯有它决定我，规定甚至产生我的自我。换

言之，如果一个本原一般而言并不能显示自身，那么一个被剥夺了其原本性的本原就更不能显示自

身。因此，这一本源的非原初性如何在我身上发生———因为它曾经在我身上发生了，它在我身上发

生，我来自于它———既然它必然保持为不可显示的？它发生在我身上，恰恰是凭借其发生；而它之发

生，又只是由于正好把未来给予我。我的出生并不是因为它会显示自身而被确定为现象 （一种非本

源的起源现象），而是因为在任何直接显示的缺乏本身中，它作为这样一种事件而发生：这一事件从

不当前、永属过去，但又永不被越过———实际上，它总处于到来之中。我的出生确实将其自身现象

化，但是以纯粹的、不可预期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之名现象化；它超出任何原因，使不可能者 （也

就是我的日日新的生命）可能，越出任何期待、任何允诺、任何预言。这一现象，它在对那显示自

身者的完全的还原中完成自身，因此它以一种例外的且范例性的模式证明着它的现象性直接来自那给

出自身者。

因此，我们达到了我们所寻求者：一切显示自身者不仅给出自身，而且它还作为一种事件根据一

种本身是事件性的时间性给出自身，以至于，在一些例外性的情形 （出生）中，一种现象能够直接

地给出自身而不显示自身。

实际上，有很多特征为出生所被赋予的这种现象学上的优先性进行辩护。（１）出生现象直接给
出自身而不显示自身，因为它作为一种卓越的事件 （本源地非本源的起源）发生；但它的这种卓越

是来自这一事实，即当它给出自身时，它把我给予我自己。它在影响我之际现象化；它对我的影响，

不仅是通过把我给予我自己，而且 （既然如果没有它，我就还不会在那里受它影响）是通过，就是

７７

①

②

根据Ｃ．Ｒｏｍａｎｏ的卓越表达，见 《事件与世界》（Ｌ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ｅｔｌｅｍ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８，ｐ．９６．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ＩＩＩ，ＡＴＩＩＩ，４９，ｐ．２１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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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我自己之先把一个我给予我，这个我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它自己①。（２）出生现象在事件性
中通过根据自我的受予者 （ｌａｄｏｎｎé）的身份范例性地创建自我而径直在其顶点包含着自我，自我的
这一受予者的身份，即那一从其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到它自己本身的自我。出生现象把现象一般———那

仅就其给出自身而言才将其自身现象化者———范例化了，但是同时，它创建了那本源地是后天的受予

者，既然后者从其所接受者那里，从首要现象 （使对所有他者的接纳得以可能）那里接受它自己。

（３）因此，出生现象是完全正当地作为一种饱溢 （或悖论）现象而给出自身。实际上，它的事件，

它的第一个原印象、因此比其他任何瞬间都更为本源的印象②，使一系列不确定的、无法描述也不可

预见的到来中的原印象得以可能———它们贯穿我的一生，规定着我，直至生命终点。这样，出生就把

我的生命历程向无数转瞬即逝的直观打开，我将为这些直观寻找含义、概念以及不可避免地缺失着的

意向；这种寻找永无止境，但又总是迟到。我总是尝试着去发现一些语词，它们可以为我言说那将在

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毋宁说，那在我身上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至于在事到临头时，我还不

能恰当地解释它、理解它、构造它。自我出生以来，直观相对于意向的剩余就无可挽回地暴露出来了

———而且，我将要言说不仅是由于已经不断地在沉默中进行直观，而且尤其是在已经倾听其他人进行

言说之后。语言首先是被听到，然后才被说出。于我而言，起源当然是本源地保持为不可通达的，然

而这并非由于不足，而是因为最初的现象已经凭直观溢出了任何意向。那拒绝自身的起源，然而并不

是在缺乏 （ｌａｐéｎｕｒｉｅ）中给出自身 （德里达），而正是在溢出中给出自身，并以此方式决定着所有到

来中的被给出者的机制 （ｌｅｒéｇｉｍｅ）。就是说，没有什么显示自身者不首先给出自身。

四、在向被给出者还原中的自我

因此让我们假设以下一点已经得到：那根据其彻底的事件性而被把握的现象被还原为被给出者。

这样一种被给出者，尤其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出生来思考它，那么当它能够给出自身而不直接显示自身

———作为一种以供观看且我可以把自己确立为其观看者 （带有兴趣与否，在此无关紧要）的现象

———时，它就实现为一种饱溢现象；这种饱溢现象以事件的形式撞击我，在这一撞击下，自我 （ｅｇｏ）
变成了一个受予者。实际上，一个如此这般的事件是一下子给出自身的：它没留下言说它的声音，也

没留下我们可以避开它的任何其他道路，最终没留下任何可以有意拒绝甚或接受的选择。它的既成事

实既未经讨论、无从避免，也不曾 ［被］决定③。这里甚至都不涉及暴力，因为暴力蕴含着一种专断

性 （ａｒｂｉｔｒａｉｒｅ），因此蕴含着裁决者 （ａｒｂｉｔｒｅ），并已经蕴含着一种自由空间。这里涉及一种纯粹的现
象学的必然性：既然事件总是已经给出自身，从一个已过去的给出出发、从一种必然的偶然事件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出发给出自身，就像它伴随着出生现象或原印象到来那样，那么，它就使那给出自身
者的自身表现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出来了。它表明，它以及所有其他派生现象都能够在严格的意义上给出自
身，因为作为纯粹事件，它证明了它拥有一个这样的自身。事件不仅自在地给出自身 （取消了自在

之物的退隐），而且它还是从自身出发并因此作为一个自身而给出自身。不能低估这一分析的重要

性：如果自身归属于现象且来自于现象，那么，就没有任何自我还能够继续宣称它首先且第一步就具

有自身性 （ｌｉｐｓéｉｔé）和自身 （ｌｅｓｏｉ）。笛卡尔的自我 （ｅｇｏ）本身，难道不是在回应那在其身上发生

８７

①

②

③

请注意———我是说：“通过把一个我给予我”，而不是 “通过把它给予我”，因为在它被它给予 ［我］的那一瞬间，我恰恰尚未在

那里以便去接收它。

“原本的印象”（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ｉｒｅ），一般译为 “原印象”。但在这里马里翁强调其中的ｏｒｉｇｉｎａｉｒｅ，而且用了比较级，我们将之
译为 “原本的印象”。如这一表达单独出现，我们还依惯例译为 “原印象”，如该表达在这一句中第一次出现时那样。———中译

注

“决定”原文是ｄéｃｉｄｅ，主动态，但英译者将其译为被动态 ｉｓｎｏｔｄｅｃｉｄｅｄ…。这里参考英译本，将其译为 “也不曾 ［被］决

定”。———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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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ｌｅｎｅｓｃｉｏｑｕｉｓ［吾不知其为谁者］———作为骗子或毋宁说作为全能者①———时，才通达其自身的吗？
ｌｅＤａｓｅｉｎ［此在］难道不是通过一种先行的决断才实现其自身性的吗？而这种先行的决断又正是通过
虚无这一事件在把此在从存在状态 （ｌéｔａｎｔｉｔé）中拔根出来而使其可能的②。我们假定，那些把第一
性的自身 （ｓｏｉ）赋予给自我 （ｌｅｇｏ）、简言之把自我 （Ｊｅ）提升到超越论高位的尝试———无论它们多
么伟大———只有通过更加强调事件之自身的根本首要性才能成功，不管事件是什么 （属于世界的存

在者、世界外的存在者或存在者总体），也无论其所是如何被否认。必须承认———即使恰恰会为所承

认之事不安———如果现象真正给出自身，那么它就必须把 ［第一性的］自身的功能和角色据为己有，

而只能通过派生把一个第二等级的我 （ｕｎｍｏｉ）让与给自我 （ｌｅｇｏ）。通过拒绝任何自我 （Ｊｅ）对超
越论功能的要求，或者———这是一回事———拒绝一个可能的超越论自我对其作为现象经验之最终基础

的要求，我们就能明确地引出上述结论。换言之，自我被剥夺了它的超越论的王位，它必须在它作为

受予者而有所接受时，才能被接纳；而受予者即是这样的人：它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它本身；那从

一个第一性的自身———任何现象———出发而给出自身者把其自身给予它，而它则给出一个第二性的我

（ｍｏｉ）；它是接受之我和回应之我。自我 （ｌｅｇｏ）当然还保存着主体性的所有优先性，但那对于本原
的超越论要求除外。

让我们承认，只存在着被授予了、被赋予了一个我 （ｍｏｉ）的自我 （ｅｇｏ），这个我是被给出的，
被给出以便接受那给出自身者。这是一种对自我的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ｏｉｐｓｅｉｔａｔｉｓ③ ［自身减损］；在针对这一减损
的那些可能的反对意见中，有一种意见要比其他所有意见都更应当吸引我们的注意，因为它直接质疑

我们事业的那一现象学的要求。实际上，所有的现象学都或明 （胡塞尔）或暗 （海德格尔、列维纳

斯、亨利、德里达）地把还原作为其不容谈判的试金石来用，因为这里的关键既不是其他诸种概念

中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有待讨论的学说，而是一种操作———这一操作把显现 （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ｒｅ）的显
象 （ｌａｐｐａｒｅｎｃｅ）重新引回到现象之如此这般的显现那里。而任何还原都要求一个执行这一还原的机
构———超越论的自我或其相当者 （此在、他人的面容、肉身）。然而，我们要求实现的从显现向被给

出者的这一还原充满危险地区别于它要求超出的两种主要的还原形象。（１）首先，因为它不再只是
把现象引导到现象之被构造的对象性上 （胡塞尔）或现象之在存在中的存在性上 （海德格尔），而是

把现象最终引导到被给出者上，后者在其给出自身的程度上显示自身———因此它用最终的、不可用任

何其他还原加以还原的术语确定了被给出者。（２）其次，但尤其是因为这第三种还原只是通过把自
我 （ｌｅＪｅ）还原至受予者这一派生层次上才把我们引回到被给出者那里；如果这只是涉及一种新的
称号而无关不同的功能———从给出自身者那里接受其自身这样的功能，不再扮演超越论的角色，简言

之，不再确定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和现象性的条件———那么，这样的还原就会无足轻重。不过，还原的

任务恰恰是要改变现象性的可能性条件；因此它要求一个先天的自我 （或其超越论的相当者），并且

显得无法满足于一个按照定义是后天的受予者。简言之，从现象向被给出者的还原，就被给出者给出

自身且一往无前直至使超越论的自我在一种完全的受予者中丧失资格而言，这一还原变为一种执行的

矛盾———它被剥夺了被给予性 （／被给出性）的操作者本身，而它又声称通过还原而使得这一操作者
表现出来。

这一困难并不能一下子解决，然而必须确立一种论证：如果任何一种还原都要求一个操作者，这

一操作者把显现 （ｌａｐｐａｒａｔｒｅ）的显象 （ｌａｐｐａｒｅｎｃｅ）引回到现象之完全的显现那里，那么这一操作
者本身就被他所发动的还原改变了，而且是本质性地改变了。对于胡塞尔来说，现象学的还原 （不

９７

①

②

③

参见 《笛卡尔的问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ｃａｒｔéｓｉｅｎｎｅｓ）ＩＩ，前引，第一章。
《存在与时间》，第６４节。
Ｃ．Ｒｏｍａｎｏ，“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ｕｒｌａｍéｔｈｏｄｅｐｈéｎｏｍéｎ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ａｎｓé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ｌ．２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Ｓａｉｎｔ－Ｊｏｓｅｐｈ，
Ｂｅｙｒｏｕｔｈ，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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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提及其他人，他们无疑会允诺同样的结果）的确把世界之物引回到对它们的意识体验，以便把它

们构造为意向对象；但是 ［在这过程中］自我既非未经触碰，亦非置身事外；它自身被还原到其纯

粹的内在 （“意识区域”），并把其经验自我的全体都回指到 “世界区域”这一超越①。因此自我 （ｌｅ
Ｊｅ）就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变为超越论的，因为它被还原到它自身，并通过放弃自然态度———首先是为
了它自身———而从自然世界中抽身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根据世界 （持续存在的或常用的）对

象的不同存在样式，将它们还原到其被观看的存在者的身份上———这一依旧是现象学的还原只能由

Ｄａｓｅｉｎ［此在］来操作，此在是唯一这样的存在者：其中有存在。但是，这一此在仍务必要作为其本
身而实现自身，因此务必要居有其独有的存在方式并从非本己的存在方式 （“常人”的存在方式，他

们声称要如此理解自己，似乎他们是世内存在者一般）中摆脱出来。因此此在必须把自己还原到自

己本身———还原到其由于存在本身而超越于所有世内存在者的存在者的身份；这一点由畏的磨炼在其

自身中实现出来。一切人类学规定性 （肉体、性别、意识形态等等）的消失———为此人们曾如此素

朴地指责 《存在与时间》———恰恰证明了这种从 “人”到此在的变异，这一变异把还原倒转向其执

行者。因此，还原总是首先还原那进行还原者———而还原的每一尝试的现象学的有效性又正是以这一

向进行还原者自身的倒转为尺度衡量自身。

我们不宣称对不可比较者进行比较，然而我们建议上述分析对第三种还原同样有效。首先，还原

涉及到的是把所有声称显现的事物———对象、存在者、显象等———还原到被给出者 （ｄｏｎｎé）上。因
为实际上，“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给出”这一公式假定：自然态度毫无争议地接受为被给予者的东

西常常还并没有被给出；或者相反，自然态度将之作为成问题者而加以拒绝的东西事实上倒是绝对被

给出的。其次，这就涉及勾勒出这样一条必然的链条，即任何 “显示自身者必须首先给出自身”并

解除自身之重负，只是在自身这里，被给予性才使表现 （ｌ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有效。但是，如何想象，
那把现象描述为纯粹事件 （因此描述为形变、到来性、既成事实、事变）并由此将现象还原为被给

出者、把 “自身显示”引回至 “自身给出”的人———无论他是谁———能够维系其同一性而不受拷问，

甚至还保存着那些与前两个还原相应的同一性？他如何能够仍然要求对诸现象之经验的可能性条件予

以确定，而关于这些现象，他刚刚正是通过第三种还原认识到：它们唯有凭借它们的自身才显示出自

身，一如他自己隐约显露在诸现象于其中给出自身的事件之中，且把他自己确定为其表现的本己条

件？自我 （ｌｅｇｏ）如何能够单独将其自己置于向被给出者的还原之外，而他又要求让这一还原得到完
成？除非与第三种还原的结果———现象由其自己本身给出自身———相悖，否则自我必须去掉任何超越

论的要求。然而还原并没有受到损害，相反，它恰恰在那使其得以可能者———受予者———中完成。受

予者并没有损害向被给出者的还原，而是在把自身 （ｌｅｓｏｉ）从它本身转移到现象之际确证了这一还
原。这第一个论证指向第二个论证的道路。受予者在失去了超越论的地位及其所含有的自发性或主动

性的同时，并没有被归结为被动性或经验的自我。事实上，受予者就像超出了主动性那样超出了被动

性，因为，在它从位高权重的超越论身份中解放出来之际，它就取消了超越论的自我与经验性的我之

间的区分本身。那么，在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在超越论性与经验性之间，还能发明什么样的第三个

术语？让我们重温对受予者的定义：那从其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其自己本身者。因此，受予者是由接受

刻画其特征的。接受当然暗含着被动的接受性，但是也要求主动的姿态；因为为了提高到与被给出者

相称的程度，为了保持住已到达者，［主动的］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ｓ）必须劳作起来———对被给出者加以
劳作，以便接受它；对自身本身加以劳作以便进行接受。被给出者每一次都要求受予者进行劳作，且

只要它给出自身它就这样要求；这种劳作解释了为什么受予者并没有一劳永逸地 （在出生时）接受

其自身，而是不停地在每一被给出的事件中重新接受其自身。但是，接受并不能真正把受予者从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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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的观念与现象学的哲学》，第一卷，第５９节，《胡塞尔全集》第三卷，第１４０页及以下；法译本，保罗·
利科译，巴黎，１９５０，第１６０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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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着形而上学主体性的分裂中拯救出来，除非我们更为清楚地理解它的那种本就是现象学的功能。

换言之，如果受予者不再构造现象，如果它仅限于接受纯粹的被给出者，甚至限于从被给出者那里接

受自身，那么，它在现象性本身中还承担何种行为、进行何种操作以及扮演何种角色？但是，在提出

针对受予者的这一异议时，我们刚刚恰恰标出在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一个本质性的间距。我们刚

刚重述了我们已经经常隐约看到的那一点：如果任何显示自身者必须首先为此给出自身，那么被给出

者给出自身就还不足以使它显示自身，因为被给出性往往几乎遮蔽了表现 （ｌａ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受予者
的功能恰恰在于在其自身中衡量被给出者与现象性之间的间距：被给出者从未停止过将其自身强加给

受予者，并由其自身而来强加给受予者；而现象性则唯有在接受 （ｌａｒéｃｅｐｔｉｏｎ）终于把被给出者现象
化或毋宁说让其现象化的程度上且仅就此而言才能实现出来。这一操作———把被给出者现象化———为

受予者所本有，因为它具有这样一种艰难的特权，即构造出那种唯一的被给出者，在这一被给出者

中，才会有所有其他被给出者的可见性。这样，受予者就把被给出者揭示为现象。

五、对被揭示者的抵抗

此后问题就在于去理解受予者如何揭示被给出者 （以事件的名义对被给出者进行现象化）———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可以这样做。

首先请让我们在一种严格地说是现象学的含义中考虑被揭示者 （ｌｅｒéｖéｌé）。假设被给出者是由
还原获得的，那么它便可以被描述为胡塞尔称为体验或Ｅｒｌｅｂｎｉｓ的东西。然而———人们常常误认这至
关重要的一点———体验并不如其所是地显示自身，而是由于缺席而保持为不可见的；人们会说———由

于没有更好的说法———体验影响我，它将其自身强加于我，并影响着人们大胆将之称为我的意识的东

西 （恰恰是因为当意识接受纯粹被给予者时它对无论任何事物都尚无清楚明见地意识）。作为体验的

被给出者，始终是一种ｓｔｉｍｕｌｕｓ（刺激）、一种刺激，差不多是一种信息；受予者接受这种被给出者，
但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被给出者都没有显示自身。这种被给出者如何能够时或从未见①过渡为已见？

在此，问题不是要进入某些生理学的或心理学的考虑，这既是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但更是原则上的：

在解释那一 ［从未见者过渡为已见者的］过程之前，首先必须要确认这一过程；而从未见者出发向

可见者的浮现这一过程本己地依赖于现象学。在这一方面，人们会冒险说：那未被见到然而被接受的

被给出者将自身投射到受予者 （意识，如果人们宁愿这样说的话）上就像投射到一块屏幕上一样；

这一被给予者的全部能力就像都重压到这一屏幕上一样，一下子激发起双重的可见性。第一，当然是

被给予者的可见性，它的直到那时仍不可见的冲击波爆裂、爆炸开来，四分五裂，这些四分五裂的轮

廓是最初的可见者。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棱镜模型：棱镜阻止住那时还不可见的白光，并将它分解为

基本的彩色光谱，它们最终变得可见了。受予者之所以在接受被给予者之际将其现象化，恰恰是因为

它构成了被给予者的障碍，通过成为被给予者的屏幕而把它拦截下来，并且通过对它加以调整取景而

将它确定下来。因此，如果受予者接受被给予者，它就是带着它全部的活力来接受它，甚至是以阻挡

射门的守门员的暴力、以阻止足球前进的后卫的暴力、以接发球者用得分回敬对方一个回合的暴力来

接受它。作为屏幕、棱镜、背景，受予者把纯粹的、未被见到的被给予者的冲击 （ｌｉｍｐａｃｔ）兑现出
来，把它的冲力 （ｌ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扣留住，以便把它的纵向力量转化为一种平铺开来的平坦敞开的表
面。借助这种操作———恰恰是接受———被给予者就能开始以可见性的轮廓为基础显示自身，而这些可

见性的轮廓是由被给予者让与给受予者的，或毋宁说，它是从受予者那里接受过来的。第二，但是，

从被给予者那里浮现出来的可见性也同等地激发起受予者的可见性。实际上，在接受被给予者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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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未见概念，参考 《可见者的交错》（ＬａＣｒｏｉｓéｅｄｕｖｉｓｉｂｌｅ），第二章第二节，巴黎，１９９１年第一版和１９９６年第３版，第５１页及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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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受予者本身并没有被看见。在它被剥夺了皇家般的超越论地位之后，受予者不再先行于现象，

甚至不再作为已经就位的思想 “伴随”着现象；既然它从它所接受者那里接受它自己，它就并不先

行于它所接受者，尤其不是凭借一种可见性———它先于被给予者之未被见状态———而先行于其所接受

者。事实上，受予者并不比被给予者更多地显示自身———它的屏幕或棱镜一直完全未被见到，只要被

给予者在它们上面迸裂开来的冲击波没有一下子把它们照亮；或者更恰当地说，既然如果没有这种

［对于被给予者的］接受受予者就不存在，那么正是 ［被给予者的］冲击才首次激发起它在其上迸裂

开来的屏幕，好像它建立起了它由之而分解的棱镜。简言之，受予者是凭借它使被给予者现象化这样

一种操作本身而自身现象化的。

因此，被给予者把自己向受予者揭示出来，而这乃是通过把受予者向其本身揭示出来实现的。二

者都是以被揭示者这样的模式现象化的，这一点的特征即这种本质性的且现象性的相互性，其中甚至

包含着被见者对于见者的变异，如同包含着见者对于被见者的变异一样。受予者像被给予者的显影剂

那样运作，而被给予者也像受予者的显影剂那样运作———在这个词的摄影的意义上理解的显影剂。①

或许人们可以冒险说，关于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相互依赖性的量子物理学的哲学悖论以类似的方式对任

何现象性有效，毫无例外。但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说及 “任何现象性，毫无例外”吗？我们以

前难道不是已经承认，如果所有显示自身者首先都给出自身，那么反之并不有效，因为并非所有给出

自身者都最终显示自身？实际上，这远非把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困境 （ａｐｏｒｉｅ），而是我们恰好找到走
出困境的道路。因为，如果被给予者唯有通过在那自己变为受予者的屏幕上停下、展开才能显示自

身，如果受予者只能这样把一种冲击波转化为可见性，那么，现象化的规模就要依赖于受予者对于被

给予者的粗暴冲击的抵抗。让我们在电所具有的那种因为平淡无奇而极具暗示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

抵抗：在一个电路中，当我们在自由电子的运动中观察到或故意为其设置一种限制时，一部分能量就

化为热或光。抵抗就这样把不可见的运动转化为现象化了的光和热。对被给予者 （因此首先是体验、

直观）所带来的冲击的抵抗越大，现象学的光就越多地显示自身。抵抗———受予者的本己功能———

变成了那在显示自身者中给出自身的事物之转变的索引。直观的被给予者越增加其压力，那么为了受

予者仍然可以在那里揭示出一种现象，一种巨大的抵抗就越发变得必要。由此就有了关于饱溢现象的

不可避免的、逻辑的假设———被给予的直观如此饱溢，以至于这里缺乏含义与相应的意向行为 （ｌｅｓ
ｎｏèｓｉｓ）。面对这样一些实际上部分不可见 （除非眼花了）的现象，如果要将被给予性的剩余在某种

程度上转变为与其相称的、也就是过度的显示，就只能依赖于受予者的抵抗。在此，就为一种关于艺

术的现象学理论打开了场所：画家使得人们以往从未见到之物作为现象而变得可见，因为他能够———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如此足够地抵抗被给予者，以至于可以使后者显示自身———于是，是在可为所

有人通达的现象之中显示自身。一个伟大的画家从不像被给予者缺席似的去创造什么；相反，他承受

着对这一剩余的抵抗，直至让它交出它的可见性 （正如人们强制某人交出赃物）；罗斯科 （Ｒｏｔｈｋｏ）
就抵抗着他将之作为暴力性的———对于任何其他人来说都比对于他而言显得太过暴力———被给予者而

接受的事物；他是通过在静谧色彩的屏幕上将其现象化而接受这种被给予者的：“我已经把最为绝对

的暴力囚禁在它们 （他的画作）表面的每一平方厘米之内。”② 那对艺术而言确实如此的，对文学以

及任何思辨思想而言也都确实如此：受予者付出巨大努力抵抗被给予者，以便对其现象化，直至可以

承载它。天才只是一种伟大的抵抗：抵抗那揭示着自身的被给予者的冲击。无论如何，作为事件发生

的现象采取的是被揭示者 （ｌｅｒéｖéｌé）的形象，就是说，它凭借这样一种姿态对受予者加以现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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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显影剂”的原文是ｒéｖéｌａｔｅｕｒ，作为名词，该词有 （１）“泄露者、揭发者”，（２）“启示者”，（３）“显示、表现”，（４）“显影
液、显影剂”等含义。这里马里翁强调是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该词。———中译注

Ｍ．罗斯科 （Ｍ．Ｒｏｔｈｋｏ），载ＪａｍｅｓＥ．－Ｂ．Ｂｒｅｓｌｉｎ，ＭａｒｋＲｏｔｈｋｏ．Ａ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Ｐ，１９９３，ｐ．３５８，引自Ｅ．Ｍｉｃｈａｕｄ，“罗斯
科，暴力与历史”（Ｒｏｔｈｋｏ，ｌａ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ｅｔ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载ＭａｒｃＲｏｔｈｋｏ，Ｐａｒｉｓ，ＭｕｓéｅｄＡｒｔ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ｌａＶｉｌｌｅｄ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９９，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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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同一种姿态中，受予者迫使那给出自身者稍微更进一步显示自身。

所以，被揭示者并不是对极端的现象性层次或现象性的特殊区域的定义，而是那在显示自身者中

给出自身者之现象化的普遍模式。它同时确定了一切现象就其在显示自身之前首先给出自身而言所具

有的本源的事件性特征。因此，现在是时候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了：现象作为事件、因此作为被给出者

（它以某个受予者所揭示出来且为了该受予者而被揭示出来的东西的名义而进入表现）这样的含义的

普遍性，难道没有决定性地———从法权上，如果不是在事实上的话———废除形而上学在对象世界这一

方面与启示 （ｌａＲéｖéｌａｔｉｏｎ）① 之所揭示者那另一方面之间不停深化的断裂吗？一方面，对象世界可
以说是被构造的、可生产的和可重复的，因此绝对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启示之所揭示者的世界，不

可构造、不可重复因此不可于当前生产出来的事件的世界，所以可以说是非理性的世界。在对象学说

尝试 （且已成功地）把现象性的问题和领域还原至一些被剥夺了自身、既被贬低为存在者也被贬低

为确定性的仅止表面的现象时，这一断裂就被确立起来了。既然现象学已经能够重新打开现象性的领

域，以便把对象作为现象的一种单纯的特殊情形 （贫乏的和理所当然是普通的现象）包含在内，并

用饱溢现象的无边领域包围它们，那么这一断裂就不再得到辩护。或者毋宁说，它变为一种自身是非

理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对现象性的否定。如果我们承认这一断裂不再有存在的空间，那么会有怎样的

结果？是这样的结果：由启示所带来的那些被给出者 （／材料）———在唯有犹太教与基督教启示的情
况下———就必须完全有理由被作为现象来读解和对待，这些读解和对待服从于一些同样的操作，即那

些和源自世界性的被给出者的操作同样的操作：还原到被给出者、事件性、受予者的接受、抵抗、饱

溢现象、从自身给出到自身显示的嬗变 （ｔｒａｎｓｍｕｔａｔｉｏｎ）的进展性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ｔé），等等。毫无疑问，
神学的这种现象学的位置使得一些与相关的例外现象相符的极其特殊的程序成为必要 （而且已经发

现了）。比如，事件可以采取奇迹的形象，被给出者变为拣选与允诺，受予者的抵抗通过转化为见证

而深化，自身给出向自身显示的嬗变要求 ［信、望、爱］这对神三德，这种嬗变的进展性延伸到永

恒开端的末世论的返回，等等。对于这些，哲学既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说得更多，但它至少留有权利

去求助于神学家。神学家必须停止想把启示的极端现象还原为客观化的模式，后者或多或少恰都是对

人文科学的重复。因为同样的现象性覆盖了所有的被给出者：从最贫乏的被给出者 （形式体系、数

学）、普通的被给出者 （物理科学、技术对象）到饱溢现象 （事件、偶像、肉身、圣像），直至结合

四种饱溢类型的现象的可能性 （启示现象）。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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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ａＲéｖéｌａｔｉｏｎ的词根是动词ｒéｖéｌｅｒ，我们一般译为 “揭示”，其名词化的过去分词ｌｅｒéｖéｌé我们一般译为 “被揭示者”。ｌａｒéｖéｌａｔｉｏｎ
也是ｒéｖéｌｅｒ的名词化，我们一般将其译为 “揭示”，但是当其开头字母大写变为 ｌａＲéｖéｌａｔｉｏｎ时，往往不仅具有一般 “揭示”的

含义，还具有从其自身而来的 “启示”的含义，我们一般将其译为 “启示”。———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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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论与怀疑论之间

蔡祥元

【摘要】维特根斯坦有关遵守规则悖论的探讨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其意义使用论的要义。对于此悖论的解读，

学界主要有两类看法：一类持怀疑论的态度，也就是通过引入群体一致性来解决在孤立个人情况下无标准

可言的局面；另一类是决定论主张，也就是认为规则作为有含义符号已经内在地决定了相应的应用，因此

规则如何决定应用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本文认为，这两类方案都是成问题的。怀疑论没有看到遵守规则

悖论是由一个 “误解”引起的，因此，悖论的出路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消解。而决定

论过快地跳过了引发悖论的决定性问题，从而不能充分显示出遵守规则悖论的哲学要义。维特根斯坦引入

遵守规则悖论是为了更彻底地显示出意义在使用中构成的思想，悖论的出路在于如何理解 “使用”不仅仅

是意义的来源，同时也是意义的判据。

【关键词】遵守规则悖论；怀疑论；决定论；构成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８４－０６

作者简介：蔡祥元，浙江衢州人，哲学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德里达与海德格尔解构思想比较研究”（１６ＢＺＸ０６５）

维特根斯坦意义使用论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它如何能避免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质疑。如果一个语

词的意义在于使用，那么使用本身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给自己提供出正误的标准？遵守规则悖论是

这个疑难的集中体现。目前学界对该悖论主要持有怀疑论和决定论两种典型的解读。在笔者看来，这

两类解读都错失了维特根斯坦引入此悖论的要义。通过重溯引发遵守规则悖论的根源可以发现，维特

根斯坦引入遵守规则悖论是为了更彻底地显示出意义在使用中构成的思想，而悖论的出路在于如何理

解 “使用”不仅仅是意义的来源，同时也是意义的判据，从而表明语言游戏在维特根斯坦思想框架

中的终极地位。

一、两种典型的解读及其问题

遵守规则悖论问题经克里普克 （Ｋｒｉｐｋｅ）的解读后，就成为哲学界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我们知
道，在学习规则的时候，所采用的教学实例总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在应用规则时不可避免地

需要对规则进行解释，而这种解释具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使得对于规则的理解没有客观的判断标

准，从而导致没有遵守规则可言的悖论局面。《哲学研究》２０１节是这一悖论的集中表述：
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

得符合于规则。答案是，如果一切事物都能被搞得符合于规则，那么一切事物也就都能被搞得与规则

４８



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根源与出路

相冲突。因而在这里既没有什么符合也没有冲突。（《哲学研究》２０１节）①

但是，维特根斯坦真的认为规则不能决定行为吗？他该如何解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种种遵守规

则现象呢？遵守规则悖论的要义究竟何在？

克里普克将维特根斯坦的遵守规则悖论解读为一种新形式的怀疑论。根据他的解读，由于在个人

身上不存在任何 “事实”可以确保我们用某词来意指某物，这就导致我们不能用语词来意指任何东

西的结论。但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不会同意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 “疯狂”结论。他从私人语

言论证看到了维特根斯坦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案。在克里普克看来，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要点在

于反对个人在孤立的情况下可以建立有效的规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是否遵守规则只能由

他自己说了算，他认为正确的就是正确的，这样，就无所谓遵守规则与否②。但是，如果从群体的范

围来考虑，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群体的情形下，个人的行为是否遵守相应的规则，可以通过与他人的

比较来判断。如果他的行为符合他人对此规则的理解，那么他的行为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反之，则是

错误的。群体行为的一致性使得个人的行为有标准可依，从而使个人的遵守规则成为可能。因此，群

体一致性的预设对语言游戏来说是本质性的。但是，由于不同群体可能存在不同的标准，通过预设群

体一致性来解决悖论的方案最终还是怀疑主义的。

贝克 （Ｇ．Ｐ．Ｂａｋｅｒ）和哈克 （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对于维特
根斯坦，规则内在地决定了与之相符的行为，根本无需求助于群体一致性：“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

则的论述的要点是，规则与符合它的行为是内在关联的。规则并且只有规则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这

个观念与通过群体的规范或标准实践来定义 ‘正确’是不相容的。”③ 只要规则给定了，也就同时给

定了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规则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符合规则的，没有必要在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行为

之间插入群体一致性④。这种认为规则内在决定其应用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决定论。贝克和哈克的批评

是强有力的，这一语法上的 “内在”决定看起来也符合 《哲学研究》一书的宗旨，也就是通过澄清

语词的用法来消解哲学上的困惑。

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提出的静心论 （ｑｕｉｅｔｉｓｍ）主张是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与贝克和哈克不同，
他们不是诉诸语法，而是诉诸使用。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 （比如麦克道尔、芬克尔斯坦等）从维特

根斯坦反对理论建构的哲学倾向出发，对怀疑论的解决方案提出了明确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悖论是由

一个误解导致的，即认为规则是一种单纯的声音或印记，因此在使用的时候需要解释，而这个错误观

念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要接受⑤。只要反观我们语言实践就会知道，在使用中的符号本身就是活的、充

满意义的，从而根本无需解释。因此，只要放弃那种错误观念 （即认为符号是死的、需要解释才有

意义），上述悖论就会从根本上被消解。新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消解说与贝克和哈克的语法决定论的

主张基本一致，都是认为有含义的规则本身内在地决定了其应用。

决定论者对怀疑论者的批评是中肯的。结合 《哲学研究》上下文很容易看出，维特根斯坦针对

遵守规则悖论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消解的态度，而不是尝试着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维特根斯坦在

２０１节的第二段明确指出，认为遵守规则的时候需要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源自一种 “误解”：“在我们

论证的进程中，我们作了一个又一个的解释；似乎每一个解释至少都暂时使我们感到满意，然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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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１页。———以下引自该书的引文直接在正文中标
注小节号。部分引文改动参考原著：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ｃ２００１．
ＳａｕｌＡ．Ｋｒｉｐｋｅ，“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１，ｐ．２８３．
Ｇ．Ｐ．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ｕｌｅｓ，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５，ｐｐ．１７１－１７２．
Ｉｂｉｄ．，ｐ．２４３．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Ｌａｔ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ｉｄｗｅ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ＸＶＩＩ（Ｔｈｅ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Ｌｅｇａｃｙ），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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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到还有另外的解释在它的背后。仅仅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误解。” （２０１
节）更为关键的是，引入群体一致性也无助于遵守规则悖论的解决。规范本身是规则的一类，即使

存在社会规范，它本身在使用的时候，也存在理解的问题。社会规范不可能被人先天地知道，它也需

要一个学习掌握的过程，而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要质疑的正是掌握规则的过程如何可能。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反过来就可以完全赞成决定论的主张呢？如果以语法 （语词的用

法）或活的应用本身来说明规则如何决定其应用，这只不过简单地重复 “意义即使用”这句话而已。

维特根斯坦花了这么多章节来探讨的问题，不可能只是仅仅重复这样一个结论。在笔者看来，决定论

的解读跳过了维特根斯坦提出遵守规则悖论问题的要义，也不能正面回应引发遵守规则悖论的疑难。

根据贝克和哈克的观点，规则内在地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应用，比如，在 “１０００”后面写 “１００２”
是 “＋２”这个规则内在决定的，即在 “１０００”后面写 “１００２”与遵守 “＋２”这个规则到５００步时
的行为，这两件事在语法上是等价的，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内在联系是语法的影子，因此也可以称

为语法联系。”① 因此，根本不存在 “＋２”这个规则如何能够决定在 “１０００”后面写 “１００２”的问
题。但是，这种主张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恰恰是，为什么我们不会把 “＋２”这
个命令理解为：在 “１０００”以内是 “＋２”，在 “１０００”到 “２０００”是 “＋４”，等等 （１８６节）？因
为它们完全可以被包含在同一个命令里面，只要大家把 “＋２”这个命令都理解为 “１０００以内加２，
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之间加４，……”就可以了，这在逻辑上完全是可行的。因此，规则如何决定应用，并
非如决定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一个假问题。相反，这的确是意义使用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过回

应这个问题，意义使用论的哲学要义才能被进一步显示出来。

二、悖论的根源：语言图画论

在深入探讨遵守规则出路之前，我们需要把握这个悖论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对于导致悖论的直

接原因，学界一般没有什么异议，即认为遵守规则的时候需要对规则进行解释。由于同一条规则存在

多种不同的解释，使得同一种行为根据某种解释是符合规则的，根据另一种解释则可能是违反规则

的，从而导致没有什么行为能够由规则来决定 （２０１节）。
那么，为什么会认为 “遵守规则的时候需要对规则进行解释”呢？这就是作为 《哲学研究》一

书批判对象的语言图画论。事实上，遵守规则问题的困境在１３８节就已经提出了。维特根斯坦在提出
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之后，随即指出如下疑问，即使用是某种在时间中延伸着的东西，而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谈到或听到一个语词时，一般我们都说在当下就明白了该词的意义，而这两种说法之间是有矛

盾的。如果语词的意义即是其使用，那么，我们如何还能在当下就能把握一个语词的意义？“但是，

当我们听到或者说出一个词来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了它的意义；我们在一刹那间就把握住了它的意

义，而我们以这种方式把握住的东西一定与在时间中延伸的 ‘使用’是不同的东西！” （１３８节）遵
守规则悖论就是由这个冲突引起的，贝克和哈克也指出，正是这个问题支配着后面有关遵守规则的探

讨②。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听到语词就瞬间知道其全部意义，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图画论的意义观。

因为只有意义像某种图画的东西，我们才有可能瞬间把握它。反之，根据意义使用论，意义本身乃是

某种在时间中绵延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可能瞬间把握其全部意义。“在图画和应用之间是否可能存在

冲突？只要图画使我们指望不同的使用就有这种可能……”（１４１节）对于这两方面的冲突，维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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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Ｐ．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ｕｌｅｓ，Ｇｒａｍｍａｒ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５，ｐ．１０５．
Ｇ．Ｐ．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ａｒｔⅡ：Ｅｘｅｇｅｓｉｓ§§１－１８４，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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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的倾向是明显的。他将这种可以瞬间展现的、超时间的图画称为 “超级事实”，“你并没有这种

超级事实的范例。但是，你却被引诱去使用一种超级表达式”（１９２节）。《哲学研究》的基调就是批
评语言图像论的困境，并且用意义使用论来取代它。

在这样一个问题背景之下，维特根斯坦从１４３节开始引入规则的理解问题。规则是一类特殊的表
达式。与 “立方体”这类表达式相比，规则的理解与应用之间有更为紧密的联系，探讨规则的理解

问题更能显示出图画论的内在困境，显示出意义与使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悖论的出路：意义构成论

意义图画论认为意义是某种类似图画的东西，它可以在瞬间完全被把握或展现出来，因此具有现

成性的特征。“这些运动———在一种神秘的意义上———是已经现成的。”① （１９３节）由于使用是一种
在时间中绵延的过程，根据意义使用论，意义就应该具有构成性、时间性的特征。规则的应用是一个

在时间中无限展开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当下瞬间把握规则的所有应用。规则的理解和应

用必然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不断构成的过程。遵守规则悖论的消解在于如何进一步领会意义在

使用中构成的思想旨趣。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直接使用 “构成”这个词，构成性思路隐含在他有关能力的讨论中。他将知

道或理解一个词或规则与有能力应用它相联系，比如：

“知道”一词的语法显然是同 “能够”、“可能”这些词的语法密切相关的。但是，也同 “理解”

一词的语法密切相关。（“掌握”一种技术。）（１５０节）
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可比于我们称为能力或才能的东西。也就是说，在 “能够”、“可能”的语

法与 “理解意义”的语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人们甚至可以说理解意义就是有能力正确

地应用一个语词。（ＶｏＷ３５７）②

贝克和哈克在 《理解与意义》一书中详细谈论了理解和能力的关系，并分析了种种不同的能力。

但他们从潜能的角度来理解这些 “能力”，并不能充分显示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的意图。他们像亚里

士多德一样，将潜能与现实相对立，“理解的判据接近于潜能 （趋向，意向，倾向，习惯，能力，可

能）的判据，而不是现实”③。关于潜能，他们进一步做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即区分能力与实行

以及潜能与媒介。比如，酒能醉人，但它不必醉人，酒所具有醉人的能力与人喝醉酒的事态是不同

的；另外，酒所包含的酒精也不等同于它醉人的能力，因为我们可以称量酒精，但不能称量它醉人的

能力。以上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但在理解维特根斯坦的 “能力”时，恰恰需要避免这种亚里士多德

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注意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新意。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具有内在

必然导向，即它受制于某种 “形式”的 （虽然是潜在的）导引，里面有预先决定的意谓。比如，种

子中已经包含了树的形式；木头作为质料本身虽然不具备桌子的形式，但桌子的形式本身在木匠那里

已经存在了。而维特根斯坦的 “能力”缺少这种内在的预先导向，它关涉的意义的构成或生成更为

纯粹。换言之，语词的意义既不可能先天地 （潜在地）存在于语词中，也不会事先在使用者那里存

在。它是通过 （后天的）训练获得的，并在这种训练中被构成，这就很不同于潜能的 “先天性”。我

们可以通过训练掌握不同种类的数学运算 （如加减乘除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加减乘除这些运算

能在我们的脑子里预先存在，训练只是将这种潜在的东西发展为现实的东西。事实上，贝克、哈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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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就我们获得概念能力而言，它们基于训练。训练是唯一可能给予的关于被训练者的标准的自然

反应①。因此，训练并不是一种将潜在的或现成的意义传达给我们的过程，而是意义的原初构成，不

同的训练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解。“如果进行不同的训练，那么对这些词的同样的实指教词就会导

致完全不同的理解。”（６节）
能力的构成性特征还体现在它包含错误的可能性。种子可以长成树苗，酒能醉人，它们的这种潜

能是不可错的。但是人类通过训练掌握了 （比如）加法运算，只要大部分情况下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只是偶然出错，我们依然会承认他已经具有了加法运算的能力。事实上，没有谁能保证掌握加法运算

的人每次都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可错性也是这种能力的构成性特征之一。因此，维特

根斯坦这里的 “能力”关涉的是一种完全基于使用自身的意义构成性、生成性。

由于规则的意义是在使用过程中被构成的、是时间性的，因此它不可能在瞬间被把握，也不可能

整个地从外部被把握。就像音乐的曲调，我们可以在一瞬间或提前把握整个曲调吗？“事情就好像我

们在刹那间便能掌握这个词的全部使用。”（１９１节）“突然知道这曲调是怎么一回事？它肯定不可能
在那一瞬间全部被我想到！”（１８４节）我们提前设想曲调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在心里重新构成曲调的
过程。我们是否最终知道曲调，就在于我们能否重新将这个曲调构造出来，不管是在心理默默回忆，

还是大声地唱出来。因此，知道一个曲调，就意味着你有能力重新将它构造出来。规则的把握也是如

此。由于意义不是某种现成之物，我们不可能在瞬间把握它，而是必定在把握的同时也参与到规则意

义的构成中去。知道一个规则，就意味着我有能力按这个规则去行事，有能力用它。这种 “使用”

才是规则的意义之所依。由于把握规则是一个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能够参与规则的意义构成中去的能

力，从而也就不存在把握了规则却不知道如何能够应用它的问题。

这样一来，使用语词正误的判据何在呢？而且，由于意义就在使用的过程中被构成，我怎么知道

或用什么东西来判定我构成的东西是正确的呢？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使用语词？意义的客观

性究竟何在？

这就是 “能力”。这种能力我们没法怀疑，也没办法提供更高一级的标准，因为任何标准本身都

会面临我们如何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应用它的过程。比如加法规则，我们能够知道 “２＋２＝４”是正
确的，是符合加法运算规则的，这种知道中有某种原初确定的东西，它不是通过与其他标准的比较得

来的。在现实中进行一个 “２＋２＝４”的运算，与在观念中知道 “２＋２＝４”的数学规则是一回事。
观念中的知道本身就是一个在心里进行运算的过程，与现实中进行的运算过程是一样的。“想象中的

计算在某种意义上不像纸上的计算那样真实吗？”（３６４节）因此，在遵守规则的实践活动中涉及到某
种原初确定的东西，“‘他怎么能知道他自己如何继续下去呢？’———可是，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如果那意味着 ‘你有根据吗？’，那么回答就是：我的根据很快就会用完。而那时，我就行动而没有

根据”（２１１节）。
因此，遵守规则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通过训练参与到规则的意义构成中去的过程，标准本身也只能

在这种过程中被提供出来。维特根斯坦将这种把握称为 “技艺”：“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

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艺。”② （１９９节）他在 《哲学研究》１５１节解释 “知道”一词的

用法时，最后也把它比作掌握一种技艺。把握了规则就意味着有能力参与到规则意义的构成中去，就

是能够正确的应用它。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有能力正确地应用一个语词。而掌握一种规则就意味

着掌握一种技艺，也就意味着具有了参与规则意义构成的能力。规则之决定将来应用的问题并不是一

个提前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我们参与构成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是时间性的，参与其中的人自然就

获得了从过去有限的使用走向将来 （无限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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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 “＋２”这个规则如何能决定１０００后面该写什么。并不是学会了 “＋２”这个规则以后，
我们就已经知道１０００后面该写１００２。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这种序列是无限的，我们不可能在
脑子里一下子出现所有的序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算错了。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在１０００
后面我们可以随便写个数。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 “＋２”这个规则，我们就有能力在１０００后面写上
１００２，这是我们应用这个规则的结果，因此，知道和有能力应用在语法上是一回事。虽然我们在脑海
里不可能一下子出现所有的序列 （比如０，２，４，……，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１００４，……），但原则上我们
可以无限制地应用这个规则。序列的无限性是应用的无限性，是时间朝向将来的可能性。“一个序列

的开头乃是不可见地铺向无限远的路轨的可见的一段———这种看法是从哪里来的？好吧，我们可以来

考虑路轨而不去考虑规则。无限长的路轨相应于规则的无限制的应用。”（２１８节）因此，规则之决定
将来应用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提前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我们参与构成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主观任意决定的，里面有某种自发生成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完全听从技艺、听从时间的指引，而无需解释。 “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

则。”（２１９节）它根本上是一种参与、一种实践，而不是主观选择，这才是遵守规则从而也是意义的
客观性之所依。“因此， ‘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实践。而认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并不就是遵守规则。”

（２０２节）正误的判据不在使用过程之外，而就是这个使用的过程本身。“不加辩白而使用一个词并不
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它。”（２８９节）“应用仍然是理解的判据。”（１４６节）

上述探讨表明，维特根斯坦的 “使用”并不是它通常看起来的那样容易理解，里面充满了被误

解的可能。对它的把握不是沦为怀疑主义，就是滑向决定论。本文提出的意义构成视角可以避免这两

种解读可能遇到的困难，进一步显示出语言跟生活实践的贯通，如此来理解的意义，也许就不会止于

语言的意义，而是由此朝向更为一般的意义。

意义构成论虽然肯定了意义在使用中的构成，凸显了 “用”的要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回应了怀

疑论与决定论之间的难题，但是，意义在使用中变迁的主张，似乎还是导向了某种怀疑主义。对于日

常语词的意义可能随着使用的展开而可能发生变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对于类似数学规则这种表

达式，情况也同样吗？算术规则难道不是具有某种独特的确定性吗？关于上述问题与可能的困惑，涉

及意义最终的确定性与客观性，需要对其语言游戏说本身的思想内涵做进一步阐发。限于篇幅，相关

讨论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展开。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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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

徐　敏

【摘要】针对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用法，我们拥有两个方面的直觉，即 “无所指称”直觉和 “有所指

称”直觉，这导致虚构名字指称难题。针对该难题，空指称论者认为，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没有指称；

全指称论者则认为，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同外部语境下的虚构名字一样，直接指称虚构对象。空指称论

者尊重了 “无所指称”直觉，但未能尊重 “有所指称”直觉。全指称论者尊重了 “有所指称”直觉，但未

能尊重 “无所指称”直觉。笔者提出接续主义指称观，据此，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通过指称时间部分完

成对虚构对象整体的指称，虚构名字既 “指称”了虚构对象，又 “没有指称”虚构对象。笔者通过回应可

能的质疑，完成对接续主义指称观的辩护。

【关键词】虚构名字；指称难题；空指称观；全指称观；接续主义指称观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９０－０８

作者简介：徐　敏，河北平泉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虚构对象理论前沿研究” （１０ＣＺＸ０３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后期资助项目 “克里普克洛克讲座中译” （１４ＪＨＱ００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文科专项项目 “克里普克洛克讲座研究” （２０１５ＡＡ０２６），华
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重大项目 “虚构对象创造机制理论研究”（２０１６ＡＤ０１０）］

虚构对象是小说、神话、传说、电影等虚构作品中被虚构地描写的对象，比如福尔摩斯、哈姆雷

特、孙悟空、贾宝玉，是形上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主题。关于虚构对象的形上学主

要探究两个核心议题：（１）我们是否应该承认虚构对象的本体论地位？（２）如果承认的话，虚构对
象共同具有怎样的属性？实在论者对问题 （１）做出肯定回答，并为此提供多方面证据。反实在论者
则做出否定回答，并尝试在不承认虚构对象的前提下消解这些证据的支持力。实在论者对问题 （２）
的不同回答导致不同的虚构对象理论，其中，有两种实在论理论最具影响力，一种是创造主义，一种

是柏拉图主义。创造主义者断言，虚构对象是被其作者创造的抽象对象①。柏拉图主义者则反对将虚

构对象看作是被创造物，认为虚构对象是必然存在的柏拉图主义实体②。笔者曾为虚构对象实在论进

行多角度本体论辩护③。本文将在实在论的本体论假设下，解决一个关于虚构对象的语言哲学难题

———无论是创造主义者还是柏拉图主义者，都会面临该难题的困扰。

０９

①

②

③

Ａ．Ｔｈｏｍａｓｓ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Ｓ．Ｋｒｉｐｋ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
Ｅ．Ｎ．Ｚａｌｔ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Ｄ．Ｒｅｉｄｅ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３；Ｔ．Ｐａｒｓｏｎｓ，Ｆｉｃ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Ｆ．Ｌｉｈｏｒｅａｕｅｄ．，Ｔｒｕｔｈｉ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Ｍｕｎｉｃｈ：Ｏｎｔｏｓ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０，ｐｐ．２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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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

一、指称难题

故事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规定了相应的 “内部真理”。比如，柯南·道尔通过创作 《福尔摩斯探

案集》，确定了 “福尔摩斯是一个大侦探”“福尔摩斯住在贝克大街”等内部真理。毋庸置疑，这些

真理显然是有意义的。而这似乎意味着，其中的虚构名字 “福尔摩斯”是有所指称的，这些所谓内

部真理恰恰是关于福尔摩斯的真理。这种指称行为会贯穿整个创作过程。在柯南·道尔的创作过程

中，若问他用 “福尔摩斯”指称的是谁，他一定会回答说，指称的是福尔摩斯。

那么，在创作语境下，这样的指称果真能够实现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亨特 （Ｄ．Ｈｕｎｔｅｒ）指
出，“如果ｘ通过名字Ｎ指称ｙ，那么，ｘ心中一定有ｙ，并且意图用Ｎ来指称ｙ”①。然而，在创作语
境下，因为故事尚未完成，虚构对象的同一性尚未确立，因此，作者心中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虚构对

象。比如，柯南·道尔在写 《福尔摩斯探案集》时，他尚未确定福尔摩斯具有哪些属性，随着写作

的进行，内部属性才不断得以丰富。因此，柯南·道尔在使用 “福尔摩斯”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

确定的虚构对象与之对应，他也确实不能用 “福尔摩斯”进行指称。简言之，根据亨特的论证，在

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无法具有指称功能。

那么，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到底有没有指称呢？我们看起来面临一个两难境地：或者承认虚

构名字有所指称，然而，指称所需的必要条件却似乎难以满足；或者承认虚构名字没有指称，但这又

与我们的基本直觉判断不一致。这就是著名的 “虚构对象指称难题”。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下文

将之简称为 “指称难题”。亨特所做论证并不依赖于关于虚构对象任何范畴归属，因此，无论是创造

主义者还是柏拉图主义都需要对该难题做出回答。

二、空指称观

有的实在论者认为亨特质疑导致的威胁是巨大的，进而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虚构名字并没有指称

任何对象。这种观点将被称作 “空指称观”。持有空指称观的主要代表包括扎尔塔 （Ｅ．Ｎ．Ｚａｌｔａ）和
克里普克 （Ｓ．Ｋｒｉｐｋｅ）。扎尔塔是柏拉图主义者，克里普克是创造主义者，二人的形上学图景虽不相
同，但他们关于指称难题的处理意见却是一致的。

扎尔塔认为，虚构对象伴随着故事标记，不存在脱离故事的虚构对象，因此，指称一个虚构对象

一定是指称相应故事中的虚构对象。作者能够指称一个虚构对象的必要条件是，能够指称相应的故

事。这便意味着，作者只有完成对故事的创作才能完成对虚构对象的指称。指称难题的出现，恰恰是

因为人们误认为，可以没有指称相应的故事而指称虚构对象。扎尔塔认为，“这样的态度看起来是合

理的：直到讲完故事，柯南·道尔才能真正指称了福尔摩斯”②。一般地，虚构名字的指称链条会追

溯至作者的创作行为，即讲故事的整个过程。讲故事的过程结束之时，命名活动才结束，虚构名字才

真正获得指称。

那么，为何人们会认为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有指称呢？因为包含虚构名字的内部陈述是有意义

的，这似乎隐含着虚构名字有所指称。扎尔塔认为，这种隐含并不成立。他认为，故事文本中的虚构

名字表达的是弗雷格式涵义 （Ｆｒｅｇｅａｎｓｅｎｓｅ），包含虚构名字的语句表达的是以涵义为组成成分的弗
雷格式思想 （Ｆｒｅｇ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以 “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为例，扎尔
塔认为，“‘福尔摩斯’没指称任何对象，但表达一个弗雷格式涵义，该涵义构成这个句子所表达思

想的一部分。柯南·道尔写出那个句子时，他心里有的是该名字的涵义和该语句表达的思想。这就是

１９

①

②

Ｄ．Ｈ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ｉｎｏｎｇｉ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Ｇｒａｚ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Ｎｏ．１４，１９８１，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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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和语句所表达的内容”①。扎尔塔还认为，随着创作过程的推进，“福尔摩斯”的涵义会随之变

化，变得更加丰富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福尔摩斯”的指称在发生变化，因为创作语境是从言

（ｄｅｄｉｃｔｏ）语境，被谈论的不是指称而是涵义。
克里普克同样认为，在创作语境下，故事作者用虚构名字没有指称虚构对象，创作完成之后，虚

构名字才获得指称。在克里普克看来，作者通过虚构名字完成的不是指称行为，而是假装指称行为。

“当一个人创作一部虚构作品，无论一个正确的命名标准是什么，此时，命名标准都被假装满足了，

这乃是故事所要求假装的一部分。”③ 虚构名字用来假装指称人或物，相应地，包含虚构名字的语句

也仅仅用来假装表达命题。

克里普克将创作语境下使用的虚构语言，称作虚构语言的 “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虚构名字

仅仅被假装用来指称人或物。第一阶段结束后，进入 “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人们便将虚构对象

引入到本体论，进而能够用虚构名字对虚构对象真正进行指称，用量词真正进行量化。克里普克提醒

说，不能认为虚构名字用来假装指称并且实际有所指称，正确的说法是，通过虚构语言的第一阶段用

法，虚构对象被创造了出来④。人们通过拓展语言实现了对虚构对象的创造。

简言之，在扎尔塔和克里普克看来，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实际上没有指称任何对象，创作结

束后，虚构名字才获得了指称。为何人们 （特别是作者）会误认为虚构名字有所指称呢？从扎尔塔

和克里普克的视角看，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只有虚构名字有所指称才会有意义，而实际上，虚构名

字可以有意义却没有指称。扎尔塔诉诸弗雷格式涵义，而克里普克诉诸命名的假装原则。

三、全指称观

有的实在论者认为，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的确指称了相应的虚构对象。这种观点将被称作

“全指称观”。“全”与 “部分”相对。在本文第五部分，笔者会提出接续主义指称观。根据接续主

义指称观，虚构名字在直接意义上指称的是虚构对象的部分。根据全指称观，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

指称的就是相应虚构对象整体。持有全指称观的主要代表包括萨尔蒙 （Ｎ．Ｓａｌｍｏｎ）和汤姆逊 （Ａ．
Ｔｈｏｍａｓｓｏｎ）。

萨尔蒙对空指称观颇为不满。他认为，既然实在论者已经承认虚构对象，就应该统一地承认虚构

名字是真正的名字，这显然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他说：“既然虚构角色被当作实在的实体，为什么

还要承认它们的名字还会指称失败呢？这就像买了一部豪华的意大利跑车却置于车库中不用。我并不

是要你不爱惜跑车，我的建议是，既然为跑车支付了那么多钱就该去开一开，至少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要开一开。”⑤

萨尔蒙认为，若虚构名字被当作名字的话，就只有一种用法，即用来指称相应的虚构对象，创作

语境下的虚构名字也不例外。在创作过程中，柯南·道尔就是在真正意义上使用 “福尔摩斯”这个

名字。虽然当时福尔摩斯还不存在，但他认为 “将要存在一个虚构角色使得这个名字的当下用法有

所指称”⑥。正如父母会给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一样，孩子出生后，父母对孩子名字的用法与出生前

的用法是一样的，都是指称那个孩子。类似地，当虚构角色被创造之后，“福尔摩斯”的用法与之前

的用法是一样的，即都是指称相应的虚构角色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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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

那么，在创作语境下，作者通过包含虚构名字的语句完成的又是怎样的言语行为呢？萨尔蒙认

为，故事作者并非在真正断言语句所表达的命题，而是假装断言语句所表达的命题。就是说，故事作

者在从事从物假装 （ｄｅｒｅｐｒｅｔｅｎｓｅ）。比如，通过 “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
探”，柯南·道尔是在假装该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为真。就是说，假装福尔摩斯这个虚构角色是住在伦

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当然，被假装为真的这个命题本身是假的，因为该命题 “隐含着福

尔摩斯不是一个抽象实体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侦探”，而这显然并不成立①。在萨尔蒙看来，他的观

点是可信的，因为断言意味着承诺被断言的命题为真，假装断言则意味着假装承诺被断言的命题为

真，而虚构创作语境下牵涉的恰恰就是假装断言。

汤姆逊同样认为，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真正指称了虚构角色。她认为，作者第一次使用虚构名

字时，虚构名字便已经获得指称，命名仪式便已完成。汤姆逊指出，通常而言，虚构对象的命名仪式

通过一个虚构名字和一些描述性文字完成。以虚构角色西拉斯·马男 （ＳｉｌａｓＭａｒｎｅｒ）为例，作者乔
治·艾略特 （ＧｅｏｒｇｅＥｌｉｏｔ）在 《西拉斯·马男》的开头说：“在这个世纪初，有一个叫 ‘西拉斯·马

男’的织工，他住在靠近瑞芙罗村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在小屋里的织布机上干活。”汤姆逊认为，当

乔治·艾略特第一次使用 “西拉斯·马男”这个名字，便完成了对虚构角色西拉斯·马男的命名仪

式。通过这个名字，作者好像在说 “奠基于这些文字的虚构角色将被称作 ‘西拉斯·马男’”②。命

名仪式完成后，通过追溯到该命名仪式，后来出现的 “西拉斯·马男”都可保持相同指称。在汤姆

逊看来，创作语境下，故事作者使用虚构名字就是在真正地指称相应的虚构对象。

简言之，针对指称难题，汤姆逊与萨尔蒙的思路如下：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的确有所指称，

指称的就是相应的虚构对象；即使虚构对象的同一性尚未被确立，也并不影响命名仪式的完成③。

四、真理在中间

空指称观与全指称观是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到底牵涉的是 “空指称”

还是 “全指称”？笔者认为，无论是空指称观还是全指称观，恐怕都不能令人信服。

先考察空指称观。根据空指称观，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没有指称任何对象。为了回答指称难

题，持有者有义务解释为何人们会认为虚构名字有所指称。笔者认为，扎尔塔和克里普克的解释都算

不上成功。

扎尔塔通过弗雷格式涵义对虚构名字进行意义解释，进而认为虚构名字语义学并不要求必须承认

虚构名字有所指称。然而，这种建议并不合理，理由有三。其一，弗雷格式涵义常被视作神秘实

体④，该建议将承受巨大的本体论代价。其二，弗雷格式涵义并不适合用来对虚构名字进行意义分

析。在弗雷格 （Ｇ．Ｆｒｅｇｅ）看来，任何涵义都用来呈现一个唯一的对象⑤。然而，作者分配给虚构名
字的内容并非用来描述一个唯一的对象。比如，根据故事，“福尔摩斯”只是一个如此那般的人的名

字，故事并没有假设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如此那般⑥。其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或是按照非字面意思

理解，“内部真理”都具有特定真理性，而单称真理又隐含着名字有所指称。按照字面理解，“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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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虚构名字并没有指称虚构角色，虽然这些名字在故事中的用法会使得它们在外部语境下指称了相应的虚构角色。” （Ａ．
Ｔｈｏｍａｓｓｏ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Ｖｏｌ．５７，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２１４．）不难看出，汤姆逊对空指称论者的态度
是条件性的。因此，笔者依然将她看作是全指称观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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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表达的就是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
一个侦探这一真命题。按照非字面意思理解，该内部真理要被理解为 “根据故事福尔摩斯是一个住

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这是一个三元命题，说的是，故事分配给福尔摩斯 （即 “福

尔摩斯”所指虚构对象）是住在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这一属性①。因此，无论按照字面还是
非字面理解，该内部真理都表达一个关于福尔摩斯的真命题。因此，通过诉诸弗雷格式涵义，扎尔塔

至多能够论证，一个人可以承认内部真理有意义却不必承认虚构名字有所指称，却无法论证，一个人

可以承认内部真理的真理性却不必承认虚构名字有所指称。这是因为，通过诉诸弗雷格式涵义以及从

言语境分析策略，扎尔塔并不能承认内部真理具有真理性。

与扎尔塔不同，克里普克诉诸命名的假装原则。在他看来，人们容易混淆指称行为与假装指称行

为。他认为，在创作语境下，“福尔摩斯”被用来假装指称一个人，“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

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用来假装表达一个真命题。克里普克的建议看似合理，毕竟虚构离不开假装活
动。但是，该语句到底用来假装表达什么真命题呢？一定不会是 “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街

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这个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并不存在 （创作语境下，福尔摩斯的同一性尚未被确

立）！那么，是什么命题呢？看起来，并不存在一个非任意性的回答。相对地，日常名字却不会面临

类似问题。若我假装 “李白不喜欢喝酒”，我就是在假装李白不喜欢喝酒这个命题为真。

再考察全指称观。根据全指称观，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的确指称相应虚构对象。为了回答指

称难题，持有者有义务解释亨特提出的质疑不会构成真正威胁，就是说，虽然一个虚构对象的同一性

尚未确立，但并不影响作者用虚构名字对之进行指称。遗憾的是，萨尔蒙和汤姆逊并没有做出恰当解

释。汤姆逊相当于径直断言亨特质疑不构成威胁，但未予解释。萨尔蒙则认为，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

牵涉的是对未来虚构对象的指称，所指虚构对象同一性不确定并不影响指称行为。对此，笔者有两点

忧虑。一方面，一般地，未来实体自身便是需要辩护的，比如未来实体存在的条件是什么、未来实体

的同一性如何确定、到底有多少未来实体。这些问题恐怕都很难获得恰当回答。若如此，萨尔蒙诉诸

未来实体的主张，将承受巨大的本体论代价。另一方面，假如承认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指称虚构对

象，便需要解释这样语境下包含虚构名字的语句的语义是怎样的。萨尔蒙认为，作者是在假装相应的

虚构对象具有相应的属性，即作者在进行从物假装。比如，通过写出 “福尔摩斯是住在伦敦贝克大

街２２１Ｂ号的一个侦探”，柯南·道尔在假装福尔摩斯这个虚构对象住在伦敦贝克大街２２１Ｂ号并且是
一个侦探。在笔者看来，这并不合理。纵使是在创作语境下，作者也并没有假装一个虚构对象住在贝

克大街，因为虚构对象是抽象的，抽象对象必然不会住在贝克大街。作者怎么会对必然为假的内容进

行假装呢？纵使虚构牵涉假装，也不会牵涉这种类型的假装。这与虚构文学实践常识相冲突。

简言之，扎尔塔和克里普克未能合理解释，为何人们认为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有所指称；而萨

尔蒙和汤姆逊未能合理解释，为何亨特质疑构不成真正威胁。因此，两种观点都不能令人信服。为回

答虚构名字指称难题，笔者认为，更合适的方案应该是介于空指称观和全指称观之间。下面笔者将提

出接续主义虚构名字指称观，根据这种观点，创作语境下的虚构名字既非空指称，也非指称虚构对象

整体，而是直接指称虚构对象的部分。

五、接续主义指称观

接续主义 （Ｐｅｒｄｕｒａｎｔｉｓｍ）与持续主义 （Ｅｎｄｕｒａｎｔｉｓｍ）相对，是用来解释日常对象跨时间同一现
象的一种形上学理论。我们知道，事件或过程在时间中延展。比如，一场足球比赛可分为上半场和下

半场，上半场和下半场是比赛的两个部分，两个半场合起来构成整场比赛。球赛的典型特征是拥有时

间部分，每个时间部分仅仅存在于特定的时刻或时段，所有时间部分合起来共同构成整场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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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球赛的事件或过程拥有时间部分，那么日常对象呢？所谓 “持续主义”，就是认为与事件或

过程不同，日常对象没有时间部分，在持续存在的过程中，存在的都是整个对象。所谓 “接续主

义”，就是认为日常对象与事件或过程并无不同，同样拥有时间部分，不同的时间部分一起共同构成

其时间整体。在接续主义者看来，笔者面前的电脑桌像足球赛一样，拥有不同的时间部分。日常语言

中的 “这张桌子现在是光滑的”和 “这张桌子刚刚还是粗糙的”，应该更严格表述为 “现在的这张桌

子是光滑的”和 “刚刚的这张桌子是粗糙的”。其中 “现在的这张桌子”和 “刚刚的这张桌子”分

别指称这张桌子的两个不同的时间部分。

对一个接续主义者而言，当我指向一张桌子说 “这张桌子是光滑的”，我直接指称的是这张桌子

此刻拥有的时间部分，即此刻的这张桌子。通过指称这个时间部分，我完成了对这张桌子时间整体的

指称。在接续主义者看来，时间维度的指称恰如空间维度的指称：若我用手指着这张桌子的一角说

“这张桌子是光滑的”，我是通过指称这张桌子的空间部分即它的一角，完成对它的空间整体的指称。

这种观点一般被称为 “日常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

回到本文的议题，即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的指称问题。一方面，故事创作过程中，包含虚构名字

的内部陈述既然承载内部真理信息，看起来它们应该指称虚构对象。另一方面，虚构对象的同一性又

尚未确立，因此，看起来作者用虚构名字又不能完成指称。那么，在创作语境下，虚构名字到底有没

有指称呢？空指称论者无法尊重虚构名字 “有所指称”直觉，全指称论者又无法尊重虚构名字 “无

所指称”直觉。笔者认为，接续主义指称观会有助于解答指称难题。

虚构名字的每次出现都伴随着特定的属性描述。假设作者Ｓ通过故事文本Ｔ进行关于虚构对象Ｏ
的创作，在Ｔ中前后共出现ｎ次Ｏ的名字Ｎ。第１次出现Ｎ时，Ｓ总计赋予Ｏ的属性集记作Ｇ１。第２
次出现Ｎ时，Ｓ总计赋予Ｏ的属性集记作Ｇ２。以此类推，第ｎ次出现Ｎ时，Ｓ总计赋予 Ｏ的属性集
记作Ｇ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Ｔ中ｎ次出现的 Ｎ是否有所指称？若有所指称，指称什么？所涉指
称机制是什么？

空指称论者的回答是：Ｔ中ｎ次出现的Ｎ都是空名，没有指称任何对象。全指称论者的回答是：
像日常名字一样，ｎ次出现的Ｎ都有指称，指称的就是虚构对象Ｏ。这里，笔者主张的回答是：对任
意的ｉ，１≤ｉ≤ｎ，Ｔ中第ｉ次出现的Ｎ指称的是虚构对象Ｏｉ，属性集Ｇｉ规定了Ｏｉ的同一化条件，并
且Ｓ通过指称Ｏｉ指称了整体性的虚构对象 Ｏ。我们称 Ｏ１，Ｏ２，……，Ｏｎ是 Ｏ的时间部分，而 Ｏ是
它们的时间整体。这种观点将被称作 “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简称

为 “接续主义指称观”。

接续主义指称观依赖于这样一个辅助性的心理操作，即虚构名字 Ｎ的 ｎ次出现，对应着 ｎ个小
的故事文本。第１次Ｎ的出现对应的故事文本Ｔ１，是伴随Ｎ的第１次出现的那些属性描述；第２次
Ｎ的出现对应的故事文本Ｔ２，是Ｔ１加上伴随Ｎ的第２次出现对应的属性描述。以此类推，第 ｎ次 Ｎ
的出现对应的故事文本Ｔｎ，是Ｔｎ－１加上伴随Ｎ的第ｎ次出现的那些属性描述。每个Ｔｉ对应着唯一的
一个虚构对象Ｏｉ，Ｇｉ规定了Ｏｉ的同一化条件。其中，Ｔ被看作是通过一系列的Ｔｉ续写而成的完整故
事文本。

根据接续主义指称观，在创作语境下，Ｓ通过虚构名字Ｎ的ｎ次出现，分别指称了虚构对象Ｏ的
ｎ个时间部分Ｏ１，Ｏ２，……，Ｏｎ，并通过部分整体关系，间接完成对 Ｏ的指称。具体而言，该理论
包含三点：第一，在直接的意义上，任意的第ｉ次出现的Ｎ都指称了一个虚构角色Ｏｉ；第二，在直接
的意义上，任意的第ｉ次出现的 Ｎ都没有指称虚构角色 Ｏ；第三，对任意的 ｉ，通过第 ｉ次出现的 Ｎ
指称Ｏｉ，作者借此间接指称了Ｏ，因为Ｏｉ是Ｏ的时间部分。所谓 “直接意义”上的指称，就是在一

个时刻下对存在于该时刻的时间部分的指称。所谓 “间接意义”上的指称，就是在一个时刻对包含

该时刻对应的时间部分的整体对象的指称。考虑前面提到的日常对象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在直接意

义上指称桌子在此刻的时间部分，完成在间接意义上对桌子时间整体的指称。这里的虚构对象情况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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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虚构名字指称难题。根据虚构名字接续主义指称观，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在直接的意义上并

没有指称虚构对象整体，但是，在间接的意义上指称了虚构对象整体，即通过在直接意义上指称时间

部分来指称时间整体。这样，该理论能够同时解释 “有所指称”和 “无所指称”两种看似冲突的语

义直觉。接续主义虚构名字指称观与日常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本质上并无不同，两者都认为人们通

过指称时间部分指称时间整体。它们只是一个统一的指称观念在日常名字和虚构名字上的特殊应用而

已。

六、可能的质疑及回应

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既不同于空指称观，也不同于全指称观，有可能会遭受质疑。下面

笔者对可能的四个质疑进行回应，对接续主义指称观进行辩护。

质疑一：抽象对象具有时间部分吗？如果关于虚构对象的接续主义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不可信的，

那么，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似乎无从谈起。

回应：关于虚构对象的接续主义并不比关于日常对象的接续主义更难理解。从接续主义的角度

看，一个日常对象的时间部分都是具体的，即占据时空，而且和其时间整体之间的关系是部分整体关

系 （ｐａｒｔ－ｗｈｏ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从接续主义的角度看，对于虚构对象而言，不同的是其时间部分都是虚构
的，是抽象的，不占据时空。不过，其时间部分和时间整体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部分整体关系。

一个日常对象ｏ在时刻ｉ的时间部分 ｏｉ，就是 “ｉ时刻的 ｏ”，比如黄河在此时此刻的时间部分，
就是 “此时此刻的黄河”。与此对应，一个虚构对象 Ｏ在时刻 ｉ的时间部分 Ｏｉ，就是 “ｉ时刻的 Ｏ”
（时刻ｉ即第ｉ次使用Ｏ的名字Ｎ时）。通过不同的时间部分，黄河在变化中保持同一，变化表现在每
个时间片段都不同，同一则表现在每个黄河片段都是黄河的一个构成部分。为了理解黄河的时间部分

和整体，我们需要预先了解 “河流”这个范畴。类似地，通过不同的时间部分，在柯南·道尔的创

作过程中，变化表现在每个福尔摩斯片段都不同，同一则表现在每个福尔摩斯片段都是福尔摩斯整体

的构成部分。为了理解福尔摩斯的时间部分和整体，我们需要预先了解 “虚构角色”这个范畴。因

此，如果日常对象接续主义可以理解，虚构对象接续主义同样可以理解。

质疑二：纵使关于虚构对象的接续主义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到底如何确定哪些东西构成了哪些虚

构对象的时间部分呢？若不能回答该问题，移植接续主义理念到虚构对象领域将依然是不合理的，因

此，接续主义虚构名字指称观将仍然是不可信的。

回应：在这个问题上，虚构对象接续主义要比日常对象接续主义更有优势。对日常对象而言，接

续主义者要通过一个初始的关系来确定哪些东西构成了哪些对象的时间部分。奎因 （Ｗ．Ｖ．Ｑｕｉｎｅ）
称这种关系为同族关系 （ｋｉｎｓｈｉｐ），只要彼此之间具有同族关系即是时间部分①。在笔者看来，关于
虚构对象的接续主义更有优势，因为关于如何确定虚构对象部分整体关系的外延，接续主义者拥有更

多线索。具体而言，在创作语境下，一个虚构对象 Ｏ牵涉的时间部分整体关系具有文本基础。虚构
对象整体Ｏ对应的是整个文本Ｔ。时间部分Ｏｉ对应的是文本Ｔｉ，而Ｔｉ是Ｔ的构成部分。另外，Ｔｉ与
Ｔｉ－１之间具有 “继续”关系。根据定义，Ｔｉ是Ｔｉ－１加上伴随第ｉ次出现的Ｏ的名字Ｎ的性质描述。相
应地，Ｏｉ比Ｏｉ－１更 “丰富”，因为Ｇｉ比Ｇｉ－１包含的属性更多。简言之，虚构对象的故事文本基础使
得虚构对象的时间部分整体关系外延相对更加清晰。

质疑三：根据接续主义指称观，在创作语境下，对虚构对象的指称通过对其时间部分的指称完

成，但是，既然虚构对象的时间部分依然是抽象对象，那么，如何完成对时间部分的指称呢？

回应：为了承认虚构名字是真正有所指称的名字，像所有实在论者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抽象对象

可以被指称。比如，纵使是空指称论者扎尔塔和克里普克也认为，创作过程结束后，虚构名字可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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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指称虚构对象。假若接受流行的因果指称理论，则必须对命名条件进行拓展使得虚构名字对应的命

名仪式也可以完成。特别是，被命名的对象不必与命名者处于因果关系中。在笔者看来，只要承认抽

象对象，这样的限制就必须消除。比如，若承认自然数，那么，为了完成对自然数的指称，我们不必

与自然数处于因果关系中。自然数是抽象的，不在时空中。对虚构对象而言，情况是类似的。

那么，到底如何完成对虚构对象部分的指称呢？按照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理论，命名仪式可以通

过实指也可以通过描述完成①。笔者认为，对虚构对象的时间部分的指称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完成。

先考虑日常对象情况。比如，我可以通过说出 “让我们把第一个到达教室的人称作 ‘秃鹫’”完成对

某个人的命名仪式。如果确实有人进入教室，那个第一个到达教室的人就是 “秃鹫”所命名的人。

再考虑抽象对象情况。比如，我可以通过说出 “让我们把０的后继称作 ‘１’”完成对１的命名仪式。
作为０的后继的那个唯一的自然数将会是 “１”所命名的对象。类似地，我们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完
成对虚构对象的命名仪式。特别地，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完成对虚构对象的时间部分的命名和指称。

比如，在柯南·道尔创作福尔摩斯的过程中，当 “福尔摩斯”第 ｉ次出现时，它相当于说 “让我们

将如此这般的侦探称作 ‘福尔摩斯’”。此处的 “如此这般”对应的是Ｔｉ给出的属性描述。第 ｉ次出
现的 “福尔摩斯”命名的就是时间部分福尔摩斯ｉ。

质疑四：萨尔蒙认为，创作过程中作者通过虚构名字完成的指称行为，恰如用日常名字对未来实

体进行指称。接续主义指称论者似乎同样认为虚构名字指称的是未来实体。那么，从接续主义指称观

的视角看，创作过程中的虚构名字指称现象与日常的指称未来实体现象具有怎样的差别呢？

回应：卡普兰曾以 “纽曼１”（Ｎｅｗｍａｎ１）为例说明指称未来实体现象②。“纽曼１”被用来指称
二十二世纪出生的第一个男孩。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让我们将二十二世纪出生的第一个男

孩称为 ‘纽曼１’”完成对纽曼１的命名。就是说，虽然这样的孩子尚未出世，也尚未被任何妈妈怀
孕，我们依然可以完成对纽曼１的命名。与此不同，根据虚构名字接续主义指称观，虽然福尔摩斯同
一性尚未被确立，柯南·道尔依然可以直接指称福尔摩斯的时间部分，福尔摩斯并非完全不存在，因

为其时间部分在不断的生成中。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差异。其一，指称未来的日常实体是可能失败的，但是，创作语境下对虚构

对象的指称行为却不会失败。比如，假设二十二世纪最早出生的男孩是多个而不是一个，或者更极端

一些，二十二世纪出生的都是女孩，或者二十二世纪人类已经由于核弹灭亡了，那么，“纽曼１”都
会指称失败。然而，一旦柯南·道尔的虚构意向确定，无论柯南·道尔所写的故事按照什么方向发

展，“福尔摩斯”总是在指称一个虚构对象整体，绝不会指称失败。其二，纵使未来日常实体真地会

存在，对其指称也不是通过指称其时间部分来完成。比如，在进入二十二世纪之前，纽曼１根本没有
时间部分 （因为它不存在），不可能通过对时间部分的指称完成对纽曼１整体的指称。以上三方面的
差异，使得接续主义指称观适用于创作过程中的虚构名字，却不适用于一般的未来实体名字。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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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从儒家伦理的视角看

王　珏

【摘要】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保障领域的代际公平问题愈加凸显。通过与自由主义代际

公平理论的对比研究，本文表明至少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孝道仍然是养老资源代际分配的一个重要道德依

据和价值基础。对以孝道为基础的代际契约的重视，不仅给解决中国语境下养老领域代际公平问题提供了

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而且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度资源。本文尝试从儒家家庭本位的社

会正义观出发，通过重构传统伦理资源，探索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背

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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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龄化与代际公平危机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养老保障体系改革成为最受重视、最多争议的世界性伦理－政治议
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围绕着养老保障领域中 “代际公平”（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ｔｙ）的讨论就
已经席卷北美和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并延续至今，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议程与政策导

向。如学者们所达成共识的，“代际公平”问题背后最重要的社会历史语境是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①。

严格说来，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由两个因素构成：低生育率、人均寿命的延长。两者共同作用的直接后

果就是养老抚养比的变化：一边是愈加庞大的退休人口，耗费越来越多的退休金和医疗照顾费用；另

一边则是急剧减少的劳动人口，未来能转移支付给退休人口的资金也相应减少。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

长期趋势，对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提出严峻挑战，更严重的是，它侵蚀了养老制度赖

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代际契约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养老制度本质是一种在经济上活跃的社会成
员与已不活跃的成员之间分配资源的政治制度，因而，必然隐含一种代际契约作为伦理前提：当前工

作的一代有义务支持退休的一代，同时作为回报，当前工作一代有权利在自己将来退休的时候，从未

来工作的一代得到同等水平的支持。然而老龄化趋势展现了一种可能违反契约的不公平前景：当下和

未来的工作世代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将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高的保险缴费率，但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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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资金支持却大为缩水，有研究者将这种前景称为养老金权利危机 （ｔｈｅ“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ｒｉｓｉｓ）。不
难发现，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同样面临着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代际公平危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以世界第一的老龄化速度迈向深度老龄社会，并将长期负担着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老龄人口。根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００年中国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７％，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
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１．４％，接近国际标准１４％的深度老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
刚刚颁布的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Ｎｏ．１９》显示，中国人口的负增长已经
势不可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代际公平已经成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迫在眉睫的危机：统计数

据显示，基本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已经由制度建立之初的５∶１降到２８∶１，２０１５年养老基金当期收不
抵支的省份达到６个，并且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到２０２２年半数省份养老基金将收不抵支，其中个别
省份累计结余耗尽风险加大①。

面对渐行渐近的养老危机，我们很自然地会将目光投向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因而积累了更多应

对经验的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关于 “代际公平”的讨论产生了两种竞争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案，主张 “私有化”养老保险制度，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养老资金由社会

保障系统、通过公共资金支付的部分。其伦理依据是老龄化压力下养老保险制度必然会陷入如前所述

的养老金权利危机，这意味着要求年轻一代在经济上支持年老一代的代际契约已经破产了②。第二种

是自由主义契约论的方案，主张在代际之间建立罗尔斯式社会契约，其伦理依据是代际契约可以转化

为在同一个人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审慎分配。然而，回到中国语境下的代际公平问题可以发现，这两

个方案都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一种方案显然并不适合于社会保障程度原本就不发

达、区域间不公平问题严重的现阶段中国国情。第二种契约论方案则带有过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将之片面限定在国家福利制度公共支付的维度，而将私人领域中的代际交换互助完全排除于道德考量

之外。如下文将看到的，这种自由主义模式过分缩减了代际契约的内容，难以维持一个富有内容同时

富有弹性的代际取予均衡模式，而后者恰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此外，它在

一个关键点上也背离了中国人在养老问题的道德直觉。在中国研究者视野中，养老从来不是一个单纯

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养老秩序达成与否直接关联人伦秩序的存废。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学者似乎

同等关注 （如果不是更关注）家庭内代际公平，并将家庭养老领域出现的孝道衰落、“恩往下流”等

现象看作是代际公平失衡的危险表现③。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中，关于代际公平的考量必然跨越私人领

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划分。西方语境中谈论 “代际公平”问题时，往往聚焦于某一年龄群组 （比如

美国婴儿潮一代）在竞争公共资源时是不是占据了不公平的份额；而中国语境下的 “代际公平”讨

论关注的主要不是代际竞争的这一面，而是代际团结失衡的危险。

这种价值视野上的差异不应当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偏好，相反，其中隐藏着解决中国养老

领域代际公平问题的重要伦理资源，后者正是本文试图挖掘的主题。事实上，西方持续几十年之久的

代际公平讨论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解决方案，不如说促成了如下认识：代际公平本质上是一个开

放的问题，如何解决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作为养老保障制度运作基础的代际契约。一方面，

只有诉诸于代际契约，才有判定公平与否的标准；另一方面，对代际契约模式的不同理解也制约着追

９９

①

②

③

王延中主编：《社会保障绿皮书：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Ｎｏ．１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５—３４
页。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Ｈａｍｍｅｒ，ＴａｎｊａＩｓｔｅｎｉ＆ＬｉｌｉＶａｒｇｈａ，“ＴｈｅＢｒｏｋｅ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Ｇｅｎｅｒ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０１８．
参见车茂娟：《中国家庭养育关系中的 “逆反哺”模式》，《人口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狄金华、郑丹丹：《“恩往下流”：农村养
老的伦理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００３版社会学；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５期；闫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求代际公平目标时所能采取的手段，并最终影响代际公平实现的效果。

代际契约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这意味着在衡量某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代际公平状况时，必须充

分考量文化语境与传统价值信念的影响。换言之，妥善应对中国养老保障领域中的代际公平危机需要

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根基，寻找能够将传统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伦理生长点，并通过恰当的制度转化，

将之培育为能够在老龄化压力下保护代际团结的屏障。这是中国养老制度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也是一

个长期而复杂的课题。本文将仅限于从伦理角度探讨此课题中的一个起点性问题：中国传统的养老代

际契约及其对代际取予均衡关系的理解，是否仍然是在中国当下历史语境中实现代际公平的重要出发

点？如果以之为出发点，它又为实现代际公平贡献了什么样的理论视野和制度资源？

二、中国语境下的反馈模式与代际契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著名社会家费孝通就提炼出 “反馈模式”，作为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

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并将之与西方社会的 “接力模式”严格区分开来。用公式来表示，西方的公

式是Ｆ１→Ｆ２→Ｆ３→Ｆｎ；中国的公式是Ｆ１←→Ｆ２←→Ｆ３←→Ｆｎ（Ｆ代表世代，→代表抚育，←代表赡
养）①。两个模式的首要差别在于是否承认子女赡养父母义务，更深层的差别则是对代际契约的不同

理解。接力模式预设的是单向的、个人主义导向的契约；而反馈模式则将每个主体 （Ｆｎ）看作是属
于同一个给予与反馈的网络中，平衡世代之间的取予的代际契约也必须依赖于这个网络才能得到确

定。这种以儒家孝道为根基的 “反馈模式”，不仅是无数中国家庭仍然实践着的日用伦常，也成为中

国学者研究代际关系和养老模式的一个主导视域②。随着社会文化与家庭结构的变迁，越来越多社会

研究与调查注意到养老领域中传统反馈模式的衰落及由此引发的代际不公问题：反馈的逻辑被市场化

和理性经济人的交换逻辑或者片面强调父母义务的 “恩往下流”所替代，结果是已经为子代付出的

父辈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特别是在某些农村地区，老人在失衡的代际关系格局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又受制于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国家福利支持，以至于晚年生活艰辛。代际失衡所导

致的农村养老危机，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③。

基于反馈模式的巨大影响，中国语境下的代际公平议题指向的是包含着两个维度的一场全面危

机。从宏观维度 （公共生活层次）看，代际冲突的来源是不同世代对福利制度贡献与收益的不平衡，

危机的核心表现是国家福利制度能否承受为越来越庞大的老年群体提供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的压力。从

微观维度 （私人生活层次）看，代际危机的来源是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的不平衡，特别表现为一种子

代对父代的单方面索取，所谓 “恩往下流”的现象。危机的核心表现是主张家庭责任的传统反馈养

老模式能否在现代社会行之有效。

需要看到，相较于通常只关注福利制度层次上代际冲突的西方视角，上述中国视角不仅仅在宏观

维度之外加上一个微观维度，更重要的是，对代际契约性质的解释发生了一个微妙而深刻的重点转

移。我们可以将之标识为一种从代际 “竞争模式”到 “相互依赖模式”的转变，两者立足于对世代

００１

①

②

③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年第３期，第７
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的社会调查资料都表明家庭养老在中国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虽然也面临
种种挑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其次，《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我国 《婚姻法》第２１条也规定：子女
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就养老是涉

及伦理、政治和实践的综合问题而言，它不能不受到所置身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家

庭价值与孝道。

参见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郭于华：《代际
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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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时间经验。如德国现象学家黑尔德 （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敏锐指出的，对生命进程有两种不同的时间
上的体验方式，一种是度日的经验，另一种是世代生成的整体性经验①。度日的经验基于日常性，基

于我们对时间日复一日的计算。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代际公平理念就是基于上述计算逻辑的概念，将

代际冲突理解为不同世代 （即先后进入国家福利系统中的不同年龄群组）之间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关

系，所谓代际公平就是计算出离散的不同年龄群组的公平分配份额。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则系于原发

的亲子和家庭经验，通过亲子经验 “超过对个别日子的计算，而远眺我的生命整体，将作为生死之

间的成长和衰老，自己的衰老至死亡的生命过程置于世代序列”②。换言之，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源

生于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及生命深层的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事实。传统反馈的养老模式所呼应的正是

这一深层的时间经验，其隐含的代际契约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代际相互依赖的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仅

仅关注福利制度中世代之间的线性关联，反馈模式的代际契约着眼于从人生的整个历程来衡量社会成

员世代间的取予关系，并倾向于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僵硬划分。两者之间的区别具有深刻而复

杂的政治、社会和伦理蕴含。本文将仅限于从伦理角度探讨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如何引导我们超出西

方自由主义模式，而趋向于一种体现儒家正义论原则的代际公平理念。

三、家庭与孝道作为理解代际公平的基础语境

笔者将通过与自由主义契约论模式的对比研究，阐明基于世代生成经验的代际契约对解决代际公

平问题的关键意义。本文选择美国生命伦理学家诺曼·丹尼尔斯 （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的审慎生命周期
理论 （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ｆｅｓｐ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作为自由主义契约论模式的代表，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１．丹尼
尔斯是将罗尔斯正义论应用到养老保障制度领域的理论先驱，其立场可以说代表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

社会应对养老代际公平危机的一种主导模式；２．丹尼尔斯明确否认孝道可以成为养老资源分配的价
值基础，而孝道恰恰是中国传统反馈养老模式的伦理与文化基础。

丹尼尔斯从实际生活和伦理论证两个方面给出了必须排除孝道原则的理由：一方面，随着社会生

产方式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国家福利制度已经代替家庭成为养老责任的首要提供者。重新回到家庭养

老模式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另一方面，仅仅依据父母养育了子女这一事实，无法合理地推出子女孝

养父母的义务，或者至少无法无争议地确定子女对父母所负义务的内容。这里，丹尼尔斯的论证可以

看作是康德经典论证的一个翻版，其核心论点是亲子关系永远无法达到对等性。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是

由他们选择成为父母这一行为所附加的，但子女没有对等的行为 （即子女并没有选择成为子女的自

由），因而子女并不欠父母任何东西③。在将家庭与孝道排除出可选项范围之后，丹尼尔斯设置了一

种罗尔斯式无知之幕，以实现用一种完全公共的方式来确定代际之间公平分配比率的目的。他主张从

生命周期出发，将不同年龄群组之间的财富转移理解为同一生命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如此确立的分

配比率是完全以个人为导向的，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代际转移的形式。

从儒家视角出发，丹尼尔斯契约论的理论框架至少在三个方面会遭遇严重的理论困难。第一，孝

道责任不能被还原为一种基于对等性的伦理关系。在儒家看来，家庭关系首要的是一种 “一体”的

关系：“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

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

亲。”（《吕氏春秋·精通》）“一体”的比喻不仅意味着家庭成员属于一个共同体，而且凸显了家庭

１０１

①

②

③

［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８页。
同上，第２５４页。
ＮｏｒｍａｎＤａｎｉｅｌｓ，ＡｍＩＭｙＰａｒｅｎｔｓＫｅｅｐｅ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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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救助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的特征在于它的无条件性：比如我母亲生了严重

疾病，我不得不承担照料她的责任，虽然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对我构成不公

平，因为这恰恰是家庭关系本质的内在要求。换言之，置身于家庭之中意味着被接纳于一个给予与接

受的网络中，在其中我最迫切的需要总会得到回应。鉴于人类生存的脆弱性和有限性 （即每个人都

会有年幼、生病、受伤、残疾以及衰老的时候），这种以家庭为典范的给予与接受之网构成了人生的

基本之善，是人类生活繁荣兴旺的一个根本条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网络中给予者与接受者的身份

是可互换的、可逆的，造就我们给予者的身份与道德义务的是我们曾经作为接受者所接受的照料。当

自由主义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设想为对等的原子式个体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是否认了父母与子

女的生命是通过代际演替而深度联结在一起的事实，否认了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与之相反，儒家对

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理解已经预设了一个给予与接受的共同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道德义务是基于

在这一关怀共同体中关怀者角色的交互性，而非对等性。孔子有一段著名评论：“子生三年，然后免

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可以

看作是上述逻辑的直观佐证。而中国传统的反馈模式Ｆ１←→Ｆ２←→Ｆ３则可以看作是上述逻辑的制度
化，其中每一个Ｆｎ都是一个责任主体，通过交互责任实现代际之间的依赖和团结。总之，在儒家看
来，要正确理解代际之间的伦理契约、理解养老秩序，就必须从家庭开始，从肯定代际之间的相互依

赖开始。是否承认家庭源初的伦理地位，是儒家与自由主义者在养老问题上争执的第一个关键点。

丹尼尔斯模式会遇到的第二个严重挑战，是关于选择主体的同一性难题。丹尼尔斯模式设定无知

之幕 （包括对自己年龄无知）之后的个体必然会选择一种最公平的方式，在整个生命周期之内合理

分配社会基本善。然而，这样孤零零的、抽象的个人是否能够真实想象自己老龄生活的样子，能够预

测自己在衰老的阶段所持的价值观？如果无法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丹尼尔斯模式就会面临

“非同一性”问题，从而危及他的核心主张，即生命周期解释应当可以不偏不倚地对待生命的每一个

阶段①。为了把生命诸阶段融为一体，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共同的词汇

和实践以把握生命历程的总体意义。对后一个任务而言，显然家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家庭提供

了一个重要语境，只有参照它，个体的生命历程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才能具有公共可理解性。

儒家反馈模式的一个理论优势在于它将主体的年龄变化与他在一个给予与接受的共同体中的伦理

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叙事。并非偶然的，人们在家庭代际中的位置与其在福利制度

中的代际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通过将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转化为个体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分

配问题，丹尼尔斯实质上割裂代际之间的联系，也遮蔽了福利制度与社会其他机制之间的互动，这使

他所设想的那种理想化的代际分配比率难免沦为空中楼阁。

第三点困难可以看作是第一点困难的逻辑延伸。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建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

域的严格区分，并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能够充分合作的成年公民之间的关系作为理解正义的主要背

景。这解释了丹尼尔斯模式的一个基础性预设，即代际公平只能在社会正义论的一般框架下解决，属

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孝道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但如果上述第一点论证是成立的，即养老道德

义务首先基于对依赖性的承认以及对家庭作为一个接受／给予网络的基础地位的认可，那么罗尔斯式
社会正义论就不足以应对养老领域中所有合理的、公平的要求。如美国著名社群主义伦理学家麦金泰

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所指出的，当罗尔斯式正义理论以抽象的社会而非家庭或学校为背景时，它
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即家庭成员的需要以及每个人为家庭的共同事业所做的贡献以及随之应得的利

２０１

① 此处关于对审慎生命周期理论的 “非同一性”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Ｗａｙｍａｃｋ的研究的扩展。（ＭａｒｋＨ．Ｗａｙｍａｃｋ，“ＯｌｄＡ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Ｓｃａｒｃ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ＮａｎｃｙＪｅｃｋｅｒ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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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两者都为分配利益提供根据①。

此外，维持一个给予／接受的网络所需要的正义标准也与罗尔斯式正义标准完全不同。后者假定
人们的基本需求都是稳定和同质的，我们可以理性计算出分配资源的最优化方式，以达到某种帕雷托

最优状态。但在一个给予／接受的网络中，所谓 “正义的”给予的标准并非是我曾经接受的东西，甚

至不是我能合理期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需求者的需求本身。简单地说，我欠我父母的就是他们所真正

需要的东西，并且这种责任是无法预先设定预算或加以理性优化，反之亦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

无法在家庭的脉络中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相反，家庭成员经常为了改善一位亲人的命运 （有时甚

至只是为了满足愿望）而接受一些较小的或短期的不利情况，包括为了家庭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

利益②。家庭生活的正义往往通过这种局部的 “不公平”而达到整体网络的、跨时间的公平。与此类

似，儒家会认为，丹尼尔斯模式将代际公平问题局限于社会正义理论框架之中是有误导性的。如果关

于代际分配公平的探讨仅仅从成熟的理性人开始，那么这种探讨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养老问题所代表的

人类生活处境 （ｈｕｍａ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的一个真实基础，即脆弱与依赖。人生的底色离不开生命两端的依
赖状态：从不免于父母之怀的幼儿到年老体衰的老人，人生的整个历程都包裹在交互照料网络之中，

年龄的变化也必将表现为照顾与被照顾者角色的变换。只要人类生存还不能免于脆弱性和依赖性，那

么这种相互关怀的网络就是处理代际关系与代际公平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因而，在儒家看来，罗尔斯

式社会正义理论是不充分的，因后者的探讨方式在起点上就已经越过了代际之间根底上相互依赖的关

系。

回到代际公平讨论中最基础的问题，代际之间是否有契约来维持资源的代际转移？如果有契约的

话，契约又是依据什么达成的？儒家的回答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儒家坚持认为家庭是回答上

述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语境，代际契约植根于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家庭关系原型，对代际公平问

题的回答必须 “始于家庭”。相应地，定义 “代际公平”的最佳语境并非个体自身，而是个体衰老和

世代更替过程中的一些共享的期待和义务。这些共享的期待和义务植根于日常实践着的代际依赖与团

结，并且随着社会文化、伦理处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就家庭是实践代际依赖与团结的首要伦理

场所而言，它必然在一种 “代际公平”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很大程度正是来

源于它对家庭的本质与作用的深刻洞察。下文就尝试从儒家伦理资源出发，构建一种家庭本位的代际

公平分配模式，以应对中国当下养老领域中的代际公平危机。

四、儒家正义论视域下的代际公平

关于儒家思想的性质，当前学界也是莫衷一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说法有心性儒学、政治儒学和

宗教儒学三种③。本文采取一个更宽泛的理解，把儒学理解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生活体系，并

以此出发重构儒家分配正义与社会正义理论，以应对来自现代生活的挑战④。尽管养老领域的代际公

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社会 －经济结构———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生的 “新”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资源就不再适用。虽然中国需要吸收很多西方因素以完成一

个现代化的构建，但对于日常生活世界而言，“儒家式的正义秩序”仍然具有可欲的吸引力，并在很

大程度上帮助维持社会和伦理关系的正常运转。正如本文试图论证的，养老反馈模式不仅给解决中国

语境下养老领域代际公平问题开辟了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野，而且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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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艾里克斯·弗罗伊弗：《道德哲学十一讲》，刘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７页。
［美］内尔·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候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８页。
赵宏宇：《儒家视野下的社会正义观》，《原道》２０１５年第２８辑。
陈祖为：《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社会正义观》，《伦理学与公共事务》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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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资源。问题在于如何重构儒家正义论，以使其最基本的特质、最关键的承诺能够切中当代社会现

实的脉搏，帮助解决当下生活世界的挑战。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种儒家正义论至少可以贡献如下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儒家理想中的正义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所谓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孟子·离娄上》），家庭被看作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基础和中心。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虽然家庭并

不被包括在社会领域中，但家庭被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并为社会领域划定了第一组边界。因而，

在分配中首先要确立以家庭为本位的优先原则。即使现代化进程分离了家庭所承担的部分功能 （比

如生产功能），但这并不改变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分配领域的事实。亲属关系和感情纽带

也并未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使家庭成为一个分配正义无法企及的领域，相反，家庭领域有属于自己

的正义原则，并将影响力延伸到其他领域，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关①。具体到养老秩序，儒家

会认为参与代际契约的并不是离散的不同年龄群组，也不仅是单个的个体 （这些个体分别属于不同

的世代），而是不同的世代通过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代际之间的取予关系。换言之，就维持养老

领域中的代际公平而言，家庭并非如自由主义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无关因素，相反，它是一个关键的

行动者，是平衡代际之间取予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不同于罗尔斯式代际契约仅仅考虑单向度、前

后相继地通过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世代之间的平等分配关系，儒家式代际契约的着眼点是代际之

间总已经在进行的互助互济：父代通过公私两个渠道转移资源给子代，直到子代工作、自立；子代工

作后，自然有义务反馈支持父代，这种支持既包括家庭内的赡养，也包括通过养老福利体制向父代转

移收入。换言之，保持和提升代际公平的关键在于维持和加强代际团结的纽带。落实到公共政策，儒

家的代际公平观念会更加注重平衡老年福利与儿童福利，并倾向于为家庭留下更大的自主空间。

相应地，世代之间公平分配原则不应仅仅基于个人的权利与应得，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权利

与应得，而是我们相互交织的生命与责任。如范瑞平指出的，经典的儒家社会正义论首要关心的是，

如何促进和提升仁义这些内在伦理之善的实现；儒家正义观要求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德性 （仁即是典

型的例子）的完满实现，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自我的权利或应得②。植根于孝的德性，儒家反馈模式事

实上支持了家庭内部服务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不仅成年子女赡养老年父母，父母也会持续地给成年子

女以帮助，包括金钱上的资助。这种传统的代际关系衍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 “责任伦理”的机制③，

老年人出于自身的责任感和对子女的关爱，他也会通过降低自身需要、帮助子女照看孙辈、承担家

务、直接补贴等方式降低子女的家庭负担。将老年人简单理解为社会负担是一种误导的看法，相反，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双向的交流主导着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这种双向的交流有助于减轻国家

福利制度内部代际不公的压力。一方面，从父母向子女的逆向资源流动可以有效平衡子代所负担的养

老缴费压力。此外，从父母到成年子女的逆向资助的行为也是对国家福利系统的一种重要补充，因为

父母对子女的资助和帮助通常更切合受帮助者的需要，能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分配。相关的社会学、

政治学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家庭内代际互助的存在使得不同代际的利益冲突有了在微观层次上沟通和

调和的可能性，亦即家庭养老可以为福利国家养老金改革提供缓冲空间。如果家庭养老衰落的话，那

么养老体系就会陷入对社会保险路径严重依赖，一条腿走路的另一面就是潜藏着的巨大系统性和制度

性风险④。就此而言，无论从微观维度还是宏观维度看，代际公平关系在深层次上都需要通过家庭这

个社会细胞而得到调节和维持。虽然存在着 “恩往下流”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中国社会

中家庭养老已经失败了，而只意味着需要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重新理解孝道。有学者指出，中国家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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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褚宋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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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 “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参见刘骥：《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养老金政治的比较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９—６６页。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经历着 “下行式家庭主义”的重构，这种家庭主义着眼于 “代际团结的功能性益处和对孝顺的再定

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转变，共同产生代际之间的团结一致”①。

最后，虽然儒家认为赡养老人是家庭的首要责任，但这里并不存在对政府责任的 “挤出效应”，

相反，家庭是否胜任这份责任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儒家仁政思想要求政府帮

助家庭完成照料老人的责任，这既包括帮助家庭积累适度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也包括

直接提供养老服务和养老支持。孟子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甚至给出保持家庭充裕的具体标准，以之

为仁政的根本，“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

上》）。假使家庭中人人生活充裕是社会和政府的分配目标，那么很自然那些没有得到家庭给予与接

受网络庇护的人应该优先得到政府的适当照顾。一种儒家社会正义论会主张政府资源优先分配给四类

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

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就养老而言，这意味着政府有责任在家庭

失灵的情况下起到替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所主张的政府与家庭混合责任立场与西方国家福

利制度建构中盛行的 “大政府、小家庭”模式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是企图用政府责任来替代家庭责

任，乃至挤出家庭。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所指出的，如果国家只是单纯地取
代了父亲的角色，那么福利国家并没有消除家庭破裂的社会成本，而只是将它从缺失的父亲处不公平

地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甚至反向激励 “去家庭化”，进一步削弱社会资本②。同理，片面强调社会养

老将使人不能 “亲其亲”，不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最终侵蚀社会团结纽带。过分倚重 “公共儿

女”提供资源，不仅在分配上是低效的，而且易于陷入代际冲突的风险。就家庭是代际团结的源泉、

也是其传递媒介而言，在老龄化时代，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更加需要守住家庭之根。

综上所述，儒家正义论主张一种超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二元对立的代际公平理念，这种代际公

平不能被抽象为某种分配比率，而必须实现于一个植根于世代生成时间体验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相

互依赖的关怀网络之中，在其中个人责任、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相辅相成。从这种代际公平的理念出

发，在制度层面上，儒家正义论支持构建一种以家庭养老为中心、国家福利制度为主导、社区服务为

依托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合理建构的这种养老模式不仅可以延续中国文化伦理传统，而且可以有

效沟通养老制度的宏观与微观层面，缓和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澄清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养老

制度设计不应该被误解为是让国家退出养老责任，让家庭独自承担绝大部分的养老压力。相反，在儒

家社会图景中，家庭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道环围。相应地，一种儒家正义论的视角始终关注如何在

家庭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密切互动中为家庭的自主性与功能性留下充足的空间。这种思路对国家责任提

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要求，它要求国家不仅承担应负的养老责任，而且要求国家建立维护家庭价值的

社会政策体系，将养老资源分配问题嵌入更深层的社会成员相互依赖的网络中，以从源头提升代际和

谐，降低养老领域代际冲突的风险。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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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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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 “自足”

陶　涛

【摘要】本文基于对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 “自足”的分析，讨论了在两种视域 （自我与他者对立／自
我与他者统一）下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简言之，在两者对立的视域下，自我仅限于孤立个体，他者成为我

们不得不提防、又不得不依靠的外在事物，因而自足无法实现；但在两者统一的视域下，他者则是实现自

足的必要手段与路径。继而，本文试图指出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是现代性的局限性之一，重新思考 “自足”

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到外在善 （尤其是财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且有利于我们在与他者共同生

活的过程中，积极地寻求卓越德性与幸福生活。

【关键词】自足；自我；他者；人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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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如何幸福地生活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自苏格拉底以降，哲学或伦理

学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反思、审视生活的功能，即便这种功能的痕迹在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中已经日益

苍白。１９５７年，当牛津的道德哲学被控以 “腐化年轻人”时，安斯库姆 （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就
戏谑地指出这种指控是不对的，因为腐化年轻人首先意味着道德哲学要能够改变人，但黑尔 （Ｈａｒｅ）
等基于语言分析的道德哲学却连这点都无法做到①。然而，纵使在极度强调实践的古希腊时期，人们

对该问题的回答其实也未能 （抑或永远不能）达成共识。这种困难不仅在于该问题往往要依赖具体

的历史语境或背景，而且在于我们分析该问题所依赖的基本概念或理论前提都是值得讨论的，甚至这

些预设的概念或前提时而还会彼此冲突。本文便试图从古希腊伦理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自足”

（αυτρκεια，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入手，通过分析两种视域 （自我与他者对立／自我与他者统一），反思
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找到一种可以自我控制的、“自足”的幸福生活。

一、“自足”的概念

“自足”的迫切诉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是易于理解的。一个最简单的理由便是人们试图掌

控自己的生命或生活，并且摆脱灾难与噩运的影响。“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运气，就意味着由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认同是我们自身所有的因素）来掌握生活，或者掌握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排除一切

像植物的比喻里的那些有赖于外界的和不可信赖的因素”②。于是，无论试图掌控自然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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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 “自足”

抑或试图掌控人类社会的实践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寻求 “自足”的种种尝试。

这种符合人之本性的对 “自足”的迫切渴求也充分体现在古希腊的方方面面，它通常作为一种

不证自明的 （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善，成为判断事物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在 《政治学》第７卷，
亚里士多德就立足于 “自足”的概念，设想了理想城邦的规模①。在伦理学领域，亚氏亦把 “自足”

视为实现幸福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就曾明确定义过这一概念：“我们

所说的自足是指一事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② 廖申白的中译本对此处的 “自足”

做出如下注释：“αυτρκεια，自足，自身完备；αυτ－，自身；αυτρκεια来源于动词 αρκω，意思
是保持、帮助充足地供给。所以 αυτρκεια在希腊语中是指能够自身 （从神佑或自然界）获有或产

生的一切的资源的丰足而无所匮乏、无所依赖的状态。”③ 巴克 （ＥｒｎｅｓｔＢａｒｋｅｒ）则认为，“在这里，
它的意义也许可以理解为：拥有能使人的完全发展成为可能的物质资源、精神刺激与动力，且完全不

依赖任何的外在帮助，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④。仅根据亚氏在此处所下的定义，笔者将 “自足”

概念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目的论或终极善决定了自足的范围。例如，倘若一个人只是想要躺着等死，并无其他欲

求，那么他的这种状态虽然不依赖任何外在他者，我们亦不能将其称为 “自足”。这即是说，自足要

求目的本身是值得欲求的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是一种好／善 （ｇｏｏｄ）。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便
是幸福 （ｅｕｄａｉｍｏｎｉａ）。因此，目的善是自足的必要条件之一，亦是分辨幸福的标准之一。假如没有
满足 “自足”的要求，那么该生活状态在亚氏看来就不是真正的幸福。自足是为了实现幸福，而不

能满足自足的幸福也并非真正的幸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目的或幸福生活并不仅局限在一段时间

内，而是着眼于人的一生。“良好的生活必须是这样一种生活———到生活结束的时候，人将看到这一

生过的是良好的生活”；“在这个十分一般的层面上，人必须思考的是人的整个一生。”⑤ 因此，短暂

的失败与挫折并非判断幸福与否的依据，甚至长远地看，它们或许还是实现幸福的必经旅程。

其次，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自足要求自我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充分手段，因此它才是 “无所

匮乏”“无所依赖”的。在现代诸多理论中，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流行理论中，外在善的重要性已经得

到足够重视。例如，在罗尔斯归为 “基本益品”（ｐｒｉｍａｒｙｇｏｏｄｓ）的构成要素里，“收入”和 “财富”

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⑥。这是因为，现代人已然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实现个人尊严或良序社会的基本前

提，因而必须在政治生活中得以保证。就此而言，亚氏并不否认这点，这从他对 “外在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ｏｄ）的论述便可见一斑。然而，亚氏同样明确表明，外在善至始至终都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并不
在自足的范畴之内。比如，在 《政治学》中，他曾说道：（１）“德性⑦的获得和保持无须借助于外在
诸善，而是后者借助于前者”；（２）追求对外在与肉身而言的 “好”，过则有害；追求对灵魂而言的

“好”，则要竭尽全力、多多益善；（３）正是因灵魂之故，肉身与外在才值得欲求⑧。
最后，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看，自足要求自我并不依赖任何他者，而能独立实现幸福生活之目

的。或许我们借用肯尼 （Ａ．Ｋｅｎｎｙ）的区分，更能清晰说明最后两方面之间的差异。肯尼认为，我
们应将亚氏的 “自足”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１）“幸福的人是否就是自足的？”（２）“对幸福而言，
Ｘ自身是否就是自足的？”⑨ 或许，上文关于目的／手段的讨论属于后者，而这里关于自我／他者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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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５—２３８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９页。
同上，第１８页。
Ｅ．Ｂａｒｋｅｒ，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１９９９，ｐ．８．
［英］伯纳德·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９—１０页。
Ｊ．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５４．
中译本译作 “德性”，而Ｂａｒｋｅｒ英译本译为 “ｔｈｅｇｏ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Ｅ．Ｂａｒｋｅｒ，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２８０．）鉴于亚氏是在灵
魂善、肉身善与外在善的三重区分下讨论问题，英译本似乎更准确。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Ａ．Ｋｅｎｎｙ，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ｉｆ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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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属于前者。在肯尼看来，亚氏正是在后者意义上使用 “自足”概念，因此沉思就足以使得人幸

福。但就前者而言，肯尼认为，亚氏并不认为幸福之人并不是毫无匮乏，他仍然需要朋友等外在条

件。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当我们面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我们是否能

够抑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自足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接下来将尝试从自我／他者关系的两
种不同理解方式分别展开。

二、自我与他者对立视域下的 “自足”

为了对社会现象进行系统地理解与把握，人类不得不通过还原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的方式将纷繁复杂的
表象系统化、简单化。许多 “二分法”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的观点皆是如此，比如心／身、善／恶、理想／现
实等非此即彼的界定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受还原论所带来的便利之时，亦要始终记得它是

以牺牲真相的复杂性为代价的。而在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现代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预先将两者

置于对立的框架下，再去考虑两者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性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一览无余：“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

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① 他认为这种

状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的天性如此，尤其是天性中的 “竞争” “猜疑” “荣誉”。显然，霍布斯

在看待人性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与之不同但又类似的是，洛克基于保护自身财产、权利与自由的立

场，亦将自我与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立起来，并且正是在保障自我、防范他者的动机下，政治共同体

才具有了合法性的理由。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自由主义的 “自由”一方面强调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另一方面亦强调

自我与他者构成了本性的冲突与对立。谁能侵犯自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呢？答案显然是除了我之

外的所有其他者，或者由所有其他者组成的共同体。自由主义者似乎始终以一种防备性的姿态，提防

着自我可能受到的种种侵害。因此，个体需要与社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

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②。

或许，以保守的、防御性的姿态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这虽然未必有

利于人们求得理想的幸福生活，但能相对较好地避免灭顶之灾。这意味着在自我与他者对立的前提

下，自由主义将 “生存”的优先性置于 “最优”之上。约翰·米尔班克 （ＪｏｈｎＭｉｌｂａｎｋ）与艾德里安
·派斯特 （ＡｄｒｉａｎＰａｂｓｔ）更是提出了一种后自由主义的 “美德政治学”（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Ｖｉｒｔｕｅ），认为
自由主义面对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是时间性或空间性的，而是其根本的立足点就出现问题。在他

们看来，自由主义之所以成立，一定要依赖两个前提，即上文提到的洛克式的个人主义人性理念与霍

布斯式自然状态下的人际关系。而这皆是对人性的误读，因为 “自由思想把人的本质重新界定为孤

立的存在，根本上从社会嵌入性 （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中抽离”③。
假如他们的看法是对的，那么将自我定义为 “孤立的存在”，就意味着 “自足”的概念变得更加

狭隘，仅仅局限于独立的个人。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自我／他者对立的视域下，“自足”的诉求亦显
得遥不可及。一方面，我们无法依赖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存、自由与权利，而必须要依赖政治共同体、

威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或法律等；另一方面，政治共同体、威权或法律等都是外在于我们的他者，是我们
不得不提防又不得不依靠的外在事物。这意味着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对自由的强调使我们失去了自

由，对自我独立性的强调使我们更加依赖外在的他者。在自我／他者对立的视域下，不但自足的要求
无法满足，而且这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亦无法避免。那么，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尝试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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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９４页。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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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与他者的统一视域下的 “自足”

随着近些年美德伦理的复兴，人们逐渐开始反思如何重新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界定人性。一改

将个人定义为孤立存在者或纯粹理性存在者的立场，包括麦金泰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逐渐开始强调人是

一种具有脆弱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依附性 （ａｆｆｌｉｃｔｉｏｎ）与依赖性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的动物①。因此，自我
与他者无法分割，这尤其体现在人的婴幼年与老年阶段。在 《政治情感》中，纳斯鲍姆同样指出，

“一方面，人类依赖他者，因为他们无法凭借自身获得许多事物……再者，公民在他们大部分的人生

里，都活在一种不对称的依赖性关系之中：孩童期，老年期如果他们活得够长的话，以及由于意外或

疾病而导致的能力受损期”；“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独立与主体性不再重要”②。可见，他们所

强调的是：人只有与他者共同生活的前提下，才能生存／幸存 （ｓｕｒｖｉｖｅ）。就此而言，亚氏的思想亦涵
盖了这点；但似乎与之不同的是，他进一步认为人只有与他者共同生活的前提下，才能够生长、发

展、欣欣向荣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生存只是底线的目标，而幸福或欣欣向荣是一种更高的追求。换言之，人
并非孤立存在者，不仅因为他在生活中依赖他者，更因为只有在与他者共同的生活中，人性才能得以

理解。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在他对于 “政治动物”的论述之中。

简单地说，“政治动物”（ζωονπολιτικον，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ｌ）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 “居住在城邦

中的动物”。因此，巴克曾直接将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表述为 “ｍａｎｉｓｂｙ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ｎｉｍａｌｉｎ
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ｌｉｖｅｉｎａｐｏｌｉｓ”（按照自然本性，人是倾向于生活在城邦中的动物）③。结合 《动物志》《政

治学》第１卷与第３卷，笔者曾认为：“政治动物说明了人要共同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人
有理性，要追求正义或优良的生活。那么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在城邦中生活，人才能得

以生存；但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追求正义或优良的生活，才能追求理性之卓越。”④

可见，城邦共同体或与他者的共同生活对人性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在与他者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人的自然本性或完满形式才可能实现。正如亚氏所说：“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

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人：无族、无法、无家之人，这种是卑贱的，

具有这种本性的人乃是好战之人，这种人就仿佛棋盘中的孤子。”⑤ 与自由主义人性观相比，亚氏的

理论显然有明显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自由主义者往往会设想一个优先于共同体的自然人

或独立人，即便他们仅仅是做一种理论假设；在亚氏看来，这种理论假设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脱离了

共同体就意味着丧失了理解人性的基本架构。或者说，“人之自然或本性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脱

离了城邦的人是没有实现其内在目的的人，也就是没有实现其本性 （ｎａｔｕｒｅ）的非自然 （ｕ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人”⑥。

与之类似，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

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

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⑦ 暂且不论亚氏与马恩之间的异同，仅就个人与共

同体的关系而言，他们似乎都强调了一种无法脱离他者的自我。换言之，自我或自由在本性上必须内

嵌于共同体或集体之中，因而自我与他者之间是统一的。

那么在这种视域之下，“自足”的范围就要更加广泛。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曾明确指

出，“人们认为，完满的善应当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孤独的生活，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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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①。可见，“自

足”原本就包含着他者的存在，而他者不仅不是自足的对立面，甚至是自足的必要构成部分。于是，

亚氏在 《政治学》中同样认为：在家庭、村落到城邦的演进过程中，只有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

时，城邦才能够产生②。这也意味着只有到达了城邦这个阶段，人类生活在此时才真正实现自足。

四、结　　语

由上可见，在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视域下，由于对自我的误解、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误解，自足必

定无法满足；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统一的视域下，人性的概念才是可以理解的，“自足”的概念才可以

理解，并且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正如真正的自由不是摈弃了伦理习俗与责任的自由一样，真正的自

足亦不是摈弃了共同体与他者的自足。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因为自我要依赖于共同体与他者，就将

自我定义为 “非自足”的状态。或者说，我们不能将共同体与他者定义为 “自足”的对立面。这是

因为共同体与他者是自足的前提，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关系，即共同体与他者是实现真正自足的必要手

段或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难免因求 （外在善）而不得感到痛苦，但这并

非是否定 “自足”的证据。原因有二：首先，如上所述，幸福生活面向人的一生，因而短暂的挫折

或许只是实现幸福的必经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卓越德性的培育才是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关键。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外在善是自足的附属，而不是自足的对立。其次，外在善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

以 “爱”为例，“爱”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与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爱是必须的。假如我们

特别想要得到某位具体的个人Ａ（比如苏格拉底）的爱，但却无法实现 （因为他已经去世），因而就

认为人生受制于条件限制而无法自足的话，那么就混淆了普遍的 “爱”与具体的 “爱”。Ａ的爱是具
体的，无法完全受到我们的控制；但只要我们足够卓越，我们还能拥有Ｂ、Ｃ或Ｄ的爱。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就是自足的，我们依然可以仅仅凭借自身的卓越德性而拥有爱。

对于 “自足”的探讨还有许多其他维度可以展开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自足”不能

放在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视域下展开。其实，自亚氏之后，“自足”的标准就已然出现理解偏差。换言

之，在晚期希腊罗马哲学中，哲人们虽然继承了对 “自足”的重视，但已然将 “自足”极度狭隘化，

这尤其体现在犬儒主义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斯多亚主义 （Ｓｔｏｉｃｉｓｍ）等理论中。或许，这些理论的诞生与古
希腊城邦的衰败有着直接联系。当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充斥着 “自足”概念时，人们难免会以一种

极端的态度看待世俗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理论对待生活的态度都体现出一种宗教性的特

征，即否定灵魂之外的所有他者，且将日常生活片面化或虚无化。

与之相反，现代道德观念又一改宗教化的倾向，走向了另外的极端：一方面日常道德常识变得过

于世俗化，另一方面学院的道德哲学变得过于抽象化。前者带来的问题是，自利的经济理性算计占据

着社会主流；后者带来的问题是，道德哲学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指导现实。那么，在看待现代社

会的症结时，重新反思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局限性或许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在这一过程

中，再次重视并强调 “自足”的标准或许亦有利于实现反思这一目的。因为 “自足”不仅有利于我

们正确认识外在善 （尤其是财富）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且有利于我们在与他者共同生活的过程

中，积极地寻求卓越德性与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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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第１８—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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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汪志坚

【摘要】流行应得观以实现应得来定义分配正义，这就使其在评估社会的制度安排时，主张 “应得先于正

义制度而确立，并作为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尺度”。罗尔斯驳斥了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认为应得依系于

某一特定正义制度而确立。罗尔斯从人们不应得其天赋、社会家庭环境的角度对前正义应得的反驳，依赖

于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因此屡遭诟病。但这并不表明罗尔斯颠覆流行应得观的努力的失败。罗尔斯对竞

赛中应得胜利现象的分析，隐含了反驳前正义应得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

【关键词】罗尔斯；范伯格；应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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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讨论一个普遍流行的观念认为：所谓分配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其所应得 （ｄｅｓｅｒｔ）。
这一应得观几乎贯穿于整个西方政治哲学谱系。例如，亚里士多德说 “所有人都同意，分配的正义

要根据某种配得 （ｍｅｒｉｔ）”①；希季威克 （ＨｅｎｒｙＳｉｄｇｗｉｃｋ）在讨论正义时说 “给予人们的回报应与他

们的应得相称”②；罗斯 （ＤａｖｉｄＲｏｓｓ）用 “正义”一词指依照配得在人们之间分配幸福③。在现代社

会，各种利益和负担的分配主体主要是社会的制度框架，相应地，当谈到正义时，人们愈益将评价对

象集中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流行应得观既然用实现应得来定义正义，也就相应主张：裁定某一制度安

排正义与否的标准，就在于看该制度所产生的分配结果是否与人们的应得相吻合。流行应得观所宣扬

的是一种前正义应得 （ｐｒｅ－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ｌｄｅｓｅｒｔ），人们的应得先于正义制度而确立，并被用作衡量制度正
义与否的尺度。罗尔斯对流行应得观提出挑战，代之以一种后正义的应得 （ｐｏｓｔ－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ｌｄｅｓｅｒｔ）理
论。人们的应得不再是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相反，追问 “人们应得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某一

既定正义制度和规则体系之内才有意义。在此，应得丧失了在流行应得观中所具有的崇高位阶，沦为

正义制度和规则的派生性概念。

罗尔斯的应得理论，或者说罗尔斯对流行应得观的颠覆，并不只是其正义理论中一个无关紧要的

枝节。相反，罗尔斯的应得理论是否站立得住，影响到从原初处境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中对正义原则
的论证是否有效的大局。罗尔斯继承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传统，对正义原则的论证诉

诸原初处境中人们的选择，而人们在选择社会的正义原则时，除受到无知之幕 （ｖｅｉｌｏｆ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对
天赋、家庭出身和善观念等身份信息的屏蔽之外，并不受任何在先的道德原则的限制。如果流行应得

观成立，那么人们的应得就先于指导建立社会制度的正义原则而确立。这样一来，原初处境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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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正义原则时，就要受到在先确定的人们的应得的约束，选出的正义原则所导出的分配结果，就

必须符合在先确定的人们的应得份额，原初处境中人们的选择本身将不再具有很高的论证效力。事实

上，在流行应得观看来，社会的正义原则完全可以直接从在先确定的人们的应得中演绎出来；由于并

不能保证所演绎出来的正义原则就是原初处境中人们所选出的原则，因而，诉诸原初处境中人们的选

择的契约论论证非但是多余的，而且是不可靠的。

既然罗尔斯契约论论证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系于他对流行应得观的反驳的效力，那么考察罗

尔斯驳斥流行应得观的理由就应是罗尔斯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第一节将罗尔斯的应得理论与范伯

格 （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对流行应得概念的解析相比照，着重分析罗尔斯应得理论与流行应得观的相异之
处；第二节介绍罗尔斯对流行应得观的反驳，并揭示这一反驳所遭遇的困境；第三节论证博格

（ＴｈｏｍａｓＰｏｇｇｅ）所归之于罗尔斯的道德应得概念，虽能够暂时解除罗尔斯所面临的困境，但其本身
又会带来新的麻烦，因而博格的辩护策略并不成功；第四节另辟蹊径，从范伯格和罗尔斯对竞赛中应

得胜利现象的分析的细微差别出发，重构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一、罗尔斯和范伯格应得理论比较

上文所引亚里士多德、希季威克和罗斯等关于应得的观点，为前正义应得提供了哲学上的辩护，

促成了 “用实现应得来定义分配正义，以应得为标准衡量制度安排正义与否”这一观念的深入人心。

然而，这些哲学家都是在某一特定伦理学框架 （如美德伦理学、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下讨论应得

的。而范伯格通过分析 “人们应得某物”这一诉求的逻辑，对应得诉求 （ｄｅｓｅｒｔ－ｃｌａｉｍｓ）的流行意
义的澄清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①。另外，由于罗尔斯本人在讨论应得时也参照了范伯格的观点，所以

本文把范伯格与罗尔斯做对比，着力凸显罗尔斯应得理论与流行应得观的不同之处②。首先，考察范

伯格和罗尔斯对应得各要素的界定。谈论应得时，我们很自然要问三个问题：应得的主体为何？应得

的对象为何？应得的基础为何？

在日常语言中，应得的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物。“大自然的美应得钦慕” （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ｅａｕｔｙｄｅ
ｓｅｒｖｅｓ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这里应得的主体就是物。范伯格缩小了所讨论的应得主体的范围，把应得的主体
限定为人，即所谓 “个人应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ｅｓｅｒｔ）。范伯格这样做的理由是，与物的应得相比，人的
应得与正义关系更为紧密③。大概是出于同样的理由，罗尔斯虽未明确限定应得的主体，但他的正义

理论只讨论人的应得问题。

范伯格把应得的对象规定为他人的对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例如授予奖品、给定分数、奖励或惩罚等。
在他看来，人们应得的最为基本的东西是他人的反应态度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而他人的对待只是
在派生的意义上才是人们应得的，它们都以某种他人的反应态度为基础。以奖赏和惩罚为例，某人做

了善事 （或恶事），他在原初意义上所应得的是受益者 （或受害者）的感激 （或憎恨），他所得到的

奖赏 （或惩罚）只是对感激 （或憎恨）的表达④。了解范伯格的 “人们在原初意义上所应得的是他

人的反应态度”的观点，对于理解罗尔斯与范伯格对应得对象的不同界定非常关键。反应态度必定

是他人的，能够表达反应态度的东西也必定是他人的某种对待。在罗尔斯这里，应得对象的表达功能

缺失了，人们应得的对象并不一定表达他人的某种态度。这样，应得对象的范围就不再局限于能够表

达反应态度的东西，罗尔斯可以追问诸如 “人们是否应得其天赋、家庭出身和性格”等问题，不再

把应得的对象看作是反应态度的表达扩展了应得对象的范围。

范伯格和罗尔斯都认为应得需要基础，二者对应得基础的不同理解源于他们对应得对象范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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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界定。范伯格认为应得的对象是他人的对待，相应地，应得的基础是关于应得主体的事实，这个事

实可以是应得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也可以是应得主体在先的行动①。例如，说某个学生应得高分，必

定是由于某个关于这个学生的事实 （比如之前的优异表现）作为他应得高分的基础。由于罗尔斯拓

展了应得对象的范围，应得的最终基础就变得难以寻觅。在罗尔斯这里，人们应得的对象不但包括

（Ａ）他人的对待，还包括 （Ｂ）人们的天赋、社会家庭环境和性格等。按照范伯格，应得的对象只
包括 （Ａ），而 （Ｂ）作为关于应得主体的事实，是人们应得 （Ａ）的基础，两者属于不同范畴。在
罗尔斯这里，由于 （Ａ）和 （Ｂ）都可以是人们应得的对象，单单说 （Ｂ）是人们应得 （Ａ）的基础
还不够，还须寻找人们应得 （Ｂ）的基础。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单单指出这个学生之前表现好还
不足以为这个学生应得高分提供最终的基础，还可以追问 “这个学生的优异表现是否是他应得的”；

假定该生的优异表现是出于艰苦努力，还可以追问 “该生努力的倾向是他应得的吗”。第二节将指

出，罗尔斯对流行应得观的反驳，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

罗尔斯和范伯格在应得和正义制度的关系上持相反看法，其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应得和资格 （ｅｎｔｉ
ｔｌｅｍｅｎｔ）这对概念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资格这一概念。小至某竞赛，大至整
个社会的分配制度，都有一些制度规则规定了参与者做哪些事情会相应得到哪些回报，这些源于制度

规则的回报就是资格。可见，资格依系于在先确定的制度规则。

范伯格在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和依系于制度的资格之间做了严格区分：对某物拥有资格只需要满

足相应的制度规则即可，而应得某物则需要人们配得上 （ｗｏｒｔｈｙｏｆ）某物。比如在某一竞赛中，满足
获胜条件的个人或队伍对奖品拥有资格，但若要应得奖品，个人或队伍需要最娴熟掌握作为比赛基础

的技巧。对奖品拥有资格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应得奖品的人。技巧最娴熟的选手虽应得奖品，但可能由

于状态不好或运气不佳而错失桂冠，因而对奖品没有资格；相反，获胜者尽管对奖品拥有资格，但可

能并不具有最娴熟的技巧，因而不应得奖品。“应得在逻辑上先于并独立于公共制度及其规则，在此

意义上，应得是一个道德概念。”②

关于应得和正义制度的关系，罗尔斯说：

的确，给定一种作为公共规则框架的正义合作体制，以及它所确立的各种期望，那些希望改善自

己的状况，做了这一体制宣布要奖赏的事情的人，是有资格满足他们的期望的……但是这种意义上的

应得是一种资格。它预先假定了一个持续中的合作体系，无关乎是否合作体系的设计要符合差别原则

还是某一其他标准的问题。③

罗尔斯一方面反对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另一方面指出只有合法期望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意
义上的应得才能得到辩护，这种应得也就是资格。他将合法期望意义上的应得等同于资格的一个结果

是使正义制度的设计不受在先确立的应得的限制，建立正义制度的目的不再是实现人们的应得，相

反，确定人们的应得必须参照某一特定的正义制度。由此，罗尔斯翻转了流行应得观应得和正义制度

的关系。罗尔斯应得理论革命的成败，关键取决于他对前正义应得的反驳是否成立。

二、罗尔斯对流行应得观的反驳

有某种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预设。当有人抱怨说薪酬制度不公、给科研工作

者的待遇太低时，就预设了科研工作者应得的份额可以独立于现行薪酬制度而确立，并被用作评价当

前薪酬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罗尔斯既然对前正义应得提出挑战，他就负有举证责任。他的以下两段

话通常被研究者引为他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天赋的分布中所占的地位，正如我们并不应得我们在社会中的最初起步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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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为我们应得能够使我们努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优越性格的观点同样是成问题的，因为这种性格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社会环境，而对这些条件我们是没有功绩可言 （ｃｌａｉｍｎｏ
ｃｒｅｄｉｔ）的。“应得”的概念在这里不适用。①

一个人愿意做出的努力是受到他的天赋才能和技艺以及他的选择余地的影响的。在其他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禀赋更好的人更可能认真地做出努力，而且似乎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好的运气成分剔除出

去。②

这两段话可以大致说明罗尔斯的论证思路。应得须有基础，应得的基础不能是碰巧发生在人们身

上的偶然事实，必须是人们能够宣称功绩的行为。比如，说某个人应得更好待遇 （高分、高收入

等），让人信服的理由通常是这个人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然而，上进的性格本身作为一个可能的应

得对象，也可以追问其基础。上进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好的天赋和好的社会家庭成长环境的影

响。而好的天赋和社会家庭环境并不出于我们之前的行为或努力，而是在我们出身时就降临在我们身

上的偶然事实，因而缺乏应得的基础。我们不应得我们的好天赋或优越的社会家庭环境，因而也就不

应得由这些条件所促成的上进的性格，以及由上进的性格所带来的好的待遇。罗尔斯驳斥前正义应得

的策略是揭示其中所包含的一个恶性回归 （ｖｉｃｉｏｕｓｒｅｇｒｅｓｓ）：应得须有基础，假设 Ｚ为琼斯应得某物
提供基础，那么Ｚ也必须是琼斯应得的；假设Ｚ’可以作为琼斯应得Ｚ的基础，那么还须找到琼斯应
得Ｚ’的基础Ｚ”。应得的基础不可能永远被满足，因而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概念不可能站立得住③。

罗尔斯的以上论证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的论证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应得的基础本身也

须是人们应得的”。这个前提不光在罗尔斯的批评者，就是在罗尔斯的辩护者看来也是太强了④。由

于这一前提所规定的应得的条件无法被满足，这一前提实际上取消了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概念本身。

谢尔 （Ｓｈｅｒ）指出，如果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只有在所有促成行为的因素也是人们应得的条件下，才
是人们应得的，那么由于没有人应得活着或应得生活在一个能够维持生命的环境中，应得就立即被取

消了，罗尔斯坚持认为人们不应得其天赋和社会家庭环境在这一论证中也就是多余的了⑤。可见，在

罗尔斯以上反对前正义应得的论证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 “应得的基础本身也须是人们应得的”这

一前提。

虽不能说罗尔斯的这一前提本身是错误的，但它并不比相反的前提更可信。例如，范伯格就认为

应得的基础是关于人们的事实，并不要求这些事实 （如人的能力、表现等）也须是人们应得的。诺

奇克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支撑着应得的基础本身无须从头到尾都是应得的。”⑥ 由于罗尔斯的论证

建立在有争议的前提之上，而他所要论证的结论，即 “人们不能先于正义制度应得任何东西”，又与

人们的直觉不符，在那些坚持认为人们必定先于正义制度应得某些东西的人眼中，罗尔斯的论证甚至

被视为反驳他自己的论证前提的归谬论证⑦。

三、博格为罗尔斯的辩护

“应得的基础本身也须是人们应得的”并不比相反的前提 “支撑着应得的基础本身无须从头到尾

都是应得的”更符合人们的直觉，从这一前提出发反对前正义应得，也就很难说服那些流行应得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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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护者。从解读的宽容原则出发，有没有可能修订罗尔斯的论证，使其不依赖于这一充满争议的前

提呢？一条可能的进路是指出罗尔斯要求只有满足某些条件的因素才能作为应得的基础，如果事实上

没有因素能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就无法为前正义应得找到适当的基础，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就会被取

消。

博格就是从这一进路来解读罗尔斯。在他看来，对于罗尔斯来说，只有能够反映人们的道德价值

的因素才能成为人们应得的基础。很多在通常意义上的人们应得之物，在罗尔斯那里都不是应得的，

因为它们并不反映人们的道德价值。由于人们的天赋的差别并不反映人们的道德价值的高下，所以罗

尔斯认为人的天赋分配从道德的观点看是任意的①。通常认为更努力的人应得更好的待遇，但这只是

在通常意义上说的。罗尔斯只在道德的意义上理解应得，那些由于某种原因 （譬如不怎么关心物质

财富或宁愿在其他事情上投入精力）而在事业上努力较少的人，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道德价值低下。

那些付出更多努力去发展和操练能获得更高回报的能力的人，通常能挣得更高收入。但这些更高收入

只能说是他们挣得的 （ｅａｒｎｅｄ），不能说是他们应得的 （ｄｅｓｅｒｖｅｄ），因为在我们的公共正义观念中，
自我提升的努力并不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卓越②。

如果博格的解读正确，罗尔斯只在道德的意义上理解应得，只把能反映人们道德价值的因素算作

应得的基础，那么罗尔斯就不需要依赖 “应得的基础本身也须是人们应得的”这一前提以反驳前正

义应得。即使承认人们应得更高收入的基础本身无须也是人们应得的，但并不是任何关于人的事实都

适宜作为应得的基础，而只有能反映人们道德价值的因素才可以作为应得的基础。通常认为可以作为

人们应得高收入基础的因素，如较高天赋或更多努力等，由于并不能表明人们更高的道德价值，因而

不适宜作为应得的基础。这样，前正义应得将缺乏任何基础。

然而，从这一进路为罗尔斯辩护至少要面对三点指责。第一，从博格的解读能引出被罗尔斯明确

否定的结论。如果罗尔斯认为天赋和努力由于不反映人们的道德价值，因而不能作为应得的基础，那

么一个明显的推论就是，对于那些反映道德价值因而能够作为应得基础的因素 （即使我们尚未找

到），分配制度应该给予回报。然而，罗尔斯否定了分配份额与道德价值对应的观点：“常识倾向于

假设，收入、财富和一般来说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都应该按照道德上的应得来分配……公平的正义反对

这一观念……调节社会基本结构和规定个人义务和责任的正义原则并不关涉道德应得，分配的份额并

不倾向于要与它相称。”③ 这里，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分配制度与道德应得无关，即使那些能够反映人

们道德应得的因素，也不能成为人们应得分配份额的基础。即便假定天赋更好、努力更多的人因此也

在道德上更高尚，仍不能说这些人应得更好的待遇，因而这些人不应得更好待遇的原因就不是如博格

所认为的 “他们的天赋和努力不反映他们的道德价值”。

第二点指责涉及道德价值判定的不确定性。如果如博格所认为的，罗尔斯只把反映人们道德价值

的因素算作应得的基础，那么这就预设行为的道德价值能够首先得到确定。然而，罗尔斯认为，在现

代多元社会，人们抱有不同的价值观，因而难以在道德价值的标准上达成一致④。例如，康德主义者

把出于义务的行为看作道德价值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把能最大化社会功利的行为看作道德价值的基

础，而宗教徒则把遵守上帝的律令作为道德价值的基础，他们对同一行为的道德价值有不同的判定。

如果罗尔斯一方面认为对道德价值的判定没有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如博格所言把能够反映道德价值

作为遴选与应得相关因素的标准，那么显然，这两个方面存在不一致。既然从上节所引罗尔斯的论述

中看不出他所讨论的就是道德应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种不一致归于罗尔斯。

第三，前正义应得本身是多意的，如果罗尔斯只考虑道德应得，他实际上就是用回避问题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尽管有罗斯等哲学家主张有德者应得幸福，但我们并不只在道德应得的意义上使用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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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当科研工作者抱怨薪酬制度不公，自己得到的报酬太低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一方面比较自己和

其他行业工作者的道德水平，另一方面比较自己和其他行业工作者的收入差距，然后宣称说收入差距

并不反映道德价值的差距，因而薪酬制度不公。相反，道德价值很可能从来就不是他们的一个考量因

素，他们抱怨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科研工作者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形之下，他们得

到的收入太低了。显然，科研工作者在这里考虑的是以贡献为基础的应得，而不是道德应得。如果罗

尔斯只考虑道德应得，他对流行应得观的反驳就无法触及以贡献等其他非道德因素为基础的应得，这

些以非道德因素为基础的应得仍然可能独立于正义制度而确立，并作为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罗

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目的就尚未实现。

基于以上三点指责，本文认为博格为罗尔斯的辩护并不成功。

四、重构罗尔斯反驳流行应得观的理由

在考察并否定了罗尔斯以 “人们不应得其天赋、社会家庭环境”为理由反驳前正义应得之后，

谢尔指出：“当然，还可能存在其他途径论证人们很少或从不应得事物；也可能存在系统性无视或压

倒个人应得的独立理由。然而，在为这些观点提出进一步论证之前，无视个人应得的任何正义理论都

不能令人满意。”① 本节将论证，我们已然可以从罗尔斯的有关论述中重构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反驳

前正义应得的论证。

在体育竞赛中，有时技巧最好、实力最强的运动员可能由于发挥失常或运气不佳而错失桂冠，范

伯格和罗尔斯都讨论过这一现象。

应得基础和资质条件 （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的一般区别很明显适用于竞争情境中。应得的基础
总是出众地掌握被选出作为竞赛基础的技巧，而资质条件则是满足为规则所规定的获胜条件……

（资质条件和应得基础的区别）对应于 “应得奖品”和 “应得赢得奖品”的区别。在一场技巧竞赛

中……例如跳高比赛，谁应得奖品 （资质）是一目了然的。明显满足了获胜条件的选手，也就是以

规定方式跳得离地面垂直距离最远的选手，应得奖品。但仍可能存在关于谁应得获胜的争议…… 在

技巧比赛中技巧最精湛的人应得获胜，但他 （由于运气）并不是每次都会获胜。②

即使现存规则调节着一个人的要求 （ｃｌａｉｍｓ），我们仍能够在有资格得到某物和在一种熟悉的非
道德意义上应得到该物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例如，在一场比赛之后，人们常常说负者应得到胜利。

在这里人们的意思不是胜者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冠军或者要求得到归于胜者的奖品，而是负者在更大程

度上表现了比赛所要求的技艺和品质，从而使比赛富于吸引力，因此负者确实应得获胜，但是由于坏

运气或其他偶然因素而失败了。③

表面看，罗尔斯和范伯格在应得和资格之间所作的区分几乎完全对应，其实两者大相径庭。在范

伯格那里，应得是一个 “自然的”道德概念，应得在逻辑上并不与制度、实践和规则相关联，说技

巧最好但发挥失常的运动员应得胜利，即是说他在先于制度规则的意义上应得胜利④。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罗尔斯认为，即便是发挥失常的运动员的应得，也须是参照某一制度规则体系来说的。罗

尔斯指出，所讨论的非道德意义上的应得与资格一样，都受规则调节。他在 《重述作为公平的正义》

中重提所引段落时又说：“在 《正义论》第４８节第２７６页，由公共规则体系所规定的应得性理念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ｏｆｄ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ｎｅｓｓ）是通过竞赛来加以说明的，例如我们说，这个输了的球队应得胜利……”⑤

范伯格和罗尔斯都认为即便发挥失常，技巧最娴熟的选手也应得胜利 （尽管对奖品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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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ｏｒｇｅＳｈｅｒ，“Ｅｆｆｏｒ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ｅｓｅｒ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Ｎｏ．４，１９７９，ｐ．３７６．
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ｏ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ｐ．６４．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２７６．
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Ｄｏ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ｐ．５６．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ｓｆａｉｒｎｅｓｓ：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ｐ．７３－７４．



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但他们对此种意义上的应得与制度规则的关系有相反的见解，范伯格认为这里的应得独立于制度规

则，罗尔斯认为这里的应得依系于正义的制度规则。表面看来，这两种说法互相矛盾，其实不然，原

因在于范伯格和罗尔斯对制度规则的理解不同。范伯格把制度规则理解为某一特定竞赛 （如跳高）

的取胜规则，该规则规定满足特定条件 （以规定方式跳得离地面垂直距离最远）的选手获得奖品，

选手的应得取决于对作为该竞赛基础的技巧 （跳高技巧）的掌握，技巧最娴熟的选手，即使实际上

没有最好地表现出这种技巧 （实际上跳得最高），因而没有满足取胜规则，却仍然应得胜利。而在罗

尔斯那里，制度规则既包括某一特定竞赛的取胜规则，又包括对竞赛项目本身的规定。应得胜利虽只

要求最娴熟掌握某一特定竞赛技巧，因而不依赖于对取胜规则的满足，但不能独立于对竞赛项目本身

的规定，例如应得跳高比赛胜利的选手并不一定也应得其他项目比赛的胜利。

在制定具体的比赛规则之前，我们首先要问 “进行何种比赛”的问题。当关涉到奖品的分配，

“进行何种比赛”的问题往往比确定具体的取胜规则更为重要。假设有吉姆和杰克两个人，在跳高、

跳远两个项目中，吉姆擅长跳高，杰克擅长跳远，并且在两人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吉姆比杰克跳得

高，杰克比吉姆跳得远。现在，有一张１００美元的购物券要给予其中一人，我们当然不能说由于吉姆
比杰克更熟练掌握跳高的技巧，所以吉姆应得购物券。把跳高的技巧预设为应得的基础显然对杰克是

不公平的，因为如果把跳远的技巧作为应得的基础，那么应得购物券的将是杰克。跳高和跳远这两种

技艺中没有哪一种更 “自然地”是应得的基础，只有在 “进行何种比赛”的问题确定后，才能确定

哪种技艺是应得的基础。

如果把制度规则了解为分配利益和负担的方式，那么，比赛项目的选择甚至比具体取胜规则的制

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得到的利益份额， “进行何种比赛”的问题当然属于制度的一个重要部

分。一方面，范伯格对制度规则的狭义理解，无法解释有倾向性地选择比赛项目所造成的分配不公，

因而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如果遵循罗尔斯，把比赛项目的选择问题也纳入制度规则的范围，由于

作为应得基础的技艺只有在决定比赛项目之后才能确定，因而应得也依系于制度规则，也就不存在范

伯格所说的独立于制度规则的应得。

以上洞见对于我们理解更为广泛的社会合作中的应得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具有不同才能，不同才

能之间存在互补性，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社会合作得以可能。社会的分配制度规定了不同才能运用的

经济回报率。在分配制度确定以前，我们无法判断不同才能的相对重要性，因而对于任意两种才能

（如Ａ和Ｂ）的运用所应得的经济回报的数量关系的判断 （ａ〉ｂ或ａ〈ｂ）都只能是独断的，并不表
达正义的要求。只有在社会的分配制度依据某一特定目标建立之后，我们才能判定不同才能 Ａ和 Ｂ
的运用对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相应地才能判定ａ和ｂ的数量关系。依据不同目标建立的社会
的分配制度对同一种才能的相对重要性会有不同评价，例如功利主义的 “最大化最大多数人幸福”

和差别原则的 “最大化最不利群体利益”是两种不同社会目标，同一种才能对实现这两种目标具有

不同价值，因而在对应于功利主义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对应于差别原则的社会分配制度中会得到不同的

经济回报。

“某一才能Ａ的运用应得经济回报ａ”的说法已经预设某一特定社会分配制度的实行，这一分配
制度确定了才能Ａ与其他才能相比在实现社会目标上的相对重要性，这一相对重要性确定了 ａ的数
额。没有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１１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陈　来

【摘要】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

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 “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

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 《周书》

就特别强调 “德”的观念。 “敬德”和 “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

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

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

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

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

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关键词】原儒；天民合一；周礼之教；周文之德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１８－０９

作者简介：陈　来，（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

齐鲁文化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内在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形成发展起

来的。一方面，它跟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有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了解齐鲁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我们对齐鲁文化的研究，不是就

齐鲁文化孤立地来看齐鲁文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要把齐鲁文化的形成、发生、发展，追溯到它在

整个中华文明进程中这个总体的关系和联系中来考察。孔子在齐鲁大地创立了儒家学派，但是儒家思

想之所以能够发生，之所以能在汉代以后占据中国文化的主流或者主导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因为儒家思想本身不是孤立地在齐鲁大地上产生的，它本身应该说是中华文明三代以来发展的产

物。这不是仅仅从历史进程的结果，或者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现象来讲。因为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

代文化的传统，甚至可以说儒家是自觉地接续了三代文化的主流传统而产生形成的。儒家思想的一些

要素不是仅仅从孔子才开始出现，它在三代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出现，特别在西周，它有成型发展为整

个文化有规范意义的趋向。儒家和孔子的思想借以发展的大量思想资料，其实在西周到春秋时代，已

经充分地发展出来，而西周的思想和文化，又是以夏商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作为背景和基础。西周时

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趋向开始确定成型的时期，而孔子以前的那些儒家思想的要

素，正是参与了这个过程的建构，促成了中国文化模式的确定形成。因此，我们一定要联系三代以来

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来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来了解儒家思想的文化根源。

一、近人 “原儒”

在讲近人原儒工作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汉代许慎 《说文解字》对 “儒”字的解释。许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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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①，这个定义是说 “儒”这个字本意是柔和，但是作为一个名词，

这个柔是指术士而言，所以又说儒为术士之称。

近代，其实从晚清开始，就出现一个原儒说儒的学术动向，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章太炎 《国

故论衡》有一篇就叫 《原儒》，推原儒的原起，他说 “儒之名盖出于需”，又说 “需者，云上于

天”②。《周易》需卦的卦象是上坎下乾，坎为云，云在天上，有待时降雨之象。章太炎说 “需者云

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③，就是说儒在古代懂得天文，知道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发大

水。章太炎又说 “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④，灵星本来是一种保佑农业的星辰，地上的人们

经常要祭祀灵星，来保佑农业的收成。灵星舞子就是在这个祭祀的仪式上跳舞求雨的人，这样的人叫

做儒。可以看出，章太炎对儒的解释和对儒的起源的这种推测，其实是接着许慎的思想而来的。许慎

认为儒是术士之称，这个术士是指一切有术之士。章太炎的论证，就把这个术士局限为一种知晓天文

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其实也就是古代的祝史、史巫。所以，在这种理解里面，术士的术

实际上就是广义的一种法术，而不是先秦讲的道术。在这种理解中，最早的儒就是法术之士，这种法

术之士在古代就相当于祝史、史巫。章太炎的这个讲法表面上是顺着许慎的讲法，是在讲儒字的训

诂，但其实是用这种训诂的方法来讲儒家的起源问题。这个方法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产生了重大影

响，这是近代关于原儒说儒的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以胡适１９３４年的 《说儒》为代表。胡适的 《说儒》也在推原儒士儒家的原起。《礼

记·儒行》篇里边有一句话说孔子 “冠章甫之冠”，在墨子的 《公孟》篇里边也说公孟子 “戴章

甫”，冠章甫、戴章甫都是指当时戴着一种礼帽，它是依据于古礼而戴的一种帽子。《仪礼·士冠礼》

说 “章甫，殷道也”，章甫这种帽子，它的根源是殷商的礼。既然孔子和孔子的后学公孟都是戴的从

殷礼而来的章甫，胡适就断定最早的儒应该跟殷有关系，是殷的遗民，这些遗民是殷人的一个特定的

集团转化出来的。什么集团呢？就是殷商时代的祝宗卜史。祝宗卜史应该说都是履行当时的神职职能

的官员，这些人来源于殷朝，到西周以后一直到春秋的时代，就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因为他们原来懂

得殷人的古礼，到了西周就帮助人做丧事、行礼节，这是他们的职业。这是胡适的看法。与章太炎注

重发明许慎 “术士”的观点相比，胡适特别注重发明许慎 “儒，柔也”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殷遗民

的儒，就是以柔逊为特征。这其实没有历史根据，只是胡适的推测：殷朝的遗民，到了西周初期的时

候，他们是亡国的遗民，因此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柔逊、顺从，那么这些人在西周的几百年里，就成

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帮助贵族阶级来做礼，相礼就是帮助他们来行礼，这些人是统治阶级的下层一部

分。胡适认为这些人也是保持其民族礼节的一种人，民族礼节就是殷人的礼节。所以，在胡适看来，

儒是什么呢？儒就是西周的那些保存了殷人的礼仪礼节的那些遗民。由于他们是亡国的人，所以在新

的西周国家里，他们就养成了一种柔逊的遗风，这就体现为儒的风貌。胡适认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

么许慎说 “儒，柔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儒”戴的帽子是殷人古礼的帽子。这是胡适 “说儒”

的观点⑤。

当然，胡适的这个讲法在当时也受到一些挑战和批评。比如，冯友兰先生就指出胡适引用的

《墨子》里边的 “公孟”，那个故事其实里边有个下文，就是墨子讲公孟 “法周而未法夏，子之古非

古也”（《墨子·公孟篇》），就是说公孟效法的其实是周礼，而不是古礼，尽管他戴的是章甫帽。公

孟子有个特点就是强调古言古服，喜欢说古代的那些话，穿古代的那些衣服，但是墨子说，你的这些

古言古服，其实是法周的现象。如果从这点来看，墨子当时的明确认知，就是公孟子的古言古服其实

是周言周服，并不是殷礼。这样，孔子和公孟子冠章甫不是殷法夏，而是法周。实际上，孔子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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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汉］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９页。
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下卷 《原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４页。
同上，第１０５页。
详细可参见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１集卷１《说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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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他是 “从周”，追求和效法的是周礼，那么公孟子作为孔子的门徒当然也不是要做殷文化的遗民。

这是冯友兰先生对胡适的反驳①。同时冯友兰先生指出，儒和儒家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他说

章太炎先生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把这个问题混淆了。儒是古代的一种有知识、有学问的专家，他

们是散在民间，帮助人家教书和相礼，这是古代的儒；而儒家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并不

能从儒这种教人教书相礼的职业得到说明。

以上章太炎和胡适的说法，是近人原儒的主要的代表性说法。章太炎的说法，后来也有个别学者

给予了支持。１９７５年，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的徐中舒发表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②。他认为甲骨文

中已经有了儒字，这个儒在商代是一种卿士，卿士中主管相礼事务的就叫儒。徐中舒认为在甲骨文

中，就把它写成 “需”字，也有的写成 “濡”，这是象征着用水来沐浴身体，就是相礼的官员 （儒）

在从事礼节前，一定要先沐浴。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对章太炎把儒说成是一种术士的一种文字学支持。

但是甲骨文里这个字，到底是不是一个 “需”字，如果说它是 “需”字的话，在西周的金文里边却

找不到 “需”字这样的用法，因此徐中舒的这种沐浴相礼说，即使在文字学界，大多数人并没有接

受这种看法。

从方法上来说，以上两种有关于原儒、说儒的讲法，一种是语学的，一种是史学的。史学的方法

注重制度职官的发生变化，文字语言学的方法注重考释文字的源流。大略地说，史学的研究方法，其

结论是孔子以前就有一种儒，这种儒教授礼乐知识，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从西周执掌礼仪典籍的

官员转化来的。文字语言学的方法，着重于解释春秋时代传授礼乐为职业的人为什么叫儒，认为从商

代开始，就已经有这种 “儒”的身份。那么，通过这两种方法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就近代

以来的原儒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职业的类型和职业的名称。虽然这两种方法也取得了一定有意义的

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两种说法大都没有涉及到儒家思想本身

的来源。如果我们借用冯友兰先生的分疏，可以说，这些都是在讲 “儒”字的起源，并没有尝试在

根本上来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换句话说，这些研究不管是语学的还是史学的，虽然取

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是由于它采用的不是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所以它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思

想史的研究需要借助语学和史学的研究，可是思想史也需要自己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处理思

想文化的问题。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我们就会提出：仅仅相礼的职业就能产生孔子的思想

吗？或者仅仅从术士或者巫师就能产生儒家思想吗？这点胡适早年 （１９１７）也指出， 《汉书·艺文
志》讲王官之学，说诸子百家都起于当时的某种王官，他认为这个讲法没有根据，学术思想的产生、

发扬、衰亡并不能由官职来说明③。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出于一种王官，那成周小吏的贡献还超过了孔

丘、老聃、墨翟，胡适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胡适认为思想的产生，是来自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不

是来自古代的某一种官职。应该说，这个提法还是有针对性的。当然，胡适也忽视了另一方面，就是

除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对思想的产生有重要意义，另外就是思想的传承和文化的传统，就是一个思

想，如果仅仅把它看成对于时代的直接回应，忽视了那个思想文化的传承传统，这也是不全面的。

二、周书之天

在 《尚书》中，《周书》占了主体的部分，《周书》里 “天”的概念非常重要，对后来儒家思想

的产生、儒家思想品格的形成，应该说都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古人认为，《周书》表达的多是周

公的思想。联系后来的儒家兴起来看，《周书》有这样一些命题比较具有代表性，如 《康诰》里面讲

“惟命不于常”，就是说天命无常，天命不是永远不可变易的。 《康诰》说 “天畏蓒忱，民情大可

见”，《酒诰》说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几条都强调民的重要，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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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先要了解民，要通过民来了解天，通过民情来了解天命。不仅如此，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

书》特别强调 “德”的观念。如 《多方》说 “明德慎罚”，这是讲国家治理的方法和模式，就是少

用刑罚，要多用道德的手段，《梓材》里边也讲 “勤用明德”。“明德”换一个说法，又叫 “敬德”，

《召诰》说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如果不敬德的话，就会失去上天给你的权命。前面讲 “唯

命不于常”，也有这个意思，这个命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命，而是一个政权接受了天命才能够出现，但

是天命赋予某一个族姓，不是永久的，要看其表现，如果表现不好，上天就把这个原来赋予的命收回

去。因此，一个政权要想获得天命护佑，长期存在下去，一定要 “明德慎罚”，要 “敬德”“保民”。

《康诰》里面也讲 “用康保民”，安保人民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这些治国理念、政治思想不是凭

空提出来的，而是 “监于有夏”“监于有殷”，通过总结分析夏商的历史经验、政治得失、历史成败

得出来的结论。

如果仅就治国理政这个基本价值来讲，“敬德”和 “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边特别突出，这

些可以说都是周公比较明确表达的思想。在 《周书》里边还有一些 （包括 《尚书》其他篇里）接近

于周公所表达的这类思想，比如 “惟人万物之灵” （《泰誓上》），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贵；又如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认为人民的欲望意志，上天没有不遵行、不履行的。《泰誓

中》还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商周的时代，天是最高神、主宰之神，但是作为最

高神的天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没有独立的视听，而是 “自我民视”“自我民听”，天对这个世界的

听觉视觉都来自于人民。这种观念后来在儒家思想里不断被重复。相对来说，商代的天没有这样的观

念，它会特别保佑商代帝王一族一姓，但是周代更加强调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

没有什么亲戚，谁有德就辅助谁。从这些思想出发，《周书》提出很多优秀的政治文化理念，像 “崇

德象贤”“克慎”“克勤”（《微子之命》），“以公灭私”“居宠思危”（《周官》），等等。这些治国理

念在后世儒家思想里面也一直延续。

《周书》里边有很多思想，在先秦诸子书中也有印证，如 《孟子·万章上》就引用 《泰誓》“天

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在孟子时代已经流传着这种思想。《左传·襄公十一年》就引用

说 《书》曰 “居安思危”，这源于 《尚书·周官》所说 “居宠思危”。《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

也引用 《泰誓》云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到了昭公元年，郑国的子羽也引用了 《泰誓》这句话。

《左传·僖公五年》引 《周书》曰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尚书》特别是 《周书》里面的

很多思想，在先秦诸子书里面，都被反复引用过。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

新的天命观，它在周代相当流行。

如果进一步追本溯源，《尚书》中夏书、商书等先周古书里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如 《尧典》里

边讲 “克明俊德”，这跟周人的明德思想就接近了。《皋陶谟》里面讲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

明畏，自我民明威”，这跟 《周书》里所说 “天视自我民视”是很接近的。又如注重保民、注重民意

的思想，《夏书·五子之歌》就提到 “民惟邦本”。《汤诰》里面讲 “天道福善祸淫”，这也是 “皇天

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伊训》里面说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也

是讲天命无常、惟善是从的思想；《太甲中》说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逭就是逃的意思，

自作孽不可逃。《太甲下》说 “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咸有一德》说 “天

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等等，这些思想跟 《周书》天民合一的思想都是接近的。当然，

夏书、商书里面这些关于天民关系的论述，也可能是西周思想的表现，不一定都是夏代和商代的原

著，而是经过周人的思想的改造，所以也体现了很多周人的思想，这些文献应该是西周的史官把古旧

的文献与当时周代的思想加以糅合形成的。

《尚书》里面西周的这些思想，有大量后来被儒家思想所继承的成分，尤其是在天、天命、民的

理解上。当然，以周公为代表的 《周书》的这些思想实际也代表了对上古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一

种总结和发展，其中有些观念应该说它的来源是相当古远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周书》周公的

这些政治思想也是对上古以来政治思想的一个集大成、一种新发展。以上所说 《周书》之天，这个

天主要表现为一种宗教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内容。如果我们从天的宗教的角度来讲，它有三点是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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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第一就是天命无常，第二就是天命惟德，第三就是天意在民。儒家思想从孔子创立以后，就自

觉地传承六经，六经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而在六经中特别是 《尚书》的政治思想和宗

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以 《周书》周公为代表的 《尚书》思想，对后来孔子和早期儒家

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三、周礼之教

所谓周礼之教，主要是讲周礼里面反映的德教、德政思想。“教”注重的是教化，在 《尚书·舜

典》里记载舜命令契去做一件事，舜帝说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就

是让契担任这个司徒的职务，去敬敷五教，发布五教，施政的尺度在宽。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这都

是讲当时的人伦关系不和谐。那么，敬敷五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孟子·滕文公上》说 “圣人有

忧之，使契为司徒”，这个圣人讲的就是舜，圣人对人伦关系的不满意，产生了忧虑忧患，就让契去

做司徒，教以人伦，具体内容就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照这

个说法，《舜典》“五品不逊”应该就是五种人伦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教就是

五种人伦关系的规范准则，就是让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要有一些准则来规

范它。这是 《孟子》对 《舜典》历史叙述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其实 《左传·文公十八年》对这个问题也有交代，也讲得很清楚，说 “舜臣尧……举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舜让他的下属布五教于四方，就是前面讲的 “敬敷五教”，下面说 “父义，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关于五教，《左传》与 《孟子》的叙述有一些差别，《左传》讲的

五教完全是家庭道德，而 《孟子》里面讲到君臣。《左传》五教，有可能比 《孟子》更接近五教的

原始意义，主要强调的是家庭、家族的道德伦理。到 《孟子》时代，加上政治伦理、社会伦理，才

强调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如果在舜的时代，他确实曾经命令契去颁布五教，那么其文化意义非常重

大，相当于在基督宗教文化里面的摩西十诫，甚至不在摩西十诫之下。后来在 《周书·康诰》里，

周公举出了那些违反道德的最大的几种现象，他叫做 “元恶”，也就是说 “不孝不友” “不能字厥

子”“弗克恭厥兄”等，也是把 “孝、友、慈、恭”作为主要的道德规范，与 《左传》讲的五教是

一致的。这说明在西周，甚至在西周以前，作为家庭道德的五教，已经成了当时最重要的道德德目，

这是周代的德教德政的根源。

当然，讲周礼之教，首先还是要看 《周礼·地官》所讲司徒之职，司徒作为官职主要就是负责

有德教、教化，其中讲到六德六行，说 “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 “二曰六行：孝、

友、睦、?、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六行、六艺，合起来叫 “乡

三物”。“大司徒”部分就讲 “以乡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六艺，其实就是早期儒家教人的主要

内容。在 《地官》其他的一些职官所负责的职能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德教。如 《地官》的 “师

氏”就讲以 “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遵贤良，事师长”

属于政治伦理，不是一般的家庭家族伦理了，但是 “孝行，亲父母”还是家庭伦理。所以 《师氏》

以三德教国子，不仅有三德，还有三行，这都是 《周礼》之教的内容。 《大司徒》里面其实也有

“教”，不只有德和行，还强调有十二教，如说 “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用祭祀的礼节礼仪，

来教化民众，人民做事就比较严谨。所以，礼是教民能够有一种敬的态度，祭祀的对象，并不是唯一

重要的，是要用祭祀的礼来教化民众，能够树立敬的观念、敬的伦理、敬的道德，这样人民做事就不

苟。这是第一条，然后还说 “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

礼教和，则民不乖”。礼的核心就是让道，要懂得敬让，这样民就不会发生争端和争执。周代的礼乐

文化，礼在广义上是包含乐的，所以除了教民敬、教民要让，还要教民亲和，人民之间、人民和统治

者之间要亲和，没有怨气。“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这已经是一种性情上的平和，经常用乐礼来

教化人民，人民性情就不会乖戾，就会变得顺和。这些都属于在礼的范围内所施行的教化内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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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亲”等都是用礼乐教化来使礼乐本身能够发挥道德伦理的功能。所以，西周所讲的礼包括

乐，跟后世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带有强烈的伦理目的，要实现伦理效能。这些跟早期儒家所讲

的礼乐教化精神是一致的。《地官》 “大司徒”部分接着还说 “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礼仪是

教给人们要知道有等级，不能够随便超越等级；“六曰以俗教安”，礼俗能使人民安心。礼俗如何安

民？“大司徒”部分说 “以本俗六安万民”，有六种方法来安民，其中第二个说 “族坟墓”，一个家

族要有共同的墓地；第三个是 “联兄弟”，兄弟要联合，“四曰联师儒” “五曰联朋友”。“联师儒”

就出现了 “儒”这个概念。《易经》《书经》《诗经》里面都没有出现 “儒”字，但是在 《周礼》十

二教里面出现了 “联师儒”。联就是合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关于师儒，东汉郑玄说是 “乡里教

以道义者”①。道当然是普遍的道理，义是指那些具体的礼乐技能。唐代贾公彦认为师儒是 “致仕贤

者，使教乡闾子弟”②，就是已经不做官的官员，回到乡里来教化子弟。于此也可见，在西周春秋，

有不少官职所执掌的职能都跟教化有关系，而且是通过礼和礼乐来进行教化，这些都是西周周礼之教

的反映。周礼之教化系统是以若干职官为载体的，不只是某一个职官，不仅仅是司徒，还有其他相当

多的职官，它们共同构成西周的行政教化传统。这个教化传统，由这些职官所执掌，应该说这些也是

后来儒家思想来源的一部分

“儒”字在 《周礼·天官》讲太宰之职里也出现过，其中说 “以九两系邦之民：一曰牧，以地得

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这里 “师”“儒”是分开的，师

儒是两种身份。儒跟牧、长、师、宗一样，它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职官名称，它类似于一种社会职业身

份的类型，钱穆称其为流品。郑玄认为这里 “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

六艺以教民者”③。在关于 “太宰”的叙述里，牧、长等都是以他的特权身份或者管理身份使人民来

接受其统治，但是师和儒，不是用他的特权身份，而是以他的修养、学识和德行，得到民众的信赖，

使他们得以展开教化。照汉人以及清人的解释，师、儒在这里就区分开来了，师是特别强调有德行，

儒特别强调有术艺。在战国，儒是思想流派之一，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并没有看到有跟师不同的

“儒”。因此，《周礼》所讲的这种作为职业教化者的师和儒，应该不是战国时期流行的情况，也不是

战国的时候一种编造，应该是在春秋时代出现的 （如果不是西周的话）一种状况。

除了大司徒、师氏，在整个西周的德教体系里，专门负责教育国子的，还有大司乐、保氏、大司

徒，等等。汉人说儒就是保氏，那保氏管什么呢？《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的职能是 “养国子以

道，而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强调的还

是礼乐射御书数。此外，保氏还 “教之六仪”包括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

旅之容、车马之容，等等。西周的国子教育，六仪六容，和三德三行、六艺是贯通的，这些跟早期儒

家教学的内容，也是相合的。尤其是 《保氏》所教的六仪六艺，在孔子的教学活动里面，确实是有

广泛的体现。因此，如果说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这种儒的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

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同时他也可以应别人的要求，来咨询和相助礼的操作。所

以，如果我们说 《周礼》里面包含有儒家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就是说从 《周礼》所记载的整个西周

国学乡学的教育传统及乡政的教化传统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明显的例子。

四、周文之德

在 《国语》 《左传》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是 《国语·周语上》讲 “先王耀德不观

兵”，又说 “非务武也”，先王把德作为最大的光耀，而不是把兵力军力作为他追求的东西。“耀德不

务武”反映了当时德政的基本理念。在春秋时代，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事，所谓 “国之大事，在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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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可是，在周代的文化里面，虽然大家把战争看成是头等大事，但从价

值的理念讲，不追求炫耀武力兵力，而强调耀德，强调德行的光芒。所以 《左传·庄公八年》讲

“务修德以待时”，不能追求武力，务修德以等待时机，重视德政，一定要以修德为主；又说 “务德

而安民”（《哀公十年》），务德的目的是安民；还说 “以德和民”（《隐公四年》），都是追求道德的

领导、道德的教化。一方面安民，使民能够得到安养，同时 “以德和民”，使社会大众和谐相处。在

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虽众，无所用之” （《僖公四年》），

前面把德与兵相对，这里把德与力相对，这跟后来 《孟子》所讲的都是一致的，跟诸侯的关系，也

要用德来处理，而不是以兵力、军力。所以贯穿内政外交整个理念，都突出德的观念，这是很明确

的。在西周的后期及春秋时代，这种因素越来越多。《左传·文公七年》还说 “正德，利用，厚生”

三件大事，相比早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讲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 “正德，利

用，厚生”，把正德放在第一位，这也预示着以德治国的理念慢慢在萌芽，到孔子时代正式形成。所

以讲周文之德，这个基本的治国的理念这时已经树立起来了。

不仅是治国理念，个人德行方面也是如此。这些个人的德行不仅对于贵族适用，对于人民也适

用。在整个周文里面，从西周到春秋，出现了很多有关于个人德行的德目表。如九德说，《逸周书·

宝典解》讲九德：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逸周书·文政解》还提

出了九行：仁、行、让、信、固、治、义、意、勇。这两种九德代表了西周文化里强调个人德行的一

面。另外，《国语·周语下》里的十一德：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在这个

时代，有很多德目表，至少有十几种德目表，每一种德目表列举的德行德目都不一样，但是都非常详

细。每个德目表里，德目的重要性次序也不一样，这说明这个时代人们对德行非常关注，但是对于德

行和德目，还没有一种统一的见解。什么德行是最重要的，这个序列怎么排都是不一致的。但无论如

何，从西周到春秋，周文之德已经构成了周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后来孔子所讲仁的观念，

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德目表都把仁放第一位，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比如在九德系

统里，是孝、悌在前面，《周语》十一德系统里是敬在前面。这些与后来孔子所创立的仁学，还是有

区别的。因为在这些德目表里，仁只是众德之一，还没有明显地突出于诸德之上。

《国语·周语下》关于十一德的讨论意味深长，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原文说：“晋孙谈之子周适

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

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

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谈”指晋襄公之孙惠伯谈，他的儿子叫 “周”，后来做了

晋悼公。“周”在继位以前，到周去侍奉单襄公。周朝大夫非常赞赏 “周”，说他的德行非常完美。

是不是晋悼公年轻的时候德行真得很完美呢？这个我们不必去论证，我们所关注的是当时人们要赞美

一个人的德行完美，他用什么样的标准和什么样的德目表。上面那些赞美的话，实际上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 “四个无”，第二部分讲 “十一个言”，第三部分讲了 “两个未尝不”。 “四个无”就是

“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中间讲的十一言 “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等，最后是

“两个未尝不”，他虽然在周天子身边，可是对晋国的事，非常关心。“四无”对德行的描述，相对来

讲是外在的，就是站的时候双腿并直不弯曲，看的时候不会左顾右盼，听的时候从来不拉长耳朵，说

话都是讲确信的事情， “不无远”意思是不好高骛远。第二部分 “十一言”是对德行的描述，讲到

敬，一定要表示对天的敬畏；讲到忠，一定要发自内心；讲到信，必须从自己身上做起；讲到仁，必

施爱及于他人；讲到义，必能兼顾于利；讲到智，他重视处理事务，而不流于虚浮；讲到勇，必定有

所约束；讲到教，必强调分辨是非；讲到孝，一定相信鬼神 （古代讲孝，主要是直接对自己活着的

父母，这里强调对死去的祖先，也一定要相信鬼神，孝及祖先）；讲到惠，一定致力于亲和；讲到

让，即使对敌人也会先礼后兵。最后讲到对自己的国家，晋国有忧患，未尝不忧愁，晋国有喜庆，未

尝不喜悦。如果我们光就德目来讲，这里有十一个德目：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

惠。当然，“立无跛，视无还”等虽然不是通过德目来讲的，但也是一种德行的描述。最后讲的其实

是忧国爱国之心。如果把前面 “四无”，及后面 “有忧未偿无戚，有庆未尝不怡”合成一个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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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么在这个论述里边，可以说一共提出了十六个德目。这个德目表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前期，应该

是有代表性，反映了周文之德的细密性。就个人德行而言，这是最全面的表达。因为 “周”身上有

这么多美德，单襄公生重病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单顷公就讲 “必善晋周，将得晋国”，然后说他 “其

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就是他的德行总体来讲，达到了 “文”。单襄公又展开说 “敬，文之恭；

忠，文之实；信，文之孚；仁，文之爱”，等等，把十一个德行都在 “文”这个总德目下作了一个特

殊的说明。最后又说 “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认为他这样的德行的人，一定

能做国君。在单襄公对 “周”的评论里面，他还把第一部分 “四无”变成德的语言来表达了，说

“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声，成也；言无远，慎也”，就是说把前四点用 “正、端、成、

慎”四德表达出来。他把 “周”对于晋国 “两个未尝不”，合起来叫 “为国休戚”。单襄公这个评价

也是把前面四个换成了德行的德目，把最后两个合成了一个，一共提出了十六个德目。这十六个德目

就是：敬、忠、信、仁、义、智、勇、孝、惠、让、慎、成、端、正，为国休戚。当然这十一德的内

部可以分别，比如说 “正”“端”“成”“慎”，它对于十一德来讲，可能是带有辅助性。单襄公也说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带有辅助的意思。而其他的十一德，是他的基本德行。不管怎么说，在这

个德目表里面，其分类非常完整细密。它既有 “慎” “成” “端” “正”个人的德行，又有 “敬”

“忠”“信”“仁”之类的社会性德行，最后还有一个 “为晋休戚”，跟国族的兴旺发达忧患密切联系

起来的政治德行。

我们最后要关注的，就是在单襄公的讲话里面，他把这些德行都纳入到 “文”的概念，使 “文”

成为一个总的概念。“文”是德行的总名，每一个德目都是反映了 “文”的某一个方面。在周代，从

文王开始，对其文化本来就是用 “文”来表达的。从周的立场来讲，它是把整个德行的总体用 “文”

来把握。当然后来到了孔子，可以说把德行的总体换成了 “仁”来表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

看到，孔子以后早期儒家的德行论是对西周春秋德行论的一种继承，西周春秋的德行论，为儒家早期

的德行论奠定了基础。

五、结　　语

古代不像近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是古人的有些讲法，在近人原儒的时候，其实被忽略了。章

太炎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把古人的很多论述全甩在一边。这里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古人论儒的一些代

表性讲法。

第一，六艺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

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 ‘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

虽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对儒的了解，是以六艺作为首要的基点，这是很重要的；其次他把 “列君

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看作是儒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所以 “以六艺为法”，也可以说是以

六艺为体，“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其用，强调儒的社会作用功能，是要建立政治

伦理的秩序。这是百家都不能够取代的社会效能。太史公这个讲法，虽然没有讲儒的原起、根源，但

是他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他是以六艺作为把握儒学的一个基本点。这个讲法意味着儒家

的出现兴起，是起于对六经的传承解释。

第二，“述周说”。《淮南子·要略》说：“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

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这是说儒者之学的产生起源，

是继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传统。所以整个周文与周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换言之，它不是像 《太

史公自序》里那样泛括六经，而重点强调六经中的周道、周文。

第三，“王官说”。《汉书·艺文志》以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认为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

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

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里以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歆 《七略》。胡适

不赞成这种讲法，他认为诸子思想主要还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当然，胡适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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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我们还是要看其文化的传承。“王官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根源，它不

是从 《周书》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观出发的，而是着眼在教化论。从这点来讲，是有其合理之处。

另外，教化会涉及到执掌教化的职官的功能，所以他提出司徒之官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是他没有讲

出司徒之官的功能与教化的明确关系，这就既忽略文化的传统，也忽略了西周以来的整个政教传统。

在这个职官的执掌之下，几百年的政教的传统，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即便如此，“王官说”也有其一

定的合理性。

近代的学者都是从 《说文解字》出发，如章太炎发挥 “术士”，胡适发挥 “儒者柔也”，都忽视

了 《说文解字》之前，比它更权威的，像上面我们说的 《史记》 《汉书》以及 《淮南子》的说法。

这些说法都在 《说文解字》之前，都有其合理性，如注重从六经的角度，注重从述周的角度，注重

从教化的角度，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全面论述儒家思想根源的重要借鉴。

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会得到一种相当明晰的印象：在春秋末期，孔子和早期儒

家思想中，它们所发展的那些思想文化内容，不是在与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方向对抗断裂中产生的。因

为西方讲轴心时代，特别强调是在与前轴心时代相对抗断裂而产生的。但是在中国轴心时代，最大的

代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它与前轴心时代的西周礼乐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连接关系。这跟西方思想史的发

展是不同的，正如杨向奎先生在其关于宗周文明的研究著作里面指出的，“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

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就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

态”①。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也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他还讲 “以德、礼

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②，就是有了周公之道，

才有孔子之道。周公之道是讲德礼，孔子儒家思想是讲仁礼。杨先生这些讲法相当精到。孔子对周公

是倾心敬仰，后来荀子也把周公作为第一代大儒。这些其实都已经明确指示出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

说，西周的礼乐文化就是儒家所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

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同时，西周的礼乐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

中国早期的上古文化，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最后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

教，发展为周代的礼乐，以礼乐为主的伦理宗教，这些是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厚根基。

再往前溯源，从龙山文化以降，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乃至周边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在政治文

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等方面，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比较统一的精神，这个精神在

西周开始定型。这种统一的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表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

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这些既是世界的，也是宇宙的，

最后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西周时代开始，人本主义思潮开始发展，到了孔子 “敬鬼神而远之”，

形成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三代传

衍下来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因此，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远远不是

字源学研究把 “儒”解释为商周的一种巫士、术士所能揭示。我们必须在一个综合性的思想文化研

究中，才能把它展示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灿烂的重要部分，但是它不

是孤立发展的，它是内在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发展一方面紧密联

系着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总体，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文明总体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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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

———以 《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冯　兵

【摘要】《孟子·梁惠王上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先秦儒家关于仁政的典型看法，可视为儒家仁政思想的基

本纲领。孟子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仁政之人性基础，以与

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这五点构成了儒家仁政理想的五个基本面向。而

儒家所谓的仁政，大体就是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

【关键词】儒学；《孟子》；仁政；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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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细读 《孟子·梁惠王上下》篇就不难发现，其思想主旨是关于孟子 “仁政”理念的全面阐

发。孔子虽然在 《论语》中对儒家的仁政思想有较为深刻的揭示和讨论，但不如 《孟子》的论述全

面、深入和系统。孟子所处的时代距孔子一百多年，他私淑孔子，自认为是其思想最优秀的继承者。

然而，一方面，相比孔子的时代，孟子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势又在发展中更进一

步地呈现出了道德上的末法颓势；另一方面，在儒学思想自身的深化发展的基础上，他 “退而与万

章之徒序 《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然也能对 “仲尼之意”有所深

化和推进。孟子关于仁政的探讨就是如此，其仁政思想可视作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纲领。《孟子·梁

惠王上下》关于仁政的内涵与外延有充分讨论，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先秦儒家关于 “仁

政”这一理想政治模式颇具典型意味的观察与思考。对此，我们大体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以君主明辨义利为仁政之前提

《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以孟子劝谏梁惠王 “何必曰利”入手，告诫梁惠王当行仁义，由仁义

行而自无不利。当时的社会风尚，正是 “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①。据 《竹书纪年》，

孟子初见梁惠王时当是在魏惠王 （即梁惠王）后元十五年 （公元前３２０年）②。当时，梁惠王处在
“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的艰难时局，他深以为耻，在 “愿比死者壹

洒之”的强烈复仇欲望下，对孟子的到来充满期待，急切地希望孟子能够给他提供迅速崛起称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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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朱熹：《孟子集注》，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４７页。
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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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妙策，所以开门见山就问孟子 “何以利吾国”。孟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以利先行的政治方略必然

会 “不夺不餍”，从而导致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局面，随后明确指出了行仁义的好处：“未有仁

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在这一章中的论说层层深入，逻辑严谨周密，力求将梁

惠王的治国理念纳入仁政的轨道上来。

朱熹在 《孟子集注》中对这一章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撇开朱熹理学式的发挥不论，他 “循天理，

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的说法，以及所引程子的 “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

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① 之语，将孟子此章的主旨表达得分外清楚。儒家从不曾真正否定利的现实

必要性。孔子就从没有否定过合于义的利，在 《论语·述而》中，他虽然曾明确指出 “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但同时也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

而可求”，可求与否的判断标准就是 “义”。因此，他们所强调的只是 “见得思义”，在利面前 “义

以为上”，不得 “专以利为心”，但事实上 “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朱熹在另外的场合中也

提到这点：“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宜，利便随之，所以云 ‘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

兼得利。”② 可见，重义而不反利甚至由仁义而得真利、大利的主张，才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传统。孟

子在此就以由仁义而得大利、真利的主张，去游说梁惠王行仁政。而孟子所主张的仁政，其实质既是

一种儒家理想化的施政理念，也是一种高标准的政治伦理。因此，国君要推行仁政，首先就必须明确

义利之辨，以仁义为最高政治纲领，而民富国强、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的实现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之

事了。

二、以民本为仁政之核心

“中国 （或儒家）的民本思想，胎息于 《尚书》，孕育于孔子，而孟子建立之，遂成为一代宗

师。”③ 这一说法是对 《孟子》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地位的客观描述。孟子的民本思想的确深受 《尚

书》和孔子的影响，这在 《梁惠王上下》明显可见。杨泽波以为，孟子 “民本论的关键是强调民

心”，本质上是一种 “民心论”④，此言甚是。《梁惠王上下》有大量关于民心民意的讨论，如 “王无

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齐宣王问孟子可否伐燕，孟子便以燕国之民心为准则予以回应，等等。而

在 《孟子》全书中，这一类的提法更可谓不胜枚举。由此，杨泽波认为，孟子的民本论是一种 “理

想化的君本论”，不是传统的 “民为政治主体论”⑤。但是，若从孟子问齐宣王 “四境之内不治，则

如之何”（《梁惠王下》），而齐宣王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的例子，以及孟子明确指出 “贼仁者谓之

‘贼’，贼义者谓之 ‘残’。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下》），

强调残贼仁义之君可诛，又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等来看，孟子

强调无道之君可去、可诛、可易位，这对于君主的权力的限制可说是无以复加的，若真正以君为本，

当很难至于此。

至于孟子常把君、民关系比喻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

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

母也”（《梁惠王上》）等，和孟子所引 《尚书》逸文 （《伪古文尚书》采入 《泰誓》上篇）的内容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结合起来看，就可明白 “为民父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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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２４７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６８，《朱子全书》第１６册，第２２８２页。
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页。
杨泽波：《孟子评传》，第１９３页。
同上，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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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逸文指出，君 （往往也与师一体）是上帝派来辅佐他关爱民众百姓的，其一个 “宠”字便

将民之父母的职责点明了。再结合前述所引文本来看，可见，这里的 “为民父母”仅仅是一种比喻

而已，因为爱由亲始，以父母子女的关系作喻，更能凸显君、民之间的亲爱一体。孔子讲 “仁者，

爱人”，这样一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恰是仁的核心。所以，“为民父母”的提法是对儒家仁政理念

最完整的诠释。

同时，“为民父母”特别强调的是君主为民众服务的职责。如孟子要求 “王无罪岁”，就是强调

君主对百姓的福祉要有自觉的担当，不能随便诿过于天灾等外在因素。虽然理论上讲君民的义务关系

是双向的，但孟子在此反复强调的只是君主 “为民父母”，而没有强调臣民 “为君之子”，可见他更

重视的是君主的职责与义务，着重强调的只是君主应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去关怀、照顾民众，而非强

调民众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和效忠。倘若君民关系真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孟子也就不可能会主张

“易位”甚至是 “诛之”了，因为哪有子女可以更换父母甚至弑杀父母的呢？孟子前引 《尚书》逸

文说天 “作之君，作之师”是为了 “助上帝宠之 （民）”，也就说明君主 “为人民服务”这是上天

（或神）的安排。《孟子·万章上》引用 《尚书·泰誓中》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句，

则又指出天意源于民意，天 （神）要听从民意。另如 《左传·桓公六年》中道：“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九年》也说：“民，神之主也。”杨泽波说，这些论

述 “主要是强调治理国家不能听信于神，而应听信于民”①。笔者则认为这里强调的只是要求君主治

国应以 “民为邦本”，先民而后神，既体现了民本思想的人文精神背景，也反应了民意的呈现方式，

即君主治国应遵从民意，而民意是由天 （神）转达于君主的。

在孟子看来，民意对于君主的重要性甚至还在于其能够决定君主能否得到治理天下与国家的权

力。“换言之，民众的认可和接受，构成了判断、衡量君主统治合法性的尺度。”② 这在 《孟子·万章

上》中孟子本人也有明确阐述。当弟子万章问 “尧以天下与舜，有诸”时，孟子予以否定，因为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只能 “荐人于天”，最后被举荐者通过一段时间的 “主祭”和 “主事”的

考察后，当 “天受之”和 “民受之”，即上天和民众都接受和认可之后，才可以继任天子。所以，传

统观点认为孟子的民本论的核心是民为政治主体论，笔者认为是大体没错的，只不过民作为政治主体

的力量必须要借助或通过天 （神）转为施加给君主，中间不仅隔了一层，而且仍然强调君主的作用，

这是一种不彻底的 “民为政治主体论”，只能构成对现实中的 “君本”的些许反动或约束，所以历史

上它从不曾真正构成对君本论的实质性威胁而得以保存至今。

三、以恻隐之心为仁政的人性基础

孟子为了鼓励齐宣王行仁政，针对他不忍衅钟之牛的 “觳觫”而易之以羊的行为中所体现出的

恻隐之心，顺势大作了一番文章。孟子首先指出齐宣王此举 “是乃仁术也”，夸赞其为身具仁德的表

现；随后就举例证明 “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这一句最为关键。孟子强调

“人皆可为尧舜”，就如王阳明讲 “满街都是圣人”一样，以人性之普遍的 “善”作为仁政可行的基

础。在此，而 《梁惠王上下》中孟子虽然并没有将齐宣王的 “不忍人之心”上升到普遍人性的高度，

只是将其说成是齐宣王个人所具备的成为圣王的人性基础，但也在劝谏齐宣王行仁政方面具备了理论

上足够的说服力。因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只要有不忍人之心，自然就可行不忍人之

政，不忍人之政即仁政。而这份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这一份恻隐之心为 “仁之端”，是人之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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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波：《孟子评传》，第１８９页。
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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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表现，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的核心要素之一，乃人所生而就有的良知良能。

这里，孟子只是就齐宣王作为一个 “人”所具备的恻隐情感出发，来论证其行仁政的德性的可

能。李春颖指出：“恻隐作为道德情感应在人作为 ‘类’上来理解。作为类的特点，道德情感才具有

实存性和普遍性。”① 当然，除了恻隐之心，孟子所主张的羞恶之心等也同样应该在人 “类”的角度

来理解。因此，孟子曰：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

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为四端之心，即人人所具有的普遍的道德情感，其终极根源在于

人天然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善性。这一人类所普遍具备的善性在政治方面最为直观的作用和影响，就是

对君主的自主 “推恩”意识的促成。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

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梁惠王上》）

推恩即 “举斯心加诸彼”，就齐宣王来说，就是以不忍牛死之恻隐心而推及于百姓，从而 “保民

而王”，成就王道政治。金耀基说：“孟子的仁政论，根源于其哲学上的性善论，谓仁政是孟子悬以

为政治之最高境界，则性善论为是由而致之的唯一凭借。”② 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超越了个体生命的

有限性而具有普遍性价值，为君主推行仁政提供了道德动机和内在的行为动力，是其仁政思想的人性

论基础。应当说，由仁性而仁政，这是一种典型的由内圣而外王，甚至非内圣 （有位有势却德性平

平）也可能外王的理论进路。

四、以与民同乐为仁政之价值导向

中国早期的民本思想自 《尚书·五子之歌》提出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来，就一直在先秦

政治思想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管子》进一步明确提出 “以民为本”的观念。而真正将民本思想

发扬广大的，则是孟子。孟子对早期民本思想的最大发展，就是提出 “与民同乐”这一政治哲学或

政治伦理学概念，并以之为其仁政思想的核心价值导向。

在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大量的关于与民同乐思想的讨论。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

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在此，孟子明确告诉梁惠王，必得先行仁政，令民众也能感受到生活之乐，君主才有可能真正得

享这一份园囿之乐。随后，孟子将这一观点做了反复论证发挥。在面对齐宣王时，他也说：“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

里，孟子的 “与民同乐”之 “乐”，对于民众而言，不仅有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后的快乐欣慰，也有在

精神上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欢心愉悦。

在物质上或者社会保障上，如当齐宣王问文王之囿七十里而民能乐，自己的园囿只有四十里而何

以民众却以之为苦时，孟子就指出了两者的关键区别所在：文王 “与民同之”，齐宣王则是 “为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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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老百姓不仅无法与君主同享，甚至还会因误闯而丧命。这就是有否与民同享物质之乐。但

是，对于齐宣王来说，一方面他往往也能够为孟子的仁政主张所打动，一方面又不愿意真正推行仁

政，所以推辞说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则针锋相对地说：“王如好

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好货强调的是

物质生活层面的享乐，好色对于宣王而言自然是精神欲望层面的享乐。对于庶民来说，除此之外更主

要的是成家立业的基本社会保障。就精神层面的享乐而言，孟子也为齐宣王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讨

论。孟子以王 “举乐”为例，明确指出，民众对于君王 “鼓乐于此”的态度是 “举疾首蹙輊”还是

“举欣欣然有喜色”，就在于王是否 “与百姓同乐”，而这一 “与百姓同乐”的关键又在于君主能否

推恩于民，满足民众关于父子兄弟、妻室儿女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于此，孟子着重强调君主要推恩于民，将己之乐推扩于民，与民同享这一份喜悦。当然，孟子也

明确认识到，在物质资源的占有上，君主是不大可能真正与民同享的，所以他对梁惠王举文王将苑囿

开放于民的例子，更多的只是宣扬这样一种理念，希望君主能真切地推己及人，想民众之所想，急民

众之所急。

从孟子所讲的几个与民同乐的事例看，其中既涉及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层面的满足，也强调了民众

的精神生活的满足问题。这与 《孟子·离娄上》论孝养父母时反对简单的 “口体”之 “养”，而要

求重视精神层面的 “养”（“养志”）是一致的。孟子这一思想与孔子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的说法也如出一辙。出于 “家国同构”的儒

学特质，孟子将这一家庭伦理观念运用到政治伦理建设上来，赋予儒家政治思想更强烈的人文主义精

神，由此引领儒家的仁政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因此，孟子 “与民同乐”的政治伦理观念要求

君主关注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尤其是精神心理层面的满足，可说是给儒家的仁政理念提供

了一种明确的、高层次和高境界的价值导向。笔者认为，这正是孟子仁政思想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其

在整个儒家政治思想史上无疑都是具有前瞻性的。

五、以王天下为仁政之终极目标

在 《梁惠王上下》中，孟子所见的梁惠王考虑的是 “何以利吾国”，如何帮他洗雪前耻、称霸诸

侯，齐宣王关心的是如何达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邹穆公恼火的是百姓不肯为国赴难，滕文公焦

虑的是如何在大国之间求生存，惟有梁襄王问及天下 “天下恶乎定”，可惜其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见所畏焉”，孟子对其评价很低。事实上，孟子对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的劝谏无不是以 “王天

下”为终极目标来要求和规训的。如他劝梁惠王令民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他对齐宣王强调 “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认为 “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他又以同样的话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来反复劝谏齐宣王，并告诉他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是否毁明堂

的问题上，孟子也提醒齐宣王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对滕文公的担

忧，孟子同样以 “王天下”来诱劝之，说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

也”，强调即使滕文公本人因国小力弱无法王于天下，也应为后世子孙打下基础。而且在这一篇中，

孟子所举的正面例证都是文王 （少量例证为其父亲太王或儿子武王）这一儒家世代遵奉的圣王典范。

如此等等，都体现出孟子由仁政而 “王”，将天下之王道乐土、理想治世的建构的希望寄托在诸侯国

君身上的良苦用心。

孟子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但是，“由周而来，七百

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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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说 “舍我其谁”，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孜孜游走于列国之间，

希冀能辅佐一个明君起来 “王天下”，但终因迂阔而难见事功，晚年也只得如孔子一样，回归故土将

自己的平生所学所思写下来。《孟子》一书的核心宗旨不外乎就是三个字——— “王天下”，即令天下

苍生广被仁泽。这是其仁政理想的终极目的，也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终极目的。

在儒学史上，孟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人性之善是人的天赋本能，由此强化和升华了先秦儒家思

想的伦理属性。学界通常认为，伦理与政治是儒家思想的两个基本面向。在笔者看来，历来儒家对伦

理的强调，无论是对普通民众心性的涵养教化，还是要求 “正君心”“格君心之非”，强调君主德性

的养成，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与生存环境，也就是追求一种 “善政”

“善治”。从这个层面来说，儒家的伦理仍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他们对伦理的

高度重视与奋力建构，又绝不是为某一家一姓或某一个团体效力的，对待君主从来都是合则留，不合

则去。因此，愚忠愚孝绝非真正的儒家伦理精神。儒家的伦理与政治理念并非专为统治者巩固政权而

来，也不是简单地为普通百姓声张某些具体权益，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着想，是为了全人类更为

有效的生存与发展而提出的他们自认为最好的理论设计，这便是他们的 “王天下”之政治理想与政

治目标的实质。

那么，究竟何为仁政？我们从 《孟子·梁惠王上下》可见，儒家所谓的仁政，具体而言，就是

指在宗法君主制中以德性论为基础而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其以君主明辨义利为前提，以民本为立论

核心，以恻隐之心为人性基础，以与民同乐为价值导向，以王天下为终极目标。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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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术不可不慎”

———孟子的职业之道发微

曾海军

【摘要】“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乃是贱人心之贪婪。士君子之尚志不似梓匠轮舆之事，其所为

可谓功在千秋。孟子论孔子为委吏或乘田，表明家贫亲老之时不择官而仕。最后通过矢人与函人之论显示

慎择其业之意，又由 “君子远庖厨”论出慎养其心之义，全面揭示孟子 “术不可不慎”的职业之道。

【关键词】孟子；道德；职业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３３－０８

作者简介：曾海军，湖南平江人，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汉初七十年的子学研究”（１７ＢＺＸ０４７）

笔者第一次读到孟子称商人为 “贱丈夫”时，感到特别震撼，无法释然，不知道该如何用来应

对今天的商业社会；后来读到孟子关于 “君子远庖厨”说法，也是一面觉得意思挺好，一面又疑惑

这让庖厨这样的人如何自处呢？尤其是关于矢人与函人的论说，一下子让笔者想起了现代人经常谈论

的职业道德学说，仿佛道德更少地关乎人而更多地关乎职业。离开人而单独讲职业道德，未免有些荒

诞；但若是就着人而言，职业道德并非全然不可讲。孟子论道德多处涉及今天所说的职业，前言商

人、庖人、矢人、函人皆是，还有委吏、乘田、梓匠、轮舆、工师、玉人，等等。合在一起看，未必

不可以说孟子自有一整套职业之道的学说，简言之，即所谓 “术不可不慎”。孟子所提供的职业之

道，虽不等同于今人所谓的职业道德，但若用来对看各种职业道德的说法，想必会大有裨益。

一、从 “贱丈夫”论起

孟子称商人为 “贱丈夫”，原文如下：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孟子·公孙丑下》）

商人在什么意义上是 “贱丈夫”，这大概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若先论市集，聚货交易以通有

无，这肯定是毫无问题的。《周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焦循疏云：“交易，即以所有易所无。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无，一交易，

而无者皆有，故各得其所。”① 如何做到货畅其流而物尽其用，也算是个古老的问题。《汉书·食货志

上》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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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可见，以交易而通有无，乃上古先圣所

许，不需要有任何忌讳。固如是，但使有司治之而已，亦即有司 “但治其争讼，不征税也”①。

既然如此，孟子在何种意义上将商人称为 “贱丈夫”呢？赵歧解云：“贱丈夫，贪人可贱者也。”

又云：“人皆贱其贪，故就征取其利，后世缘此，遂征商人。”② 赵歧的一个中心意思是 “贪”，因为

贪故招人贱。不甘心仅赚取一些由市场决定的差价，而是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想垄断市场而网罗

利润。朱子以为称其为 “贱”，是 “谓人恶其专利”③。商人固然是追逐利润的，但不能因为更容易

变得贪婪就情有可原。经过现代学科知识的刻画，商人的目的就是追逐利润，俨然一副贪婪的本性。

真的就是这样吗？商人的形象究竟是货畅其流的中坚力量，还是追逐利润的贪婪者，取决于文明的塑

造方式。在人性本善的文明系统中，没有任何理由让商人走到性善的对立面。商人在本性上自然没有

瑕疵，“贱丈夫”并非孟子对商人的定性，就像孟子称 “贱场师”一样：“今有场师，舍其梧鉱，养

其?棘，则为贱场师焉。”（《孟子·告子上》）梧、鉱为高大雄伟之美材，?、棘大概类似于荆棘、

灌木之类，孟子以此喻 “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场师可贵可贱，

舍其大而养其小，是自贱而已，“贱丈夫”亦然。

商人作为人，其本性依然在人而不在商，不需要也没可能重新为商人确定一个本性。哪怕所有的

商人都热衷于追逐利润，也不妨碍有人从商以货畅其流为目的。人原本就不应该被任何一种职业所填

满，在人与职业之间，人始终拥有扭转乾坤的余地，实是因为人的本性并不被职业所重新界定。人的

本性固然并非如此，商业也不只是注定如此，商人的本来面目更由人的本性所决定。孟子称商人为

“贱丈夫”，不是否定商业，也不是为商人定性，而是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所表现出的贪婪斥责为

“贱”。不过，不否定商业不是无视商业是赚取利润的活动，经常有人用传统社会中 “士、农、工、

商”的排序来表明商人的地位卑微，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古代社会的各行各业确有三六九等之分，

此非虚言，却并不意味着人的尊严由此而决定。古人瞧不起商人，不算空穴来风，与职业的高下之等

有关。商人的活动总是趋向于赚取利润，人心虽不由此而决定却极易受此影响，故而地位卑微。人心

若能摆脱这种影响而持守性善，则其人尊严不失而愈显可贵。职业有高下，人心显贵贱。“贱”是贱

人心之贪婪，“贵”是贵人心之无私。现代社会致力于彻底抹平职业之间的区分，但抹平了职业的高

下之别，必然丧失人心的标尺；所谓的职业道德，不过就是一些与行业相关的规范条文而已。

士农工商的排序虽说很容易看出职业上的高下之别，却容易掩盖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士人并

不属于农工商的分工体系。孟子为了说明治国要任贤这个道理，就用治玉这一职业来打比方，其云：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 ‘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

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以玉人雕琢之喻是想表明，爱玉者尚知寻求专业人士

雕琢，爱国者竟然不知寻求贤良人士治理，这就很荒谬了。用朱子的话讲，“治国家则殉私欲而不任

贤，是爱国家不如爱玉也”④。不过，类似于人君或士大夫，这些治国的劳心者并不在儒家传统的社

会分工体系中，其治理能力恐怕不能直接视为专业技能。孟子明确区分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孟子·滕文公上》），如赵歧所言，“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谓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谓农

工商也”⑤，人君或士大夫这样的劳心者，与农工商这样的社会分工体系本不在同一个系列。是故玉

人雕琢之喻，并非将贤人治理与玉人雕琢简单并列。赵歧以为：“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则玉不得美

好。教人治国，不以其道，则何由能治者乎。”⑥ 治玉有治玉之道，治国有治国之道，治玉之道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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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业有专攻，治国之道恐怕不止如此。对于孟子所言，“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孟子·梁惠王

下》），赵歧解云 “谓人少学先王之正法，壮大而仕，欲施行其道”①，治国之道实乃先王之道，而非

普通的专门之学可比。孟子眼中的职业体系既有职业之间的高下之分，亦有职业之上不得以社会分工

等同视之的劳心者。但劳心者既然不进入社会分工体系，就会面临新的问题。

二、梓匠轮舆：士何事

对于不从事生产的劳心者到底能否坦然食于人，孟子与其弟子之间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

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

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

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

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

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

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

·滕文公下》）

彭更觉得，“士无事而食”，是不是有点白吃白喝的味道，不是太好。孟子当然不是为游手好闲

而吃白食的人辩护，“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对于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多吃一碗都该觉得

羞耻。关键是，梓匠轮舆之徒并不生产粮食却能食于人，为何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的士人，反倒不能

食于人吗？梓匠轮舆凭着灵巧的双手辛勤劳动，固然值得让人尊重，但入孝出悌的仁义之士在什么意

义上还不如梓匠轮舆呢？彭更找到一个理由说，梓匠轮舆就是为了生计而劳动，难道士君子也是为了

生计才入孝出悌的吗？这个理由很犀利，彭更的逻辑是，梓匠轮舆依靠劳动而换取粮食，就算士君子

守先王之道值得尊重，难道也是为了换取粮食吗？既然 “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得

不到粮食是不是就没问题？孟子的驳斥是，到底是有志于食就能换到粮食，还是有功于人才能换到粮

食？如果是前者，活没干好乃至干坏了也能换到粮食吗？如果是后者，士君子有守先待后之功，可以

食于人而不必以为侈。

不过，孟子指出彭更误将 “食功”当 “食志”，可彭更质疑的是 “士无事而食”，正是觉得士连

事都没有，又有何功可言呢？像尧舜有功于天下，他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即便彭更承认孟子所辨是

“食功”而非 “食志”，士恐怕也是无功可食。彭更的疑虑并非个人的奇思妙想，在 《孟子·尽心

上》篇，王子垫就问过孟子 “士何事”，孟子答曰 “尚志”。朱子于此注云：“上则公卿大夫，下则

农工商贾，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间，独无所事，故王子问之也。”② 可见，“士无事”的疑问称得上是

有根据的。孟子的另一位弟子公孙丑提出过类似的疑问：“《诗》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尽心上》）这简直就是质疑君子与吃白食之间没什么两样。如此反复发问，表明这

是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困惑。虽然孟子明确回答了 “尚志”便是士之事，恐怕这并非解决问题的答

案，反而成为增添困惑的因素。作为孟子的弟子，对于孔子所言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

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想必是耳熟能详的，不会不明白士之尚志以及志于道，但仅能言

“志”或 “道”，不正是 “无事”的意思吗？像梓匠轮舆之徒，他们的事才是明摆着的，甚至干多少

活就吃多少饭也都能看得清楚明白。士以尚志或志道为事，不知者全当成是虚言，产生 “士无事而

食”的疑虑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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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 “尚志”何以能成其为事呢？孟子在回答王子垫进一步追问 “何谓尚志”时说 “仁义而已

矣”，并阐明了一句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先从 “非

其有而取之”来论，对士君子食于人的疑虑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基于义与不义，担心 “士无事而食”

或 “不耕而食”，担心士君子 “非其有而取之”。如果没有义与不义的区分意识，就不会关心是否耕

而食，能 “传食于诸侯”，不是挺光彩的吗？这是弱肉强食的逻辑，顺着这种逻辑，谋人钱财乃至害

人性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杀一无罪，非仁也”，因为仁而不忍杀，才会止于所取义与不

义。正是基于仁义的道德意识，梓匠轮舆之功才能获得肯定和保障，玉人雕琢之道才会比作是治国任

贤的正途，商人交易之性才不会被描述成追逐利润。可以说，力图对职业做出的任何道德叙说，都根

源于士所尚仁义之志。时代可以变迁，王朝可以更替，仁义之说却能历久弥新，岂非士人所志之功

哉！就此而言，士君子所为可谓功在千秋，食于人实乃 “天下之通义”。

对于士君子所为，孟子高尚其志，以别于梓匠轮舆之徒，一如孔子之别于稼圃：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

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

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樊迟请学稼、学为圃，未必不是出于心存 “士无事而食”的疑虑。故朱子注 “小人”曰 “孟子

所谓小人之事者也”，注 “礼、义、信”曰 “大人之事也”，并引龟山谓樊迟 “志则陋矣”①，这完全

与孟子尚志之意对得上。历朝历代的职业变迁和起伏极大，尤其是今天的社会颠覆了许多传统职业，

又冒出许多新兴职业，但对士人所事之仁义礼智信的呼唤贯穿于其中，正以孔孟高尚其志而不落于任

何职业之中方可达成。孔孟之道何以能超拔挺立数千年而不息，亦由此可见一斑。但孔孟之意不在于

鄙视稼圃或梓匠轮舆之业，孔子明确表示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

而》），无论考证 “执鞭”之为何事，均不出朱子所注 “贱者之事”②，亦有似于孟子所言小人之事。

对士君子而言，论其志则有意高尚之，论其事则无意鄙视之，如古人所云 “夫子之于乘田委吏亦所

不鄙”③ 是也。孔孟时代天下纷乱，士人的地位急剧下降，随时都有可能沦落到各种卑微的职业中。

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礼记·中庸》），连抱怨都没有一句，又何来鄙视之意？至于委

吏或乘田，自有其出处，下文申论之。

三、委吏或乘田：位卑为贫

古今职业变化之巨，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但有一种基本的诉求大概是共同的，那就是养家糊口。

孟子虽高尚士人之志，却一点也不否认位卑可居之意。儒家有所谓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既有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说

法，又有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的意思。这都是从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角度而言，所谓 “仕本为行道济民也”④。但还有一种情形

是：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

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 “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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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术不可不慎”

孟子所言在 《列女传》中有重现，所谓 “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亲操井臼，不择妻而娶”

（《周南之妻》），表达得更简练。君子固然可以 “食无求饱”（《论语·学而》），或 “饭疏食饮水”

（《论语·述而》），但岂能忍心让亲人跟着忍饥挨饿，尤其是让年迈的双亲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是故

在主张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同时，明确表达 “家贫亲老，不择

官而仕”的意思。所谓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则是承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

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精神主旨而来。孟子举孔子为委吏、乘田的例子，是 “言以孔子

大圣，而尝为贱官不以为辱者，所谓为贫而仕，官卑禄薄，而职易称也”①。这种事在曾子身上也发

生过：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

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

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韩诗外传》卷一）

不能因为 “窘其身而约其亲”，出于照顾亲人的需要，难免有 “重其禄而轻其身”的时候。从事一些

比较卑微的职业，虽不能行道济民，却能让亲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是所谓养家糊口也。

职业有养家糊口之功，此则古今一也。今人求职在相当程度上依旧是出于养家糊口，虽说总会有

人强调自我价值实现之类的。很多人以为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未免太没出息了，只有追求自我价

值的实现才是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养家糊口不需要羞于启齿，这不是在解决仅属于

个人的生活问题，照顾好亲人的生活实属天经地义，也完全是正大光明的。只不过 “国有道则能者

取卿相”，得以立朝行道，养家糊口自然不在话下； “国无道则圣人居乘田”，圣人尚有位卑为贫之

时②。问题不在于是否为了养家糊口，赡养双亲而养儿育女也可以公而无私，倒是所谓自我价值的实

现很可能沦为私情私欲的借口。

为养家糊口做了一点正名工作，并非鼓励人将职业向养家糊口看齐。位卑为贫固然出于养家糊

口，背后的精神资源却是丰富的，而不是眼里只有养家糊口。正如古人所言 “重其禄而轻其身”，这

是对于 “重其身而轻其禄”而言的。有不为 “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所动的时候，

曾子 “仕于莒，得粟三秉”才值得特别标举。更何况在 “重其禄”之时，亦是 “辞尊居卑，辞富居

贫”，其与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精神主旨是一样的。儒家固然看重对

亲人的牵挂与关怀，不忍心亲人跟着过苦日子，却并未因此给所谓的亲缘腐败留下任何空间。哪怕是

以亲人的名义，富与贵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那些以亲人为借口而身陷贪腐

之中的人就是不明儒家的道理，那些喜欢批判儒家搞亲缘腐败的人也不妨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儒家的

思想主张。

孟子说，孔子为委吏，就关心会计之当；为乘田，就关心牛羊之长。看起来只是举了一个为贫而

仕的例子，实则不然，所谓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礼记·中庸》），值

得论说的还多。朱子说，位卑为贫者 “亦不可以苟禄”③。这是职业之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类似

于抱关击柝，或是委吏、乘田这种不起眼的岗位，对于一个特别厉害的人而言，如何才能做到不苟

且、不抱怨，依旧认真对待，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胸怀抱负的人从事一个卑微的职业，却能够

手头做什么心里就装着什么，心里坦坦荡荡，这已经是一种 “无入而不自得”的道德境界。这也是

由委吏或乘田这样的职业可以论说出来的，在养家糊口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道德资源。

今人论起职业道德，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不断变换的职业中表现得尽量坦然一

些，而不是时常处于一种十分迫切、焦虑的状态。在古人的职业体系中是有尊卑之别的，一方面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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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小人之事，另一方面士人沦落其中亦不苟且、不怨天尤人。可是现代社会却很奇怪，表面上都信

誓旦旦地捍卫所有职业无分贵贱，只是分工的不同，事实上却紧张而乖戾地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轮

转，根本没有那种无分贵贱的坦然。仔细想来，古人对职业虽有尊卑之判分，但人格的尊严自有德性

的支撑。对于职业而言，位卑就位卑，也不是君子将其看卑的。而对于君子人格之挺立，不以位之尊

卑而起伏，人性的光辉不会淹没在卑下的职业中。不似那种通过拉平所有职业的尊卑之别，只是为了

掩饰自身人格的脆弱，仿佛没有了职业之等，也就确保了无差别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忌讳

把自己从事的职业说低了，将职业的卑下等同于人格的侮辱，只是由于将自身的人格与职业捆绑在一

起，失去了德性的支撑。职业的尊卑之别已经被彻底瓦解掉了，人的德性也隐没不彰，再来论职业道

德就显得有些无关痛痒，而孟子所论职业之道则能深入根本。

四、矢人与函人：术不可不慎

古人在职业上的贵贱之等恐怕没法对应到现代社会中来论，但不同的职业与人心向背之间的差

别，放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可以再论的。孟子论到矢人与函人，一个是制作弓箭的，一个是制作铠甲

的，两者的社会地位肯定差不多，孟子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区分：

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

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

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孟子·公孙丑

上》）

制作弓箭的人唯恐不够锋利而伤不到人，制作铠甲的人唯恐不够坚固而伤到人，这是由产品本身

的属性决定的。同样的差别在巫匠之间也一样，“巫者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为棺椁，利人之

死”①，不是职业中的人想要有这种差别，更不是人本身就有这种差别，如孟子所言，并非矢人的人

品就要比函人差。然而，这种差别并非不重要， “术不可不慎”说的就是要小心这种差别，谨慎择

业。

制作弓箭志在伤人，或者制作棺材意在死人，这有什么问题吗？矢人希望弓箭越锋利而伤人越

多，难道还是矢人想伤人吗？匠人希望死人越多而棺材的生意越好，难道匠人还得为死人负责吗？当

然不是，这并非涉及罪责问题，甚至也与道德责任无关，否则这些职业就都带有 “原罪”了。类似

于杀人放火或者小偷小摸，大概不能算作是职业，至少不是正当的职业。而贩毒或贩卖枪支，自有法

律规定其是否具有合法性。至于匠人或矢人，既合法又正当，不存在所谓的 “原罪”问题。既然如

此，孟子为何还要作这种区分呢？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区分并不难察觉。有一个传言说，古时药铺门

口都会挂一幅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如今的药店则是积分促销、多买多送。

药店是做病人的生意，店家是盼望病人越多而生意越好，还是宁可生意不好而希望病人越少呢？同样

是开药店，这种心意的差别十分鲜明。不是难以区分，而是能否将这种心意上的区分当回事。心里总

是念着世人平平安安，还是巴不得别人多出点事，这已是善恶之分，在传统的道德社会里特别看重，

而现代的法治社会却淡化很多。宁可药生尘也不愿人生病，这种心意是多么可贵，有世人如此，这个

人间便是温暖的。只是这一心意有些考验人，与职业本身的发展相背。儒家并不主张对人的刻意考

验，成就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善良。若越是希望世人平安，也就越符合职业的方向，显然更为顺当，更

符合儒家的本愿。因此，在矢人与函人之间，根据孟子 “术不可不慎”的主张，要尽可能地选择函

人，这样心意全在唯恐伤人上却又能成就职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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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术不可不慎”

孟子特别重视在职业过程中对善意的呵护，人固然是有仁义之心，但恰恰需要不断地滋养。一种

好的职业，如函人之唯恐伤人，就是不断地用这种好的心意去维护仁义之心。若是不好的职业，如矢

人之唯恐不伤人，这种心意容易助长心中戾气。人有仁义之心，善养则得之。相对于某种 “原罪”

说的负重，儒家更强调的是呵护仁义之心，将仁义礼智固有之人性光辉彰显出来。面对函人与矢人这

样的职业，尽可能地选择函人，便于时时以好的心意助长仁义之心。不需要故意接受矢人这样的职业

来挑战人心，更不是要将矢人 “原罪”化，然后刻意承受黑暗面的考验。然而，儒家不主张刻意考

验人，不意味着儒家不需要面对考验，更不是儒家经受不住考验。“术不可不慎”，亦只是 “慎”而

已，难道还能被职业所决定吗？很多时候，选择职业的余地是有限的，此又古今一也，古则尤甚。只

能接受矢人的职业，也完全可以带着宁可铠甲生尘的心意。 “慎”的含义除了谨慎择业之外，还有

“慎养其心”之意。

五、君子远庖厨：慎养其心

在函人与矢人之间，如有可能，应选择函人，此其 “慎”也。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

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远庖厨的关键

含义在于远离宰杀，君子对于宰杀多有不忍。朱子云：“其所以必远庖厨者，亦以预养是心，而广为

仁之术也。”① 如同尽可能地不选择矢人，也要尽可能地远离庖厨，即是为了预养此心。不忍之心萌

发，就要尽量远离庖厨，赵歧所谓 “不欲见其生食其肉也”②。于庖厨之 “远”，即是一个谨慎的意

思。既见其生，又闻其声，再要食其肉，则是置不忍之心而不顾，可说是不慎。为了预养此不忍之

心，避免见其生而食其肉，远离庖厨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仁术”是孟子的原话，是说宣王见有人牵

着一头牛去祭祀，就让人把那头牛放了，而换一头羊去祭祀，孟子将宣王这一 “以羊易牛”的举动

称为仁术。朱子解 “术”为 “法之巧”③，非常精到。宣王既不忍杀那头牛，却又不能废祭祀，于是

想出一个以羊易之的巧法。同样地，既不忍食其肉，却又不能废肉食，于是才道出了一个远庖厨的巧

法。所谓巧法，是能巧则巧，不能巧便不能弄巧成拙。是巧法便不是常法，并非工夫的必由之路。不

是远庖厨就做了多少工夫，更不是远不了庖厨就废了工夫，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慎养其心的意思。才起

一个不忍之心，就要谨慎待之，既尽其力，亦不避其巧，将不忍之心呵护下来。

对庖厨只是说到一个 “远”，君子也并非以远庖厨为能事，而且庖厨亦有不得不近之时。“君无

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礼记

·玉藻》）“践”，郑玄以为 “翦”之误，犹杀也。“故”是指祭祀之类的原因。如孙希旦所云，作为

君子，“凡有血气之类，皆不忍亲杀之……其不得已而杀者，亦未尝不有以养其仁爱之心也”④。君子

亦有 “不得已而杀者”，是有不得不近庖厨之时。庖人虽多有宰杀，时时抱有 “不得已而杀”的心

意，虽君子亦可居之。“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墨子·尚贤上》），是伊尹可为贤相。如上文所言，

矢人的职业也未必不可以接受，只要充分意识到这一职业容易陷入唯恐不伤人的心意之中予以防范。

与此相类，意识到庖人有需要特别加以防范的地方，比如容易在血淋淋的屠宰中变得麻木，或者容易

陷入以杀戮为能事，于是时时抱有 “不得已而杀”的心意，则庖厨可居也。与慎择其业而预养其心

相比，此亦为 “慎”之义，是从预养其心到慎养其心的推进。前文有谓 “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

既然有 “不择官”之时，肯定也会有不择业之时，而且大概多有不择业之时。无法慎择其业，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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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０８页。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第８３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０８页。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８３—７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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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养其心。《尔雅》云：“慎，诚也。”若说慎择其业之慎只是谨慎之意，则慎养其心之慎大概还有真

诚之义。所谓 “慎，德之守也”（《国语·周语下》），慎养其心，谨守其德，亦是术之慎也。

孟子既云仁义礼智为人所固有，又云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乃人所完全

自主之事。与此相比，职业则终究不是人可以完全自主的，以其不可完全自主，故 “术不可不慎”

终究 “慎”在谨守其德。以仁义礼智之固在，慎养其心才有其根据，不会被难以自主的职业所决定。

明白了慎养之义，“君子远庖厨”就不会置庖厨之人于难堪的境地。根据前文所论，相对于 “君子远

庖厨”，庖人只是失去了这一个巧法而已，慎养其心的工夫一点也不会被耽误。身居庖厨，根据固有

的仁义礼智之性而时时慎养其心，防范以杀戮为能事。但慎养其心体现在职业上，肯定是有边界的。

职业对人产生的影响力量往往很强大，乃至常常是压倒性的，因为职业可能占据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而且往往伴其终生。因其影响之巨，故力陈慎养其心之义，一点也不看轻慎择其业的分量。

总之，孟子的职业之道只是将仁义之心表达在不同的职业上，仁义就是根本之道。或者说，人的

修身工夫是根本，立足于修身养性的有德之人，在什么职业中就会体现出什么职业道德。离了人的修

身之本来谈职业道德，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一个人本来与道德无关，进入到职业之中，才涉及到

职业道德的问题吗？甚至本来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却可以通过职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吗？有如齐

宣王以牛易羊，只是在那一件事上，偶然使了一个巧劲，若不知修身工夫，必定是枉然。只谈职业道

德而不论个人德性，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政教缺失，教化不存，职业除了行规，道德终将不复存在。

由孟子的职业之道观今天的职业道德种种，可思者多矣。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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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先秦名实观发展的贡献

刘玉宇

【摘要】学界一直视孔孟的 “正名”理论与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为两种不相关的哲学体系。本文将孟子的

语言观置于从孔子到荀子的整个先秦语言理论发展的脉络之中，探讨孟子对先秦名实观发展的贡献。有理

由认为，尽管孟子没有对名实关系作出直接论述，但他在论辩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后来的名实之争有明确联

系。从孔子的正名说到战国中后期名实观的发展进程中，孟子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公孙龙与后期墨

家关于名实问题的论争，恰恰建立在对孟子所遗留的语言难题的回应之上。

【关键词】孟子；名实观；论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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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玉宇，广东梅州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近代以来美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诠释进程研究”（１３ＢＷＷ０１１）

一、问题的提出

战国中后期的名实之辩是否发端于孔子的 “正名”学说，先秦哲学中伦理政治意义上的 “正名”

与语言逻辑意义上的 “名实之辩”之间又有没有继承的关系，学界对这一问题始终未有定论。现代

学者如牟宗三将 “正名实”分为 “春秋教”和 “纯名理”两种，认为前者发展为仁义之道，而后者

则是 “智性之独立发展”，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①。郭湛波也认为， “中国的 ‘辩学’不起于孔老，

而起于邓析。因为孔子的 ‘正名’，老子的 ‘无名’，都不是 ‘辩学’”②。然而，先秦探讨名实关系

的名作 《公孙龙子》却遥追孔子之意，以 “正名实而化天下”为己任。名、墨各家的同时代人及秦

以后的儒家学者却视名实之辩为孔孟 “正名”思想的歧途，并大加挞伐。如 《隋书·经籍志三》对

孔子的 “正名”思想与名实之辩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判断：“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

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拘者为之，则苛察缴绕，滞于析辞而失大体。”这段话表明，名实之

辩的确源自孔子的 “正名”，但却走了歧路而因小失大。

学界往往将正名之说追溯到孔子，而对孟子与正名的关系少有讨论。虽然陈汉生 （ＣｈａｄＨａｎｓｅｎ）
在讨论正名时提到孟子关于 “诛一夫”非 “弑君”的观点③，但除此外没有其他论述，且他视孟子

为 “反语言”的代表，似乎孟子对先秦语言理论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④。尽管孟子没有对名实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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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６５页。
郭湛波：《先秦辩学史》，胡适、嵇文甫校，北京：中华印书局，１９３２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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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论述，但对后来名、墨的名实之争，他其实是个隐而不显的先驱哲学家。正是在孟子所运用的类

比中，我们看到后来启发名实之争的语义含混性问题。可以说，从孔子的正名说到名、墨之间的名实

之争，孟子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不仅继承了孔子，回应了墨子，而且启发了战国中后期著名

的名实之辩。在语言的问题上，孟子与陈汉生所说的名家、墨家等 “语言理论家”并不是对立的关

系，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不清楚孟子对先秦语言理论的贡献，就不可能解释名实之辩与孔

孟 “正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前学者对 “正名”的考察，或着眼于先秦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直接讨论，或继承秦汉学者对

此的论述，而没有关注这些思想家在运用语言进行论述和辩论时所发生的语言使用问题。从各家对

“正名”的论述看，很难弄清楚政治伦理意义上的 “正名”问题如何发展为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纯粹

语言逻辑问题。然而，诸子对语言和逻辑问题的关注并不始于邓析、宋
!

，也不限于各家对 “正名”

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我们发现，从孟子为自己的 “好辩”进行辩护开始，在诸子辩论的过程中，

语言问题就开始得到重视。为了在辩论中更好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语言进行澄清是必要的。这在

《孟子》中便已有明确体现。孟子虽然没有直接讨论 “正名”，但他对 “诛一夫”的论述通常被认为

是他对 “正名”的回应。孟子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在很多地方有明显的体现。有学者讨论过孟子与

“正名”有关的言论，却往往没有留意语言的使用问题对孟子的 “好辩”起了怎样的作用，而他 （以

及同时的其他思想家）对语言的使用又如何进一步引发了后来的名实之争。

陈汉生等人对孟子的误读，一方面主要来源于西方哲学对理性和关联思维的割裂；另一方面，由

于西方哲学对推理规则的重视，近代以来中外学界受此影响，往往将名家和后期墨家对推理规则的自

发运用与西方哲学中自觉的逻辑作类比，这多少是一个误读。先秦语言学家的着眼点不在于对逻辑的

掌握和运用。即便是名家和后期墨家，他们所关注的也不是推理的规律，而是对语言和现实关系的探

讨。

二、孔子与孟子的 “正名”观及其遗留的逻辑问题

虽然 “正名”说最早由孔子提出，但 《论语》中有关的语录并不多。孔子在答子路问政时，将

“正名”作为为政的第一要务。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

对于孔子所谓 “正名”，最常被引用来解释的是孔子答齐景公问政的语录：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这句语录中的四组叠词常常为人引用，却很少有人重视这些叠词中重复的单字在含义上的差别及

其所隐含的语言学意义。所谓 “君君”，即 “君要符合为君的标准”。前一个 “君”意指任何处于君

之位的个人，而后一个 “君”意指理想的君王，或引申为 “为君之道”。很明显，前者是描述义，后

者是规范义。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Ｔ．Ａｍｅｓ）曾在其著作 《孔子哲学思微》中论述，孔子的语言观是规范

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①。虽然安乐哲意识到孔子对语言的规范性功能的重视，但囿于西方语言哲学对

描述／规范功能的区分，否定孔子所用的语言具有描述性功能。先秦哲学家不对规范性、描述性作区
分，并不意味着古汉语没有描述性功能。安乐哲的论断，其实混淆了现象层面和对之的理论描述。或

者更精确地说，先秦哲学家并不将西方语言理论中称为描述性和规范性的功能加以区别对待。

实际上，孔子的 “君君臣臣”之说暗含了语言的规范性功能与描述性功能的冲突。像 “君不君”

这种由于词义的含混多义而形成的词组，修辞学上称为矛盾修饰法 （ｏｘｙｍｏｒｏｎ）。然而，这种在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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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增强张力的修辞手法，在哲学的语言中却是不可容忍的矛盾。正是孔子的正名说所隐含的这一

矛盾引发了随后长期的名实之争。假如 “君不君”，是否还能将 “不君”之人称作 “君”？如果不称

为 “君”，应该称为什么？如果称为 “君”，如何体现语言的正名功能？孔子没有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但面对类似的挑战，孟子给出他的解答。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梁惠王下》）

孟子的 “正名”以寓褒贬的做法，在其他相关典籍中也能够找到。《墨子》中有一段对话，与这

段引文极其相似。有人反驳墨子 “非攻”的思想，问：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言曰： “子未察吾言之

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 ‘攻’，谓 ‘诛’也。”（《墨子·非攻下》）

此外，在 《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一件事，也与此类似：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

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

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乎！”

这段记载或许不是实有其事，但与上述例子一样，都体现了 “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

的正名思想。同样的一件事，仅因为赋予不同的名称，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样，为了维护语言的 “正名”功能，孟子的策略是给不配为君的人另外命名，以维护名

（“君”）与实 （为君之道）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只有符合道德规范的君才能被称为君，否则应称

为 “残贼之人”“一夫”，从而否定其 “君”的身份。换言之，孟子希望用语言的规范性功能来决定

语言的描述性功能。当 “君不君”的时候，就不能用 “君”这个名词来称呼。这样，孔子所遗留的

矛盾就消失了。但这也意味着要对语言的常识用法进行改造，以使语言符合道德的要求。也就是说，

孟子将语言本质上设想为一种跟礼制一样，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规定其意义来达到维护社会和伦理秩序

的目的。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的名词用法在实际运用中却可能产生矛盾和混乱。

其实 《论语》中出现的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以及孟子的 “诛一夫”非 “弑

君”或 “暴君非君”，在语言形式上与 “白马非马”是相似的。当然，无论孔孟还是荀子，都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缘何在 “明贵贱”层面上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在 “别同异”的层面上却遭到荀子猛

烈的抨击？以此推断，公孙龙或许想要将 “别同异”视为 “明贵贱”的基础，试图通过解决 “别同

异”的问题，进而解决 “明贵贱”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

三、孟子与 “名实之辩”的联系

孟子与名实之辩的关系，并不仅限于上述的例子，也不仅限于后世所总结的 “春秋以道名分”。

孟子与战国中后期的名实之争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不得已”而 “好辩”的孟子，发展出自己的一

套独特辩论方式。刘殿爵 （Ｄ．Ｃ．Ｌａｕ）称之为 “类比推理”①。韦利 （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等人则认为孟
子的论辩充满逻辑谬误，近乎强词夺理②。陈汉生在其著作 《中国思想的道家理论》中，也视孟子为

“反语言”的代表，对其论辩方式极尽嘲讽。但是，尽管孟子拥有反语言的立场，他的论辩对古汉语

论辩方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了解先秦 “正名”学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孔子和孟子对 “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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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说，而在于其与 “名实之争”和后世所理解的 “正名”学说之间有何联系。作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建立自己学说的思想家，孔子并没有与人论辩的需要，因而 《论语》仅仅记载了孔子对弟子

的言传身教。即便偶有反驳，也是言简意赅。孔子之后，作为第一个系统反对孔子思想并提出自己学

说的思想家，墨子明确地建构了论辩的模式。孟子自陈他所处的境况是 “圣王不作，诸侯恣行，处

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于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因而发出 “予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感叹。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后期 “百家争鸣”开始的阶段，“处

士横议”的风气促进了论辩艺术的发展。孟子要 “辩”，自也不能例外。那么，孟子对先秦的论辩之

术以及后来的 “名实之辩”有什么贡献呢？

《孟子》中最有名的论辩章节莫过于他与告子的人性论之争。刘殿爵曾详细分析告孟之争中的类

比推理，虽然孟子的类比是否能称为严格的 “推理”尚有疑义，但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用于阐明论点，

其效果显而易见，并不是韦利、陈汉生等所认为的胡言乱语。孟子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对推理形式的

发展，而在于他对古汉语表达的精确性所提出的挑战。以下两段引文，不仅突显了古汉语的表达特

点，而且与后来的 “名实之辩”有实质性的联系。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

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

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孟子·告子

上》）

陈汉生在讨论孟子时，对他的论辩方式完全不能理解：“（孟子的）论辩风格充满令人尴尬的散

漫类比、不当推论以及显然是有意的混淆和扭曲。” “中国哲学更多依赖于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成见几

乎完全是来自于孟子。”① 且不说陈汉生的论断有何根据，他将 “理性”等同于逻辑推理的做法是无

法让人认同的。孟子的论辩中的确少见严谨的逻辑推理，但这并不等于非理性或反理性。实际上，

《孟子》中仅有少数章节是诉诸直觉和神秘主义的，大部分论辩都充满了理性的智慧。陈汉生对孟子

的评论，受到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和后世经学解释学的影响，忽视了孟子的论辩而唯独关注其神秘主义

的、形而上的思辨。以上两段引文，反映了孟子对语词含义的敏锐意识。孟子的论辩或许体现的是其

修辞手法而非逻辑推理，但他对语词含义的分析与直觉和神秘主义无关。孟子的贡献在于语义学而非

逻辑推理。

陈汉生坚持必须在孟子的论辩中找到 “有效推理”，才能证明孟子是合格的哲学家。上述第一段

引文便被陈汉生引作例子，以证明孟子所用的是 “散漫类比、不当推论以及显然是有意的混淆和扭

曲”。然而，对于不知有效推理为何物并且不以此为目的的先秦思想家而言，陈汉生的要求是不合理

的。他对逻辑推理的执着，表明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于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古希腊，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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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有多种，逻辑仅仅是其中之一。只不过随着希腊哲学的发展，修辞与逻辑被明确区分开来，逻

辑最终压倒了修辞。在此，引用陈汉生对这段话的批评：

初看起来，告子开篇构造了一个对孟子的天性论明显而确凿的反驳。所有天生的品性都是同等自

然的。为什么单单将天性中的一个方面视为统领性的品质？这或许就是告子的观点：人性是道德中立

的。正如韦利所指出的那样，孟子的回应显得不得要领、离题万里。①

如果将这段评论抽离 《孟子》原文的语境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放在任何一个当代语言的语境

中，陈汉生的判断就是正确的。然而，指责孟子牵强附会实际上是将孟子不可能掌握的哲学和语言学

知识强加于他。认为孟子强词夺理的读者往往没有意识到，当孟子说 “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时，告子是认可的。因此，这一类比实际上表达了告孟二人的共识，而不是孟子胡搅蛮缠。只有以此

为前提，才能正确解读这段对话。孟子的论辩或许不是有效论证，但隐含了孟子对属性词的探讨。葛

瑞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等认为 “生之谓性”或许来源于 “生”与 “性”二字通假，只有这样才能解

释为何告孟二人均不认为 “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的说法有任何问题②。故而，陈汉生的质疑

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孟子随后的类推就体现了他一贯的逻辑素养。我们将孟子的论证还

原为类比推理的形式：

“白之谓白”与 “生之谓性”有相同的结构。

如果从 “白之谓白”可以推出 “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都是同样的白”，

那么就可以从 “生 （性）之谓性”推出 “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都是同样的性”。

然而这是违背我们的常识的，因此不能说 “生之谓性”。

因此，纠结于 “生之谓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意义的。这段话在语言哲学上的最大贡献，

不在于孟子证明了 “生之谓性”是错的，而在于他隐隐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名词有不同的特征。受过

西方哲学训练的解释者会很直接地认为，“白”与 “性”不能类比，因为 “白”指涉的是外在属性，

而 “性”指涉的是本质属性。然而，关于属性和本质的概念恰恰是孟子所没有的。从论证的角度看，

孟子的论辩自然没能证明 “生之谓性”是错误的。他所证明的仅仅是这一类比是不合理的。至于为

何从 “白之谓白”和 “生之谓性”有相同的结构不能推导出各种生物的 “性”是同样的，要直到后

期墨家才给出了系统的语言学解释。

第二段对话所隐含的则是事实与价值的矛盾。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似，“长长”一语也包

含了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然而，以此指责孟子没有对之加以区分是不合理的，因为告子同样没有意

识到他所说的 “外”其实指的是事实层面的年龄而不是价值层面的敬长。如果双方针对的都是价值

层面的问题，无疑孟子是正确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此句第一个 “长”是年龄问题，

第二个 “长”是礼义问题。告子将礼义 （价值）问题混同于年龄 （事实）问题，试图用事实来解释

价值。孟子则正确地指出了 “长马”和 “长人”之间的不同。马之 “长”仅仅是年龄问题，与礼义

无关，而人之 “长”却同时涉及到年龄和礼义两方面的问题。 “长”的用法与 “白”的用法不同，

不能加以类推。换言之，告子试图将礼义问题归结为事实问题，孟子则恰相反。虽然因为没有相关的

概念，二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告孟之争表明，由于论辩的需要，他们面临着如何用更精确的语

言来表述自己思想的问题，从而暴露了隐含在语言使用之中的哲学难题。

当然，孟子并不关注他的论辩会导致什么样的语言和逻辑后果，他所关注的是伦理问题而不是语

言和逻辑问题。如果将 《孟子》中关于正名和名实问题的段落与后期墨家和公孙龙的著述比较，就

会发现，后期墨家和公孙龙关于名实问题的讨论，其实是解决孟子所遗留问题的一种尝试。无论是从

内容还是论辩形式看，后期墨家和公孙龙都与孟子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辩论的最终目的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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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伦理问题，但在辩论的过程中，伦理问题逐渐还原为语言和逻辑问题。这一认识要在公孙龙的著

作 （尤其是 《白马论》和 《坚白论》）以及代表后期墨家的 《墨经》中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孙

龙立足于以名辨实，认为由于 “白”和 “马”分别对应不同的实，其组合 “白马”所对应之实就不

可能与 “马”同。后期墨家则本着取实予名的立场，认为这是因为名 “有便谓焉”：

诸圣人所先，为人效名实，名不必实，实不必名。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

大，不与大同。是有便谓焉也。（《墨子·大取》）

四、公孙龙和后期墨家对孟子遗留问题的应对策略

对于孔孟的正名说，儒、道、墨、法、名各家提出了各自的回应。然而真正从语言和逻辑的角度

对其中隐含的矛盾提出解决策略的，只有公孙龙和后期墨家。上文关于孟子的两个例子，其实隐含了

两种可能的名实观，也是后期墨家和公孙龙对孟子遗留问题的不同应对策略。公孙龙遵循孟子的

“正名”思路，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用 “名”来规范 “实”的途径，即荀子所批评的 “以名辨实”。而

后期墨家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认为在名实不符的情况下应该 “以实正名”。

孟子以 “残贼之人”“一夫”称不配为君者，因此认为 “诛一夫”不算 “弑君”，不违儒家的根

本。但他也曾以 “暴君”称专制无道的君主 （“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暴君代作”）。那么，

“暴君”能否称为 “君”呢？按照孟子的正名观， “暴君”也是不配称为 “君”的。困难在于 “暴

君”一词已经隐含了 “君”的描述性用法。要证明 “暴君非君”，就不像直接斥之为 “一夫”那么

简洁明了。因为常识上人们会认为 “暴君”和 “仁君”一样，都是 “君”，二者是隶属的关系。那

么，如何通过对语言的澄清来论证孟子的 “诛一夫”思想呢？要为 “杀暴君非杀 （弑）君”进行辩

护，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 “以名辨实”，认为句子的组合规则可以用作对事实的逻辑推理。这样，

如果要证明 “杀暴君非杀 （弑）君”，就要证明 “暴君非君”。二是 “以实正名”，否认句子的组合

规则可以用作对事实的逻辑推理。这样，只要证明句子的语义不是通过句子各部分的组合规则来给定

的，即从 “暴君，君也”无法推导出 “杀暴君，杀 （弑）君也”，就可以了。

公孙龙的应对策略是要为孟子 “以名辨实”的正名理论辩护。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为孟子的正

名观寻找语言哲学的基础。我们将 《白马论》置于这个背景中，假定公孙龙论证 “白马非马”的目

的是为了给孟子的正名观提供理论依据。 《白马论》提出 “白马非马”，因为 “白马”是 “白”与

“马”的结合，不是单独的 “马”。如果这一论断得以成立，那么就能同理证明 “暴君非君”，杀暴

君自然就不是 “弑君”了。公孙龙从 “白马者，马与白也”进而论证 “白者非马也”，故 “白 （与）

马非马”。同理也可以论证 “暴君者，暴与君也”“暴者非君也”，故 “暴君非君”。这一路径试图表

明句子的组合规则与事实的逻辑推理是一一对应的，可以通过对 “名”的澄清来判定事实。然而，

由于 “白马非马”表面上与人们对语言的常识运用相悖谬，并不为当时的论辩者所接受。至于 《白

马论》到底说了什么，在为一名一实的辩护上走了多远，已超出了本文范围，在此不多论述①。

后期墨家则试图采取第二种策略来为 “杀暴君非杀 （弑）君”进行辩护。他们的主旨在于表明，

语言的运用并不一定符合事实的规律，因此不能通过句子的组合规则来进行事实的推理。后期墨家指

出，“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不周，或一是而不是”。其中，所谓 “或是而然”“或

是而不然”，便是指出在语言的用法中，有些句子的组合规则是符合对事实的推理的，有些则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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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作者与任远合作的三篇论文：《公孙龙 〈白马论〉中的名实观与复合名词》，《现代哲学》２０１２年第３
期；《重论陈汉生 “质料名词假说”与公孙龙 〈白马论〉解释》，《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ＡＰｒｏｒｅａｌｉｓ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Ｇｏｎｇｓｕｎ
Ｌｏｎｇｓ‘ＷｈｉｔｅＨｏｒｓ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Ｖｏｌ．６９．Ｎｏ２，Ａｐｒ．２０１９．有关属性词的探讨，可参见李巍：《性质语词
与命名难题——— “白马非马”再审视》，《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孟子对先秦名实观发展的贡献

合。例如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这些句子的组合规则是符合

推理规则的；而 “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墨

子·小取》）这些句子的组合规则是不符合推理规则的。同理可以得出推论：暴君，君也；杀暴君，

非杀 （弑）君也。这些句子应归入后期墨家所说的 “是而不然”之列，不能以 “是而然”的规则来

对待。也就是说，后期墨家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孟子关于 “一夫 （暴君）”非 “君”的说法，认为

无法通过对名词意义或用法的规定来达到 “正名”的效果。

然而，后期墨家要求人们通过语言的常识用法来纠正句子的组合规则，同时也就否认了语言与现

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说语言与社会的同构关系。在语言结构所揭示的世界结构和人们的常识经

验发生冲突之际，后期墨家选择了用常识来修正语言结构，而非相反。因而，与公孙龙要求通过语言

的规律来指导人们对现实世界 （“实”）的认识不同，后期墨家否定了语言对现实有指导作用。对于

名实无法一一对应的情况，后期墨家以语言的随意性加以解释 （“有便谓焉”）。

五、结　　语

名辩之风到荀子而止息。包括陈汉生在内的不少学者均认为儒家从孔子开始都是反语言的。虽然

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对巧辩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各自的观点和做法并不尽相同。作为第一个提出

自己学说的思想家，孔子并没有直接面对论辩的问题，而是将言与行对立起来，重视行而轻视言。孟

子对语言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充分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提出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另

一方面却并没有否定辩论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他看来，辩是不得已，最好能不辩。但 “不辩”不是

禁止人们辩论，而是 “以辩止辩”，通过自己的辩论来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真理的目的。这与公孙龙等

名家目的是一致的。相较而言，荀子则一方面受到庄子反智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接受后期墨家对语言

规则的不信任，认为真理并不能通过辩论来获得。他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关键是统一思想，而统一

思想的唯一方式是由 “圣王”制名以指实，让人民不会无所适从。他的 “止辩”方式是期待圣王出，

“势以临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甚而 “圣王起，所以先诛也”（《荀子·非相》）。就此

而言，孟子是理性的，荀子才是反理性的。

从孔孟经名墨到荀子，正名说不仅逐渐发展为名实之辩中对语言和逻辑问题的关注，而且各家对

之的不同回应形成了两条迥异的发展线路。这是由孔子所提出的正名思想经由百家争鸣而发展成为名

实之辩的内在理路。先秦哲学从孔子的格言式训诲到孟子 “不得已”的 “好辩”，再到名家和墨家的

语言和逻辑论辩、荀子对论辩的彻底否定，最终发展到秦以后的大融合，这一过程体现了先秦哲学家

对语言和逻辑问题探讨的发展与式微，以及中国哲学走向玄学和实效论的趋势。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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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马光对 《老子》的注解

尹志华

【摘要】司马光对 《老子》的注解，最大特点是坚持儒学本位、以仁义释道。其迥异诸家之处是主张 “道

亦可言道”，认为老子所说的道不是常人所说的道。其反映北宋 《老子》注家共识的地方是主张有无并重，

认为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其注解的最大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心性

问题。这可能与司马光不擅理论思辨有关。

【关键词】司马光；老子；道；自然；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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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志华，湖南常宁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 “双一流”建设项目 “民族哲学与经学研究”

司马光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作为一个以 “朴儒”自居之人①，其学术思想的本源自然是儒家圣人之

道。二程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 （即张载）、邵尧夫 （即邵雍）、司马君实 （即

司马光）。”② 苏轼在 《司马温公行状》中说，司马光 “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

吾不信”③。司马光自言，其所以不好佛老者，因佛老 “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④。

司马光面对当时 “天下之不尚儒久矣”⑤、“流俗戆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⑥、“近

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⑦ 的状况，忧心如焚，力陈佛老之弊。他认为 “释老之

教，无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⑧。具体到道家，他批判 “庄老贵虚无而贱礼法”⑨，指斥

“彼老、庄弃仁义而绝礼学，非尧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为忧，存亡不以为患，乃匹夫独行之私言，

非国家教人之正术也”瑏瑠。可见，司马光主要是站在儒家礼教的立场上，批判老庄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当然，他对老庄的理解是偏颇的，特别是对老子与庄子之学的区别，没有足够的认识。

司马光处在儒学重构的时代，他自觉地参与到新儒学的塑造过程中。而要塑造新儒学，以应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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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司马光说：“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宋］司马光：《答怀州许奉世秀才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
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６页。）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１页。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４９１页。
［宋］司马光：《答韩秉国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第８８页。
［宋］司马光：《颜太初杂文序》，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第１１０页。
［宋］司马光：《论寺额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３册，第２１０页。
［宋］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４册，第１２２页。
［宋］司马光：《论寺额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３册，第２１０页。
［宋］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吕祖谦编： 《宋文鉴》卷１４９，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３５１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第６９９页。
［宋］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４册，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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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挑战，其思想资源自然不能完全局限于儒家经典。因此，司马光虽 “不喜佛老”，但对佛老中

“不出吾书”之 “微言”的内容，则加以肯定和吸取。在 《迂书·释老》中，司马光自问自释：“或

问：‘老、释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释取其空，老取其无为自然。舍是无

取也。’或曰：‘空则人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空取其无利欲之心，

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① 可见，司马光对佛氏之

“空”、老氏之 “无为自然”，是在加以辨析和改造的基础上才加以肯定的。

由于 《老子》行世已历千年，人们耳熟能详，故司马光在批驳政治对手时，也充分利用 《老子》

的理论资源，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如，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二月，他写信质问王安石：“光昔者
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

先其所不美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

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 ‘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

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焉穷日力，继之

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

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② 他谏止西征和要求罢除保

甲法的奏疏中，都讲 “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③，明显是借用 《老子》第三十一章的

话。

王安石及其变法助手们纷纷注解 《老子》，试图掌握对 《老子》的解释权，以扫除变法的理论障

碍。司马光也对 《老子》作了注解，其动机何在，笔者尚不清楚。

据赵希弁 《郡斋读书后志》卷二，司马光的 《老子注》名为 《道德论述要》；陈振孙 《直斋书

录解题》卷九则著录为 《老子道德论述要》。司马光对 《老子》不称 “经”，而称 “论”，反映了其

儒家正统意识，即只有儒家经典才能称为经，道家之书不能称为经。其注今存于明 《道藏》中，编

者据道家立场而改题为 《道德真经论》④。 《道藏》本只题司马氏注。按金朝李霖 《道德真经取善

集》、南宋范应元 《道德经古本集注》、南宋彭耜 《道德真经集注》、南宋董思靖 《道德真经集解》

等所引司马光注，均与此书合。可知司马氏即司马光。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所用 《老子》文本，与通行本有异。经过比对发现，司马光本是在

王弼本的基础上，采撷唐玄宗御注本和遂州龙兴观石碑本 （见明 《道藏》所收无名氏 《道德真经次

解》）⑤，断以己意，综合而成。南宋彭耜曾在 《道德真经集注释文》中详细分析宋代诸家 《老子》

注本经文异同，对司马光本的异文一一作了列举⑥。司马光对 《老子》的注释也非常简略。如第七十

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注曰：“易简”；“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注曰 “精一”；“言有宗”，

注曰 “体要”，“事有君”，注曰 “返本”。注文比 《老子》原文还少。另有一些原文，甚至整章 （如

第七十九章），司马光都没有注解。但是，其注虽简略，却也颇具特色，值得一述。

一、道亦可言道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司马光以前的注家，大多解释为 “可道之道非常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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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第４６２页。
［宋］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４册，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宋］司马光：《谏西征疏》《乞罢保甲状》，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４册，第８５、１５６页。
［宋］司马光：《道德真经论》，《道藏》第１２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６２—２７２页。本文所引司马光 《道德真经论》均出 《道藏》，为避免繁琐，不一一注明页码。

《道德真经次解》，《道藏》第１２册，第６１２—６２６页。
《道藏》第１３册，第２４８—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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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道不可言说。例如，汉代的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认为，可道之道，即经术政教之道。常

道，乃自然长生之道。“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① 河上公

将道分为 “可道之道”和 “常道”。常道无为无事，不见其有所作为，故不可道。曹魏王弼说：“可

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② 王弼认为可道之道 “非其常”，

常道不可言说。唐代道士成玄英说：“道以虚通为义，常以湛寂得名。所谓无极大道，是众生之正性

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谓可称之法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辩，不可以心虑知，妙绝希夷，

理穷恍惚……可道可说者，非常道也。”③ 其意为：道本湛寂，其用虚通，不可测知，当然更不可言

说。一说就受到了语词的限制，就不是虚通之道，而是可称之法了。以上注家皆将 “常道”理解为

永恒常存之道，认为永恒常存之道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司马光则另辟蹊径，将 “常道”理解为常人所说的道：“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

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他从

认识水平上将老子之道与常人所说的道作了区分。他批评常人所说的道 “凝滞于物”，认为常人的认

识局限于具体事物，只能认识表现在具体事物中的 “道”，而不能超越具体事物，认识普遍的 “道”。

司马光在释第三十五章 “乐与饵，过客止”时，也批评 “众人凝滞于物”。

司马光对老子之道与常人所说的道的区分，其思维方式类似于韩非对 “理”与 “道”的区分。

韩非说 “理者，成物之文也”“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可见 “理”是具体事物

的规定性，韩非称之为 “定理”。定理是可以言说的。但定理随物之存亡而存亡，故不能常。“道者，

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道统辖万物之理，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故常存不灭。“而常者

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④

司马光认为，道是超越有形事物之上的，“宗本无形谓之道”（释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他继

承了王弼 “以无为本”的思想，认为道就是无。他释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

于道”，直接采用王弼的注解 “道无水有，故曰几”；释第十四章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说 “古

之道，无也”；释同一章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说 “道以无为纪”；释第二十五章 “道生一”说

“自无入有”。

为了贯彻以 “无”释道的思想，司马光将 《老子》第一章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读

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他的解释是：“天地，有形之大者，其始必因于无，故名

天地之始曰无。万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于有，故名万物之母曰有。”他根据 《列子·天瑞》“夫有

形者生于无形”和 《庄子·知北游》“万物以形相生”的观点，认为天地属有，乃万物之母，而天地

本身则起源于无。

但是，司马光也不能无视南北朝以来以 “非有非无”释 “道”的思潮。如南朝顾欢说：“（道）

欲言定有，而无色无声，言其定无，而有信有精，以其体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⑤ 唐代成玄英说：

“妙本非有，应迹非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有无不定，故言恍惚 。”⑥ 唐代李荣说：“大道幽玄，

深不可识，语其无也，则有物混成，言其有焉，则复归于无物。归无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无，有无

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⑦ 司马光也觉得不能只强调道就是无，而要指出道不可定言有无的一

面。他释 《老子》第十四章 “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无物之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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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１页。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页。
蒙文通：《辑校成玄英 〈道德经义疏〉》，《道书辑校十种》，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５—３７６页。
《韩非子》卷六 《解老第二十》，《道藏》第２７册，第３４０页。
蒙文通：《晋唐 〈老子〉古注四十家辑存》，《道书辑校十种》，第１７４页。
蒙文通：《辑校成玄英 〈道德经义疏〉》，《道书辑校十种》，第４０４页。
蒙文通：《辑校李荣 〈道德经注〉》，《道书辑校十种》，第５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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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惚恍”说 “曰有曰无，皆强名耳”，“欲言无邪，则物由以成；欲言有邪，则不见其形”，因此道是

“若有若无”。

二、有无并重

司马光虽然以 “无”释道，但并不主张贵无贱有、崇本息末，而是主张有无并重、本末并举。

为此，他将 《老子》首章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读为：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

有，欲以观其徼。”他对这两句话的注解是：“万物既有，则彼无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无不

去，欲以穷神化之微妙也。无既可贵，则彼有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万事之边

际也。苟专用无而弃有，则荡然流散，无复边际，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司马光在这里所说的 “有”“无”主要是指政治哲学而言。所谓 “常存无不去”，就是要体察自

然无为之天道；所谓 “常存有不去”，就是要制订礼乐刑政等社会规范。他反对 “专用无而弃有”，

就是反对纯用自然无为之道治理天下。他在 《答韩秉国书》中也指出：“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

然既有，则不可以无治之矣。”① 故他解释 《老子》第三十二章 “始制有名”说 “圣人得道，必制而

用之，不能无言”。所谓制而用之，就是制订礼乐刑政等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他注解第五十一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说 “因道以立礼乐刑政”。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而恰恰是礼乐刑政

之所本。而礼乐刑政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无形之道而制订的。可见，司马光的 “常无”“常有”之

论是以体用关系来融合儒道政治哲学。

不过，司马光又指出，圣人虽以礼乐刑政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但并不以有形的礼乐刑政本身为

目的，而是以契合无形之道为最高境界。他说：“礼至于无体，乐至于无声，刑至于无刑，然后见道

之用。”（释第十一章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所谓 “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出自 《礼记

·孔子闲居》；所谓 “刑至于无刑”，出自 《尚书·大禹谟》之 “刑期于无刑”的说法。可见，司马

光试图以代表最高境界的 “无”来贯通儒道两家思想。既然 “无”代表了合道的最高境界，因此在

施行礼乐刑政时，始终 “不可忘本弃道” （释第五十一章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以防止礼乐刑

政走向异化。

“有无并重”的思想，在北宋时期并非司马光一家之言，而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老子》首

章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王安石、王蚞、陆佃、苏辙等人均读为：“故常无，欲以

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如苏辙的注解是：“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入于众有而常无，将以观

其妙也。体其至无而常有，将以观其徼也。若夫行于其徼而不知其妙，则粗而不神矣。留于其妙而不

知其徼，则精而不遍矣。”② 苏辙所谓的 “常无”与 “常有”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的。一方

面 “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根据自然天道而制订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圣人虽以仁义礼

乐治天下，却并未忘记仁义礼乐之所本，所以 “入于众有而常无”。另一方面圣人时刻体察天道之自

然无为，却不因此而废人事之有为，所以 “体其至无而常有”。可见，苏辙也是以体用关系来理解天

道与人事。

王安石虽与司马光在变法问题上是政治对手，但也同样倡导 “有无并重”的政治哲学理念。他

说：“道之本，出于冲虚杳渺之际，而其末也，散于形名度数之间。是二者，其为道一也。而世之蔽

者常以为异，何也？盖冲虚杳渺者，常存于无；而言形名度数者，常存乎有。有无不能以并存，此所

以蔽而不能自全也。”③ 按照王安石的观点，道之本虽是一切社会规范的最高合理性依据，但由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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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第８８页。
［宋］苏辙：《道德真经注》卷１，《道藏》第１２册，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１引王安石注，《道藏》第１４册，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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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藉于冲虚杳渺之际，既无形可见，也没有具体的规则可以掌握，可以称之为 “无”。“无”在政治

层面上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家据此而主张政治应该无为。但是，道并不只是有本而已，它还有

末，即道之散殊。道之末，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就是礼乐刑政等具体的社会规范。因此，如果像道

家那样，“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无之为用也，则近于愚矣”①。真正体道的圣人是上知道本、下

察道末，而无 “有无不能以并存”之弊。“圣人能体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无则足以见其妙，存乎有

则足以知其徼，而卒离乎有、无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应万物之治者，凡以此。”②

上知天地之本就是理解形而上的自然天道，下应万物之治就是推行形而下的礼乐刑政等人道，二者虽

有上下本末之别，但就道体而言又是统一的。

总之，北宋 《老子》注家的 “有无并重论”，其政治哲学意蕴就是既反对纯任自然天道而摒弃礼

乐刑政，也反对只用礼乐刑政而忽视自然天道。他们认为，自然天道要落实到政治操作层面，就必须

制订礼乐刑政等社会规范；而礼乐刑政制订了以后，又必须从自然天道的角度对之进行审视，以防止

其异化。也就是说，自然与名教，一为体一为用，体用不可偏废。这样，就超越了魏晋玄学 “贵无”

派重自然与 “崇有”派重名教的对立。

三、道者涵仁义以为体

司马光在注解 《老子》时，对 “道”之体用均从儒学的角度进行诠释。他以仁义为道之体，以

礼乐刑政为道之用。他释 《老子》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说 “道者涵仁义以为体”，这显然

是对老子之道的内涵作了儒家式改造。唐代韩愈曾明确提出，儒家之道与老子之道不是一回事：“凡

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③ 换言之，儒家之道以仁义为内涵，老子之道则排斥仁义。司马光与韩愈不同，他不是去

批判老子之道，而是直接以儒家的仁义之道诠释老子之道。

既然司马光认为老子之道并不排斥仁义，那么如何理解老子对仁义的批评呢？如 《老子》第十

八章说 “大道废，有仁义”，儒家如韩愈等人认为老子此说意在贬低仁义，因而表示不能接受。司马

光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老子不是批评仁义本身，而是批评世人在践行仁义时产生的流弊。他指出真正

践行仁义的人应该是 “行之以诚，不形于外”，即内心真诚地奉行仁义，而不是彰显其外在形式给别

人看，所以 “道之行，则仁义隐”。如果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而不是由内心自然而发，则只有仁义

之名，而无仁义之实，这就是 “道之废，则仁义彰”。

概言之，司马光是以一个 “诚”字来化解儒道两家的对立。在他看来，如果世人对于仁义是

“推至诚而行之”（释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则符合老子之道；如果只是追求仁义之

名，而并非出自至诚之心，则徒具其表而无其实，老子所反对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后一种情

况，其用意在于使人复归于 “诚”，重其实而不彰其名。

四、任物自然与适当有为

前文提到，司马光在 《迂书·释老》中说 “老取其无为自然”。在注解 《老子》时，司马光确

实贯彻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万物生成，皆不出自然。” （释第六十四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

为”）故他在注文中强调 “任物自然”（见第二十九章注、第七十三章注）。他解第二十八章 “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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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卷１７引王安石注，《道藏》第１４册，第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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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割”说 “因其自然”，解第二十九章 “为者败之”说 “为之则伤自然”。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如此

重视 “自然”，却对 《老子》第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未作注解。

可见，他注解 《老子》并非出自探究 《老子》本意的目的，而是 “拿来主义”，觉得有必要阐发的

地方就注解，觉得没有必要阐发的地方就不注解。

司马光强调任物自然，是希望统治者不生事扰民，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解第十七章 “功

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是小农经济时代，

农业劳动者所向往的 “帝力”几乎不干预民生的理想政治环境。他解第三十五章 “往而不害，安平

泰”说 “不以有为害之”。由此，他认为 “善爱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伤” （释第十章 “爱民治

国”）。他解第七十五章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说 “扰之故难治”。

当然，司马光并不是一个 “自治主义”者，他跟北宋其他 《老子》注家一样，认为帝王在 “任

物自为”的同时，还应 “因物之为”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圣人于天下，不能全无所为。” （释第二

章 “为而不恃”）既然有君主，君主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解第六十三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

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说：“兢兢业业，一

日二日万几，故能无为而治。”所谓 “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出自 《尚书·皋陶谟》，本来是形

容帝王每天处理政事极为繁忙，司马光却把它与 “无为而治”联系起来。前引司马光 《迂书·释老》

也说：“无为取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推其意，是说帝王尽力干好自己份内的事，不去

越俎代庖，干不该干的事，就是 “无为而治”。所以他说：“善治国者，任物以能，不劳而成。”（释

第十章 “爱民治国”）所谓 “任物以能”，就是要 “选贤与能”，知人善任。

但是，《老子》主张 “不尚贤”，与儒家的 “选贤与能”是对立的，司马光如何面对二者的理论

冲突？他说：“贤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则争名而长乱，故老子矫之，欲人尚其

实，不尚其名也。”（释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这就是说老子并非不知道尚贤的重要性，而是

看到了只重 “贤名”所导致的纷争祸乱。许多有 “贤名”的人并不一定有 “贤”之实。老子主张

“不尚贤，使民不争”，其用意是为了让人们崇尚贤之实，而不图虚名。

司马光认同 《老子》关于圣人 “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观点，主张圣人的 “为”，只是对

万物的一种辅助性的 “为”，不是强行作为。他说，圣人 “不能无为，然辅而不强”（释第八十一章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但以辅之，不敢强有所为也”（释第六十四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

不敢为”）。司马光认为，有为本身不是目的，有为的目的是无为。他解第三章 “为无为，则无不治

矣”说 “为之使至于无为”。因此，“有为之教，比之于道，大小绝殊，然亦终归于道” （释第三十

二章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正当的 “有为”必须始终以 “合道”为依据。司马光对

“无为”的理解，还体现在他撰写的 《无为赞》中。他批评 “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

为”，认为 “无为”的真正义蕴是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

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①。可见，司马光所理解的 “无为”，主要是坚守儒家之道，顺应自然，不

妄作为。

五、援儒书解 《老子》

司马光在注解 《老子》时，其儒家本位立场时时流露。我们看到，他常常援引儒家经典来注解

《老子》，有时甚至直接以儒家经典的文字作为注文，而不加自己的话。如：

第二章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司马光以 《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解之；第六十六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司马光以 《尚书·

３５１

① 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５册，第４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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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解之。

第二章 “行不言之教”，司马光以 《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解之；第六十七章 “夫

慈，故能勇”，司马光以 《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解之。

第二十七章 “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司马光分别以 《孟子·公孙

丑下》的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和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两句话解之。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司马光以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解之。

细绎司马光所引儒典，其与 《老子》原文的意思还是可以相通的。这也反映出司马光融通儒道

或曰以儒摄道的一种努力。而以上所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儒家的 “谦”来解 《老子》的 “不

争”；二是以儒家的 “仁”来解 《老子》的 “慈”。

当然，司马光的注解，也有以儒家的概念消解 《老子》原意的地方。如解第五十七章 “我好静

而民自正”说 “正己而物正”。 《老子》原文强调统治者应该安静，不妄作为；司马光则以孔子的

“恭己正南面”“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思想解之，掩盖了 《老子》“清静以为天下正”的思想。

六、对司马光注的几点思考

北宋儒家士大夫，大多重视 《老子》。考各种文献著录的北宋 《老子注》，约有３０余家，其中绝
大多数是儒家学者所作。而研读 《老子》，吸取 《老子》思想，但未曾注 《老子》的儒家学者，更

是不胜枚举。北宋儒家士大夫重视 《老子》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北宋承五代之乱而立国，民心思定。故宋初的政治局面与汉初极为相似，都

需要与民休息，静以致治。因而，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如宋太宗说：“伯

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① 宋真宗说：“《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② 儒家

士大夫大多予以赞同，由此形成了北宋前期贵 “因循”的政治风气。受此影响，司马光也推崇老子

的 “无为自然”思想，并以之作为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

从思想学术方面看，自魏晋迄宋初，儒学与佛、道教相比，在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要逊色得

多。北宋儒家要复兴儒学，就必须弥补这方面的差距。但是，先秦儒家典籍在这方面的资源太少，因

而宋儒必须批判地吸取佛、道教的有关思想，以充实儒学。这样，富于形上学色彩的 《老子》受到

他们的重视，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北宋儒学，有三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注解了 《老子》：新学派的王安石父子、涑水学派的司马

光、蜀学派的苏辙。将司马光的注解与王、苏二家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宋儒的两种学术取向：一是

主张三教融合，一是坚持儒学本位。王安石和苏辙认为天下无二道，三家同一理，只是论述各有侧重

而已：佛、道重在明体，儒家重在明用。因此，他们所建立的新学术，实际上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综

合③。而司马光则坚持以儒学的核心理念 “仁义”来改造老子的 “道”，提出 “道”的内涵就是 “仁

义”。这一改造抹杀了儒道两家思想的本质区别，因而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理学诸儒认为，从思想体

系和根本价值取向来说，佛、老是迥异于儒家的；儒家可以吸收佛、老的某些思维方式和具体的理论

观点，但必须强调儒家之道不同于佛、老之道。

司马光与王、苏二家对 《老子》的诠释，最大共同点体现在政治哲学。他们沿着郭象的思路，

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与郭象认为 “名教即自然”不同，他们从本末、体用的角度说明自然与

名教的关系。他们虽然认为自然与名教为本末、体用关系，但又与王弼主张 “崇本息末”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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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李攸：《宋朝事实》卷３《圣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０８册，第３０页。
［宋］彭耜：《道德真经说序》引 《国史·道释志》，《道藏》第１３册，第１０８页。
参见尹志华：《北宋 〈老子〉注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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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张本末并重、不可偏举。这样，既可从名教出于自然的角度来证明现实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又可

从自然为名教之本的角度，以天道 （实即政治理想）为参照系，对现实政治进行适当的调整。因而，

北宋 《老子》注家的有无并重论既起到了对现实的辩护作用，又保持了对现实的批判功能。北宋儒

家学者这样一种政治共识的形成，可能与他们意识到此种理论有利于维护他们对政治的发言权有关。

司马光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哲理思辨不足。比如他一反众说，主张 “道亦可言道”，虽然独树一

帜，却忽略了 “道不可道”的言道悖论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他只从认识水平来区分老子之道与 “常

人之所谓道”，显然有简单化之嫌，因而在整个思想史上，应者寥寥。

司马光注的一个更大的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北宋中期以来，学者

们普遍重视心性问题。王安石父子、苏辙等人的 《老子注》，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尽性和复性说诠

释 《老子》。王安石的学生陆佃认为，秦汉以来的注者，没有认识到 《老子》讲的是 “性命之学”，

因而他们都没有抓住 《老子》的主旨①。所谓 “性命之学”，就是 《易传》所说的 “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因而北宋 《老子》注家大多融通 《易》《老》，致力于 “性”与 “天道”的贯通，从而为儒家

本体论、心性论的建构作出积极的努力。反观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语，使其注本的思想价值大

大降低。这大概就是后世苏辙 《老子注》广为流传，而司马光的注本湮没无闻的主要原因吧②。

司马光不擅哲理思辨，程颢曾有评论。据 《河南程氏外书》：“温公作 《中庸解》，不晓处阙之。

或语明道，明道曰：‘阙甚处？’曰：‘如强哉矫之类。’明道笑曰：‘由自得里，将谓从 ‘天命之谓

性处’便阙却。’”③ 对于 《老子》这样一部哲理书，不擅思辨的司马光为之作注，同样会是 “阙却”

处甚多。这恐怕也是其注解异常简略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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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彭耜：《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引陆佃注，《道藏》第１３册，第２６０页。
王安石父子的 《老子注》也曾经广为流传，后由于政治原因而逐渐湮没，其失传与思想学术关系不大。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１２，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２５页。



罗明坚对 《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王慧宇

【摘要】对明清之际致力于沟通中西文化的来华耶稣会士而言，“四书”成为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的最

佳素材，译介 “四书”成为其中学西传的核心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传入

欧洲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中庸》作为儒家重要思想文献，其对天人、心性关系、孔

门心法的揭示，可视为宋明理学的思想源泉。相较于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蕴含了更多超越

因素，可视为讨论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入手点。本文讨论的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 《中庸》译本，重点

考察译者罗明坚对儒家道德哲学核心概念的译介，进而探讨其在文化交流中的创造。

【关键词】罗明坚；《中庸》；拉丁文 “四书”手稿；中学西传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５６－０５

作者简介：王慧宇，内蒙古海拉尔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 “儒家经典的首次西译与西传问题研究”

（ＧＤ１７ＹＺＸ０２）

１６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拉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幕。随着耶稣会士 “文化适应”和 “科学传教”

策略的开展，大量欧洲神学、哲学、科学思想进入中国，开启了 “西学东渐”的进程。同时，传教

士亦开始中国典籍翻译工作，将中学经典传至欧洲，成为 “中学西传”的先声。值得关注的是，在

这场文化交流盛宴中，“道德”问题一直是双方关注的焦点。基于伦理道德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传教

士十分重视对西方伦理思想的传播，有大量著作问世，希望借由中国士大夫对伦理问题的关注来推动

耶儒交流。在中学西传方面，传教士译介的重点 “四书”“五经”也包含了大量中国道德智慧，正是

这些西译经典，让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憧憬道德昌明、崇拜理性的中国。基于

“四书”的重要性，明清之际有众多 “四书”译本存世，而传教士译介 “四书”的先驱正是本文所

要讨论的罗明坚 （Ｍｉｃｈｅｌ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１５４３－１６０７）。
“道德”在中国传统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言，特别是到了宋明儒学时期更是将道德、人格完善赋予

了超越意义。“四书”作为儒家道德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自朱熹编定后，便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统

治地位。道德哲学是 《中庸》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蕴含了道德本体、道德主体、道德伦理等方面

内容，与西方哲学、神学有较大的公共讨论空间。本文将通过集中考察罗明坚的 《中庸》译本情况，

特别对其中儒家道德哲学 “仁”“诚”“君子”等概念展开分析，以此讨论罗明坚等人对儒家道德哲

学体系的理解。

一、罗明坚拉丁文 “四书”手稿概况

罗明坚的拉丁文 “四书”手稿藏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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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ｍａｎｕｅｌｅＩＩｄｉＲｏｍａ），共３４４页，分五部分，含 “四书”和 《明心宝鉴》。据笔者考证，译本创

作时间应为１５９１－１５９３年间①。在拉丁文 “四书”前罗明坚还完成过一部西班牙文 “四书”手稿，

其中包含 《大学》《中庸》和 《论语》的部分章节。西班牙文 “四书”手稿是呈给西班牙国王阅示

的清晰手抄本，拉丁文手稿字迹相对潦草、外加保存不善，研究整理存在一定的难度。两部手稿内容

基本一致，是现存于世的最早 “四书”欧洲语言译本，其译者是首位在华正式定居、开启明清中西

文化交流先河的耶稣会士罗明坚。

二、《中庸》译本中儒家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通过对全文的整体性考察，罗明坚的 《中庸》译本是在朱熹的 《中庸章句集注》基础上，理解

文本内容，后翻译 《中庸》原文而成②，而在概念的诠释译介上也有大量参考朱子注解的痕迹。

１．中庸
先看 “中庸”。罗明坚用 “ｓｅｍｐｅｒｉｎｍｅｄｉｏ” （总是在中间）来译 “中庸”， “中”为 ｉｎｍｅｄｉｏ，

“庸”为副词ｓｅｍｐｅｒ。他虽将 “中庸”合译，但也可拆分训解。其中，“中”为 “ｉｎｍｅｄｉｏ” （在中
间），虽无错，但远未到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也”③ 的深度。“庸”的翻译则更值得关

注。ｓｅｍｐｅｒ有 “总是”“经常”“永远”之意，与程颐 “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④ 基本

一致。朱子强调 “庸”的平常义，除了照顾训诂的根据外，主要是认为平常的东西才是实践中能长

久的，诡异高难的东西是无法长久的，强调道理不能离开人伦日用，隐含了对佛教离开人伦日用去求

超越境界的批评。朱子说 《中庸》是 “实学”，强调中庸的道理不离事事物物⑤。罗明坚并未理解到

这一深度，遂也未将西学中的实学特质彰显。罗明坚认可 “中庸”作为至德，指出 “总是在中间就

是此中间的最高完美”（Ｓｅｍｐｅｒｉｎｍｅｄｉｏｈｏｃｅｓｔａｄｓｕｍｍａ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ｍｈｕｊｕｓｍｅｄｉｉ），并强调通达这
种至德的关键在于ｓｅｍｐｅｒ，即不断地保持。
２．诚
“诚”是 《中庸》乃至宋明儒学核心概念，是将 “命”“教”“性”“道”连接起来的纽带⑥；它

作为 “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又是连接人道与天道的枢纽⑦。若将 《中庸》看作最具儒家心

性和形而上学特性的著作，而其构建的重点就是 “诚”推出的诚本论。

“诚”道德层面的本义是诚实不欺、真实无妄，扩展到 “天道之诚”和 “人道之诚”问题上，

则增加了超越向度。宋明儒学各家依 “诚”展开的思想体系错综复杂，初来中国的罗明坚很难对

“诚”做全面深入的解读，辨析各家差异。他所能讨论的范围和关注点更多还是 “诚”在人的终极道

德完善方面如何展开。在儒学内，天道本就是真实的，不存在 “不诚”，“诚者天之道”是在向人展

现的层面来谈。人之 “诚”正是对天道之诚的追求，实现道德完善的过程， “中庸”恰恰是君子修

身、通达天之诚的方法之一。在儒家，“诚”的实现虽是个人修身范畴，但终不离终极的天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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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手稿写作时间及作者的争论问题，参见王慧宇：《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 〈中庸〉手稿为

例》，《国际汉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在 《耶稣会士罗明坚 〈中庸〉拉丁文译本手稿初探》一文中，罗莹对罗明坚 《中庸》译本以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进行

了详细比对，笔者通过考察文本亦同意此观点。参见罗莹：《耶稣会士罗明坚 〈中庸〉拉丁文译本手稿研究初探》，《基督教文化

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９页。
［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１页。
陈来：《朱熹 〈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夏之卷。
王夫之说：“曰 ‘命’、曰 ‘性’、曰 ‘道’、曰 ‘教’，无不受统于此一 ‘诚’字。与此不察，其引人入迷津者不小。”（［明］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６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９６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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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体现了儒家的超越关怀。

基于 “诚”的复杂性，在译介时众多译本多是取 “诚实”之意，如译成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但这种翻译将
儒家以 “诚”为中心的修身之学完全限制在日常实践范畴，彻底消解了其超越向度，无法翻译出宋

明儒学的精髓。像陈荣捷虽用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但却会特别注意强调 “诚”联结天人合一的性质，阐释

“诚”必须既有心理学的、形上学的、也有宗教的含义，不只是心态，还是动力，无时无刻地在转化

万物、完成万物，将天人联结到同一的文化之流中①。杜维明则明确指出 “诚”要兼具 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
ｔｒｕｔｈｏｒｒｅａｌｉｔｙ的含义，不仅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还显示人的实在性，更是道德哲学概念，显示人本真
的存在，是一个贯穿儒家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是儒家 “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概

念②。

罗明坚也注意到 “诚”的特点和复杂性，用ｒｅｃｔｕｓ和ｖｅｒｉｔａｓ两个词互为补充来译介 “诚”。这两

个词本身含义非常丰富：ｒｅｃｔｕｓ指形状直的，引申为适宜、正直；ｖｅｒｉｔａｓ则为真实、诚实，更指真理、
实在。例如，对于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他译为 “与生俱来就正直的人是由至高天之光所允许的；但

他不是生为正直，而是做到正直，那么，他要做自己的工作；他生而有正直，对任何事物达到目标，

不需要考虑他获得事物本身，没有任何头脑的运转，他跟随理性的引导，这个人很显然是神圣的，但

正直的人做事情时选择善，他较好地把握此善”（Ｑｕｉｃｕｍｈａｃ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ｉｎｅｎａｓｃｉｔà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ｓｕｐｒａＸＸ③ｌｕ
ｍｉｎｅｆａｓｔｕｓｅ［ｓｔ］；ａｔｑｕｉｎｏｎｓｉｃｒｅｃｔｕｓｎａｓｃｉｔｕｒ，ｓｅｄｒｅｃｔｕｓｆａｃｉｅｎｄｕｓｅｓｔ，ｓｕａｉｐｓｉｕｓｏｐｅｒａｆａｃｉｅｎｄｕｓｅ［ｓｔ］；
ｑｕｉｖｅｒòｃｕｍ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ｉｎｅｎａｔｕｓｅｓｔ，ｎｕｌｌｏｎｅｇｏｃｉｏｓｃｏｐｕｍａｔｔｉｎｇｉｔ，ｓｉｎèｒａｔｉｏ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ｓｅｑｕｉｔｕｒｒｅｓｉｐｓａｓ，ｓｉｎè
ｕｌｌａｍｅｎｓｉｓａ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ｍｄｕｃｅｍｓｅｑｕｉｔｕｒ，ｈｉｃｐｌａｎèｄｉｖｉｎｕｓｅ［ｓｔ］ｖｉｒ，ａｔｑｕｉｒｅｃｔｕｓｈｕｍａｎａｆｉｔｏｐｅｒａ
ｂｏｎｕｍｅｌｉｇｉｔ，ａｃｆｏｒｔｉｔｅｒｔｅｎｅｔ）。其中 “诚者，天之道”朱子解为 “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④，

罗明坚正是用ｒｅｃｔｕｓ强调 “天道之诚”的客观上的真实性。同时 “ｆａｃｉｅｎｄｕｓ”（做）也强调了 “人道

之诚”中的个人修炼。又如，在译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时，

罗明坚译为 “由上天和神圣之光照亮并被赋予真理的人能知晓所有事情；并且这被称为上天的教导

或者本性；达至人们对事物知识的人跟随真理之光，这被称为教导，被天赋予真理的人是智慧的，他

所理解人的事物立即变成正直” （Ｑｕｉà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ｄｉｖｉｎｏｑｕｅｌｕｍｉｎｅｖｅｒｉｔａｔｅｍｄｏｔａｔｕｓｅ［ｓｔ］ｎｉｈｉｌｅｓｔｑｕｏｄ
ｎ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ａｔ；ｅｔｈａｅｃａｕｃａｔ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ｓｅｕｎａｔｕｒａ；ｑｕｉｈｕｍａｎａｏｐｅｒａａｄｒ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ｄａｓｐｅｒｖｅｎｉｔ
ｖｅｒｉｔａｔｉｓｌ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ｍ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ｔｕｒ，ｅｔｈａｅｃ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ｎｏｍｉｎａｔｕｒ，ｖｅｒｉｔａｔｅｍｄｏｔａｔｕｓàｃａｅｌｏｉｌｌｉｃｏｅｓｔｓａｐｉｅｎｓ，
ｑｕｉｈｕｍａｎａｏｐｅｒａ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ｔｉｌｌｉｃｏｆｉｔｒｅｃｔｕｓ）。陈来认为 “朱子以德和明两者作为分析的基点，他认为圣

人德无不实，这是诚；圣人明无不照，这是明。德是道德的德性，明是理性的能力”⑤。而罗明坚则

用 “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ｄｉｖｉｎｏｑｕｅｌｕｍｉｎｅ” （上天和神圣之光）来阐释 “明”的含义，彰显了儒家的宗教色彩，

也为后续的儒耶调和打下基础。如果回归当时西方思想环境，此表述暗含了这种理性能力来自天主。

但在西班牙文 《中庸》译文中，罗明坚将 “天”翻译为中性的 “ａｒｒｉｂａ” （向上）。罗明坚针对不同
读者群体，在译介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词汇。西班牙手稿因为是献给腓力二世的礼物，因此用ａｒｒｉｂａ指
自然之天。但是在拉丁文手稿中，更加体现了罗明坚对 《中庸》概念的切实理解，保留了 《中庸》

文本本身的宗教性色彩。圣人能 “率性为道”“自诚明”，其天然如此，因而罗明坚用 “ｖｅｒｉｔａｓ”（真
理）解其 “天道之诚”。“贤人以下都是修道为教，由教而入，不是自然，而必须用各种功夫，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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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宾儒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６页。
乔飞鸟：《〈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以理雅各、辜鸿铭、陈荣捷译本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１页。
此处手稿字迹模糊。

［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２页。
陈来：《朱熹 〈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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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明善入手，然后去实在地践行善，这是人道的特点”①，因此罗明坚使用 ｖｅｒｉｔａｓ和 ｒｅｃｔｕｓ交互解
释 “人道之诚”，突显人之修身践行的重要性。

罗明坚对 《中庸》中 “诚”这一概念与修身观念的把握，多是立足实践德道方面，适当兼顾超

越和宗教因素。特别是他使用ｖｅｒｉｔａｓ和ｒｅｃｔｕｓ交替释译 “诚”，有意识地在翻译诠释中区别 “天道之

诚”和 “人道之诚”，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 “诚”的超越意义，相较后世译本更体现了其思考的丰

富。例如，《中国哲学家孔子》和 《中华帝国六经》将 “诚”仅译为 “ｖｅｒａｓｏｌｉｄａｑｕｅｒａｔｉｏ，ｐｅｒｆｅｃｔｕｓ”
（真实且坚定的理性、完美）以及 “ｖｅｒｉｔａｓ（ｓｔｕｄｉｏ，ａｒｔ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ａ）”（通过学习和技艺追求真实）等
单纯的道德德性，完全消解 “诚”的超越意义，相应地，儒家也仅仅是道德智慧，而不具备哲学、

宗教的高度。

３．仁
“仁”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不赘多言。《中庸》正是一个关于人性 （“仁”）的整体论述，而不

是格言集锦②。考察罗明坚如何理解并翻译 “仁”，可见其对儒家德目的具体理解。

罗明坚在 《中庸》译本中对 “仁”的翻译用词也是极为丰富的，分别用了ｐｉｅｔａｓ、ｃａｒｉｔａｓ和ａｍｏｒ
等词语。ｐｉｅｔａｓ和ｃａｒｉｔａｓ多在互动中共同释 “仁”。如 “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译为

“如果在美德之路上前行，他最大程度地完成了慈爱和仁爱这些美德。与仁爱连接的慈爱从人的本性

出发”（Ｓｉｐｅｒｉｔｅｒｖｉｒｔｕｔｉｓｉｎｃｅｄｉｔ；ｉｔｅｒａｕｔｅｍｖｉｒｔｕｔｉｓｃａｒｉｔａｔｅｍ，ｍａｘｉｍèｐｉｅｔａｔｅｍａｂｓｏｌｕｉｔ．Ｃａｒｉｔａｓｃｕｍｐｉｅｔａ
ｔｅｃｏｎｉｕｎｃｔａｈｏｍｉｎｉｉｎｓｉｔａｅｓｔàｎａｔｕｒａ）。其中，“修道以仁”之 “仁”为 ｃａｒｉｔａｓ和 ｐｉｅｔａｓ，“仁者，人
也”之 “仁”为ｐｉｅｔａｓ，而ｃａｒｉｔａｓ则翻译 “亲亲”。罗明坚十分明确地用 ｐｉｅｔａｓ来指人之所以为人的
本性之 “仁”，而ｃａｒｉｔａｓ主要释 “亲亲”之爱，而在亲亲之 “仁”时则为 ｃａｒｉｔａｓ和 ｐｉｅｔａｓ，用 ｃａｒｉｔａｓ
对ｐｉｅｔａｓ解释补充。如 “仁、智、勇”三达德中的 “仁”则为ｐｉｅｔａｓ。ｃａｒｉｔａｓ和ａｍｏｒ则多在情的层面
讲仁与爱。ｃａｒｉｔａｓ有 “爱”“博爱”之意，ａｍｏｒ为 “情爱”。不幸的是，译本中涉及ａｍｏｒ处文献严重
损毁已无法辨认，无法全面分析。

用ｃａｒｉｔａｓ和ａｍｏｒ解 “仁”更为明确直接，后人用ａｇａｐｅ将天主教 “爱人如己”之 “神爱”赋予

“仁”，或如英译中的ｈｕｍａｎｅ、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等译文亦可在含义中查到 “仁”某一层面的含义。

以ｐｉｅｔａｓ译 “仁”实为罗明坚之独创，相较后来者有其高明之处。在西方语境中，ｐｉｅｔａｓ是含义
极为丰富的概念，其含义极为复杂，其内涵几经嬗变，值得思考。在古罗马时期，ｐｉｅｔａｓ有 “忠诚”，

即忠诚于君臣、父母之含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扩展为人际关系层面的一种德性，包含忠诚、虔

敬、仁慈、友善等多重含义，甚至还可表达 “圣母对圣子耶稣的情感”③。ｐｉｅｔａｓ也是英语词汇ｐｉｔｙ的
词源，某种层面上又含有同情、怜悯、悲悯之意。但拉丁文在１６世纪已开始衰落，其概念语词的意
义能否继续发展确实有待商榷。如不回到当时具体文本考查ｐｉｅｔａｓ这一德目的含义，其他推断显然有
失公允。与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智）、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ｏ（勇）、ｃａｒｉｔａｓ、ａｍｏｒ甚至是 ａｇａｐｅ相比，ｐｉｅｔａｓ这一德目的外延
更为丰富，相应内涵也更为模糊。罗明坚选择 ｐｉｅｔａｓ这一当时已不常用的名词，很可能是在权衡
“仁”作为至德、作为天道之人伦体现的意义后做出的深入思考。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论语·宪问》），儒家传统中智者、勇者未必就是仁者，但仁者必须体现智勇。“仁”在儒家整个

伦理体系中有着毋庸置疑的优先性和统摄性，“三达德”“四端”“五常”“九经”都是在 “仁”的基

础上展开的，并在不同层面丰富 “仁”的内在资源④。ｐｉｅｔａｓ确实可涵盖 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ａ、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ｏ、ｃａｒｉｔａｓ
的某些含义，因而可在 “至德”和 “统摄”意义上表述 “仁”。借此可以发现，罗明坚对中学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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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朱熹 〈中庸章句〉及其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夏之卷。
［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第２３页。
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为教廷雕刻的圣母怜子雕像，名称即为 “ＬａＰｉｅｔà”。
［美］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段德智译，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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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辨析是深入的，对文本含义和概念在儒学伦理体系中的整体把握是有充分考虑的，其对于中学

“德目”的表述翻译相较后世学者丝毫不显逊色。

４．君子、小人、圣人
在罗明坚拉丁文 《中庸》译文中，将君子译为 “ｖｉｒｂｏｎｕｓ”（好人），小人译为 “ｖｉｒｍａｌｕｓ”（坏

人），以善恶作为君子和小人的衡量标准。但在个别情况下，他也用 “ｖｉｒｓａｐｉｅｎｓ”（智慧的人）来指
君子。翻译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

时，他指出 “小人 （坏人）对任何事物都不谨慎，对任何事物都不恐惧”（ｑｕｉａｍａｌｕｓｖｉｒｎｉｈｉｌｃａｖｅｔ，
ｎｅｑｕ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ｄｅｔ）。君子在于能够 “保持总是站立在中间” （Ｖｉｒｂｏｎｕｓｓｅｍｐｅｒｉｎｍｅｄｉｏ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ｔ），即
“持中”；小人 “总是在中间之外”（Ｖｉｒｍａｌｕｓｓｅｍｐｅｒｅｘｔｒａｍｅｄｉｕｍｅ［ｓｔ］），原因在于小人无所慎、无
所惧怕。此处，罗明坚应是对朱子该处注解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

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① 的直接翻译。在对儒家道德的最高典范 “圣人”的

翻译上，罗明坚将其译为 “ｖｉｒｓａｐｉｅｎｓｅｔｓａｎｃｔｕｓ”（神圣而智慧的人）或 “ｄｉｖｉｎｕｓｖｉｒ”（神圣的人）。
这里的 “圣人”“神圣”更多是指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并非特指天主教含义的 “圣人”，而是

强调人能通过德性完成自己，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 “我们人最好的部分，即德性，是我们身上 ‘最

神圣’（ｄｉｖｉｎｅ）的东西”②。站天主教传统的立场上，罗明坚将孔子列为 “圣人”无疑是一次大胆的

尝试，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天主教文化下也并未称圣，其后利玛窦、柏应理等传教士皆沿

袭了罗明坚对孔子的评价。但这也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伏笔，耶稣会之外的修会大部分认为不能称孔子

为 “圣人”。特别是在 “礼仪之争”全面爆发后，罗马教会也正式否认孔子为 “圣人”这一称谓③。

三、结　　论

罗明坚在其拉丁文 “四书”，特别是 《中庸》手稿中极力凸显伦理道德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他

的拉丁文 《中庸》一直将美德、美德的修炼贯穿整篇译稿，如将 “道”译为 “ｉｔｅｒｖｉｒｔｕｔｉｓ”（美德之
路）以及 “ｖｉｒｔｕｔｉｓｅｘｅｒｃｉｔａｔｉｏ”（美德的修炼）等。他也在译本中特别注重彰显儒家的理性因素，赋予
儒家 “礼”以 “理性”“自然法”的含义。在罗明坚的 《中庸》译本中，“礼”不仅有 “ｒｉｔｕｓ”（礼
仪）、“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仪式）的意思，还有 “ｌｅｘ” （法）的含义。例如，他将 “斯礼者，达乎诸侯大

夫，及士庶人”译为 “Ｈｏｃｅ［ｓｔ］ｕｔｅｔｉａｍｉｐｓｉｕｒｂｉｕｍｐｒａ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ｄｅｍｌｅｇｅｍｌｕｃｔｕｓｓｅｒｖａｎｄｉｔｅｎｅｒｅｎｔｕｒ”
（此城之官员应遵守关于哀悼的同样规定）。而 “法”往往与 “理性”交织在一起，如他对朱子注释

的 “达道者，循性之谓”解释为 “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ｔｌｅｇｕ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 （完美的理性和对法律的顺
从）。在罗明坚所处的西方思想环境中，“理性”与 “法”是紧密联系的。在他的诠释下，“礼”与

“法”借由 “理性”交织在一起。

综上，罗明坚对儒学、对 “中庸”道德哲学诸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在先秦儒学君子修身的范

畴内，他并未像利玛窦一样对 “古儒”与 “今儒”有明确的取舍判断。但他对儒家经典的肯定、对

儒家道德哲学的肯定，恰恰为其后百余年东西文化交流开拓了一条光明道路。

（责任编辑　李　巍）

０６１

①

②

③

［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２１页。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５页。
但中国奉教士大夫既不否定孔子为圣人，也没有违背教规称其为圣品，而是强调称孔子为圣人，“原只是造极之名，如孟子所谓

‘美、大、圣、神’者，各有训解在，非泰西之所谓圣也，泰西特借用我国之字耳”。（参见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

仪之争》，《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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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的范例：多数公认的法律正义观研究 张文喜　１
"""""""""""""

从 “科学的社会主义”到 “批判的社会主义”

———重思伯恩施坦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康德坐标 王时中　９
"""""""""

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六种 “实证主义” 李天保　１７
""""""""""""""

《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形式及其方法论启示 林　青　３３
""""""""""""""

作为一种存在论规定的人的本性概念

———马克思人的本性问题再考察 ［韩］梁承兑／著　金寿铁／译　４０
"""""""

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 朱庆跃　５２
"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检思：以毛泽东、恽代英为例 赵锦英　６１
"""""

事件或突然发生的现象 ［法］马里翁／著　朱　刚／译　７０
"""""""""""""

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悖论的根源与出路

———在决定论与怀疑论之间 蔡祥元　８４
""""""""""""""""""

虚构名字的接续主义指称观 徐　敏　９０
""""""""""""""""""""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公平问题

———从儒家伦理的视角看 王　珏　９８
"""""""""""""""""""

论自我与他者关系视域下的 “自足” 陶　涛　１０６
""""""""""""""""

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汪志坚　１１１
""""""""""""""""""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陈　来　１１８
"""""""""""""""""""""

儒家仁政理想的基本面向

———以 《孟子·梁惠王上下》为中心的探讨 冯　兵　１２７
"""""""""""

论 “术不可不慎”

———孟子的职业之道发微 曾海军　１３３
"""""""""""""""""""

孟子对先秦名实观发展的贡献 刘玉宇　１４１
"""""""""""""""""""

试论司马光对 《老子》的注解 尹志华　１４８
"""""""""""""""""""

罗明坚对 《中庸》道德哲学概念的释译 王慧宇　１５６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６０＊ＺＨ＊Ｐ＊ ￥１８＊１６００＊１９＊２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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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ｅｇ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ｘｉ　１

""""""""""""""""""""""""""""""""""

Ｆｒｏ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ｏ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Ｋａｎｔ ＷａｎｇＳｈｉｚｈｏｎｇ　９
""""

Ｓｉｘ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 ＬｉＴｉａｎｂａｏ　１７
"""""""""""""

ＴｈｅＴｅｘｔｕ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ＬｉｎＱｉｎｇ　３３
""""""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ＭａｒｘｓＩｄｅａ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
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ｕｉ　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ｉｎＳｈｏｕｔｉｅ　４０

"""""""""""""""""""""""

ＯａｔｈＲｉｔｕａｌｓｉｎＰａｒ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ＺｈｕＱｉｎｇｙｕｅ　５２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ｎ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ａｎｄＹｕｎＤａｉｙｉｎｇ
ＺｈａｏＪｉｎｙｉｎｇ　６１

""""""""""""""""""""""""""""""""""

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ｏｒｔｈｅ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ｈｕＧａｎｇ　７０

"""""""""""""""""""""""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Ｒｕｌ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ｏ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Ｃａｉ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８４

"""""""""""""""""""""""""""""""""

Ｐｅｒｄｕｒａｎｔｉｓｍ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ｍｅｓ ＸｕＭｉｎ　９０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Ａｇ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 ＷａｎｇＪｕｅ　９８
""""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ｅｌｆ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ＴａｏＴａｏ　１０６
""""""""""

Ｒａｗｌ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ｒｅｊｕｓｔｉｃｉａｌＤｅｓｅｒｔ ＷａｎｇＺｈｉｊｉａｎ　１１１
"""""""""""""""""

Ｚｈｏｕ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ＣｈｅｎＬａｉ　１１８
"""""""""""""""""""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Ｒｕｌｅｏｆ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Ｍｅｎｇｚｉ ＦｅｎｇＢｉｎｇ　１２７
""""

Ｍｅｎｇｚ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ｓ ＺｅｎｇＨａｉｊｕｎ　１３３
"""""""""""""""""""

Ｍｅｎｇｚｉ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Ｑｉｎ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ＮａｍｅＴｈ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Ｙｕｙｕ　１４１

"""""""""""""""""""""""""""""""""""

ＳｉｍａＧｕａｎｇ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Ｌａｏｚｉ ＹｉｎＺｈｉｈｕａ　１４８
""""""""""""""""""""""

Ｍｉｃｈｅｌｅ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ｎｇ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Ｈｕｉｙｕ　１５６

""""""""""""""""""""""""""""""""""


